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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自己到底是谁；如何对他人和环境做出思考和反应；如何才能最好地了解自己；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以实现期望的目标……为什么有人如此悲观和消沉，甚至抑郁自杀，也有人面对压力和失败却能如此乐观，坚韧不屈？什么是自尊？为什么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别人迥异？自我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中心主题。布朗夫妇在《自我》中回答了这些问题，他们对复杂思想的表述通俗易懂，全书读来轻松有趣，生动活泼。

《自我》综合了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材料新颖，研究严谨，科学理论结合研究实践，表述方式引人入胜。《自我》详细阐述了与自我有关的概念与理论，如自尊、自我调节、自我监控、自我中心的偏差、刻板印象、认知失调，甚至文化对自我概念的塑造等内容。剖析了这些概念的变化历程和社会心理学中自我研究的价值。作者对研究报告精挑细选，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旨在阐明自我概念和诸多有趣现象的关系。不论读者的知识背景和专业水平如何，都能从这本书获得重要的信息。

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与人的自我意识有关，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自我，我们就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人类行为。本书的对象是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领域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本书还可以作为社会心理学的辅助材料或者作为自我的专题课教材。而普通读者读完本书后都有助于自我发现和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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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凯平（Kaiping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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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美国加州大学（UCLA）心理学与东亚研究终身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及东亚研究终身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博士。曾教授的课程包括普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跨文化沟通心理学。现任职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执行委员（2010年至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2009年至今），曾任职美国心理学会科学领导小组成员、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人格心理专业主任、第五届世界华人心理学家学术大会共同主席，并担任过美国唐氏基金会董事和德国宝马公司青年领袖论坛董事会成员；为众多政府和国际公司作战略、人事、文化，管理咨询，例如：福特，宝马，美国航天局，富士康，宏达电，万科，中化，中航，海总，总装备部等。他还是多所国际著名商学院常聘客座教授，并连续多年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最佳教学奖。

彭教授曾发表140多篇期刊论文，多次获得重要学术奖项（包括2004年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2006年美国管理学院最佳论文奖），出版学术专著多部，2007年被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评为全世界论文引用最多的中青年社会心理学家。2008年5月起受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2009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级海外高级引进人才（千人计划），回国后主要贡献包括：主持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复系工作；主持与国防有关的特殊人员的心理保障工作；主持并推动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工作并担任国际积极心理学联合会中国理事；参与中国各城市幸福城市建设工作；以清华名义发布科研论文70多篇，为论文国际引用名列前茅的少数中国社会科学学者。



序一：译丛新序

1979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我的心理学求学生涯，当时我们心理系的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们，你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20年。老实说，年轻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2004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和新曲线出版咨询公司的合作，推荐出版《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坦率地说，我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套关于人性、人情、人欲、人世的学术丛书，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出版界发行的最畅销的心理学丛书之一。

2013年的今天，我已经到了清华校园。受清华大学之邀、加州大学之托，五年前我开始帮助清华大学恢复它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心理学系，并出任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年的国际穿梭，以及和国内心理学界同仁的共苦同甘，已经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等来了中国心理学的春天！

所以，当新曲线公司的同事们决定出版该丛书的十周年纪念版，不仅新增《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社会冲突》、《社会心理学之旅》、《社会心理学纲要》等新品种，而且对《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决策与判断》、《自我》等原有品种的译文进行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将丛书以更加精致、高雅、系统的方式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并邀请我为新书重新写序，我已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并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优秀的心理学书籍。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社会心理学会在中国变得如此大受欢迎？甚至我们还可以问问，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在2008年恢复它的心理学系？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是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400美元。根据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均3000美元的现代化标准，这正式表明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槛。美国是在1962年首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英国是1968年，法国是1972年。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变得比物更为重要。现代化之前，我们追求小康，以物质的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现代化以后，我们追求和谐、文化、美和幸福，以人民的尊严和完美生活为奋斗目标。这种变化，也不断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变化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从“建设文化强国”再到“建设美丽中国”，这些理念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变化和提升。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出人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逐渐上升到安全、归属、爱和尊严的社会需求。再往上，就得有文化和知识的需求，以及对美的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指标就是幸福的巅峰体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人又是什么？其实，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他有心理活动。“人者，心之器也。”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心理活动，人就是行尸走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人类的心理，可以照样存在。没有人类，星空依然灿烂，太阳照常升落，但一旦人类的活动参与进来，星空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中国东海，北纬25°40'～26°、东经123°～124°34’之间有一片岛屿，这本来是一个地理科学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当我们意识到，这片岛屿就是钓鱼岛列岛时，这个知识就变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它就有了感情、意识、行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和意识，自然世界本身是不会有特别的意义的。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它呼唤的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就是人的集合；人的本质就是心理的载体。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如需求、欲望、价值、信念、判断、决策、竞争、合作、冲突、博弈，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智慧、理性、善良、宽容和理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无数引人入胜的问题。社会如何管理？创新如何推进？什么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传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看起来肤浅、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幸福吗？

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S（纳米一生物一信息一认知一社会）。

“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入工神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

其中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正是我推荐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初衷。丰富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提高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智商，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心理学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心理幸福而奋斗。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伟清楼501
2012年12月12日



序二：译丛序

社会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象中的和推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识他人（社会认知），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化、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的“麦格劳一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如《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在近年来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学新著。

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因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入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界人士较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及最新前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4年9月



序三：英文版序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心理学中自我的研究经历了最起伏不定的旅程。最初威廉·詹姆斯把自我安排在心理学的前排，但是随着其他更易操纵和进行实验控制的概念不断出现，自我在心理学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当行为主义者摒弃这类模糊的研究主题，因为无法得出易于观察的反应，心理学就彻底地抛弃了自我。幸运的是，人格心理学家们又让“自我”这名不知疲倦的徒步者搭上了车，并赋予其临床学上的意义。但荒谬的是，直到心理学的新“司机”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才又把自我安排到完全由行为占据的前排位置。虽然社会心理学的传统主题侧重人际关系（从两人到群体），但心理学的认知革命促使一些社会心理学家重新关注心灵内部的过程，那么又有什么概念比自我更加个人化，更加接近人际关系？

故而近年来，自我在某些新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中不仅再次回到前排就坐，而且事实上成为司机。这些新理论阐述的主题有：自尊、自我调节、自我监控、自我中心的偏差思维、刻板印象、认知失调，甚至文化对自我概念的塑造。

本书详细地记录了多年来这些概念的变化历程和心理学自我研究的价值。而且进一步概述了社会心理学中这一日益重要领域的诸多相关概念。研究和概念兼容并蓄，不论新旧。作者对研究报告精挑细选，跨越了多个知识领域，旨在阐明自我概念和诸多有趣现象的关系。不论读者的知识背景和专业水平如何，都能从这本书获得重要的信息。

对心理学“自我研究”有较多了解的读者会欣慰地发现，本书许多主题和材料原本枯燥无味，甚至令人厌烦，但在布朗的生花妙笔下却变得栩栩如生，饶有趣味。的确，作者对传统材料的组织和表述令人振奋，新颖独特，致使许多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读了之后，决定根据本书去开发新的课程。

对自我研究知之甚少的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学生，会很高兴地发现，这本书回答了许多关乎人性的问题。许多学习心理学的学生，他们最初的目的就是想了解自己到底是谁，他们又是如何对他人和环境做出思考和反应。他们想知道如何才能最好地了解自己，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以实现期望的目标。他们经常会问诸如此类的心理学问题：为什么有人如此悲观和消沉，也有人面对压力和失败却能如此乐观，坚韧不屈？什么是自尊？为什么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别人迥异？布朗在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对复杂思想的表述通俗易懂，没有使用太多的行话和术语，全书读来轻松有趣，生动活泼。

《自我》综合了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材料新颖，研究严谨，表述方式引人入胜，所有人都能从中了解独特的自我思想。这本著作可以用作社会心理学或人格心理学课程的辅助读物，也可以用作自我专业课的核心教材。无论怎样，读者读完本书后都会有收获。

《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是奉献给读者的一场盛宴，记载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理论学家们及实践者们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套丛书能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善加应用就能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这套丛书已成为心理学领域杰出学者展示新理论，对原有理论进行分析、整合以及介绍当前方法论进展的平台。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心愿，要与读者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思想观点，分享对象包括同事、研究生、本科生以及所有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这套丛书的每位作者都遵循着共同的写作目标，要以生动有趣的语言传授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原理和课程，传播专业知识却不诉诸专业行话，同时激发读者在思想或实践层面应用这些思想。《自我》显然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基于对基本社会心理过程的理解，这本书是当前自我研究的最好综述，其清晰传递的信息一定会得到学者和学生的喜爱。

虽然这套丛书的每一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巅峰之作，但精品译丛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精华和核心。社会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们可以选用其中任何一本，用作通用教材的“深度”辅助读物，而普通读者则可选用整个系列的精品图书来完成系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可以将这些书与戴维·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纲要》结合使用。戴维·迈尔斯的这本新书是专门为本系列而写作的，它精简地概览了社会心理学的全貌。有些老师已经完全根据这套丛书明智地安排他们的社会心理学课程，以便给学生提供丰富的研究文献作为背景材料。无论如何，乔纳森·布朗的著作有利于我们了解人类本性最基本的层面，这本书正是为你而写。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
《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丛书》主编



序四：中文版序

稍具中国文化知识的人大概都知道“庄周梦蝶”的典故。庄周有次梦见了蝴蝶，但醒来后却犯起了迷糊：“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庄子·齐物论》）唐代大诗人李白将这个典故写到了自己的诗里：“庄周梦蝴蝶，蝴蝶梦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其实，中国思想家庄周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的问题，至今仍让人困惑——“我是谁？谁是我？”这个问题不光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感兴趣，科学家也同样对之兴趣盎然。现代心理学就将自我研究列入中心课题，当然它所感兴趣的主要不是作为主体的自我，而是作为客体的自我以及我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包括社会特性（如社会角色、社会类别）和自我认识（如个性、品味和目标）。这类自我的研究还涉及人们对自己的控制（比如如何向他人表现自己），也包括对自己的评价，以及自我认识对我们的知觉，情感和行为的影响。

库利曾经形象地把心理学的自我研究比喻成“镜中自我”，也就是说它不是研究个人的自我，而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与他人互动后产生的自我认识，这种自我认识理所当然会受到文化、社会和个人诸多因素的影响。譬如心理学的自我研究发现：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事实上我们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了解自己，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想象得比别人好，比别人更强。我们还经常觉得我们和别人不太一样，但别人应该和我们一样。70%的人认为他们的能力比平均水平要高；80%的人认为他们的情感控制要比平均水平强；90%的人认为他们的道德水平比平均水平要高，但我们恰恰忘记了平均水平就是50%，只有50%的人比另外50%的人在某一方面略强一些。

对自我的心理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克服了我们自我认识中的另外一个常见偏差，那就是我应该比别人更了解我自己，而实际上心理学家对你的了解可能要超过你对你自己的了解。举例来说，每一个人在商店购物时都会认为他买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需要的，而且能付得起钞票的商品，但他未必知道他的喜好和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一些不易察觉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商品摆放的位置、商品的包装、价格定位、时尚、参照团体、文化、个人性格等等。心理学家的贡献就是把这些因素挖掘出来，加深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惠及社会。所以，《自我》这本书的出版对纠正人们自我认识的过分自信有很大帮助。

本书还能帮助我们纠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心理定势。如我们通常会认为现实生活中，中国人不如西方人那样大胆冒险，但心理学研究往往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如在经济风险决策上，中国人往往胆子更大，冒险性更强，而自己还意识不到。在与法律有关的事务上，中国人也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谨小慎微，我们的行为有时其他文化中的人根本不敢想象。所有这些研究结果本书都有所描述，因此，阅读这本关于自我的著作也是你发现自我的过程。

100多年前，美国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声称“自我是个人心理宇宙的中心”，对自我的研究业已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中心主题。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与人的自我意识有关，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自我，我们就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人类行为。我们选择《自我》加入这套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既希望对人们的自我发现、自我认识有所助益，也希望为人们学习和了解社会心理学的其他领域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



序言

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和感知，在心理学界引起充分的关注，鲜有课题能与此比拟。几百年以来，人们都在思考自我认识和感知是如何发展的，自我认知对行为有何主导作用，如何才能改变自我认知，让人们更加幸福和满足。

许多心理学的学生同样对这些主题感兴趣。不幸的是，他们的好奇心并不能在传统的课程中得到满足。他们没有学到关于自我的知识，学到的反而是很多孤立的细节和零散的片段，他们只能靠自己将这些支离破碎的知识拼凑成一个整体。

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它的主题是心理学的自我研究，主要是人们认识和感知自己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本独特的著作，关于自我的专著不少，但是类似的教科书却非常缺乏，这的确令人遗憾。自我的研究对很多学者都有意义。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显然特别关注自我，但是，发展、认知、动机和临床心理学家的研究也都会涉及自我这一主题。自我也是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的热门主题。本书将回顾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结果，将它们整合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本书的对象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相关领域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尽量兼容并蓄，但不想使之成为自我的百科全书；通俗易懂，但不能过于简单。本书可以作为社会心理学的辅助读物或者自我的专业教材。

在过去的8年来，我一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自我这门课程，我很希望其他老师也能开发类似的课程。最后，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对研究自我的同行们有所裨益。

乔纳森·布朗（Jonathon D. Brown）
玛格丽特·布朗（Margaret A. Brown）


前言

三十年前我们着手写《自我》第一版时，人们要表现自我时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万维网才刚刚诞生，没有人听说过脸谱（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也不会把自拍照贴到照片分享软件Instagram（Instagram是一款支持iOS、Windows Phone、Android平台的移动应用，拥有极高的人气，允许用户在任何环境下抓拍下自己的生活记忆，一键分享至Instagram、Facebook、Twitter、Flickr、Tumblr、foursquare或者新浪微博平台上。——译者注）上，不会在一些网站（如Pinterest）上展示他们的品味和偏好。今天的变化日新月异。只要借助互联网的触角，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人现在都能与天各一方的人分享自己的日常体验。随着新的站点和app如雨后春笋般增长，人们自我表现的机会越来越多，每个月甚至每天都能公开自己的心情和体验，这种社会媒介的强大力量方兴未艾。

心理学对自我的研究也在发生类似的爆炸式的增长。专门研究自我的杂志在增多，每个月都会发表数十篇关于自我的文章和论文，其中充满令人兴奋的新发展和新见解。

这里我们要介绍近期自我研究的一些新进展，包括相关的三部分：（1）自我提升偏差；（2）自我表现的文化异同；（3）自尊与人们对成功和失败的情绪反应。因为书中详细介绍了每个主题的背景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略去研究的历史，介绍我们最新的研究结果。


自我提升偏差

在过去的25年中，很少有研究如自我提升偏差那般受到关注。简而言之，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比真实中的样子更好（Taylor & Brown，1988）。

优于平均效应

优于平均（better than average，BTA）效应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自我提升偏差。为证明这一点，假设你随机选取一群人问他们：“与其他大部分人相比较，你有多聪明？”按照常理，应该有一半的人说他们比其他人聪明，而应该有另一半人说他们不如其他人聪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大多数人都会说自己比别人更聪明。而且，这种优于平均效应出现得非常广泛，在才华、技能和人格特质等各方面都会有所表现。人们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受人尊敬、更有道德和更加善良；更为能干、更有资格和才华；更为忠诚、慈悲和有同情心。人们甚至认为自己更有人性，同时较少受到人类意志薄弱和缺点的影响（综述请参看Brown，2012）。

虽然优于平均效应的存在非常明确，但其起源却存在争议。起初，学者认为这种偏差乃由提升自我价值感的欲望所激励或促发（Brown，1986）。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更积极，是因为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优秀，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也有研究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人们评价自己时表现出自我提升，乃起源于基本的认知过程，通常情况都能得出准确的判断，但偶尔也会犯错（Moore & Healy，2008）。例如，即使没有任何动机上的需要，信息差异（即对自己比对别人更了解的倾向）、焦点效应（即做比较判断时更关注个体自己的倾向）、素朴实在论（认为个体自己的世界观是对真实世界被动反映的倾向）、自我中心（即过分重视个体自己观点的倾向）都会导致优于平均效应。

我们做了5项研究来验证这些可能的归因解释。我们推断：只要优于他人能提高自我价值感，自我提升偏差就可能导致自我评价的夸大。因此每项研究的设计都考虑了优于他人的重要影响。比如，一项研究中我们请参与者就一系列的品格特性评价他们自己和大多数人。我们告诉一半参与者这些特性非常重要和值得拥有，而告诉另一半参与者这些特性稀松平常。重要的一点是，两种条件下用到的都是同样的品格特性，故而惟一变化的因素是参与者认为特性是否重要。

研究结果支持了激励模型。如果把特性描述为非常重要而非稀松平常，人们明显倾向于更积极地描述自己而非他人。显而易见，人们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优秀，尤其是在重要的方面超过他人。从这种选择性可推断激励偏差在起作用，通过持有非常积极的自我观点来提升自我价值感。

有时人们承认自己在某些特定任务或能力上逊于他人，这可能是因为没有仔细考虑这些任务或能力的重要性。如克鲁格（Kruger，1999）要求参与者评价自己与他人在难度不同的若干任务（如骑自行车、讲述真正有趣的笑话、编程和玩杂耍）上的熟练程度。结果表明，在容易的任务（骑自行车、讲述真正有趣的笑话）上出现优于平均效应，但在困难任务（编程、玩杂耍）上却出现相反的结果。为解释这一结果，克鲁格认为，人们首先通过评价他们自己的技能来做出比较判断，之后并没有充分地调整这一锚定。虽然这一解释貌似很有道理，但克鲁格研究所采用的任务没有一项特别重要，故而我们不应期望动机会起很大的作用。毕竟，会玩杂耍与成为具有优秀品格和活力的人不可同日而语。

乐观主义的研究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解释。与优于平均效应相似，人们一般也认为自己的未来比其他大多数人的未来更光明。比如，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比起同龄人更可能拥有自己的家，生养天赋过人的孩子，或者活过80岁；与同龄人相比不太可能发生严重的车祸，受到刑事伤害，或者生重病（Taylor & Brown，1988）。如优于平均效应一样，这一比较性的乐观主义偏差最初也归因于动机的力量（即这样做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的人生尤其美好），但也有研究者（Chambers，Windschitl & Suls，2003）主张，负面事件很少发生可以解释这一效应。人们认为坏事罕见，不太可能发生，因而不切实际地乐观，以为自己不会遭遇它们。有明显的证据支持这一解释，研究者发现对于很少发生的积极事件（如人们认为自己较同龄人不太可能中奖或看到流星），人们都有悲观主义的偏差。这些结果并不是很重要，因此我们不应预期动机能支配比较性评价。然而，中奖或看到流星固然有趣，但这些活动与幸福的婚姻或健康长寿的人生相比都显得苍白无力。

理想伴侣选择中的自我提升偏差

请思考人们迷恋自己的程度有多大，我们（Brown & Brown，under review）预测人们会寻找与自己相像的恋人。为检验这一假设，我们请人们在各种特质上描述自己及心目中的理想伴侣。然后我们利用混合模型来考察这两种判断之间的关联。不出所料，数据表明存在一种基本倾向：人们创造出的理想伴侣形象与自己的形象非常匹配。而且，这种倾向在非常喜欢自己的参与者（即高自尊的人）身上更强，而在那些自我感觉更为矛盾的参与者（即低自尊的人）身上更弱。简言之，你越喜欢自己，就越希望恋人是（略好于）自己的翻版。

自尊和隐蔽的自我提升

虽然低自尊者不太可能像高自尊者那样把自我形象用作理想伴侣的模板，但前者更可能利用恋人支撑自己的自我价值感。我与另一位研究者（Brown & Han，2012）让参与者进行一次虚假的智能测试，让一部分相信他们顺利通过，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没有通过。之后，所有参与者都要就各种评价性特质（如魅力、才干、兴趣、诚实）评估他们目前（或最近）约会的对象。低自尊者（而非高自尊者）面对失败会夸大恋人的优点，从而表现出隐蔽的自我提升。


自我提升偏差的文化差异

尽管自我提升偏差的影响无处不在，仍有研究者坚持认为这种偏差只局限于某些特定的文化之中（Heine，2003）。文化差异的关注点集中在东亚人（如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与西方人（如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西欧人），东亚人居住在相互依赖、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中，注重人际和谐和与他人的接触；西方人居住在独立、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中，注重独创性和自立。可以想见，这些文化差异会潜在地影响自我评价过程。

在思考与此问题有关的研究之前，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任何人都应该关注自我评价过程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答案在于几乎所有的人类动机理论都主张，人们会努力寻找自我良好的感觉。因此，如果某些文化中不存在自我提升偏差，就可以质疑这一观点的普遍性，从而实际上限制所有人类行为理论的适用性。

自爱或自我评价上的文化差异

研究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区分人们对自己的感受（即情感性自爱）和在特定品格和能力上的自我评价（即认知性自我评价）。人类动机理论针对的是前者的需要，而非后者，故而关键问题并非自我评价的积极性是否存在文化差异，而是自我感受是否存在文化差异。

为考察这种差别，研究者（Cai et al.，2007）请欧裔和华裔大学生完成自我评价问卷（如“你有多么吸引人、能干、愚蠢和无情？”）和情感性自爱测试（“通常多大程度上你对自己感到羞愧、屈辱、自豪和愉悦？”）。在自我评价量表上欧裔学生得分高于华裔学生，但在情感性自爱上并不存在文化差异。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东亚人和西方人对自己都感觉良好，但东亚人对自己某些方面的评价并不如西方人积极。

对认知性自我评价文化差异的理解

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只有认知性自我评价存在文化差异，现在来思考这种文化差异的起源。研究表明存在4种影响变量。

谦逊

人们普遍认为谦逊（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在集体主义的东亚文化下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都更为重要。比如，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注重顺从和谦卑，不允许儿童自我吹嘘，尤其在贬低别人的情况下。为确定谦逊规范是否是自我评价文化差异的原因，研究者（Cai et al.，2007，研究2）让欧裔和华裔大学生评价自己，并填写一份谦逊量表。量表项目诸如“我认为过分地谈论个人自己的成就是不礼貌的，即使他们真的杰出。”和“我很难向别人透露我的优势，即使我心里明白我有这些优点。”不出所料，欧裔学生比华裔学生更积极地评价自己，但华裔学生比欧裔学生报告自己更为谦逊。而且，一旦对谦逊进行统计控制，自我评价的文化差异就消失了。这一研究结果表明，谦逊的文化规范的确是自我评价文化差异的原因。

特质重要性

自我评价的文化差异还受到特质重要性的影响。显然，不同文化珍视的特质并不一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谦卑是东亚文化更为重视的特质，而西方文化往往重视其他品质，如独创性和自立。控制这种文化差异的一种方法是，测量自我评价时直接让参与者评估特质的重要性。

按照这种方法，我们（Brown & Kobayashi，2002）让美国和日本的学生就一系列特质评价自己与他人，这些特质在不同文化中的重要程度不一样。不出所料，一旦考虑到特质重要性上的文化差异，日本学生比较性的自我描述与美国学生一样有自夸成分。

自尊的个体差异

在西方样本中，高自尊的参与者比低自尊者更积极地评价自己。为考察这种倾向在中国人身上是否会出现，研究者（Brown & Cai，2009a）让华裔和欧裔大学生就能力和热情特质评价自己与同龄人（1=最差的10%，5=中等的50%，9=最好的10%）。结果发现，在高自尊的参与者中并没有出现文化差异，他们在这两类特质上都一致地表现出积极的自我评价。相形之下，在低自尊参与者中，美国学生在评价能力的项目上比中国学生表现出更积极的自我评价，但中国学生在评价热情的项目上比美国学生表现出更积极的自我评价。

理解这一研究结果的意义非常重要。很多研究表明东亚人与西方人相比不太可能炫耀他们的能力（比如Heine，2003，p.606）。然而这些差异只表现在低自尊者之中。即使这样，如果论及不同的特质（如热情）也会出现相反的模式（即低自尊的西方人比低自尊的东方人更为谦逊）。这一有限的研究结果能否支持以下观点：自我评价的文化差异普遍存在而又十分突出。这是个问题。

自我服务归因

先前我们把自我提升定义为尽量增加积极的自我价值感而减少消极自我价值感的愿望。尽管不太规范，但自我提升动机促使我们注意：人们更喜欢自我感觉自豪而非羞辱。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在所有的文化里都会出现。

我们已经发现，如果考察这种自尊感的强度，文化差异就不存在（Cai et al.，2007），但它们又如何得以维系？积极和消极的经历通常会引起这类情感，据此我们可以考察不同的文化群体对积极和消极结果的反应。考察的反应方式很多（比如对积极和消极反馈的回忆），但自我服务归因大概是最基本的反应。在过去50年所有心理学的历史中，个体对积极和消极结果的不对称归因倾向是证据最多的研究结果之一（Brown，2007）。个体将积极结果归因为自己稳定、核心的特质（如“我考了高分是因为我聪明”），而将消极结果要么归因于外部因素（如“我考了低分是因为考题不清楚”），要么归因于不太核心的自我特质（如“我考了低分是因为我看错了题或者压力太大”）。重要的是，这种不对称的归因模式能提升自我价值感。人们将积极结果归因于持久的个人优点时自我感觉良好，而否认消极结果源于重要的个人缺点则可避免自我感觉糟糕。

我们（Brown & Cai，2009b）考察了这种归因—情绪关联的跨文化普遍性。美国和华裔大学生参加了一项智力任务和社会敏感性测试，但给他们（虚假的）成绩反馈。之后，要求他们回答：（1）“你的成绩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的能力？”（2）“你对自己感到有多自豪、愉悦或者羞愧、耻辱？”结果发现，在两类测试和两种文化中都观察到自我服务偏差（也就是说，两个文化群体都在成功而非失败条件下判断能力是更为重要原因），而且两种文化中自我服务归因能预测积极的自我价值感（也就是说，如果把能力视为可能的成功原因，而非失败的原因，则自我价值感最高）。

自尊的相关因素和结果

在西方样本中，高自尊是重要的个人品格，能预测较高的幸福程度和主观幸福感、较少的抑郁和焦虑（Brown，1998；Taylor & Brown，1988）。在一项涉及2万名参与者、50个样本的元分析研究中，研究者（Cai，Wu & Brown，2009）发现这种关联在中国也存在，表明自尊的体验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

自尊所起的作用貌似也有跨文化的相似性。根据西方人样本的研究证据，我们认为自尊在人们面对消极反馈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Brown，2010；Brown & Marshall，2001）。虽然消极反馈导致低自尊者自我感觉尤其糟糕，但对于高自尊者完全不是这样。高自尊者在失败时会感到悲伤或失望，但不会对自己产生羞愧或耻辱感。我们认为，这是高自尊的主要优势：让你失败时不会自我感觉太糟糕。

研究者（Brown et al.，2009）考察了东亚国家是否会像西方国家一样发生自尊的情感调节功能。欧裔和华裔大学生在填写自尊量表之后，收到（所谓的）智能测试成功或失败的（虚假）反馈。然后，他们评估了自己的自我价值感。结果发现，在两个文化群体中反馈对低自尊者比对高自尊者影响更大。而且，在两个国家里自尊在失败之后比成功之后显得更为重要。


结论

前言部分我们回顾了我们对自我评价过程的一些新近研究。还有很多其他的主题，比如自我表现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或社会媒体对自我评价的影响等，都可以进行探讨。《自我》这一版要给读者理解和体会最新研究和前沿结果的知识背景，我们非常高兴能为中国读者进行此次修订。

乔纳森·布朗（Jonathon D. Brown）
玛格丽特·布朗（Margaret A. Brown）
2014年9月于美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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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最近，加拿大魁北克的公民以微弱的优势投票决定不独立。但说法语的魁北克人之中仍有逾60%的人投票赞成独立，尽管独立将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强烈的种族认同？为什么人们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建立独立的法语国家？

显然，这些问题会有许多种回答，如多年来法裔加拿大人对于发起亚布拉罕平原战争的英国人积怨难消。但其中也蕴涵了更多的心理学问题。许多法裔加拿大人担心他们的法裔特性受到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文化的侵害。他们想要保持他们的特性，即便这样做将意味着牺牲和斗争。简言之，他们希望他们自己看起来像法国人。

概而言之，本书关注于理解这类问题：人们如何思考和感受自己，他们希望如何思考和感受他们自己，以及这些自我思考和感受如何塑造并引导行为。在我们努力理解我们是谁的过程中，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有趣和重要。这类问题构成自我心理分析的核心。

第1章要让你了解心理学家研究自我的方法。本章第一节要定义一些术语，并考察自我研究与心理学其他领域的一致性。

本章第二节呈现了自我研究的历史背景。我们将看到，多年来大部分美国心理学家都忽视了自我的研究。因为行为主义运动（该学派支配了美国心理学界）认为，人们对于自我的思考和感受太过主观，无足轻重，不值得研究。最终，多方面的研究进展促使心理学家重新思考对自我研究的反对态度，因而自我重新成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

本章最后一节简要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突出了已经把自我纳入研究范围的诸多心理学领域。当然，研究自我的人并不限于心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也关注这一主题。诗歌与小说也会探索自我的本质，在图书馆和书店里可以发现大量有关该主题的著作。尽管我们会在书中引用许多这样的观点，但我们的重点是具有理论来源和经过实证检验的有关自我本质的观点。我们尤其会关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工作，因为他们在近年来对自我进行了诸多研究。


心理学家所指的自我

……自我意识是……最不可靠的。你……会发现自己就像坐在理发店里的两面镜子中间一样，一个影像看着另外一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很快，你就会对自我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感到迷惑（Hilgard，149，p.377）。

主我和宾我

我们将从自我的独特性质——自反性（reflexivity）——开始说起。想一想句子“我看到帕特”（I see Pat）。句子中的自我所使用的是人称代词“I”，是我在看。现在想一想句子“我看到我”（I see me）。这里，自我以两种方式出现。我仍然在看，而我看到的对象是人称代词“me”。更规范地说，我们可以说人们能把自己当做注意的客体。他们看到自己，非常像看到镜子中自己的影像（因此使用自反性这个词）。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James，1890）最先认识到这种二元性。他建议使用不同的术语主我（I）和宾我（ME）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自我。根据他的建议，我们用主我来指代自我中积极地感知、思考的部分，用宾我来指代自我中注意、思考或感知的客体部分。当我说“我看见帕特”时，其中只牵涉到主我，当我说“我看到我”时，两种自我都涉及了。我是看的主体，也是看的客体。

根据这一定义，主我似乎与所有基本的心理过程（如知觉、感觉、思维）都有关。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些心理过程本身并不能构成主我，而是我们对它们的主观意识构成了主我。主我指我们对于我们正在思考或感知的意识，而不是生理或心理过程本身。

宾我也是非常主观的心理现象。我们用宾我指代人们对于他们是谁、是什么样的人的看法。例如，我认为我很强壮或者我认为我不够耐心。心理学家称这些想法为自我参照思想（self-referent thoughts）。自我参照思想只是指向自己的想法，即人们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看法。有大量的术语可以用来表示自我参照思想，如自我看法、自我意象、同一性和自我概念。我们认为这些术语可以通用，统指人们对于他们是谁或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的看法。

人们除了对自己有看法外，也对自己有感受。我可能喜欢我自己，也可能因为自己不够耐心而感到不舒服。这些都是自我参照感受的例子，即指向自己的感受。

心理学家通常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指代宾我的这两个方面。自我概念指人们思考他们自己的特定方式，自尊指人们感受他们自己的特定方式。自我的使用范围更广，它不仅指我们如何思考和感受自己，还指前述我们认定为主我活动的过程（如我们对于我们思考和感知的意识）。

尽管主我和宾我是自我的两个重要方面，但心理学家更关注宾我的性质。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人们如何思考和感受他们自己，以及这些想法和感受如何形成并影响心理的其他方面。另一方面，哲学家往往更关注主我的性质。他们在力图理解自我中直接体验世界的那部分。阅读本书时我们有机会思考自我这两个重要方面，但我们更关注宾我的性质。

自我心理学与人格

自我心理学关注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思考和感受，从而有别于心理学的其他领域。比如，人格心理学更关注客观体验（即人们实际上是什么样）；而自我心理学更关注主观体验（即人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

为了说明这种区别，我们再想一想前述我认为我很强壮的看法。这是一种自我参照思想——我所持有的关于我是什么样的看法。而我是否真的很强壮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遗憾的是，认为自己很强壮并不意味着我确实强壮。如果你看到我在网球场上的表现，你可能就另有发现。关键问题在于自我心理学关注我们的自我图像——我们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看法（Rosenberg，1979）。但我们的自我图像未必完全正确，它们也许不能描绘我们真正的样子。

在本书中，我们会把人格心理学视为研究人们实际情况的学科。人格心理学并不关注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这属于自我心理学的范畴。人格心理学关注人们的实际样子。也许如下说法很普遍：“杰克是个内向的人”，或“吉尔是个尽责的人。”这些语句表明，我们所指的一个个体真正是什么样的人，并不仅仅是这个人所认为的自己的样子。

由此，应该注意自我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区别很容易混淆。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McCrae & Costa，1988）。


	我们的实际情况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首先，人格影响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理论上，人们能形成关于自我的任何想法。而事实上，这却受到客观标准的限制。智商较低（人格特征之一）的人不太可能认为他们很出色。同样，2米多高的人不太可能认为他们矮小。相反的情况可能发生，但概率很小。这些例子表明，尽管没有人生来就拥有智力或身高方面的自我概念，但他们却有着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这会影响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与实际情况相同。我们都会认识某些夜郎自大的人。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令人厌烦却自视甚高的家伙。综观本书，我们会明白，尽管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会受自己实际情况的影响，但人们并不会忠实地反映自己的真实特征。多数人用过于正面（即有些夸大）的词语来描述自己。

	我们的实际情况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受。自我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关联的另一点是人格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受。一些重要的人格特质乃遗传而来。例如，气质（temperament）指个体总的行为水平和通常的情绪状态。这是一种遗传特征：一些婴儿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比其他的婴儿更为抑郁（Kagan，1989）。这种人格变量会影响自尊。更多地体验到消极情绪的人往往对自己有更消极的感受（Watson & Clark，1984）。毕竟，如果你总是躁动不安或者痛苦忧伤，那么自我感觉就很难保持良好。因此，气质作为一种人格变量会影响自尊。

	自我是人格的一个方面。两种心理学的第三个交点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都是其人格的一个方面。例如，一些人认为他们很有吸引力，而另一些人却不这么认为。尽管我们并不能通过这些想法了解真相，但它的确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对于自己的看法是不同的。这些个体差异可以作为人格变量。
　　我们也可以根据人们对自己的感受来识别人，这就是自尊研究。自尊研究把人分成两类，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称为高自尊的人，反之则称为低自尊的人。因此，个体对自己感受的个体差异也可作为人格变量。
　　如果我们把自我参照思想和感受作为个体差异的变量，我们就已把自我视为人格的内容。准此而论，人格的含义极为宽泛，它涉及个体的全部心理特性（McCrae & Costa，1988）。自我参照思想和感受是人格的子集。

	我们通常用自我报告法来测量人格。两者关联的第四点是人格研究通常使用自我报告法来评估人格。许多人格测验要求人们描述他们对于自己的看法。例如，一个外向性测验也许会询问“你好交际的程度如何？”或“你有多害羞？”严格地说，这类测验是在测量个体对于自己情况的看法，而非他们真实的状况。



总之，自我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表明了截然不同（尽管有关联）的取向。自我心理学关注人们对自我的看法，人格心理学关注人们的真实情况。但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那么清晰。

要比较自我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重点是了解决定行为的因素。自我理论家们认为心理活动是在自我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在预测自由选择的行为时。某个人认为自己很聪明、有幽默感，会在聚会上不停地讲故事，即便别人一丝也没有被他的口才打动。再看另一个例子，某个人很聪明，但由于某种原因怀疑自己的能力。尽管依据某种客观标准这个人的确聪明，但由于他持有自我挫败的看法，认为自己缺乏能力，就可能无法在学校里出类拔萃。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有时会和他们的实际情况发生冲突。设若如此，自我理论家们认为，人们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将决定他们的行为。

自我心理学与现象学

除了考虑自我心理学与人格心理学的相同特点，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自我心理学和思维哲学派别即现象学之间的关系（Schutz，1972）。现象学（phenomenology）这个词起源于希腊语phainesthai，它的意思是“显现”（to appear so）（Burns，1979）。现象学涉及人们对于现实的感知，即世界呈现在个体面前的方式。现象学认为正是这些主观感知支配着我们的心理活动，而非客观世界本身。

格式塔学派的知觉理论就存在现象学取向。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个体的心理世界并不等同于物质世界（Wertheimer，1912）。为了说明这个观点，让我们来检验一下你可能以前就已经看到过的视错觉图片。请判断以下两条横线哪一条更长。

[image: 019-01]

事实上，这两条横线是等长的。但第二条看上去却更长。假设这是两根巧克力棒，然后要求儿童说出他们更想要哪一根。结果表明，即使这两根巧克力棒一样长，但儿童更可能会选择看上去更长的那根。如果它们是花椰菜呢？大部分儿童又会更想要哪一根？

所有这些都是现象学的研究内容。它说明了两个问题：（1）我们感知到的世界未必与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相同；（2）我们的行为更多地取决于显现出的世界，而非实际存在的世界。著名的动机和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vin）对这一问题做出如下解释：

如果坐在屋子里的某个人确信天花板不会掉下来，那么预测行为时是否只应考虑此人的“主观概率”，或者我们还应考虑由工程师确定的天花板掉下来的“客观概率”？我认为只要考虑第一种可能性（Lewin，1951，p.58）。

勒温的观点并不是说客观世界不重要。客观世界很重要，但只有在它影响了人们的主观知觉时才重要，这是现象学观点的本质。现象学家强调指出，行为取决于知觉到的世界——显现出的世界，而非真实存在的世界。

强调事物看上去的样子，而非它们真实的样子，这一点让我们回想起自我心理学与人格心理学的区别。自我心理学是现象学的，它涉及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样子的感知和看法，而不仅仅是他们真实的样子。对自我理论家而言，行为通常更多地取决于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而非你的真实情况。

最后，举厌食症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虽然有点极端。厌食症患者总认为自己超重，因此节食挨饿，努力减肥。尽管根据客观的标准她已经很瘦了，但她还是会坚持减肥，因为在她的眼里，她认为自己很胖。


美国心理学界的自我研究

现代心理学史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自我研究变得次要，甚至消失殆尽。（Allport，1943，p.451）

想一想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有多么重要，你或许会认为心理学的重点其实始终就应放在自我上。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威廉·詹姆斯在19世纪末所写的里程碑式的教科书中，特别重视这一主题（James，1890），但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大多数美国心理学家仍然无视自我的研究。只有到了20世纪下半叶，自我才恢复正统地位，成为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美国心理学界的行为主义运动

要理解这一事件，我们就必须了解美国心理学界的行为主义运动。美国心理学界在将近40年里（约1915～1955）受行为主义支配。行为主义运动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Watson）发起。华生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界普遍存在的主观性感到很不满（Watson，1913）。当时内省主义是心理学的主流学派，该学派的特点是对意识进行系统的分析。内省心理学家会将个体置于多种刺激之下（如涂上蜂蜡），并让他们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自己的主观体验。然后，内省心理学家会分析报告内容，提取感觉的基本要素。例如内省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冯特从他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存在四种基本的味觉——甜味、酸味、苦味和咸味。所有其他的味觉均由这四种基本味觉组合而成。同样，他也发现了四种基本的肤觉——温觉、冷觉、疼觉和压力觉，所有其他的触觉都由这四种肤觉混合而成（Woodworth，1948）。

华生反对这种侧重于私密、主观的感知觉的研究取向。他指出，人们通常在其所看、所听、所闻、所尝和所感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根本无法解决。华生认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要站住脚，就必须放弃研究私密的心理现象，转而侧重于研究外显行为。作为坚定的行为主义者，华生这样描述自己心中的心理学图像：

在行为主义者看来：1. 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分支，使用完全客观的实验方法；2. 它的理论目标是预测和控制行为；3. 内省法并非不可或缺的心理学研究方法；4. 它承认人和动物没有明确的分界线。（Watson，1913，p.158）

行为主义运动的两个核心假说：实证主义和机能主义

最终，另外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和霍尔（Clark Hull）使行为主义运动确立了地位，进入鼎盛时期。行为主义者都遵循两条至关重要的假设。其一是实证主义原则，这是方法论的原则，认为只有能实际测量和公正验证的现象才适合科学研究，该术语出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孔德认为，实证意味着可以观察和无可辩驳，绝不是推论性的或是猜测的（Boring，1957）。

其二，行为主义运动也吸收了机能主义学说。机能主义[1]是对人类心理活动本质的假说，它声称思想并不能指导行为，相反，行为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联结的函数。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训练鸽子学会啄食特定的图案，方法是不论该图案何时出现鸽子只要啄食就给予食物。经过一段时间后，当该刺激出现时，鸽子会表现出越来越频繁的特定啄食行为。行为主义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食物（强化物）加强了图案（刺激）和啄食行为（反应）之间的联结。

机能主义认为刺激和反应的关系是直接和即时的。心理过程对于理解行为完全没有必要，除了那些与注意或刺激本身登记有关的心理过程。换言之，行为主义者认为，无需考虑心理过程就能完全理解行为。鸽子（和人）之所以表现出特定行为，仅仅是因为特定的环境刺激与特定的反应之间形成了联结或者发生了条件化作用。

实证主义、机能主义和自我心理学

行为主义运动对实证主义和机能主义的倾斜，使得行为主义的拥护者忽视自我研究。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实证主义学说中自我研究的地位。实证主义认为，只有能客观验证的具体现象才能进行心理学研究。这就将自我排除在外。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自我，自我不像手臂、腿脚和大脑一样是一种物质实体，它是纯心理的，对它的测量本质上是主观的。主观性与实证主义水火不容，任何不具备身体基础的事物都不应进行研究。这就排除了自我、情绪、幻想、梦及其他重要的心理现象。

比起测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行为主义不认同自我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更为基础。那就是自我的解释性价值。行为主义认为，即使自我能进行客观测量，它对于心理学的价值也很有限。这是因为行为主义者秉持机能主义，他们认定环境刺激能直接引发行为反应，心理过程的介入（如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对于预测和理解行为无关紧要。

这并不是说这些思想不存在。作为人，行为主义者认识到人们对自己会有看法（和感受）。但他们认为这些思想和感受并不会影响行为，它们是附带现象，处于现象之上，或者并非现象的直接部分。根据这个观点，就算我们能客观评价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样做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并不能改善我们对于行为的理解和预测。

机能主义学说迥异于有目的或目标导向的行为分析。根据目标模型，产生行为的原因在于实现某一目标（即行为受目的驱动）。有机体会渴望获得某个物体或达到某种状态而采取行动。机能主义对行为的解释完全不重视目标导向的行为。

为了说明这些差异，假设有个人认为，“我饿了，我想吃东西”，然后他走向冰箱，取出了一些食物。行为的目的分析会认为是“我饿了”及“我想吃东西”致使此人走向冰箱拿食物。而行为主义却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主张这些想法并不会发起行为（这些想法只是附带出现的）。此人走向冰箱仅仅是因为过去感到饥饿的时候在冰箱里发现过食物。

机能主义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机能主义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着密切联系。自然选择过程并没有目的性。种群中的个体会发生随机变异，某些变异具有适应性，有利于有机体生存和繁衍，因而得以选择并延续。因此，尽管自然选择是积极的过程，但它并不具有目标导向。两栖动物不会这样想：“哎呀，如果我能弄清怎样在陆地上产卵，那么我就能成为爬行动物了！”事实上，由于随机变化的结果，某些两栖动物是在更为坚硬的甲壳内产卵的。随着地球逐渐变得更为温暖和干燥，这些卵更具有生存优势。最终，这些动物演化为爬行动物。整个过程都是随机选择的结果，不具有目的性。正如所罗门·阿施所言：“自然选择……没有目的却产生了与有目的行为相同的结果”（Asch，1952，p. 97）。

行为的机能主义观与自然选择过程非常相似（Skinner，1990）。就像自然选择理论认为生理特征是由其适应性结果所塑造的那样，机能主义认为行为也是由它的适应性结果塑造的。得到强化的行为就能巩固或重复，未获强化的行为则会减弱和消失。就像在陆地上孵卵可以提高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一样，适应性行为也成为动物生存技能中的一部分。

机能主义和桑代克的效果律

桑代克在对工具性学习（instrumental learning，即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原理在心理学中的应用（Thorndike，1911）。他在威廉·詹姆斯家中的地下室工作，把各种动物（通常是猫和狗）关在迷箱里。把食物放在迷箱外。当动物表现出桑代克任意规定的正确反应时，动物就能逃离迷箱，获得食物。

桑代克指出，首先，动物会表现出相对随意的行为（这些随意动作在概念上类似于种群成员中所发生的随机变异）。有时，动物会碰巧做出由桑代克主观规定的正确反应，因而迷箱门打开，动物可以逃离迷箱，吃到食物。之后再把动物放入迷箱，它就能比第一次尝试更快地做出正确反应。经过多次这样的尝试，一把动物放入该迷箱它就能马上做出正确反应。

行为主义者用刺激—反应联结来分析这种行为。食物的强化作用使得行为（反应）和迷箱（刺激）建立联系。一旦把动物放回迷箱，它就会表现出与环境线索联系最为紧密的任何行为。这种情况下，此反应就是桑代克事先确定的正确反应。

行为主义者认为，特别要注意动物从来不会为了逃离迷箱或得到食物而做出正确的动作。相反，动物之所以做出所谓的正确反应，仅仅是因为与其他行为相比，这种行为通过食物的强化作用与迷箱刺激联结最为紧密。桑代克将这一过程描述如下（Thorndike，1911）：

学习涉及的过程显然是一种选择过程。动物面对某种困境或者我们所说的“情境”。它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反应，由它的天生本能或者先前的训练决定。这些行为包括能使它成功的特定的正确行为。在成功之后的再次尝试中，该行为变得越来越稳固……其他行为渐渐消失……因此最后动物在该情境中只会做出最适宜的反应。由此，我们掌握了世界上最简单，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智力或学习原理。它不需要推理，不需要推论或比较；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数学计算；不需要思想——动物不会考虑迷箱、食物或它要做出的反应。（Thorndike，1991，pp.283-284）

这种学习过程学术界称为效果律。根据该定律，行为由过去（即已经有过的效果或过去所获得的强化）决定，它并不受对将来的期望支配和影响。这就是效果律并非行为的目的观的原因。

行为主义者在大量行为中应用这些原理，远不止相对简单的逃离迷箱行为。经由联结过程，可以假定即使非常复杂的行为背后也有一系列的刺激—反应联系。例如，设想某位即将毕业的中学生这样想自己，“我认为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很重要”，然后他就向大学递交了申请表。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他想进入大学的决定与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与他认为大学教育很重要的看法也没有任何关系。他做出这一行为仅仅是因为该行为（或其他非常类似的行为）在过去受到过强化。他的行为只是对刺激的一种习得反应，他对自己的看法完全是附带现象。

充分理解这些假说对于自我心理学的冲击很重要。比起实证主义来，机能主义代表行为主义更为基础的方面。机能主义主张，即使能充分地测量思维，即使方法学的进展能对心理经验进行量化，从而保证客观的观察者能对所发生的事件达成一致意见，简言之，即使思维能进入科研范围，其结果也毫无意义。思维不会影响行为，所以没有必要研究。这些假说支配了美国心理学界半个多世纪之久，并使心理学界认为自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与他人面对面接触时，不可避免地会先提及自我。有“你”也有“我”。我看到“你”所做的，听到“你”所说的，你也看到“我”所做的，听到“我”所说的。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决定行为的选择经历，并由此推断内在的起源，但是，心理学实践中娴熟运用的术语并不能支持其在科学中的使用。站在科学分析的角度，变异和选择的经历具有引发行为的作用。但在对行为的科学分析中并没有心理或自我的一席之地。（Skinner，1990，p.1209）

行为主义的衰落和自我的回归

坚持自我研究使之复活的理论家

20世纪上半叶尽管行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忽视自我。美国社会学家库利（Cooley，1902）和米德（Mead，1934）对自我进行了理论分析，阐述了自我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将在第3章和第4章介绍他们的理论。

有些心理学家似乎有点偏离正统的学术心理学，也对自我保有兴趣。有学者（如Allport，1943；Goldstein，1940；Lecky，1945；Rogers，1951；Snygg & Combs，1949）反对行为主义对自我被动的和混乱的描述。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是机械地受过去经验所驱使，而是积极地面对未来。人类寻求成长和挑战；他们的心理活动具有能动性和连贯性，受统一的原则支配。他们将这种原则称为自我实现——个体“成为自己有能力成为的任何人”的愿望（Maslow，1970，p.46）。

一些临床心理学家还研究了与自我有关的现象。这些理论家（如，Erikson，1956；Sullivan，1953）从他们所受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理论训练中幡然醒悟。经典的弗洛伊德理论对自我只有短暂的关注。虽然术语“ego”通常与“self”通用，但并不恰当。[2]弗洛伊德认为，ego由一系列心理过程（如思维、记忆、推理）构成，协调本我的无理需要和超我的刚正不阿之间的关系。人们对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即self）仅仅是ego的一个方面。

然而，ego作用的过程的确在自我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ego因（自我）防御机制而进入理论家的视野。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确认了一系列能使个体免受心理痛苦的心理过程（如合理化、投射、自居作用、反向形成）。这些过程往往可以使人们避免承认关于自己的残酷事实。例如，人们会采用合理化以避免把自己想象为举止不端或带来祸害的人。该机制的运用意味着个体试图防御或保护自我形象（Hilgard，1949）。

实验研究结果

除上述理论成果外，一些实验研究也突出了心理过程（也包括自我）的重要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抱负水平的研究。这项研究工作由勒温及其同事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实行（Lewin et al.，1944）。抱负水平指人们在完成以成就为目标的活动时为自己设定的绩效标准。

投环游戏就是很好的例子。假定你参加一次普通的心理实验。你的任务是把环投到一个木桩上，你有10次机会进行练习。然后，要求你估计你在接下来的10次投环的命中率。你也可以自行决定木桩的距离，站的越远难度越大，这些判断就构成了你的抱负水平。每10次投掷后都要重复这一程序，让你不断调整你的抱负水平。

假定你第一次尝试时预测1米远的木桩可以投中6个环。实际上你刚好做到了。那么你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呢？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就会增加游戏的难度，如增加你预期的命中率（“这一次我要投中7个”）或后退一两步，这就意味着你提高了你的抱负水平。

只援引机能主义原理很难解释这种行为。效果律的应用表明你只应重复你先前的操作，它已经获得成功（即得到强化），所以就应该重复出现。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满足于仅仅重复他们先前的操作。相反，他们会不断提高任务的难度，直到离木桩的距离既有挑战性但又不至于无法投中。人们避免重复先前已获强化行为的倾向违反了效果律，因而与行为的机能主义分析不一致。相反，这种倾向表明人类的行为具有目的性，受到愿望的控制，希望肯定自己的能力和拥有自豪感。

如果效果律主张，个体在过去获得奖赏，只要他认为有可能在将来给他带来满足感就会表现出过去的成功行为，那么效果律就更为正确……个体过去的表现对当事人可谓无关紧要。只要自我藉此获得满足，个体就会重复成功的行为。（Allport，1943，p.468）

诸如此类的研究结果促使奥尔波特（Allport，1943）假设人类存在两种动机系统。一种动机受习惯、本能和反射支配；另一种受目的、远见和意志引导。

……是否存在自我卷入会导致人类行为的重大差别。个体以中性的、非个人的、常规的态度反应时，他的行为是一回事。但他个人化地、甚或兴奋地、非常投入地从事活动时，他的行为完全是另一回事。第一种情况并未参与其中；第二种情况则充分调动了自我。（Allport，1943，p.122）

认知革命与自我研究

奥尔波特提出他的观点20年后，行为主义运动的支配地位开始有所动摇。新运动即认知革命开始取而代之。认知运动方兴未艾，影响着心理学的每个领域。它的核心假说是人类（以及低等动物）并不是盲目和被动应对环境刺激的生物。相反，他们是积极的有机体，为了实现渴望的最终目标会计划并发起行动。其强调的重点不仅仅是过去（行为主义的论点），而且还有现在和未来。[3]

认知运动非常关注行为有机体内部的心理过程。因此它与自我研究非常一致。与自我有关的想法和感受是与行为心理分析有关的内部心理过程的一方面。

把自我纳入正规研究的意愿促使理论家们确认了自我的多种功能。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自我的六种重要功能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三种功能涉及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意识（即主我），另外三种涉及我们对自己状况的看法（即宾我）。

主我的功能

首先，自我概念有助于我们区分自己与其他人或物。我们用锤子击打桌子时不会感到疼痛，但用锤子砸自己的拇指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我们要掌握的重要差别！第4章我们将看到，对此进行区分是形成自我概念的第一步。

自我概念也具有动机和意志功能。认识到个体独立于其他人或物，就能意识到某些事情此人能控制，但另一些事情却不能控制。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用意志力使桌子移动，但我们能用意志力使自己站起来，并且移动。理解我们能控制什么和不能控制什么是我们在第4章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

最后，自我概念还给我们带来连续感和统一感。由于我具有自我概念，所以我知道几天前坐在这里的人就是同一个我。如果没有自我概念，我会认为每一天的我都是不同的。我醒来时就会问自己：“这个家伙是谁？”同样，我们的自我概念给我们的心理活动带来了统一感。我们统合地感知我们的各种思维和知觉，而非切割成片段。正是我们的自我感将这些体验结合在一起。我们将在第2章详细讨论主我的这一功能。

宾我的功能

除了考虑主我的三种功能，我们还要思考宾我的三种功能。这里宾我指人们对他们自己状况的看法。

首先，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Epstein，1973；Kelly，1963；Markus，1977）。这些看法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加工和解释。例如，人们尤其容易注意与他们对自己看法相一致的信息，并能快速而有效地加工（Markus，1977）。人们也能更好地记忆与他们有关的信息（Rogers，Kuiper，& Kirker，1977），尤其是那些与他们独特的自我看法匹配的信息（Markus，1977）。

其次，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会引导他们的行为。认为自己有艺术才华的人会从事艺术追求，认为自己很时尚的个体会穿戴最时髦的服饰。概而言之，可以说人们所从事的许多活动，所做出的生活方式决策，都会受到他们对自己看法的影响（Niedenthal，Cantor，& Kihlstrom，1985；Swann，1990）。

最后，自我概念具有动机功能。由于人们能将他们的同一性投射到未来，所以他们能努力想象自己正在成为某个人（Markus & Ruvolo，1989）。学生为了成为教授可以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如果这个学生没有自我概念，那么他就不可能有“我要成为教授”的想法。


本书概览

与自我有关的现象目前涉及心理学的所有领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也对自我怀有浓厚的兴趣。花点时间浏览一下本书的所有章节后，你就会理解我的意思。

各章简介

第2章我们要考察自我的特点。我们将侧重于理解人们思考宾我时有何看法。为此，我们会汲取多个心理学领域（如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也会在古代哲学问题（个人同一性问题）背景下思考主我的特点。

第3章我们要思考人们是如何开始认识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状况的。多种力量促进了关于自我知识的获取，包括想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愿望，想对我们是谁感觉良好的渴望，以及希望保持对我们自己一致、稳定看法的需要。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会汲取大量最新的社会心理学和人格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4章我们要考察自我的发展。我们提出的问题有：人们如何形成自我概念，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又如何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章我们会汲取发展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第5章将从认知的角度考察自我。我们会考察：1. 记忆中的自我知识如何表征；2. 任一时间点上哪些因素决定了哪些自我观念能激活；3. 关于自我的知识会如何影响人们加工信息的方式。

第6章将从动机心理学的角度探索自我。我们要考察与自我有关的过程如何发起和引导行为，自我过程有时又如何干扰有效的行为调控。

第7章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自我。我们将询问以下几个问题：人们如何向他人呈现自己，自我呈现对人们私人的思想和感受有什么影响。

第8章将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自我。本章的重点是理解自尊的特点及功能。主要问题有：自尊的本质是什么？自尊如何发展，对人的心理活动会产生什么影响？

第9章我们侧重于临床心理学，主要探索自我过程在抑郁中的作用。我们将考察人们抑郁时会如何思考和感受他们自己，探索自我过程会如何影响抑郁的发展与康复。

第10章我们将思考自我过程和心理及生理健康的关系。主要考察的问题是：了解我们自己真实的状况是否对我们最有益，或者把我们自己想得比真实状况更好一些是否对我们更有益。

本书不会涉及的内容

前面我们预览了本书将要涉及的一些问题。结束本章之际，我想提醒读者本书不会涉及的内容。首先，我们不会从灵魂或神秘主义的角度探讨自我。许多宗教，尤其是东方宗教非常重视自我意识，或者走出自我的迫切需要。这些观点超越了当代心理学的范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观点不重要，而只是说明它们不属于自我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我们的分析也将透过西方文化背景来关注理解自我的现代取向。人们的自我观念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出生的年代和生活的地点。数百年来，自我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关注自我的超自然性到关注自我不同的心理特征）（Baumeister，1986；Cushman，1990；Gergen，1985；Sampson，1985）。我们回顾的重点将放在现代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上，我们还关注支配当代西方文化的自我观点，虽然有资料时我们偶然也会进行跨文化比较。


总结

本章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自我。一开始我们区分了自我的两种表达方式（主我和宾我）。然后我们考察了自我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关系，以及自我心理学和现象学观点的共同之处。

接下来，我们在历史背景下考察自我研究。行为主义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曾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行为主义遵循两种假说（实证主义和机能主义），致使心理学家忽视了自我研究将近50年。最终，行为主义学说的影响开始逐渐减弱，自我研究重新引起心理学界的重视，心理学的所有领域当前几乎都对自我感兴趣。

本章最后我们简要说明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并指出不会涉及的几个主题。


	本书对自我做了心理学的分析。心理学家研究人们如何思考和感受自己，他们希望如何思考和感受他们自己，以及这些自我思考和感受如何塑造并引导行为。

	自我由两个关联的部分构成：主我和宾我。主我指代自我中积极地体验世界的那部分（如感知、思考或感受）。宾我指代自我中我们注意、思考或感知的客体部分。主我（实际上）包含在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当中，它几乎总在意识中出现。宾我并不总是我们经验中的一部分，我们更多地把其他人和事物当做注意的客体。

	自我概念指人们思考他们自己的特定方式，自尊指人们感受他们自己的特定方式。

	自我心理学更关注主观体验（即人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人格心理学更关注客观体验（即人们实际上是什么样）。除了这些差异，自我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有许多共同点。这是因为人们的实际状况会影响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也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是他们人格的一部分。

	现象学思想强调行为乃由“显现出的”世界支配，而非“实际的”世界。自我心理学具有现象学的特点，它强调行为通常受人们对自己状况的看法支配，而非他们的真实状况。厌食症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尽管厌食症患者确实已经很瘦了，但她仍然认为自己超重，觉得应该节食减肥。

	自我在19世纪后期成为美国心理学的重要部分，但20世纪初行为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大多数心理学家忽视了自我。行为主义运动受两种核心假说支配：实证主义和机能主义。实证主义是一种方法学学说，主张只有能由中立观察者客观测量的具体现象才适合科学研究。这种对客观性的强调就排斥了自我研究，因为自我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现象。机能主义学说涉及心理活动的本质，它主张无论如何思想在引导行为方面没有一丝作用，因而也排斥了自我研究。正如机能主义所宣称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并不能引导行为。

	行为主义的机能主义立场与有目的或指向目标的行为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目标模型，行为是为了目标而发动的。有机体想要或渴望达到某种目标或结果，从而采取行动。机能主义对行为的解释根本不重视目标指向的行为或有目的的行为。

	在行为主义统治时期，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忽视自我。社会学家和很多临床心理学家主张，人们自我参照的思想和感受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些实验结果也对完全机能主义的行为分析提出了质疑。这些进展使得自我重新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学界确认了自我的一些功能。主我指我们对自己的意识，认识到我们是独特而统一的实体，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能做出意志行为。宾我会影响信息加工并引导当前和未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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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能主义一词源于该学派认为行为是机械式的或本质上是机械的。

[2]Self和ego都有“自我”的含义，但两者含义并不一样。Self，意指具有独特、持久的同一身份的我，是个体意识到的自身存在的实体。包括意识到的“我”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各种特征，以及“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各种特征的总和。亦即作为被认知对象的“我”。Ego，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中指人格结构中的管理和执行部分。亦即行为主宰者的“我”。在本我（id）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受超我（superego）的观察、评判和监督，若违背超我，便会受到惩罚，产生自卑感或罪恶感。其功能是保持个体心理的完整性，协调人格结构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机体与环境的关系。贯穿心理意识的三个水平——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编者注

[3]认知运动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行为总有目的，指向目标。显然，人们有时会因习惯和冲动行事。认知革命只是强调行为有时具有理性，指向目标，但并非总是如此。


2
自我的特点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Lyndon Johnson）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我是）随意的美国人、合众国参议员、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得克萨斯人、纳税人，农场主，不再像过去那样幼稚，亦不会如我预期的那般老迈”（引自Gergen，1971）。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用如此多的词语来描述自己，但每个人的确都会有丰富的自我认识。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力高低、社会角色、个性特质、意见、天赋等诸多方面都会有看法。

本章我们要考察自我的特点。我们的分析特别倚重威廉·詹姆斯1890年的著作《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的第10章。詹姆斯既是心理学家，又是哲学家，他的著作既有概念综合、隐喻分析，又有敏锐洞察、批判思维，令人叹为观止。该书在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界最重要的出版物。所有想系统学习自我理论的学生都必须从詹姆斯的理论入手，因而，我们的分析也从这里开始。

本章第一节探索宾我的特点。我们会关注人们在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时的想法。我们会看到，威廉·詹姆斯在一百多年前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仍然适用于今天。同时，我们也将看到新近研究拓展和修正了詹姆斯的许多观点。

本章第二节将考察自我的情感和动机作用。詹姆斯特别关注理解自我感受（self-feelings，又译自感）的特点以及它引发的行为。我们将讨论詹姆斯的观点，同时要查找新近的研究，看看不同的自我观点（如你认为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自我感受之间的关系。

本章最后一节将考察主我的特点。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都在苦苦思索一个哲学问题，即个人同一性[1]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自我的某些方面是否可以用来解释所感知到的心理统一体。威廉·詹姆斯也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我们将研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我们还要回顾两位早期哲学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解决个人同一性疑问的尝试正是詹姆斯分析该问题的基础。


宾我的特点

我们首先要讨论宾我的特点。正如第1章所述，我们用“宾我”这个词来指代人们对于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什么样的看法。在继续阅读之前，花一点时间填写表2.1中的问卷，从中可以反映你是如何看待你自己的。

表2.1　自我测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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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自我的三个组成部分

威廉·詹姆斯用“经验自我”一词指代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看法。他的分析非常广泛。[2]


我们每个人的经验自我就是所谓的宾我。但很明显，宾我和我的（mine）之间的界线很难区分。我们对属于我们的东西的感受和举动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感受和举动十分相似。我们的名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杰作对于我们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宝贵。而且一旦它们受到了攻击，会引起像身体受到攻击一样的报复情感和行为。那么我们的身体本身仅仅是属于我们的，还是本来就是我们（us）？（James，1990，p.291）

詹姆斯继续将经验自我的不同部分划为三类：（1）物质自我，（2）社会自我，以及（3）精神自我。

物质自我

物质自我指可以承载“我的”（主我的［my］或宾我的［mine］）所指向的有形客体、人或地点。物质自我还可以分为躯体自我和躯体外（超越躯体的）自我。罗森伯格（Rosenberg，1979）认为躯体外自我是延伸的自我，整本书我们都会使用该术语。

物质自我的躯体部分无需多做解释。某个人谈及我的手臂或我的双腿，这些实体显然属于“我是谁”的固有组成部分。但我们对于自我的感知却并不限于我们的身体。它还包括其他人（我的孩子）、宠物（我的狗）、财产（我的汽车）、地方（我的家乡），以及我们的劳动成果（我的绘画作品）。

然而，物质自我并非由物质实体本身构成。相反，恰恰由我们对这些物质实体心理上的占有欲组成（Scheibe，1985）。例如，某个人也许有一张他最喜欢坐的椅子，椅子本身并不是他自我的一部分。相反，是句子“我最喜欢的椅子”表达了一种占有感。这就是延伸的自我意之所指，它包括心理上属于“我是谁”的所有人、地方和事物。

思考詹姆斯为什么如此广泛地定义自我很有意思。在他写这本书之前，自我的心理学研究局限在物质自我上。回忆一下第1章，内省主义者要求人们在接受各种刺激时报告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其中一些报告涉及个体对自己身体状态的意识。例如，个体可能报告说“我感到胳膊很重”或“我的皮肤感到温暖”。这些都是自我的不同方面。但詹姆斯想把自我研究扩展到个体的非物质方面。他认为自我比我们的身体更易变，含义更广。

既然自我是易变的，那么我们怎么能断定某一实体（entity）是否是自我的一部分？詹姆斯认为可以考察我们对于这一实体的情感投入来做此判断。当实体受到褒扬或攻击时，我们表现出情绪反应，该实体就可能是自我的一部分。

最可能的情况是……个体的自我是他所能称为“他的（his）”所有事物的总和，不仅限于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理力量，还包括他的衣服、他的房子、他的妻儿、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名声和成果、他的土地和马匹、他的游艇和银行账户。所有这些都赋予他相同的情感。如果这一切都兴旺，那么他会产生成就感；如果这一切都衰败，那他会产生沮丧感——虽然每件事的情感强度未必相同，但总的趋势大体一样。（pp.291-292）

判断某一实体是否属于延伸的自我的另一个方法是，看我们对它的反应方式。如果我们非常关注它，并努力想提升或拥有它，就能推断该实体属于自我。

［物质自我的所有部分］都是人们本能偏爱的事物，它们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利益。我们都会无条件关注自己的身体，为它穿戴华美的服饰；关爱妻儿老小；寻找能安居的家。

同样的本能冲动驱使我们积攒财产，财物因而成为经验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们带来的亲密感不一样。感觉最亲密的财富当属饱含我们辛勤劳动汗水的那部分……诚然，财产损失导致的沮丧感部分源于我们的感知：我们再也享受不到财产预期带来的好处，然而远不止此，任何财产损失都会带来我们人格的缩小感，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自我变为空白，这本身是一种心理现象。（p.293）

除了强调动机在确认自我中的重要性以外，詹姆斯也有趣地指出能成为自我之事物的特点。詹姆斯认为，这些财物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的功用而受重视，还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詹姆斯写道：“不仅仅是我认识的人，我所了解的地方和事物也都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扩展了自我。”（p.308）。

有大量研究支持詹姆斯对财物和自我紧密关联的经验之谈（参见Belk，1988）。首先，要求人们描述自己时，他们往往自然而然地提及他们拥有的财物（Gordon，1968）。人们也热衷于聚敛财物，例如，幼儿都是热心的收藏者。他们会收集瓶盖、石块、贝壳等。收藏这些东西并不仅仅因为重视它们的物质价值（其价值往往可以忽略不计）；相反，它们代表了自我的重要部分。把财物视为部分自我的倾向将贯穿我们一生，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很舍不得丢弃旧衣服或早已没有用处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还有若干原因。首先，财物具有象征功能，可以帮助人们定义自己。我们穿戴的服饰、驾驶的汽车以及装饰房间和办公室的风格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认为自己是谁，我们希望他人怎样看待自己。当人们感到自己的同一性不明确或受到威胁时，尤其容易攫取并展示这类标志或象征（Wicklund & Gollwitzer，1982）。例如，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可能会突出展示他的学位证书，以说服他自己和他人，自己已经成为渴望已久的学识渊博的学者。财物的这些功能支持了萨特（Sartre，1958）的主张：人们积累财物是为了扩展他们的自我感。

财物最终也会延伸自我。大多数人都会设法确保他们的信件、照片、财产和纪念品在死后能分享给别人。尽管分享某些物品的本意是让他人享有这些物品的实用价值，但昂鲁（Unruh，1983，引自Belk，1988）认为这种散播依然具有象征功能。人们总是希望将他们的财物传递给下一代而获得永生。

人们对财物的情绪反应也证明了财物对于自我的重要性。丢失了钱包里的照片通常比丢失一些钱更为痛苦。同样，许多车主会为汽车的损坏而感到极度愤怒，哪怕那只不过是很轻微的损伤。最后，许多因自然灾害而损失财产的人会体验到与失去心爱的人一样的悲痛（McLeod，1984，引自Belk，1988）。

财物是部分延伸的自我的更多证据来自于贝根（Beggan，1992）的一系列调查。在最初的研究中，展示给参与者大量廉价物品（如钥匙环、塑料梳子、纸牌），从中选取一样，要求他们保管。之后，参与者对于他们的物件的评价要高于未得到的物件。跟踪调查发现，在无关实验测试中失败的参与者身上这种倾向显得尤为明显。对于这种“纯粹占有效应”（mere ownership effect）有几种解释，一种可能是，一旦财物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赋予其价值，利用它们提升积极的自我价值感。

最后，珍视与自我有关的物件或实体的倾向甚至延伸到了字母表。要求人们判断不同字母的愉悦度时，他们更喜欢自己名字（尤其是词首大写字母）中包含的字母（Greenwald & Banaji，1995；Nuttin，1985，1987）。“人名字母效应”进一步支持詹姆斯的断言：我们的自我感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身体，它还包括我们称为“我们的［ours］”所指向的物体和实体。

社会自我

詹姆斯认为第二种经验自我是社会自我。社会自我指的是他人如何认识和对待我们。（我将把自我的这些方面称为个体的社会同一性。）如前所述，詹姆斯的论述非常广泛。

……有多少人认可个体并将这种印象牢记于心，个体就拥有多少种社会自我……但是形成印象的人也分属不同阶层，我们可以很实际地说，只要个体在乎不同群体之人的看法，那么有多少群体就会有多少种社会自我。（p.294）

有学者（Deaux et al.，1995）划分了五类社会身份：私人关系（如夫妻）、种族/宗教（如非裔美国人、穆斯林）、政治倾向（如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烙印群体（如酒鬼、罪犯），以及职业/副业（如教授、艺术家）。有些身份是先赋身份（生而具有，如儿子或女儿），有些是自致身份（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如教授或博士）。

每一种身份都伴有一系列特别的期望和行为。“父亲”角色显然与“教授”角色有不同的行为表现。有时这些差异微不足道，有时却又意义重大，差异悬殊。

许多年轻人在父母和老师面前举止文雅，而在“顽劣”的同伴面前却会肆无忌惮，赌注发誓，狂妄自大得像个海盗。我们不会把自己展现给孩子一面呈现给俱乐部同伴，展现给客户的一面呈现给雇员，展现给师长和老板的一面呈现给密友。准此而论，个体实际上有着若干不同的自我。不同的自我之间可能割裂，正如某个人在外地时可能担心有熟人认识他；或者也可能完美地进行分工合作，正如某个人可能会温柔地照顾孩子，也会严厉地对待手下的士兵和囚犯。（p.294）

詹姆斯这里提出的重要观点非常关键。很大程度上，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Roberts & Donahue，1994）。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我们的自我并不相同。而当我们面临关涉两个以上自我的情境时，就会产生问题。比如家庭聚会中同时是父母又是孩子的人就会明白此类场合下的尴尬。只在固定情境出现或只以一种角色示人的人出位时，我们也会感到惊讶。比如学生在校外（如电影院、饭店或运动会）遇到教师往往会感到慌乱，因为他们很少看到他们的老师穿着如此休闲，举止如此随便。

不同社会情境下人们倾向于展现不同的自我，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稳定的核心自我，能超越这些不同的社会角色？一些学者非常坚定地认为“不存在”。他们认为自我完全由我们的各种社会角色构成，并不存在独立于社会角色之外的所谓“真实”自我（Gergen，1982；Sorokin，1947）。也有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大多数）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太过极端。这些学者虽然承认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会有不同的行为，但也主张存在一种普遍的自我，贯穿这些不同的社会身份。威廉·詹姆斯赞同这一观点。詹姆斯认为我们的社会角色是自我的重要部分，但它们绝不是自我的惟一部分，也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詹姆斯继续对社会自我进行论述。他假定存在一种渴望他人注意和认可的本能驱力。詹姆斯认为，我们与他人发生联系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喜欢有同伴，而是因为我们渴望得到认可和地位。

个体的社会自我是从伙伴那里获得的一种认可。我们不仅是群居动物，喜欢出现在同伴的视野中，而且我们天生就有获得同类积极注意的倾向。个体在社会一旦被人抛弃，变得散漫，自此决不会引起任何群体成员的注意，这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带来如此残忍的惩罚。（p.293）

总之，社会自我包括我们所拥有的各种社会地位和我们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但从本质上看，自我并不仅仅是这些社会身份。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他人会如何认识和对待我们，即我们认为他人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些内容将在第3章（反射性评价过程）重点讨论。

精神自我

詹姆斯理论的第三种经验自我是精神自我。精神自我是我们的内部自我或心理自我。除去真实物体、人、地方和社会角色之外，由能称为我的（my或者mine）的一切构成。我们感知到的能力、态度、情绪、兴趣、动机、观点、特质及愿望都是精神自我的组成部分。（我将把精神自我的这些部分称为个人同一性）。简言之，精神自我指的是我们所感知到的内在心理品质，它代表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主观体验——我们对自己的感受。

精神自我……我认为指的是个体内在或主观的存在，他的心理能力或性格倾向……这些心理倾向是自我最持久和私密的部分，即我们看来最真实存在的部分。我们思考自己的争论和辨别能力、道德感和良心、不屈不挠的意志时，比浏览我们的财物会获得更纯粹的自我满足感。（p.296）

詹姆斯提出思考精神自我的两种方法。其一（他称为抽象方法）是孤立地考虑每一种特性，特性彼此不同。其二（他称为具体方法）是把特性视为统合的整体，就如连绵不息的河流。

……思考精神自我的方法很多。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能力，……彼此剥离，轮流确认我们自己的每种能力。这是处理意识的抽象方法；……或者我们也可以坚持具体的观点，那么我们的精神自我要么是我们的全部个人意识河流，要么是当前的“片段流”……但是，不管具体还是抽象思考，我们对于精神自我的理解毕竟是一个反映过程，……我们摒弃只看外表的观点，其结果是……［开始］把我们自己当作思想家。（p.296）

本章稍后我们将看看詹姆斯是如何利用这种区分来解决古代哲学家对个人同一性疑问的争论的。

最后，还请注意我们的财物（物质自我方面）和我们的情绪、态度以及信念（精神自我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密切关联。正如埃布尔森（Abelson，1986）所观察到的，我们的语言能体现两者的关联。我们说某个人拥有信念指的是从最先获得信念到摒弃或丢弃信念的这段时间。我们也这样说“我承继了某个观点”或“我不能买账！”最后，我们会说有人放弃了自己坚定的信仰或否认最初的立场。这些术语意味着财物和态度具有共同的潜在概念特征：它们都属于自我（Gilovich，1991；Heider，1956）。

对詹姆斯思想的检验与修正

詹姆斯的分类真的体现了你思考自己的方式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试着对詹姆斯的分析与你先前所填写的问卷做比较。我已经在华盛顿大学的课堂上用了这个问卷，发现学生的回答确实可以归入这三个类别之中。惟一的窍门就是确定哪一类可用。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办法是考虑学生的回答是名词还是形容词。罗森伯格（Rosenberg，1979）指出，社会同一性往往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并且把我们置身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当中（如我是美国人；我是民主党人）。相形之下，个人同一性（詹姆斯所谓的精神自我）往往以形容词的形式出现，并且有助于区分我们与他人（如我郁郁寡欢；我责任心强）。

戈登（Gordon，1968）对詹姆斯的分类做了详细的阐述，并用8大类、30子类编制了一个编码程序，如表2.2所示。表2.3是问卷的样例，用于说明表2.2。你可以把你自己回答的问卷与它们进行比较。

表2.2　戈登的同一性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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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opyright 1965 John Wiley & Sons,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John Wiley & Sons, Inc.

集体自我

詹姆斯撰写《心理学原理》的时期，心理学还是欧洲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独占的领域，因而他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这种局限性明显表现在詹姆斯不太关注人们的种族、宗教和种族身份。这些身份（现代研究者称之为集体自我）对人们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人，例如，爱尔兰人、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等格外重视他们的种族身份。

针对这些集体身份的两个相关课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研究方向之一是侧重人们如何评价这些特定的身份。历史上看，少数民族身份往往带有负面含义。少数族裔被打上耻辱的烙印，受到歧视。这种状况使得某些少数族裔成员变得怨恨，否认自己的种族身份，甚至背叛自己的种族身份（Lewin，1948）。

近年来可以看到这些趋势发生了变化。以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自豪运动（Black Pride Movement）为起点，少数族裔群体已经开始为提高本民族在本族成员心目中的地位而努力。他们鼓励本族成员庆祝民族传统节日，要他们把自己的种族身份视为自豪的源泉，而非耻辱的烙印。这些努力看来取得了成功。现在，多数少数族裔成员都开始用积极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种族身份（Crocker et al.，1994；Phinney，1990）。

表2.3　对于问卷“你会告诉他们什么”的回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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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之二是审视少数族裔接触主流文化时如何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想想拉丁裔的美国孩子，在他们生命的早期（学前）岁月里，他们的拉丁裔身份显然非常重要，这是他们的养育和交友模式的自然结果。之后，他们进入学校，开始接触到更为广泛的美国文化，这会对他们的种族身份产生什么影响？

表2.4根据儿童对少数和多数族裔群体的认同强度，介绍了四种可能的结果（Phinney，1990）。有些儿童能采纳主流文化身份，但同时也保留对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强烈认同，这类儿童可谓具有文化适应性，是统合的或者二元文化的。抛弃本民族身份而认同美国身份的儿童则被同化。拒绝认同主流文化的儿童出现了隔离现象（separation），而与两种文化群体都失去联系的儿童则被边缘化。

表2.4　少数族裔和主流族裔同一性各因素强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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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Phinney, 1990,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499-514. Copyright 1990.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对于许多世纪之交的移民而言，同化是他们期望的结果。美国新移民希望完全融入美国文化，摆脱他们自己的种族身份。因而，许多人改了自己的名字，努力矫正口音，毫无保留地接纳美国习俗和文化。

时移势易，人们开始提倡多元文化，许多少数民族成员努力使自己适应文化而不是被同化。菲尼（Phinney，1990）介绍了促进文化适应这一目标的诸多行为：参加本民族活动，继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以及结交本民族的其他成员。研究者（Ethier & Deaux，1994）还发现，这类行为能帮助西班牙裔学生在第一年进入以英国人为主的大学时仍保持他们的民族身份。

身份重要性的文化差异

人们赋予其各种身份的重要程度具有文化差异，这已经成为一个研究课题。詹姆斯认为人们的个人同一性（精神自我）比社会同一性（社会自我）更重要。

……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我……根据它们的价值大小分为不同的等级。……身体自我在底端，精神自我在顶端，而身体之外的物质自我和各种社会自我居中。（p.313）

不同自我的层级具有文化差异性（Markus & Kitayama，1991；Triandis，1989）。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非常崇尚个人主义。他们是竞争取向的，强调人们的差异性。这种倾向使得他们非常注重个人同一性；相反，东方文化（如日本、中国和印度）更倾向于合作、集体主义的和相互依赖。他们的文化并不强调人们的差异性，而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因而他们更注重社会同一性。

卡曾斯（Cousins，1989）的调查证明了自我重要性的文化差异。此次调查中，美国和日本大学生要填写一份问卷，它与你先前所做的问卷很相似，然后在他们认为最能描述自我的5个回答上打钩。研究者再根据这5个回答是属于个人同一性（感知到的特质、能力或气质）、社会同一性（社会角色或人际关系）或其他（如生理特征）来分类。

图2.1就是该调查的结果。图上显示了美国学生有59%的次数列举了个人同一性（如我是诚实的，我是聪明的），但日本学生只有19%。相反，日本学生有27%的次数列举了社会同一性（如我是学生，我是女儿），但美国学生只有9%。这些差异证明人们在自我看法上存在文化差异（参见Trafimow，Triandis & Goto，1991）。

卡曾斯在该研究中还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差异。西方人认为自己拥有超越特定情境的心理特质。比如，要求西方人描述自己时，她可能会说“我很有礼貌”。东方人则往往会将自己与特定的人或情境联系起来；要求东方人描述自己时，她可能会说“我在学校很有礼貌”或“我对我父亲很有礼貌”。两者之间关键的差别在于，西方人的回答不受情境约束，而东方人的回答则会具体说明关系或情境条件。

[image: 080-01]

图2.1　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对于“我是谁”问卷所回答的身份陈述。数据显示美国学生更倾向于根据他们的个人特性来描述自己，而日本学生更倾向于根据他们的社会特性来描述自己。这些结果表明自我概念存在文化差异。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Cousins, 1989,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124-131. Copyright 1989.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Association.

身份重要性的个体差异

即便同一文化中的人对他们各种身份的重视程度也有差别（Cheek，1989；Dollinger et al.，1996）。继续阅读之前，请花点时间完成表2.5中的问卷。该问卷改编自奇克等人（Cheek et al.，1994）编制的问卷。它测量了人们对自己各种身份所赋予的权重。该问卷将同一性分为三类：个人同一性（我们所知觉到的内部或心理品质）、社会同一性（我们认为他人认识和对待自己的方式）和集体同一性（我们对于某个更大的社会群体如种族、宗教的归属感）。

表2.5　同一性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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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dapted form Cheek, Tropp, Chen, & Underwood, 1994.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2nd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Jonathan M. Cheek.

要计算你的分数，请把你在表示个人同一性的四项（项目1、4、7和10）；表示社会同一性的四项（项目2、5、8和11）；表示集体同一性的四项（项目3、6、9和12）上的给分平均。多数美国大学生在个人同一性项目上得分最高。此外，亚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更看重集体同一性，这进一步证明了文化对人们自我观念的影响。最后，有证据表明，所有文化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用关系词语（本量表中的集体主义部分）看待自己（Kashima et al.，1995；Markus & Oyserman，1989）。

个人叙述

宾我的性质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研究。前述宾我犹如由一堆知觉到的财物、社会角色和特质等构成的凌乱集合体。其实不然，大多数人会把他们经验自我的多个方面组织成连贯的整体。

麦克亚当斯（McAdams，1996）认为这种组织通常以个人叙述的方式完成。个人叙述指个体（内隐地）构造的自己生活的故事。叙述包括个体思考自己的方式、个体的记忆、情感和体验。这一持续进行的故事涵盖了小说典型的文学手法（如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人物描述）。许多故事也有关键的转折点或自我定义联结点（如你要真正了解我，就必须了解我为什么放弃了出租车司机这样一个谋生的职业，转而攻读心理学的博士学位）。简言之，个人叙述整合了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验自我）并赋予其意义。


自我感受、自利和自卫

除了讨论自我的特点，詹姆斯还探讨了自感和自我的动机方面（他称为自利和自卫）。就自感而言，詹姆斯认为某些情绪总是以自我为参照点，称为自我满足和自我不满，并将它们与更一般的情绪（如快乐和忧伤）进行了区分。这些与自我有关的情绪包括：

……一方面是骄傲、自负、空虚、自尊、傲慢［和］虚荣；另一方面是谦逊、谦卑、困惑、胆怯、害羞、羞耻、屈辱、悔悟、污名和绝望。（p.306）

詹姆斯把这些情绪视为自然本能，就像

……我们天性中直接而基本的天赋……每一种情绪都值得归入基本的情绪类别，如愤怒或痛苦。（pp.306-307）

最后，詹姆斯认为，人类具有体验积极情感，避免消极情感的内在驱力。

我们知道，某个在逃的人被逮捕，基本上可以判定他人生的成败，但这与我们没什么关系，他可能被绞死，我们一点也不关心。但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那就变得极为重要和万分可怕了。"我绝不能失败"，是每个人心中迸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谁都可以失败，我不能，我一定要成功……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关注个人存在的纯粹性这种直接情感所鼓舞……只要是我都是宝贵的，因为是我，所以宝贵；我的一切都不允许失败，因为是我的，所以必须不能失败，等等。（p.308）

自我感受的决定因素

区分了各种与自我有关的情绪以后，詹姆斯开始思考这些情感的唤起问题。在一段常为人引用的话语里，他提出以下公式：

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自感完全取决于支撑我们存在和行动的因素。它决定于我们实际的能力和认为的潜能之间的比值，即以自负为分母、成功为分子的分数，因而，自尊=成功/自负。（p.310）

本书第8章我们会专门讨论自尊，那里我们将有机会检验詹姆斯公式的价值。现在，我们只简略地阐明他的观点。

自负和价值

詹姆斯书中的自负（pretensions）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他用它来指代个人重要性领域（domains of personal importance）。

当时我不遗余力要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如果有人比我的心理学知识渊博，我就会感觉蒙羞。但我满足于沉浸在希腊人所忽视的领域。我在拉丁语上的不足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耻辱感。如果我自负想成为一名语言学家，情形将恰恰相反。（p.310）

这里詹姆斯指出，作为心理学家的表现比作为语言学家的表现，更能激发他强烈的情绪反应。概而言之，他认为，高个人重要性领域的结果比起低个人重要性领域能引起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这就赋予了自负以价值（依据事物对个人的重要性）。

举个例子，假设你在上两门课。一门选修课，你选这门课只是为了消遣；另一门是专业必修课。詹姆斯的公式表明，你在后一门课（更重要的课）上的表现，比前一门课（不重要的课）的表现，能激发你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自负和抱负

自负除了可以指代对个人重要的事物之外，詹姆斯也用它来指代个人的抱负水平，即能让个体满意的最低成绩。

如果一个人只因为拳击或皮划艇世界排名第二就羞愧至死，我们会感到很不解。他能够打败全世界一人之外的所有人，却认为没有任何意义；他要求自己一定要打败那个人，只要他做不到，任何事都不重要。然而，一个能被所有人都打败的软蛋却不会为此懊恼，因为他很久以前就根本放弃了自我的这一目标。（pp.210-311）

这段文字根据个体的抱负水平来解释自负。这说明，人们对所获结果的感受并不仅仅受结果本身的影响——它还取决于人们衡量成败的标准。

假设两位学生在同一门课上都得了70分。甲学生可能并不满意，因为他原本期望得到80分；乙学生却可能非常兴奋，因为60分他就满足。即使客观结果一样，但两位学生的情绪反应却截然相反。为什么？因为正如现象学学说所言，人们对事件的反应并不仅仅取决于事件本身，还取决于人们赋予事件的意义。400多年前，莎士比亚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这样写道：“事物无好坏之分，唯思维使然”（第二幕，第2场，第259句）。我们得到70分时欢快还是沮丧，取决于我们赋予分数的意义。70分是否意味着学生个人学业成败？是知觉而非分数本身支配我们的情绪活动。

上述分析表明，有两种方法可以让你对某领域的表现感觉良好。你可以提高你的成绩或降低抱负水平。用詹姆斯的话来讲，任何一种方法都能让你感觉更好。

可以减小分母或增加分子来提高自尊。放弃自负可以让他们如释重负，得到满足……加诸于自我的一切都是负担，自豪也一样……我们的自感就体现在我们的实力里。正如卡里尔（Caryle）所言：“让他们免费工作，那么世界都在你的脚下。”（pp.310-311）

梅德维克等人（Medvec，Madey & Gilovich，1995）最近证明了一个相关趋势。他们研究了1992年夏季奥运会获得奖牌运动员的情绪反应。有趣的关键问题是：银牌获得者是否比铜牌获得者感觉更好。逻辑上，前者应该比后者感觉更好，因为前者成绩更好。但梅德维克等人假设却恰恰相反，因为银牌获得者会想：他们只要稍微调整策略或更努力一点，他们就能得到金牌了，这使他们很沮丧。

为了验证他们的观点，梅德维克等人要求中立观察者评价两类奖牌获得者在比赛刚刚结束之际和之后站在领奖台上的表情。图2.2显示了研究结果，和他们的预测一样，在两个时间段里，银牌获得者都不如铜牌获得者高兴。研究结果很有趣，突出显示了人们对成绩的情绪反应并不仅仅取决于客观结果本身。

羞愧与内疚

除了探索成就对自感的影响以外，研究者还扩展了詹姆斯对消极自我情绪之性质的看法（参见Tangney & Fischer，1995）。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羞愧和内疚的区别。一些学者（如Buss，1980）认为，这些情绪因其私密程度而有所区别。羞愧感是公开的情绪，跟随外界的反对和责骂而产生，而内疚感是一种更为私密的知觉反应，因为个体没能达到他的标准和理想而产生。

其他一些学者（如Barrett，1995；Lewis，1971；Lazarus，1991；Niedenthal，Tangney，& Gavanski，1994）认为羞愧是一种比内疚更具弥散性的情感。内疚的焦点是行为，人们在发现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时会有内疚感。相反，羞愧是一种未分化的知觉，源于知觉到自己是坏人或完全不够格。简言之，内疚的焦点集中在某种不端行为，羞愧则涉及一种认为整个自我都很坏的感觉（Barrett，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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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刚比赛完毕时和登上领奖台时获银牌和获铜牌者的快乐级别。数据显示，银牌获得者显得比铜牌获得者要不愉快。这些发现指出，我们的情绪反应不仅仅取决于结果本身，还取决于我们对于结果的期望。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Medvec, Madey, & Gilovich, 1995,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603-610. Copyright 1995.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最后，羞愧和内疚在其行为倾向也不同（Lazarus，1991；Roseman，Wiest & Swartz，1994）。内疚促使个体弥补自己（知觉到）的过失并做出赔偿。相反，羞愧使得个体想避开其他人，隐藏自己（知觉到）的不足和缺点。

自我感受和假定的自我观念

羞愧和内疚的差别突出表明，自感往往受到我们可以、应该或理应是谁这类观念的影响。总的说来，这些假定的自我观念可以分为四类。

可达自我

这类自我观念中有一些是现实的。个体可能希望成为“一名更优秀的高尔夫球手”、“理解力更强”或“不那么好胜”。这些自我观念是罗森伯格（Rosenberg，1979）所谓的承诺自我的某些方面，也是马库斯等人（Markus & Nurius，1986；Markus & Ruvolo，1989）所谓的可能自我，它们是可以实现的，代表了个体想要或能够成为的一类人。这看起来好像是詹姆斯在讨论自负时所说的抱负水平。他的分析也表明，我们当前的自我观念与这些可达到的自我越接近，我们的自我感觉就越好。

理想自我

人们往往也怀有更为理想或光辉的自我观念。他们梦想成为“摇滚巨星”、“百万富翁”或“诺贝尔奖获得者”。每个人都怀有这样的自我观念，但大多数人并不会混淆理想的自我意象与可达到的自我意象。他们知道这些理想的自我意象大都只是幻想而已。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区分清楚。霍尼（Horney，1945）认为，神经质人格的特征就是固执的、理想化的自我。她指出，这类人不能忍受低人一等的感觉，因而构建出理想的自我意象，隐藏真实的自我。这样的人在任何事上都要做到最好，想要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崇拜和认可。当然，不可能达到如此苛刻的期望，因而他们注定要失望和受挫。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区分神经质人格和正常人格在本质上并非理想的自我意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渴望成为梦想中的人物。当理想自我变成必须自我（must self）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当我们必须成为“完美的丈夫”、“尖子生”、“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人”时，这样的理想自我意象才成为心理问题的来源（Blatt，1985）。

应为自我

另一个自我观念的类别是我们应该成为的自我。例如，某个孩子可能认为他有责任成为“继承家族生意的忠诚的孩子”；某位已婚妇女可能感到她有责任成为“生育和照料孩子的母亲”。希金斯（Higgins，1987）把这些信念视为应为自我的组成元素，并据此解释人们的内疚和焦虑感，原因在于他们发现现在的自我与观念中的应为自我不一致。

不欲自我

最后，人们也会考虑他们害怕或不想成为的自我。如害怕成为“生意上的失败者”、“过气演员”或“依靠子女的人”。奥格尔维（Ogilvie，1987）把这些形象归结为不欲（不想成为的）自我，并指出，它们在决定人们快乐和满足的程度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自我与害怕成为的自我心理距离越远（即我们越不类似这些负面的自我意象），我们的生活越幸福。这些潜在的负面自我意象还具有重要的动机功能。如果不是太极端还具有诱因的作用。它们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以避免这些负面身份（Oyserman & Markus，1990）。

自我感受和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是自感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回忆一下詹姆斯所说的物质自我，不仅包括我们的身体特征和财物，也包括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如我们的家庭、朋友和所爱的人。比如，人们在描述自己时往往会捎上其他人（如“我是希拉里的丈夫”）（Kuhn & McPartland，1954；Dollinger & Chancy，1993），或在自我概念中纳入其他人的表征（Aron et al.，1991；Davis et al.，1996；Smith & Henry，1996）。

沐浴在反射的光辉下

其他人作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也能唤起自感。这种现象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尤为明显（如父母会为子女取得的成就非常骄傲），但是这种影响也会延伸到不太亲密的关系中。例如，设想一下，体育场上的体育迷们会被其他人的情绪征服。一场重要比赛取得胜利后，球迷们高唱“我们是第一”涌向球场的情景并不少见。人称代词“我们”的使用意味着胜利的体验非常个人化，而且这种欣快感与自我有关（相关研究请参考Cialdini et al.，1986；Hirt et al.，1995）。

社会同一性理论

有学者认为社会关系和自感之间的联系也具有动机意义。这一点可谓社会同一性理论的核心（Tajfel & Turner，1986）。社会同一性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主张：（1）社会关系是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2）人们受动机的激励要自我感觉良好；（3）当人们发现自己所属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好时自我感觉更好。

对该理论的检验有多种形式。利用最小的跨群体范式的研究具有特殊价值。在这些研究里，依据相对无意义的标准将参与者分成几个组。例如，可能展示给参与者两幅图画，然后根据他们最喜欢哪一幅来对他们分组。之后要求参与者在两组间分配钱币奖励。很明显，参与者的分配更有利于自己所在的那一组，这样做会使他们的自我感觉更好（Lemyre & Smith，1985；Maass，Ceccarelli，& Rudin，1996；Oakes & Turner，1980）。这种倾向被称为群体内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它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便是与他人之间微不足道的联系也会对个体的自我感觉产生有力的影响。

小结

表2.6总结了我们讨论过的许多观点。它是以布鲁耶和加德纳（Brewer & Gardner，1996；Greenwald & Breckler，1985；Prentice，Miller，& Lightdale，1994）的理论为基础的，对经验自我做了四重分类。第一行描述了个人自我。这里，身份由区分我们与他人的那部分自我构成。第二行描述了社会自我。这部分自我包括我们的社会角色和我们在他人心目中的声誉。第三行描述了关系自我，其中包括属于我们自我概念的特殊个体。最后一行描述了集体自我。自我的这个方面由我们所归属的社会类别所构成，包括我们的种族、宗教身份等。

表2.6　对经验自我的四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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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dapted form Brewer & Gardner, 1996,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83-93. Copyright 1996.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主我的特点

在第1章里，我们区分了自我的两个方面：主我（主动地体验世界的自我）和宾我（注意目标指向的自我）。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宾我的特点。我们已经考察了人们对自己的思考和感觉。

詹姆斯也极为关注理解主我的性质。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发生在讨论哲学难题即个人同一性疑问上。接下来我们将（1）介绍个人同一性疑问，（2）思考詹姆斯之前的哲学家们为解决此难题而进行的尝试，（3）然后考虑詹姆斯的解决方法。

个人同一性疑问

个人同一性疑问乃指是否存在将我们无数的知觉和思维联为一体的事物。我们的心理活动是变动不居的感知万花筒（我们看到、听到、思考、记忆），种种知觉看似联系在一起，我们采用术语主我来指代这种联系。正是我听到了雷声；正是我在昨天想到了你。统合这些知觉的这个我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个人同一性疑问。

具有欺骗性的简单答案是该词指代我们身体的某些方面。那么是哪些方面呢？如果你失去了一条胳膊或一条腿，你仍会用人称代词我来指代你自己吗？可以公平地说，大多数人会。也许四肢还不足以否定你的同一性；也许如果你缺少了身上的其他部分会使你不再用人称代词我来指代你自己。倘若如此，那些部分又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想一想以下忒修斯船的古代难题。

船板被一块块地卸掉，新的船板被不断地安上。由一块新板代替一块旧板并不会使船变得与以前不同；它仍然是原来那艘船，只不过其中一块船板变成了新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块船板都被新的所代替，但如果这种情况是逐渐发生的，那么这艘船仍然是原来那艘船……［因而］，随着时间的变化，某件事物的同一性并不需要使其所有的部分都保持不变。（Nozick，1981，p.33）

这个故事说明，某个实体的物理特性对于确定其同一性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区分某个客体的本质和它的形式时发现了这一点。物体的本质是它的材质——它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的形式是抽象的和非物质的。比如一尊青铜雕像，这件物体的本质（即材质）是青铜，雕像是它的形式。如果我们将它熔化，做成其他物体（如器皿），我们将不再拥有同样的物体，即使它的本质仍旧是青铜。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也一样。人的本质不在于其物理存在，而在于他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人的灵魂。对亚里士多德（以及许多其他理论家）而言，灵魂是非物质（非肉体）的实体，统合了我们诸多知觉并确定了我们的同一性。曾是某甲身体上的一模一样的原子和分子却可能够构成另一个人（某乙）的躯体，尽管这不大可能发生。但就算这种情况发生了，某甲也不会成为某乙，这是因为人的本质是形式而不是材质。

实体论学派：灵魂是联结的纽带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统合个体多种感、知觉的非物质实体，这一观点在他去世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并得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奥古斯丁、阿奎那）及理性时期的笛卡儿及其追随者接纳。固然，每位哲学家都会修正这一学说并关注灵魂不同的方面和功能。但所有人都认为在我们无数知觉的背后存在物质实体支持个体的同一性整体。因此，这种观点的追随者可称为实体论者（substantialists）。

在随后的时期（17世纪中叶到现代），仍有许多哲学家在努力解决个人同一性问题。本章接下来将思考其中的三种尝试，因为它们都对自我心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洛克：同一性是一种记忆

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曾研究过这一问题。洛克撰写了大量文章并被公认为现代民主之父。他提出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反对某些人生来就具有特权，注定要成为统治者。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就采纳了洛克的立场，声称“人人生而平等”。

洛克还论述了道德责任问题。他想知道何时人们才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这个问题非常类似今天的“精神失常辩护”（insanity defense）。他开始区分两个词语：物质人（man）和精神人（person）。物质人指的是存在的物质方面，即我们的身体。精神人指的是我们的个人同一性。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类理智论》中，洛克（Locke，1690/1979）这样定义精神人：

一种有思考智慧的存在，有理智，能反省，能把自己作为自己来思考，……即使时空不同依然能认为自己是一样的。而且，由于这一意识能延伸至任何过去的行为和思维，因而能够触及此人的同一性。

洛克在三方面的分析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洛克强调人类心理的自反性特性，即人们将自己作为注意对象的能力。他和早期的哲学家一样，认为这种能力是人类所独有（我们将在第4章考察这个命题）。第二，他对物质人和精神人的区分让人联想起亚里士多德对本质和形式的区分。物质人是实质的，精神人是形式的。最后，洛克所提“跨时空”的思想确立了人格（personhood）的标准是，记住我们在以前情境中的多种知觉。于是在洛克看来，个人的同一性是与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它一直可以追溯到个体最初具有记忆的时候。

当涉及道德责任时，洛克认为，只有精神人才能对他的行为负责。如果物质人承认犯罪，但却不记得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就没有像精神人那样行为，因而不需要为他的罪行负责。

依据记忆来解释同一性，洛克把自我的研究从精神层面转向了实证层面。同时，他从实体论传统的脱离并不彻底。洛克无法让自己相信：个体的知觉并不是以某种方式统合在一起。他得出结论：我们的记忆存在于一种非物质中。尽管他认为我们无法了解这种非物质是什么，但却确定它存在。

休谟：同一性是一种假象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随后拓展和修正了洛克的思想。休谟是苏格兰哲学家，他对一切事物都持怀疑论观点。他最著名的是对因果律的抨击。休谟主张永远无法直接得知事件的确切起因，只能进行推断。设想一下，我们看到一个人把甲球滚向静止的乙球，当甲球撞到乙球时，乙球开始滚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让人得出是第一个球使第二个球移动的结论。休谟警告说这是经常出现的推论错误。还存在其他促使乙球移动的力量。我们所直接体验到的只是一个球与另一个球发生接触的时间顺序。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球引起第二个球移动的结论只是一种推论，并非直接的知觉。

休谟在其《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1739-1740）中论述个人同一性的那章就把这些思想用到了自我研究上。与洛克一样，休谟假定自我的主观整体来源于记忆：我们记得有过特定的知觉，因而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统一实体拥有那些知觉。然而，对于这些知觉是否仅以主观的、心理的形式整合在一起，休谟并不同意洛克的观点。他认为该统一实体的载体并不是一种非物质。相反，他认为所有的存在都是孤立的知觉。我们却把它们作为联合的整体来知觉，但这种知觉是一种幻觉，事实上这些孤立的知觉本身从未以任何方式结合在一起。

休谟得出这一结论的基础是，他不能在他自己身上发现任何这样的物质或实体。

有一些哲学家设想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所谓的自我。我们的确能察觉它的存在和延续，而且无须证明，可以肯定它完美的同一性和简单性……这些哲学家喜欢刨根问底，他们关注我们知觉内在的本质究竟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为了终止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没完没了的争执，我知道没有比问一个简单问题更好的办法：这些知觉的内在本质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希望那些自以为人类能了解我们心理本质的哲学家们能说明这一印象是什么，如何得出这种结论，这种印象以何种方式产生影响，它来源于什么客体。它是一种知觉印象还是一种内省印象？它是愉快的，痛苦的，还是中性的？它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吗，或者只会间歇性地出现？

就我而言，当我最深刻地进入我所说的自我时，我总会意外地发现某些特定的知觉，如热或冷、明或暗、爱或恨、苦或乐。任何时候没有知觉，我都无法捕捉到自我。任何时候知觉如果消失了，如酣睡，……真的可以说“我”不存在了……若有人经过严肃和客观的深思后认为他对自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必须承认无法说服他。我所能认同他的是，也许他和我一样都是对的，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同。或许他所谓的自我就是简单而持续的事物；而我断定那不适用于我。

休谟继续指出，我们的个人同一性观念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想法纷至沓来、快速更替，以至于我们混淆了时间的连续性和单一性。

人的心理类似剧院，不同的知觉接连出现……［但］剧院的比喻不应该误导我们。［只有］连续的知觉……才构成心理；［我们不］知道心理这座剧院离我们有多远，或者由什么材料构成……个人同一性只是不同知觉的集合体，而各种知觉彼此更迭，快速无比。

总结一下，休谟与洛克一样认为，个人同一性的感觉乃由想法和知觉构成。然而，不同于洛克的是，休谟并没有把这些知觉看成统一体。休谟认为，“我们归结为人类心理的同一性是虚幻的”。我们体验到的一切都是飞速地依次出现的想法和知觉。各种想法的快速出现造成了统一体的幻觉。我们的知觉以为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整体，而事实上它们彼此分离。对休谟而言，任何自我的观点都是虚幻的，除了知觉的连续出现之外。[3]

詹姆斯：同一性是一种持续感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詹姆斯着手解决个人同一性难题。他注意到个人同一性的本质是心理学领域中最为令人生畏的问题。

从休谟时代到现在，［个人同一性的本质］理所当然地成为心理学必须面对的最令人困惑的谜题；不论你赞成什么观点，都很难坚持你的立场。如果有人主张存在实质上的灵魂（如唯心论者）……他却无法给出有事实根据的解释。还有人认为一切自我都只是各种想法的意识流（如休谟这类人），这显然完全有悖于人类的常识：自我独特的本质似乎是个人同一性必不可少的部分。（p.330）

詹姆斯试图调和这些不同的立场，从而解决这个谜题。他不同意知觉具有内在的非物质的本质；但他也不同意不存在联结这些知觉的纽带。相反，詹姆斯的观点是：自我存在一个统一体，由各种想法和知觉组成，情感是它们的纽带。

让我们来看看詹姆斯的论证过程。他首先注意到每个人都熟悉某方面的存在，就好像这是他独有的。

……所有人都必须从他们所谓的自我里挑选出一些核心部分……有人会说那才是纯粹的能动物质，即灵魂，有了它才能产生意识；也有人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由代词“我”表示的虚假存在，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可以发现各种折中的观点……［但留出点时间想一想核心部分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尽可能清楚地面对自我，自我的这个核心会带给你怎样的感觉。［因为］不论它是精神物质还是欺骗性的词语……自我的核心部分是感觉到的。仅仅用理性的方式并不能认识它……自我就存在于感觉之中。（pp.298-299）

詹姆斯继续声称自我的这一核心（所谓的主我）是精神自我的一种成分。我们曾在前面指出过詹姆斯认为，思考精神自我的方法有两种。抽象方法指孤立地探查精神自我的每一个单独方面；具体方法指把精神自我视为一种连续的知觉流。

他所提出的理解个人同一性的方法是，应该用具体方法看待精神自我，从而寻找个人同一性。每一种知觉都在流动，但这些知觉并非分离和独立的，正如休谟所言，只是由于它们的邻近而造成一种联结的假象。相反，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同属于一个意识流。而且，正是与每种知觉都有关的情感为它们提供了联系的纽带。每种知觉都承载着独特的情感，我们认为它属于我们，仅仅属于我们。

在我们萌生的浩如繁星的想法中，每一种想法都可以区分为属于它自己［自我］与不属于它自己。前者能带给人温暖和亲密觉，而后者完全没有……（p.330）

但如何识别每种想法的温暖和亲密感？詹姆斯试图援引爵位继承来类比作答。如果，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爵位遗赠者去世，爵位继承者开始出现，作为其诞生的条件，爵位继承者会拥有之前所有宝贵的想法。当前的想法会成为先前所有想法的拥有者。

每种想法都会消退，并为另一种想法所取代。新想法了解它之前的想法，如前所述对它产生“温暖感”，问候它说：“你是我的，是我身上同一个自我的一部分。”由于每一种后来的想法都了解，因而包含先前的想法，因而它们是容纳和占有一切的最后容器（侵吞它们后成为最后的所有者）。因而每一种想法在其诞生时就是所有者，在其消退时则被侵吞，从而把它认识到的任何自我要素都传递给后来的所有者。（p.339）

小结和评论

总而言之，詹姆斯认为自我的单一性完全可以用心理学术语来解释。每种连续的想法都会与先前的想法发生联结，中介是它们共有的感受。同一性既不存在非物质的本质，也不是假象。个人同一性是我们对于先前知觉及相关影响的持续记忆。我们的同一性与古代忒修斯船非常相似，忒修斯船的每块床板被逐渐替换时其同一性保持不变，而随着每种观念、知觉或感觉逐渐消退，并旋即被承载相同独特感受的同类取代时，我们的同一性仍能保持不变。

始终如一的“亲切”感……充满了［我们的各种自我］，这赋予它们以普遍的统一性，也使得它们属于同一类别……一旦无法再感受到这种类似性和连续性，个人同一性也将随之消失。（p.335）

不可否认詹姆斯的分析有猜测成分，并非所有人都认可他对消退想法的主张（如Gergen，1971）。这种主张究竟能否得出确定的解决方案，令人怀疑，故而詹姆斯解决方案的合理性由读者自己判断。

从本书的立场来看，了解詹姆斯尝试在自我心理学的框架里理解主我的特点非常重要。许多读过其论述自我章节的心理学家都声称，詹姆斯认为主我的特点并不适合进行心理学研究（如Allport，1943）。而事实绝非如此。詹姆斯认为心理学不必涉及灵魂自然是事实，他认为灵魂是“虚幻的术语”，“完全多余”（p.348）。但他也认为主我（即我们所指的个人同一性）是值得研究的真实的心理现象。

詹姆斯认为自我与情绪之间的紧密关系也非常重要。这种强调屡屡表现在他对我们童年事件记忆的讨论上。

我们从我们的父母那里听到过婴儿时期的许多趣闻轶事，但我们却无法从自己的记忆中提取它们。那些不得体的行为没有让我们脸红，而那些聪明的行为也并没有让我们沾沾自喜。那个孩子是一个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现在的自我无法认同他，对他的感觉并不比对今天某个陌生的孩子更好。这是为什么？一部分原因在于巨大的时间鸿沟割裂了所有的早期岁月（通过连续的记忆我们根本无法追溯它们）；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故事中的孩子并没有带给我们情感表征。我们知道他的言行举止，但对于他幼小的身体、情感，以及他所经历的心理挣扎却一无所知，而这种了解能给我们听到的故事带来一丝温暖和亲密感，故而联系当前自我的主要纽带也消失了。（p.335）

这段引文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有几方面。首先是时间持续的作用。我们无法认同婴儿期的一个原因是时间鸿沟。我们完全无法回忆起父母所描述的孩童时代。更有趣的是对情感、温暖和亲密感的强调。我们无法与婴儿期建立联系是因为我们无法再次感觉到它。也就是说，即便我们能回想起事件本身，我们也不会认同我们的婴儿时代，除非我们能记得当时我们的感觉。对詹姆斯而言，个人同一性的基础是持续的温暖和亲密感。

比较一下詹姆斯的分析和洛克对物质人和精神人的区分，你会发现很有趣。洛克主张，只有记得自己行动的人，才应对他的行为负责。詹姆斯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光记住自己的行动并不足够，个体还必须能通达产生行为的情感。设想被控嫌犯说“我记得做过这件事，但只是以冷漠超脱的心态行事，对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情感记忆，就好像在看一部电影，是电影中的人在做这件事。”我们会认为此人要对他的行为负责吗？如果用詹姆斯对个人同一性的分析来判断的话，答案将是“不”。个人同一性不仅需要记忆，还需要再体验与经历有关的感觉的能力。

更广泛地说，本节开始我们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某样东西，一旦丢失就会否认我们的同一性，从而使我们不再能用人称代词“我”来指代我们自己。詹姆斯的回答是，这样东西就是我们对于成为我们自己的感受。

如果一个人某天醒来时再也不能回忆起他已往的任何经历，他不得不重新了解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者他只能以冷漠而抽象的方式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另一个变化了的人。（p.336）


总结

本章我们考察了自我的特点。我们先开始探索宾我的特点。威廉·詹姆斯把宾我分为三类：物质自我（我们的身体和延伸的自我）、社会自我（社会生活中我们扮演的各种角色以及他人认识和对待我们的方式），以及精神自我（我们内部的或心理的自我，包括我们对于自己的特质和能力、价值观和习惯及我们感受自己方式的看法）。接着我们考察了检验和拓展詹姆斯理论的当代研究。

然后我们思考了自感的特点。詹姆斯确认了一类直接影响人们自我感受的情绪。这些关乎自我的情绪包括自豪感、内疚感、羞愧感等。詹姆斯认为这些情绪来自本能，并且人们受到鼓励要多体验积极情绪而避免消极情绪。后来的研究者检验了这些情绪的特点以及它们受各种自我观念（如我们对于应该成为什么人的观念）影响的方式。

最后，我们思考了主我的特点。古代哲学家假设存在灵魂实体，它包含了个体的本质要素，整合了个体的知觉。英国哲学家洛克修正了这一观点，声称同一性由知觉、感觉和记忆组成，而它们栖居在非物质的实体中。另一位英国哲学家休谟进而对这一论断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知觉、感觉和记忆并不会以任何方式联结，它们都是虚假的存在。威廉·詹姆斯采取了中间立场，认为并不存在灵魂物质，但知觉通过它们所共同具有的情感而结合在一起。

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特别关注威廉·詹姆斯的观点。这与他在该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完全一致。詹姆斯写了大量的文章，他在一百多年前所提出的观点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供检验的假设。在本书后续章节里，我们还有机会重新看到许多诸如此类的议题。尽管詹姆斯的分析面甚广，但有一个思想就像主旋律一样贯穿其中。那就是不管自我是什么，自我都承载着各种情绪。对詹姆斯而言，情绪是定义自我的关键特征。


	威廉·詹姆斯区分了三类经验自我（或宾我）。它们是（1）物质自我：可以承载“我的”（主我的［my］或宾我的［mine］）所指向的有形客体、人或地点；（2）社会自我：我们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人认识和对待我们的方式；（3）精神自我：我们内部的或心理的自我，包括我们知觉到的特质、能力、情绪和信念。

	当今的研究者修正和拓展了詹姆斯的自我结构，增加了集体自我和关系自我两类。集体自我是指我们所归属的社会类别，包括我们的种族、宗教和族群身份。关系自我包括属于我们自我概念一部分的特殊个体（如我的孩子，我的妻子）。

	人们对于各种同一性的重视程度不同。西方文化的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认为个人同一性非常重要。东方文化的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关联性，他们更重视集体和关系同一性。每种文化内的人也存在个体差异。

	威廉·詹姆斯确定了一类情绪，这类情绪总是以自我为参照点。他把积极的情绪称为自我满足，把消极的情绪称为自我不满。詹姆斯认为这些情绪来自本能，并且人们受到鼓励要多体验积极情绪而避免消极情绪。随后的研究都以詹姆斯的分析为基础：（1）更好地区分这些情绪（如区分羞愧和内疚）；（2）探索人们对于自己能够、想要或应该成为之人的信念对这些情绪的影响。

	他人也可以成为自感的重要来源。人们会沐浴在他人成就投射的荣耀下（球迷在球队获胜后能体验到骄傲和狂喜）。人们也能从他们所归属的社会群体中获得自我价值感，当他们对自己所在的群体给出更高评价时感觉更好。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个人同一性疑问的难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是否存在统合我们诸多感觉和知觉的事物。早期的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儿）认为，人类拥有统合这些心理活动的灵魂。英国哲学家洛克把个人同一性归结于记忆，认为我们所体验到的统一体乃由记忆完成。苏格兰哲学家休谟不同意这一观点，声称个人同一性完全是一种错觉。威廉·詹姆斯在这些论断的基础上指出，个人同一性涉及对自我带给我们感觉的持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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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rsonal identity，又译为个人身份、个人认同、人格同一性，即个体作为持续存在的实体所具有的独特人格——编者注。

[2]我将在本章直接原文引用詹姆斯的著作。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詹姆斯总是使用男性的人称名词“他”，这与现在的标准相矛盾。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忠实原著更为重要，因此就没有做任何修改。

[3]在提出自我只是一种假象的论断之后，休谟在他那本书的附录中又表达了他的疑虑。他写道：“至于那段关于个人同一性的严肃评论，我发现我自己也好像身处迷宫当中，从而必须承认，我既不知道如何纠正我先前的观点，也不知道如何坚持它们。”


3
寻求自我认识

把认识自己作为自己的任务，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课程。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第二部分，第42章）

我有个朋友认为自己有创造性、敏感、害羞和热情。另一个朋友则认为自己独立、好胜、有抱负和上进心。这些想法从何而来？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看待自己，这些想法与他们的真实状况有多大差距？

第3章将探讨这类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将着重探讨人们对于自己人格特质和能力的看法。我们尤其关注社会珍视和期望的特质和能力，如人们对于自己智力、友善、忠诚以及魅力的看法。这些都属于詹姆斯所谓的精神自我范畴（James，1890）。

一开始我们将思考人们对自我认识的寻求始于何时，缘何而起。这里，我们尤其想弄清楚人们思考自己想得到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以特定方式思考自我的愿望会影响自我认识过程。

本章第二节我们将考察自我认识的重要来源，包括三部分：（1）物理世界，（2）社会世界，（3）思维和情感组成的内部（心理）世界。我们将会看到，自我认识的每一种来源都提供了关于我们的重要信息，但它们都不明确，受到扭曲。

本章第三节要考察人们自我评估过程。我们将看到，大多数人都非常积极地评价自己，因而这些自我看法并不总是正确和真实。最后，我们注意到人们寻求自我知识中的偏差对这些积极自我观念的促进作用。


开始寻求自我认识

在自我认识之路上，文化因素是第一个路标。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谁——我们认为我们是谁——是由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地点所决定的（Baumeister，1986）。如果我们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长大，那么我们不太可能自视为崭露头角的企业家。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但可能性非常小。

文化在塑造我们的社会同一性上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种姓制度的国家（如印度）实际上规定了人们的社会身份。但文化因素也影响着我们的个人同一性。例如，要自视为争强好胜之人，我们就需要生活在具备这种条件的文化，并有参与竞争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重视合作的社会，根本没有竞争的概念。如果文化都没有这种概念，它怎能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文化期望也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观念。鲁宾等人（Rubin，Provenzano，& Luria，1974）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对出生一天的婴儿的父母做了访谈，结果发现父母更倾向于使用“漂亮”、“可爱”和“美丽”之类词语来形容女婴而非男婴。这类无处不在的文化期望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思考自己的方式。

引起寻求自我认识的情境

文化因素代表了获取自我认识的被动形式，因为人们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主动参与。然而，这并不是人们获得自我认识的惟一途径。有时，人们还会刻意了解自己。

人们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时，尤其可能主动寻求自我认识。多伊奇等人（Deutsch et al.，1988）研究了计划怀孕和期待新生命出生的妇女。他们发现，这些妇女在积极寻找为母之道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整合到她们的自我概念之中。而且，这样做有重要的益处：在怀孕期间明确树立母亲身份的妇女要比很难树立这种身份的妇女表现出更好的产后适应，对生活也更满意（Oakley，1980）。这些结果表明，人们面对生活中重要的转折点时尤其可能主动寻求自我认识。

引导寻求自我认识的动机

当人们积极寻找自我认识时，他们并不会表现得平心静气和不偏不倚。相反，他们心里有特定的目标，这些目标指引着他们选择性地搜索、关注和解释关乎自我的信息。这种选择性是三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自我提升动机

第一种力量被称为自我提升动机（self-enhancement motive）。第2章我们提到威廉·詹姆斯曾区分出一类与自我有关的情绪状态（James，1890）。他举了两个例子：对我们自己（积极一面）感到自豪或愉悦，对我们自己（消极一面）感到羞愧或屈辱。自我提升动机指人们受激励去体验积极情绪并避免体验消极情绪这一事实。人们喜欢自我感觉良好，并尽量增大自我价值感。

这种强调情绪的说法与其他理论家所定义的自我提升需要有一点不同。其他理论家认为自我提升是指人们受激励用非常有利的词语形容自己（如Rosenberg，1979；Shrauger，1975；Swann，1990）。在许多情境和许多文化中的确如此，认为自己很有能力或比同龄人优秀能提高自我价值感。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在某些情境和某些文化中，自我价值感却可以通过认为自己很平常甚至比别人差（如父母可能因为子女比自己更聪明和有才而感到自豪）而获得。这些差异掩盖了潜在的共同点。这两种情况下，对自我的看法都服务为提升自我价值感。普遍的需要（universal need，被McDougall［1923］称为“主导情绪”，master sentiment）并不是以任何特定方式看待自我的需要，而是最大限度地体会自我价值感的需要。这就是我们提到自我提升动机的意思。

准确动机

准确性的需要也影响了人们寻求自我认识的方式。有时人们想要知道关于自我的真实情况，而不管他们所听到的是好的还是坏的（Trope，1986）。这种需要下隐含着三种考虑（Brown，1991）。首先，有时人们只是想减少不确定性，他们为了获得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时而体验到的纯粹的喜悦而想知道他们自己的样子。

人们可能也认为他们有责任知道自己真正的样子。这种忠告在神学和哲学思想中是很突出的。例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们有道德上的责任来揭露他们的真实本质。不愿了解自我的人被认为是软弱的、胆怯的、堕落的和没有生活目标的人。

最后，我们寻求关于自我的准确信息是因为知道我们真实的样子有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其他目标。这些目标之一就是生存。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实际上我走得比蜗牛还慢却还认为自己疾走如飞。如果我所做的只是绕着跑道跑，那么我关于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可能不会对我有什么伤害。但当我为了看我是否能跑得比野兽快而故意刺激它，让它变得疯狂并且追赶我时，知道我自己真实的速度也许对我更有利，否则，我必死无疑。这里所说的关键是准确的自我认识有时具有适应性。有时，了解我们真实的样子是很重要的（Festinger，1954）。

准确的自我认识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体验到自尊感（Sedikides & Strube，待发）。成功是使人们对自己感觉良好的因素之一。确切知道自己真实的样子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例如，一个笨手笨脚的人可能在做木匠活时不断体验到失败。对于他而言，在决定是否从事木工这个职业时知道自己在这个方面的才能有限应该是有好处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强调自我提升时提及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尊感，而不需要认为自己在任何方面都很出色。有时也可以通过了解自己不擅长之处来满足自我提升的需要。

一致性动机

要考虑的最后一种力量是一致性动机。在第1章里，我们看到我们关于自我的想法具有几种重要功能：它们影响我们加工信息的方式，它们引导我们的行为，它们还是我们未来行为所指向的目标状态。许多理论家相信，正是这些功能使得动机能够保护自我概念不发生变化（如Epstein，1980；Lecky，1945；Rosenberg，1979；Swann，1990）。这种动机促使人们寻求和信奉与他们自己所认为的自我相一致的信息，回避与他们所想的不一致的信息。普雷斯科特·莱基（PrescottLecky，1945）是早期支持这一论断的研究者之一。

从自我一致性来看，心理是一个完整的、有组织的思想系统。所有属于该系统的思想都必须相互一致。心理的核心是个体的思想或自我概念。如果一个新的想法看起来和……个体的自我概念相一致，它就会很快被接受和吸收。然而，如果它与自我概念不一致，它就会面临抵制。（p.246）

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自我一致性动机（Steelen & Spencer，1992），但它确实在一些有影响力的理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Festinger，1957）认为两种不一致的想法会引起让人感到不舒服的状态，使人们努力想避免这种状态。阿伦森（Aronson，1968）随后修正了该程式，主张其中一种想法必须属于个人对自我的信念。阿伦森指出，导致失调的并不是认识到“在我认为是y时却做了x”，而是“我并不是个伪善的人，但却做了或说了我并不认同的事情”。在第5章里，我们会对该理论做更多的论述。

自我一致性动机也在斯旺（Swann，1990，1996）的自我验证理论（selfverification theory）中有重要作用。自我验证理论主张一旦人们有了关于他们自身的想法，他们就会努力证明这些自我观念。例如，设想一下一个认为自己智商很高的人。根据斯旺的理论，这个人会被激励去验证关于他自己的这一观点。为此，他会（1）从事能表明他聪明的活动；（2）选择性地寻找、接受和保留能证明他睿智的信息；（3）试图使他人相信他拥有卓越的智能。

有两种考虑被认为在驱使个体寻求自我验证反馈（Swann，Stein-Seroussi，& Giesler，1992）。首先，当我们相信其他人对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想法相一致时会让我们感到更舒服和安全。设想一下，当你突然得知你并非像你自己所想的那样时，你会有多不安。对自我验证反馈的寻求能帮助人们避免经历这样的焦虑和认识混乱。更实际的和人际的考虑也能促进个体寻求自我验证反馈。自我验证理论假设，当其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一致时，我们的社会交往可以进行得更加平稳和有益。这是人们选择性地寻求自我验证反馈的另一个原因。

自我验证理论中尤其引起争议的一方面是当人们持有消极自我观念时它所做的预测。该理论声称，人们在验证他们消极的自我观念上有着与验证积极自我观念同样的兴趣。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检验该设想。


自我认识的来源

设想有一天你读到了一种你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特征。你会怎样找出你身上是否有这种特征？一般而言，你有三种信息来源：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和你思维和情感的内部（心理）世界。

物理世界

物理世界为我们了解自身提供了手段。如果你想知道你有多高，你可以对你的身高进行测量；如果你想知道你能举起多重的东西，你可以在健身俱乐部获得此信息。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就是在运用物理世界中的线索来获得关于你自身的知识。

尽管物理世界是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它也有两方面的局限性。首先，许多特性在物理现实中并不存在（Festinger，1954）。假设你想知道你是多好的人，但你却不能简单地拿出一根标尺来测量。同样，我们也无法借助物理世界信息来测量我们有多聪明和多真诚。获得有关这些方面知识的物理信息是缺乏的。

第二，即便可以用物理世界的线索来评估这些特征，那么如此得来的信息也必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知道你的身高并不能告诉你是高还是矮。你需要知道别人有多高，以及你和他们比起来是高还是矮。对于你能举多重的问题也是一样，在你确定你强壮与否时，应该先了解别人所能举起的重量。

前面所说的一个关键是诸如高矮和强壮之类的特征只需要了解他人有关这些特征的情况即可。很多情况下人们都是这样思考自我的。我们的大多数个人特性是用比较的词汇来进行描述的。当我们说我们独立时，其实心里想的是我们比其他人要更加独立；当我们说我们有才干时，其实心里在说我们要比大多数其他人更有才干。

社会世界

自我观念的比较特征意味着人们在寻求理解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什么样子时必须很多地依赖于社会世界。有两种社会过程尤其重要。

社会比较

首先，正如刚才所指出的，人们会进行社会比较。他们把自己的特征与他人进行比较，并由此得出关于自己特点的线索。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1954）最先对社会比较过程进行了研究。费斯汀格假定人们有想要知道自己真正的样子的需要，因而他们可以通过将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来满足这种需要。为了更形象地进行描述，设想你发现你可以在7分钟内跑一英里。为了了解你的速度属于快还是慢，你必须知道别人跑一英里所花的时间。

当然，你所得出的关于你自己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是在和谁进行比较。最初被认为引导社会比较过程的是想要获得准确的自我认识的需要（Festinger，1954），而且，研究者假设当我们和与我们相似的人进行比较时所获得的信息是最可靠的。根据这一观点，当你和与你相同性别、相同年龄群体的人进行比较时，你能更好地得出关于你跑步速度的结论。与异性进行比较，或与比你年长或年轻的人进行比较所得到的可靠性都要差一些。这些人在与跑步有关的领域里与你差异太大，因而不是合适的比较对象。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在很多方面都愿意和与自己相似的人做比较（Wood，1989）。但也不尽然（Collins，1996；Goethals & Darley，1977；Taylor & Lobel，1989；Wills，1981；Wood，1989）。人们也把自己和稍稍比自己强的人（被称为向上比较）以及在某些方面稍逊自己的人（被称为向下比较）做比较。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准确的自我认识的需求也并非引导社会比较过程的惟一或最重要的因素（Helgeson & Mickelson，1995）。在很多情况下，想要对自己感觉良好的需要会影响社会比较过程（Wood，1989）。

反射性评价

人们获得自我认识的另一种方式是观察其他人对他们的反应。例如，想象一下一个人讲了个笑话，并觉察到别人都笑了。这个人可以有理由推断出他是个有幽默感的人。这种过程形式上被称为反射性评价（reflectedappraisal）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他关于镜像自我（looking-glassself）的讨论中最先表达了这一观点。库利（1902）主要关注人们是如何感觉自身发展的。他认为，这些情感是由社会决定的。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是如何被另一个人看待的，这种知觉决定了我们如何感觉我们自己。术语镜像自我所说的就是以他人为镜子，即我们在他人眼中所看到的自我。

很多有趣的社会线索是以某人的自我如何……出现在特定头脑中的一种明确的想象为形式的，而个体所具有的自我情感类型取决于对他人态度所做的归因。这类社会自我可以被称为镜像自我。（Cooley，1902，pp.152-153）

库利继续提出三步过程。首先，我们对我们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进行想象；第二，我们想象这个人如何评价我们；第三，我们因为这种想象里的判断而感觉好或不好。请注意库利模型的现象学特性。是我们想象中的判断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真实想法使我们对我们的自我感到骄傲或羞愧。

对自我的想法看起来具有三种元素：想象他人心目中对我们外貌的看法；想象他对这种长相的评价；以及有些自我情感，如骄傲或羞辱。与镜像的比较很难产生第二个元素，想象中的判断，那是非常基本的东西。使我们感到骄傲或羞愧的不仅仅是对我们自我的机械反映，而是注入了情感，并且是想象中对他人心目中的想法的反映。

（Cooley，1902，p.153）

尽管库利关注人们对于自身的情感是如何发展的，金奇（Kinch，1963）却把这些思想用于解释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想法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图3.1展示了金奇的模型，它也有三个成分：（1）他人对于我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人的真实评价）；（2）我们对这些评价的知觉（我们知觉到的评价）；（3）我们自己关于我们自己样子的想法（我们的自我评价）。模型假设真实评价决定了知觉到的评价，知觉到的评价又决定了自我评价。作为例子，模型设想：（1）另一个人认为你具有吸引力（真实评价），（2）你意识到了这个（知觉到的评价），（3）由此，你认为你是有吸引力的。请再一次注意该模型的现象学特性。真实评价和自我评价之间没有箭头意味着正是我们对于他人对我们看法的知觉（而不是他们对我们的真实评价）决定了我们的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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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一个反射性评价模型的图示。在该模型中，他人对我们的看法（真实评价）经过知觉评价间接影响了我们的自我评价。

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Felson，1993；Kenny & DePaulo，1993）。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包括朋友群体、室友或熟人。学生对他们自己和彼此在大量维度上进行评分（如你认为X所具有的吸引力、智力、社会能力如何？）。要求学生预测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如你认为Y会怎么评价你的吸引力？）。最后，检验真实评价、知觉评价和自我评价之间的关系。

总的看来，该研究结果对模型的支持程度很有限。首先，与模型所描述的相反，人们对于了解特定个人对于他们的想法并不那么在行。费尔森（Felson，1993）相信这是因为沟通障碍和社会规范限制了我们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信息，尤其当反馈是负面的时候。人们很少给予他人负面反馈（“如果你不说某人的好话，那就什么都别说”），所以很少得出其他人不喜欢他们或对他们有消极评价的结论。

尽管一点也不知道特定个体对他们的评价，人们对于了解一般人对他们的看法更为擅长。这与图3.1并不一致。反射性评价模型假定真实的评价决定了知觉到的评价（如别人认为你聪明，并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你，你正确地知觉到他们对你的看法）。尽管可能出现这种模式，常见的第三变量的影响也可能产生真实评价和知觉到的评价之间虚假的联系（Felson，1993；Kenny & DePaulo，1993）。

课堂成绩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见图3.2）。一些学生比起其他学生来在学校更能取得好分数。老师会认为成绩好的学生聪明，而成绩好的学生则推断他们的老师认为他们聪明。既然如此，真实评价和知觉到的评价将是相关的，但它们之间却并没有因果关系。它们相关仅仅是因为它们都和分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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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图为反射性评价过程。在这个例子中，分数是联系真实评价与知觉到的评价之间的第三个变量。

一个相关的问题使得对知觉到的评价和自我评价之间的联系的解释变得模糊。正如图3.1所示，这些变量高度相关（Felson，1993；Kenny & Depaulo，1993；Shrauger & Schoeneman，1979），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却不明确。来自他人评价模型假设知觉到的评价决定了自我评价（如如果我们知觉到他人认为我们是聪明的人，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是聪明的），但是，相反的因果顺序也是可能的（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聪明的，那么我们推断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尽管相关研究并不能为该问题提供权威的验证，但假设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一样的趋势看起来可以解释知觉到的评价和自我评价之间相关的大部分原因（Felson，1993）。

这些发现表明，反射性评价模型应该具有一些重要条件。正如最初所考虑的那样，该模型假定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和他人对他们的看法一致。A对B有某种看法，B因而表现出这种看法并把其纳入自我概念当中。这种顺序也许精确地刻画了儿童早期所出现的问题（父母给予了子女大量的个人反馈，因而子女把这些反馈纳入他们关于他们自己的看法当中），但它看起来与以后生活的关系要小一些。这是因为人们并不像模型所假设的那样被动；他们从社会世界中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加工信息。一旦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的看法开始成型，这些看法就会影响收集和解释新信息的方式。

内部（心理）世界

一个更为个人化的过程也影响着人们获得关于他们自身的知识的方式。它包括三种过程。

内省

内省是其中的一个过程，它指个体向内部寻求答案，直接考虑我们的态度、情感和动机。例如，假定我想知道我是否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我可以问自己当自己处于和感情有关的场合如婚礼、葬礼上时的情绪如何。如果我在这些场合感到激动和同情，那么我就可以得出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的结论。

内省看起来是一种了解自己的非常可靠的方式。毕竟，还有什么比检验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更好的方式来了解我们自己呢？看来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安德森和罗斯（Andersen & Ross，1984）询问大学生（1）如果让一些人知道他们一天内的私密想法和感受，或（2）如果让这些人在几个月里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观察，是否这些人就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多数学生相信，如果这些人能够走进他们思想和情感的内心世界，他们就会更好地被了解。

安德森（1984）进而进行了一项调查来检验这个假设。他让被试对陌生人描述他们自己，要么强调他们内心的思想情感，要么强调行为，或者两方面都强调。接着，观察者对被试在大量维度上进行评分，然后安德森计算这些分数和被试自我评估之间的相关。

调查结果（图3.3）显示，当被试向观察者描述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时，两者的评分最为接近。这些发现表明你的思想和情感为他人提供了关于你的样子的最有价值的信息。这也说明，考虑你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能够提供有意义的自我认识（Hixon & Swann，1993；Johnson & Boyd，1995；Millar Tesser，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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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对于人们是否暴露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他们的行为，或两者的自我评价和观察者评价之间的相关。数据显示了当个体揭示他的思想和情感时，观察者能获得更多有关个体的信息。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ndersen, 1984,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294-307. Copyright 1984.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然而，是否内省总是能促进自我觉察还不是很明确。威尔逊和他的同事认为，如果对我们对某些人、物或问题会有这种想法的原因太过关注，就会使我们陷入迷惑，并破坏自我认识的准确性（Wilson & Hodges，1992）。威尔逊的研究是建立在人们并不总是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的前提之上的（Freud，1957；Lyons，1986；Nisbett & Wilson，1977）。而且，人们在对他们的情感做出似乎比较合理的解释上没有任何困难。问题是这些理由往往反映了普遍的文化假设，而不是私人的、准确的自我认识。例如，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喜欢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你很有可能会说是因为喜欢这个人的人格（如这个人很热情或很好）。事实上，这些理由并不完全与你为什么这么想有关系。其他的理由如这个人的身体很吸引人，或他走路、微笑的样子，或手势很吸引你倒显得更为重要。

威尔逊和他的同事做了大量的研究证明当人们反省原因时会出现问题。在这些研究中，他们鼓励一些被试（内省条件下）在做出决定前仔细地思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某些人和物，或问题。其他被试（控制条件下）则在没对他们的情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做出了决定。结果显示，比起控制条件下的被试来，内省条件下的被试在预测他们未来行为上的准确性要差一些（Wilson & LaFleur，1995）。基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发现，威尔逊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我们为什么这样想的原因想得太多会降低（而不是提高）自我认识的准确性。

自我知觉过程

威尔逊的工作是建立在假设人们并不总能意识到他们为什么那样想的基础之上的。贝姆（Bem，1972）的自我知觉理论也做了类似的假设。自我知觉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解释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总能知道他们做事的原因。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是通过分析事情所发生的背景来推断他们行为的原因的。

为了形象地描述该理论，假定你问我是否喜欢乡村音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想起我每次在车里打开收音机收听乡村音乐频道的情景。因此我回答道：“是的，我喜欢乡村音乐。”毕竟，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呢？没有人逼我听乡村音乐，所以为什么我总是听它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喜欢。

请注意，一个外部的观察者也可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如果你知道我总是听乡村音乐，你就会推断我爱听这种音乐。这种等价性是贝姆理论的一个特点。理论假定人们往往只是通过观察他们自己的行为来获得自我认识，并得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行为的逻辑性结论。

个体开始了解他们自己的态度、情绪以及其他内部状态部分是通过从他们对他们自己外部行为的观察，以及/或该行为发生的环境推断出来的。因此，如果内部线索是不牢固的、模糊的，或无法解释的，那么个体在功能上与一个外部观察者处在同一位置，观察者必须依赖那些相同的外部线索来推断个体的内部状态。（Bem，1972，p.2）

自我知觉理论已经被应用于广泛的现象当中。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表现出以理论归纳出的方式推断他们的态度（Olson & Hafer，1990）、情绪（Laird，1974；Schachter & Singer，1962）和动机（Lepper，Greene，& Nisbett，1973）。最让人感兴趣的理论证明来自对情绪的研究。在一个研究（Laird，1974）中，诱导被试在自己读一系列卡通故事时表现出微笑和皱眉的行为。被试认为那些微笑时读的卡通比皱眉时读的卡通更有趣，并更喜欢这些微笑时读的卡通。根据自我知觉理论，被试认为“哦，我笑得很厉害。我猜我认为这些卡通是更有趣的”（Strack，Martin，& Stepper，1988有不同的解释）。

自我知觉过程与内省过程类似，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别。我们利用内省直接检验我们的态度、情感和动机；我们利用自我知觉通过分析间接地推断我们的态度、情感和动机。换一种方式表达，只有内省参与到直接考虑我们的内部状态的过程当中，自我知觉过程才是间接的。

因果归因

人们对他们行为所做的解释是自我知觉理论的关键元素。形式上，这些解释被称为因果归因。因果归因是对为什么的回答（Weiner，1985）。想象一下，当我们看到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的人横穿马路时，我们会问，“为什么？”是因为他受伤了、心理不稳定、喝醉了还是服用毒品了？我们所做的解释就是归因；我们把这个人的行为归结为某个原因。人们也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在我们以前的例子中，我认为我总是听乡村音乐的原因是我喜欢听，这就是因果归因。

人们对他们的生活事件所做的归因构成了自我认识的重要来源。当人们对正面事件或负面事件做归因时尤其如此。例如，设想一下你所有的数学考试都不及格，你可能会认为你不擅长数学。在这个例子中，你对你差劲的测验成绩所做的归因导致你做出你的数学能力很低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你把这一结果归结为其他原因（如你没有用功学习；你的学习材料不正确；或测验不公平），你就不会得出你能力差的结论了。

最后，人们可以通过对他人行为的归因而获得自我认识。例如，设想一下我请几个人和我一起打桥牌但他们都不愿意，如果我认为他们不和我打的原因是我打得很臭，那么我对他人行为所做的归因已经影响到了我对自己的看法。

小结

这一节里我们已经讨论了人们了解自我的很多方式。他们可以（1）参考物理世界；（2）对他们和其他人进行比较（社会比较）；（3）结合他人对他们的看法（反射性评价）；（4）考虑自己内部的问题（内省）；以及（5）检验他们行为发生的背景并得出适宜的线索（自我知觉和归因）。

并非所有这些信息来源都和每一种归因有关，但绝大多数是。例如，设想一下，这些过程是如何促使个体认为她是个害羞和内向的人的。一开始，她可能会想她在聚会时的行为举止。如果她总是远离人群，那么她就会通过这一自我知觉过程认为自己是内向的人。她也可以通过内省方式考察她在社会情境中的情感。如果她对和他人在一起感到焦虑和不舒服，那么她可以得出她是个害羞的人这一结论。人们也可能已经告诉过她这一点。如果她准确地知觉到他们所说的，并把这种看法纳入自己的自我概念当中，她可能会通过反射性评价过程认识到她具有害羞的特点。最后，她也可以将她的社会活动水平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得出和多数人比起来，她的社会性要差一些的结论。根据这个信息，她也可以推断出自己是内向的。


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

已经确认了寻求自我认识的几种动机，并检验了各种人们为了了解他们自身而参照的信息来源，现在更进一步地来看一看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首先，让我们记住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指出的人们获取与自身有关的知识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困难问题，如果我们胜过学校的其他同伴，如果其他人认为我们聪明，如此等等，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我们聪明。简言之，如果我们是聪明的，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聪明。这表明，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和他们实际情况之间的相关程度很高。

正向偏见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有关社会看重的品质和能力（如他们的善良、吸引力和智力）时，许多（不是大多数）人对于他们自身的判断并不完全准确。他们对自己的评价要比实际更高一些。

表3.1为该论断提供了最初的支持。数据来自一群刚进入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作为课堂计划的一部分，我要求这些学生说明大量的品质与他们、其他人以及多数华盛顿大学学生的符合程度（1=完全不符合；5=非常符合）。有些数据非常有趣。首先，要注意这些学生用非常正面的词汇描述他们自己的程度。他们在所有正面品质上对自己的评分都要高于3分，而在所有负面品质上的评分远低于3分。这种倾向表明，人们往往会用非常积极的词汇来形容他们自己。他们认为他们自己非常忠诚、真诚、善良和智慧，一点也不轻率、虚伪、迟钝和愚蠢。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当学生对“大多数其他人”进行评价时，这种正向偏见就要少得多。事实上，对“大多数其他人”的评分多徘徊在3分左右。也就是说，比起对其他人的评价来，学生会用更为积极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在对每一种品质的评价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偏见，当有关重要的人际品质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如和善、忠诚、真诚）。[1]而且这种偏见非常普遍，并不仅限于参加实验的这些学生。89%的学生把自己评价得要比大多数其他人积极，92%的学生把自己评价得比大多数其他人消极程度要低。简言之，这些学生中有非常普遍的把自己看得要比大多数其他人好的倾向。

表3.1展示了另一个有趣的结果。当把学生的自我评价与他们对华盛顿大学多数学生的评价做比较时，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好”的趋势降低了，但却并没有完全消除。在社会看重的品质（忠诚、真诚、和善）上这一点依然十分明显。还有一个相应的趋势，那就是这些学生会用非常积极的词汇来评价他们在华盛顿大学的同学。比起对其他人来，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对自己的同学使用更积极的和更不消极的词汇。这种趋势在第2章已经讨论过，被称为群体内偏好（Tajfel & Turner，1986）。它指的是，人们不仅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人更好，也把他们的家庭、朋友以及同伴看得比其他人要好（Brown，1986）。

表3.1　自我和他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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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分数范围从1（完全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他人=多数其他人；UW=华盛顿大学学生。在每一行内，平均数下标是指p<0.05或更低。

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的倾向是很普遍的。人们认为他们比别人要公正（Messick，Bloom，Boldizar，& Samuelson，1985）、更加富有和拥有更好的人格（Sande，Goethals，& Radloff，1988）、开车开得比别人好（Svenson，1981）、比别人有很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Buunk & vanderEijnden，1997；VanLange & Rusbult，1995）。关于这种倾向的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描述源于1976年大学委员会所做的调查。该调查要求近100万高中生对他们自己和同伴进行比较（引自Dunning，Meyerowitz，& Holzberg，1989）。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才能高于平均水平，60%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运动能力高于平均水平，85%的学生认为自己与他人相处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在这些人当中，2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最出色的1%那部分人里的一员。

不仅在年轻人身上发现这种趋势，在成年人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在一项调查中，90%的商务经理认为他们的成绩比其他经理更突出，86%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比同事更道德（引自Myers，1993）。另一项研究发现94%的大学教授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要高于平均水平（如癌症、艾滋病）。最后，在面对疾病时，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Buunk，Collins，Taylor，VanYperen，& Dakof，1990；Helgeson & Taylor，1993；Taylor，Kemeny，Reed，& Aspinwall，1991）。

总之，多方面的证据都表明，多数人会用更有利的词汇来描述他们自己（Alicke，1985；Brown，1986，1991；Brown & Dutton，1995a；Greenwald，1980；Taylor & Brown，1988，1994）。他们认为他们有许多好的品质，很少有缺点。这种现象在我们对他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们对多数其他人的评价进行比较时尤其明显。绝大多数个体会用比他们用来形容其他人好得多的词来形容他们自己（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

对个体自我观念的准确性进行评估

由于大多数人不可能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好，因此表3.1所列数据对人们自我观念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看法不仅是高度正面的，而且也是不准确的。但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也需要谨慎。也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存在例外的情况。事实上，这些学生可能非常忠诚、真诚和善良。这是有可能的。判断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的看法准确与否需要一个更为坚实的标准，这些看法可以依据该标准得以测量。

找到这些标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现实具有多样性，无一例外（Watzlawick，1976）。两个人可以对同一件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对社会的知觉尤其如此（Funder，1987；Kenny，1991；Kruglanski，1989；Swann，1984）。假设玛丽认为拉里友好而热情，但凯利认为拉里冷淡和疏离。两者可能都是对的：拉里可能对玛丽是友善的，但对凯利确实是冷淡的。当我们努力评价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看法的有效性时类似这样的问题只能变得更糟糕（Robins & John，1997）。如果巴里认为他自己很有幽默感，谁会说他错了？如果他被自己所有笑话都逗乐了，那么对他而言，他当然很有幽默感了。

除了这些差异，已经有人开始尝试评价人们自我观念的准确性了。接下来的研究所谈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自我观念与客观标准之间的一致性

确定人们的自我观念是否准确的最显而易见（和明确）的方式是将这些观念与客观标准进行比较。然而这很难做到，部分原因是因为物理现实往往缺乏针对多数品质的标准。

人们对他们智力的知觉是一个（尽管还有缺陷）例外。想一想智力在我们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人们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关于他们智能的反馈，我们可以预计在这个维度上的判断应该是非常准确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他们智力的自我评价与他们在标准智力测验中的得分的相关系数徘徊在0.3左右（Borkenau & Liebler，1993；Hansford & Hattie，1982）。重要的是，这些评价并不仅仅出现在大学生群体中间。社会群体样本中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未能出现适度的相关是由于智力分数范围缩小的缘故。

智力是由许多成分构成的结构，而这使得对它的测量变得困难。如果人们在一个相对狭窄，更为特殊的领域内来评价自己，那么准确性会更高一些。有一些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学生对自己在学校中能力的自我评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与他们实际的课堂成绩相关（Cauce，1987；Faunce，1984；Felson，1984）。当我们考察学生对自己能力的自我评价和他们在特定课程上的成绩之间的关联时，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Marsh，1993a）。这表明，人们关于他们在特定领域内的能力的看法要更为准确。

遗憾的是，运用相关来评价人们自我观念的准确性限制了这些结果的信息价值。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思考一下表3.2所呈现的信息。在这些假设的例子当中，我们要求三个学生评价他们的课堂排名。数据显示有一个学生在第25%，一个在第50%，一个在第75%。

表3.2　两个假设的关于实际班级排名和自我报告班级排名之间的关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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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在两个例子中，实际班级排名和自我报告班级排名的相关系数都是1.0，只有例子1提供了准确性的证据。在例子2中，所有三个学生都高估了他们的班级排名。

在两个例子中，实际的课堂等级和评价的课堂排名的相关系数是1.0。但只有例子1表现出了高度的准确性。在例子2中，所有三个学生都极大地高估了他们的班级排名。这个例子表明了为什么用相关系数来表示人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们真实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们能告诉我们人们是否相对准确，而不能告诉我们人们是否绝对准确。尽管这个问题很早就出现了（Cronbach，1955），而且也 有了更多可以用来分析类似这样的数据的恰当方法（Gonzales & Griffin，1995），但研究者在评估人们自我观念准确性时却总是忽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Sheppard，1993的研究是一个例外）。

自我观念与他人看法之间的一致性

自我评价与客观标准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相反，有许多研究是关于自我评价和他人判断之间关系的。尽管自我—他人一致并不能构成准确性（信度并不等同于效度），但一些特征，如魅力和声望却具有社会含义。在这样的案例中，他人的看法为衡量人们的自我观念提供了合适的标准。

首先考虑一下人们对于自身魅力的知觉。在一个包括5000多名被试的元分析中，范戈尔德（feingold，1992）发现人们对自身魅力的知觉和他人对他们的评价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24。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由于观察者在谁有魅力谁没有魅力上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没有出现相当适度的值。事实上，只有相反才是正确的：这些研究中的评分者一致性通常很高，往往超过0.60。因而，人们在评价他人的魅力程度时往往有较高的一致性，但这与人们对他们自身的吸引力的知觉并不相符。费尔森（Felson，1981）在让大学足球运动员评价他们的能力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在这项调查中，每一个球员对他们自身的运动能力进行评价，然后将这些评价与教练们的评价进行比较。教练员之间对球员的评价有比较高的一致性（r=0.65），但球员自身评价和教练对其的评价之间的相关就很低（r=0.16）。

一项关于声望的调查也得到类似的结果。博恩施泰特和费尔森（1983）要求415名6～8年级孩子评价他们在他们班里受男生或女生欢迎的程度。评价结果与这些孩子的实际受欢迎程度做比较。博恩施泰特和费尔森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为0.32。这些值又一次为人们的自我知觉和对他人的知觉之间并不存在较大的联系提供了证据（Malloy，Yarlas，Montvilo，& Sugarman）。

当我们考察人们对他们自己和他人人格特质知觉之间的相关时，情况又有所变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发现这两者之间稳定的一致性关系是明确的（Hayes & Dunning，1997），或者在行为方面很明确（Funder & Dobroth，1987）。例如，非常爱说的、好交往的、随和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外向，也被他人评价为外向。在尽责性这一点上，也显示出了类似的效应。一个看上去很细心，行为上很讲究的人认识到他们是谨慎尽责的，他人对他也是如此评价的。这些效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通过很少的接触就能够对这些特质有所察觉：只要很少的时间，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就能与此人对他自己的看法相差无几（Albright，Kenny，& Malloy，1988；Borkenau & Liebler，1992；Watson，1989）。

当然，这个最近的发现并不意味着陌生人就能够像你的好朋友和家人一样了解你。芬德和科尔文（Funder & Colvin，1988）发现，比起陌生人来，朋友对个体的人格评价与个体对自身的评价之间的相关更高。丈夫和妻子对彼此人格特质的判断显示出了较高的一致性（Costa & McCrae，1988；McCrae，1982）。对于潜藏的特质（即不能用外在的行为线索来推断的特质）而言，这些效应尤其明显。例如，尽管陌生人能很好地判断你的社交特征，但只有你的家人和朋友才能了解你是个多么好奇的人（Paulhus & Bruce，1992；Paunonen，1989）。

影响自我—他人评价一致性强度的最后一个变量是特质的理想程度。对于越理想的特质，自我—他人评价的一致性程度越低（John & Robins，1993；Park & Judd，1989）。对于这一发现的一个解释是，在不存在价值高低的特质上，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但当特质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时，自我评价的准确性就会出现问题。

总之，人们对自身人格特质的评价与他人对他们的评价通常是（有时是非常）相关的（Funder，1987，1995）。这一相关表明，人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样子。同时，一致并不能说明准确。我妻子和我都认为我有创造性，但这未必真实（Costa & McCrae，1988；McCrae，1982）。而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相关并不能提供明确的准确性评价。最后，需要记住的是，存在一致性的特质通常是不存在价值高低的。在人们非常想具有的特质上，人们对自身的评价与他人对他们的评价往往相关很低。

自我观念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

另一个与准确性问题有关的领域是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的看法和他们实际行为之间的一致性。例如，认为自己是个好人的人是否在行动上也是同样富有同情心的呢？认为自己慷慨的人是否真的很大方呢？一些研究对这个问题的本质做了分析。

首先，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人格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通常采用自我报告法来测量人格，这类研究非常依赖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看法是否能准确地预测他们的行为。研究发现这种可能性很小。在被给予欺骗机会时，那些认为自己“极端诚实”但却做出欺骗行为的人只比认为自己“有点诚实”的人少一点点（Mischel，1968）。同样，人们的态度（由自我报告得出）也并不总能预测他们的行为。例如，认为自己有“环境意识”的人并不总能够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去行动（Wicker，1969）。

最后，人们往往会高估他们预测自己行为的能力。瓦龙等人（Vallone，Griffin，Lin，& Ross，1990）所做的一项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检验（也可以参见Osberg & Shrauger，1986）。在每学期初，大学生们指出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要参与的大量活动的可能性（如选课，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

然后指出他们所做判断的确定性。除去预测个人未来行为过程中有明显的困难，学生们对于他们的预测非常自信。不到2/3的人的行为预测是准确的，大大低于他们事先所认为的。关于这些结果的一个解释是，人们往往错误地相信他们的自我认识非常准确，从而能使他们准确地预测他们的行为。

对于正面的有价值的结果的预测尤其会产生预测错误。例如，多数学生所预测的他们在班上的成绩要比实际成绩好（Robins & John，1997）。人们也往往会高估他们参与社会期许活动的可能性。舍曼（Sherman，1980，实验3）询问大学生，如果要求他们花三小时时间为美国癌症协会募捐，他们是否会去做。接近半数的学生（47.8%）说他们会。然而当过了一段时间再与他们接触，请他们为协会贡献三个小时，只有不到1/3（31.1%）的人真的这么做了。

与其他研究（Greenwald，Carnot，Beach，& Young，1987）一起，这些发现支持了这样一个论断，即人们往往会夸大他们的行为。

小结

总之，在有价值的领域，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看法与他们实际的样子是不相符合的。与其他人相比，多数人用更为积极的词汇形容他们自己（以及属于他们延伸自我一部分的人）。从逻辑上看，多数人都比其他人要好是不可能的，这些趋势表明，人们关于自身的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与该结论相一致的是，在可以客观测量的领域（如智力）以及诸如魅力、声望等特质领域内，人们的自我观念与他们的实际是存在适度一致性的。另外，尽管人们关于他们自身人格特质的判断与他人判断有关联，但这种一致性更多地存在于非价值领域。最后，人们并不擅长预测他们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考虑到所有的证据，看起来做出人们关于他们在社会称许领域内的信念总是过于积极的结论是公正的。

我们马上就要对作用于这类问题的因素进行考察。在此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到以下几点问题。首先，我们仅仅使用了自我报告法来检验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有大量因素可能对这些报告产生影响，包括希望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将自己呈现在他人面前的愿望，以及对关于自身的真实相反的防御性歪曲。我们将在第7章和第10章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另一个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因素是我们所回顾的这些研究都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这些国家是竞争性的和崇尚个人主义的，因而这些因素会促使人们通过夸大他们的美德而努力将他们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但看起来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过于正面的自我观念似乎并不是那么明显（Heine & Lehman，1995；Falbo，Poston，Triscari，& Zhang，1997；Kurman & Sriram，1995）。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当前的讨论仅局限于人们关于他们的社会称许能力和心理品质的信念。在评价性相对较低的品质（如整洁、准时）上，人们的评价显示出了较高的准确性。而且，偏见也不是那么极端。人们并不是对他们自己完全没有意识。成绩很差的学生不大会认为他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没有朋友的孩子不大会认为自己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孩子。相反，人们在可评价领域内对于自己的看法就趋向于比实际上的要更积极一些。

最后，并非每个人都会自我提升（John & Robins，1994）。一些人的自我观念是适度的，一些人甚至是自我贬低的。有时这些差异与更高的准确性相联系，有时则不然。我们将在第8、9、10章讨论这些差异。那时我们也将来考虑这些偏见是否会损害心理或生理健康。


人们如何保持积极的自我观念

在这一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人们是如何能够保持有关自己的积极的信念的。例如，多数人是如何能够保持他们比他们的同伴更为和善、忠诚和真诚的信念的？有一些过程在支持这些信念。

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多数人格特征本质上是不明确的。例如，想一想诚实的含义。它是指你从来不逃避个人所得税？经常告诉你的朋友你对于他们新衣服和新发型的看法？在服务员忘记跟你收某些项目的款时提醒了他？所有这些例子都和诚实有关，但没有一个是必须的或可用来定义的。这却为人们定义诚实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邓宁（Dunning）和他的同事为人们确实在用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定义特质提供了值得考虑的证据（参见Dunning，1993）。例如，邓宁等人（Dunning，Perie，& Story，1991）要求被试在两套和领导能力有关的特质上对自己进行评分。一套特质侧重于任务取向的品质（如野心、独立性和竞争性），另一套侧重于人际技能（如友好、欣悦性、友善）。然后，要求被试回答哪一种品质对于领导能力是重要的。结果显示，相信自己拥有更多任务取向特质的被试也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应该雄心勃勃、独立和富有竞争性。相反，相信自己拥有很好的人际交往技能的被试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友好和友善。简言之，被试用与他们对自己的看法相一致的方式来定义领导能力（Kunda & Sanitioso，1989）。在后续研究中，邓宁等人（1995）发现，自我服务特质定义在人们获得关于他们自身的消极反馈时尤其明显，这表明这种趋势是由对提高自尊感的需求所驱动的。

用自我服务的方式定义特质的倾向在很难被验证的特质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费尔森（1981）所做的一项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费尔森让大学足球运动员在大量与足球成绩有关的特质上对自己进行评分，教练也对这些球员在这些维度上做评价。一些能力（如速度和身材）是相对明确并可以验证的，因为测量个体在这些特质上的水平是有标准可依的。其余的能力（如韧性，球感）则是不明确的和主观的。研究所做的预测是，比起明确的特质来，球员在不明确和较主观特质上对自己的评价会高于教练的评价，该预测被证明是有效的。这表明，夸大的自我评价往往会出现在更为主观的特质上（Dunning et al.，1989）。

多数特质的不确定性特征是使个体对他们自己保留有高度积极观念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惟一因素，还存在其他相关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重新考虑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自我认识来源，对这些因素作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因素是（1）用物理世界来指导自我评估，（2）社会比较，（3）反射性评价，（4）内省，（5）自我知觉，（6）归因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包含了大量线索。我们决定何时用物理标准来评价我们自己；我们选择社会比较目标；我们解释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标定我们的情绪；我们推断我们的性格倾向。我们所接收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中很少有不经过过滤的。

一般而言，这些过滤器反映了我们在前面所讨论过的两方面的动机。自我提升动机（如希望让自己感觉良好）使人们用能使他们相信他们具有许多有利的特征的方式来加工信息。自我一致性动机（如希望能保持我们的自我观念）使人们用能确保他们当前的自我观念保持下去的方式来加工信息。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我们将看到这些过滤器是如何影响人们收集和加工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的。

提升积极自我观念的行为因素

对有利反馈的选择性接触

人们得以形成和保留积极自我观念的一种方式是只寻找关于他们的有利信息。然而，让自己完全脱离消极反馈是不可能的。完全忘记自己在某些领域缺乏能力的个体也会让自己在那个领域不断地经历失败。一个更为适度、更具适应性的策略是更加有力地接近积极的自我信息。照这样，个体所接受到的反馈就是积极的，而对于消极反馈而言，尽管个体并没有积极地寻求它们，但个体也能不时地得到这些反馈。

已经有证据支持这种有偏见的信息搜寻行为模式。在一项研究（Brown，1990）中，首先引导被试相信他们在一个智力任务上具有较高的能力或较低的能力。然后，给他们获得更多关于他们能力信息的机会。高能力条件下的被试对于了解自己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兴趣，而低能力组则显得更为矛盾。这个模式（当人们在非公共条件下寻求信息时尤其显著）表明，当人们得知他们的能力是正面的时，他们会热心地寻求反馈，反之则不然（也可以参见Sachs，1982；Sedikides，1993）。

该趋势并不受与成就有关的情境的限制。许多调查已经证明了关于个体健康状况的积极信息会被最先搜寻和接受（如Croyle，Sun，& Louie，1993；Ditto & Lopez，1992；Quattrone & Tversky，1984）。与这一证据相一致，艾滋病及其他严重疾病（如亨廷顿氏病）的高危人群选择不去了解他们是否感染了疾病，尽管诊断测验非常有效（Bloch，Fahy，Fox，& Hayden，1989；Myers，Orr，Locker，& Jackson，1993）。

自我妨碍

有时，个体甚至会有意地使消极反馈信息价值变得模糊（Berglas & Jones，1978；Darley & Goethals，1980；Jones & Berglas，1978；Snyder & Wicklund，1981）。伯格拉斯和琼斯（Berglas & Jones，1978）最先用自我妨碍（self-handicapping）策略这个术语来指代人们给他们自己的成功设置障碍的情境。学生不好好准备考试或运动员在一次重要比赛前不进行训练都是自我妨碍行为。这些行为使成功的可能性减小，但它们能使个体不把失败看做自身能力的不足。

自我妨碍在人际交往中也会出现。当我读高中时，我和我的朋友曾经常常等到最后一分钟才会向女孩发出约会邀请，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害怕打电话。但当受到女孩拒绝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借口，我们会告诉自己那只是因为我说得太晚了，而不是归结于我们自己的问题。

伯格拉斯和琼斯（1978）对引发自我妨碍行为的条件进行了检验。他们首先使一些男性被试相信他们在接下来的测验中很有可能会成功；而让另一些被试相信未来的成功可能性不大。然后告诉所有的被试实验的第二部分将包括测试两种新药物在测验成绩上所起的作用。一种药物被认为能促进测验成绩；另一种可能削弱测验成绩。然后给予被试服用药物的选择权。对他们能否成功有所怀疑的被试更愿意服用成绩—抑制药物，即使这种药物使得成功变得更加不可能。

这类发现对于人们的心理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通常，对人们而言，重要的并不只是成功还是失败，而是结果是否揭示了关于自我的积极或消极方面。通过自我妨碍行为，人们主动地冒可能失败的风险，因为这样做能确保失败不会牵连自我中有价值的方面（如低能力）。由此，人们即使失败也还是能坚持自己是有能力的这样一种信念。

成就背景中的任务选择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人们积极地寻求积极反馈，而不接近或主动避免消极反馈。有一项研究计划似乎与这种倾向相矛盾，那就是特罗普（Trope，1986）关于成就背景中的任务选择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首先告诉被试他们将要完成一个智力测验。然后给予他们选择测验的机会。一些测验被认为能非常有效地确定个体是否有能力；另一些则不然。在几个调查（如Strube，Lott，Le-Xuan-hy，Oxenberg，& Deichmann，1986；Trope，1975，1979）中，被试表现出更愿意使用能提供给他们有关他们能力水平的测验。而且，即使测验能暴露个体能力上的缺陷，情况依然如此。

这些发现使一些理论家得出人们努力想了解关于他们自己的真实情况的结论（Strube et al.，1986；Trope，1986）。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些研究中大量的被试认为他们的能力很高，并且预计自己会在任务中获得成功。因此，他们所表现出的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兴趣可能代表了一种确认自己的确有能力的愿望，以及希望获得关于他们自身更多的积极信息，而不是真正想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只有当人们并不因为信息的好坏而寻求反馈才说明他们想要寻求准确的反馈。成就背景下的任务选择研究并不满足这些条件（想要获得详细的观点，请参见Brown，1990；Brown & Dutton，1995a）。

策略性信息搜寻行为的进一步的证据

关于对积极反馈的选择性暴露有另外两个问题值得考虑。首先，避免消极反馈并不总是明显的或有意的（Greenwald，1988）。通常，人们认为他们拥有某些能力或天赋，但他们并不是很有把握。所以他们会通过避免某些可能检测出这种能力的场合来不发现这个问题（Shrauger，1982）。例如，设想一下，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他的嗓音仅次于弗兰克·西纳特拉。由于他明智地避免了在公共场合歌唱，所以他永远不会使这一信念得到检测，因而，他可以一直拥有他是个歌声优美的歌唱家这样一个信念。

其次，人们的确在寻求有关特质的可更改的诊断性反馈（Brown，1990；Dunning，1995）。例如，许多教授要他们的同事对他们的原稿进行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好的评价（很少有教授会将他们的论文寄给他们的敌人和批评家），但它也反映了他们想提高其作品质量的意愿。但为个体能力的产品寻求反馈与为个体潜在能力寻求反馈是不同的。个体的作品是可以修改和提高的，而能力却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尽管他们可能想要获得他们论文的反馈，却很少有教授会要求他们的同事让他们知道是否同事确实认为他们具有在这一领域作出贡献的能力，是否他们天生就具备写作的能力，等等。

提高积极自我观念的社会因素

有大量社会因素能使个体保持关于他们自己的积极看法。在很小的时候，多数（尽管不是所有）儿童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得到了大量的赞扬。他们被过分地表扬和溺爱。随着儿童的成长，社会反馈仍然是积极的。教师们被鼓励去发现每个孩子的“才能”，并让孩子们知道他们被关注和看重。社会规范也要求同伴不要给予彼此消极反馈。除匿名的期刊评论外，我们很少听到我们同伴对我们的真实看法，尤其是当反馈是消极的时候（Blumberg，1972；Felson，1993；Tesser & Rosen，1975）。

选择性交互作用

选择性联盟也使得人们得以保持积极的自我观念。多数人选择与喜欢他们的人（而不是不喜欢他们的人）联合。花一点时间想一想你的朋友们。你难道不认为他们具有许多好品质吗？同样，他们可能也是这样想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成为你的朋友）！选择与喜欢和欣赏我们的人交往能确保我们所得到的多数人际反馈都是积极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将这些反馈纳入我们的自我观念当中（正如反射性评价模型所主张的那样），这意味着我们最终将积极地看待我们自己。

有偏见的社会比较

人们也通过社会比较过程来形成和保持积极的自我观念。一种方式是通过策略性地选择比较目标。如果我和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比运动能力，那么我可能得出我是个出色的运动员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和多数职业运动员比智力，那么我可能认为我非常聪明。如果我把比较对象弄混了，那么必然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在一个相关的维度上与比自己情况更差的人做比较被称为下行社会比较（Wills，1981）。惠勒和麦亚克（Wheeler & Miyake，1992）发现这种社会比较类型相当普遍。他们要求罗切斯特大学的学生在10天内记录他们与他人进行比较的频率。这些学生也要对比较对象在相关维度（我的室友比我受欢迎）上是否比他们好（和他们一样［我的室友和我的成绩一样好］，或比他们差［我的室友比我更虚伪和肤浅］）做描述。下行比较非常频繁，并使人对他们自己感觉更好（Aspinwall & Taylor，1993；Gibbons & Gerrard，1991）。

当周围没有人比我们差时，人们有时会杜撰出更差的人。例如，一个学生可以简单地假设其他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上有很大难度。当人们受到威胁时，类似这样的倾向性就会增加，如当他们在一些重要的活动中失败时（Brown & Gallagher，1992；Crocker，Thompson，McGraw，& Ingerman，1987），或面对健康威胁时（如Affleck & Tennen，1991；Taylor & Lobel，1989）。伍德、泰勒和利希曼（Wood，Taylor，& Lichtman，1985）所做的一项调查证明了这些效应。在一批乳腺癌病人样本中，这些调查发现，大量妇女通过与比她们情况更差的人进行比较来安慰她们自己。大体上，这些妇女说：“是的，情况很糟，但她们可能更糟。我的情况比得癌症的其他妇女好多了。”通常，这些更差的人是创造出来的，他们代表了经受更严酷创伤的人的复合体。杜撰出一个更差的人使这些妇女在比较中对自我感觉更好一些。

下行比较并不是社会比较的惟一形式。人们也和与他们相似的人，甚至比他们更好的人进行比较。近年来，上行比较得到了大量的关注。起初，研究者假设上行比较只会产生消极效应。毕竟，当你与比你强的人比较时，你看起来要显得差一些（Brickman & Bulman，1977）。尽管有时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但却并不总是如此。上行比较也可以使个体对自己感觉更好，或者因为他们是灵感和希望的来源，或者因为他们从另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和成就中感受到了荣誉（Buunk et al.，1990；Brown，Novick，Lord，& Richards，1992；Cialdini et al.，1976；Collins，1996；Brewer & Weber，1994；Major，Testa，& Bylsma，1991；Taylor & Lobel，1989；Wood，1989）。也许出于这个原因，癌症病人更愿意与比他们做得更好的人交往（Taylor & Lobel，1989）。

特瑟的自我评价维护模型

特瑟（Tesser，1988，1991）的研究考察了使上行比较具有积极或消极效应的条件。该模型最为关注人们与他们最好的朋友、家庭成员等人进行比较的情境。例如，拥有一个“超级聪明的姐姐”或“美艳无比的室友”的感觉如何？这些积极的品质是否使你自己的品质看上去一无是处，或你是否能从他人的才能或优势中获益？这些就是特瑟想要解决的问题。

特瑟认为，与比较领域的个人联系是所要考虑的关键变量。在与个人关联很低的领域，被与你关系密切的人超过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例如，如果你的姐姐是个钢琴家，而你对音乐并不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沐浴在她成就的荣耀下。因而，你姐姐的成就会让你对自己感觉良好。然而，当某个领域是你非常在意的时，情况就变得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被与你关系密切的人超过时就会对你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如果你和你的姐姐都想努力创造积极的社会生活，但只有你姐姐成功了，你可能会因为她的成就而感到妒忌，受到威胁和变得渺小。简言之，在个人关联度较低的领域，上行比较会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作用。

特瑟的模型是一种自我提升模型。它假设人们会接近能让他们对自己感觉良好的情境，避免让他们感觉不好的情境。该模型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对友谊模式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预测。它推测人们选择在高个人关联领域做得比他们差的人做朋友，也会选择在低个人关联领域做得比他们好的人做朋友。例如，一个非常看重他的运动能力，不重视智力的人会更愿意和比他更聪明但运动能力比他差的人做朋友。特瑟等人（Tesser，Campbell，& Smith，1984）在一项针对学龄儿童做的研究中检验和发现了支持这一预测的证据。比奇和特瑟（Beach & Tesser，1995）近来将这些思想运用到了亲密个人关系的研究当中。他们相信，丈夫和妻子通常是这样安排事情的，即配偶之一表现出色的领域往往是另一方所不看重的。这种安排也使双方各得其所：人们在某些他们很在意的领域上胜过他们的配偶，但在他们很不在意的领域则能体会到配偶取得成就时的荣耀。

提升自我观念的个人因素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使个体获得和保持积极自我观念的行为和社会因素。一个更为心理的过程也与之有关。这些过程是以人们处理与自我有关的积极和消极信息的不平衡方式为中心的（Taylor，1991）。大多数人（1）未加考虑地接受与自我有关的积极反馈，却仔细地审查和反驳与自我有关的消极反馈（Ditto & Lopez，1992；Kunda，1990；Liberman & Chaiken，1992；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7）；（2）比起与自我有关的消极信息来，更容易记住积极信息（Kuiper & Derry，1982）；（3）以有利于他们表明他们拥有好的特质的方式回忆过去（Conway & Ross，1984；Klein & Kunda，1993；Sanitioso，Kunda，& Fong，1990）；（4）以使他们坚信他们拥有积极特质，没有消极特质的方式来反省他们自己（Sedikides，1993）。

自我服务归因是另一个帮助人们保持积极自我观念的因素。过去20年来社会心理学领域最可靠的发现之一是个体有对积极和消极结果做不平衡归因的倾向（Greenwald，1980；Snyder & Higgins，1988；Taylor & Brown，1988；Zuckerman，1979）。可能的结果被归因于自我稳定的、核心的方面（如“我得了高分是因为我聪明”），但消极结果要么归因于外部因素（如“我得了低分是因为测验很难”），要么归因于自我的非核心方面（如“我得了低分是因为我用错了复习材料”）。通过否认消极结果是因为个体的特性、能力或特质，即便个体面对消极反馈，他也能保持自我提升的信念。

早期关于这种现象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评论中，米勒和罗斯（Miller & Ross，1975）报告说，比起失败来，自我服务归因更明显地会作用于成功。随后的研究却没能证实这个结论。个体偶尔会让步，承认成功是因为好运气或测验简单，但他们很少会把失败归因于自我的特点。

部分这样的迷惑可能已经出现，因为研究者在对内部归因（个人因素的归因）和外部归因（除个体以外的因素）进行比较。这种区分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消极因素是否可以归因于个人因素，而是它们是否被归因于自我中高度有价值和稳定的方面。例如，学生可以自由地承认他们是因为没有努力学习，或学错了材料而导致测验成绩很差。事实上，自我妨碍研究表明人们有时会主动为成功设置障碍。然而，学生所没有做的，是欣然地把糟糕的成绩归因于智力低下。

这个发现与另一个问题有关。很多假设认为人们通常会为行为做出性格倾向归因（Gilbert & Malone，1995；Ross，1977）。性格倾向归因是将原因归结于个体稳定的、固有的特性，如个体的特征、能力或人格。当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做归因时不会存在这样的偏见。相反，它完全取决于讨论中的结果是好是坏。人们通常会对积极结果做出性格倾向归因（如“我因为聪明、可靠和积极而被提升”），但他们很少为消极结果做出这种归因（如“我因为愚蠢、不可靠和懒惰而被解雇”）。相反，人们把消极结果归因为外部因素（如“老板不喜欢我”）或自我中价值较低的方面（如“我们只是不大适合这份工作”）。

当我们为我们延伸自我的成员做归因时也会出现这种倾向。前面我们曾谈到过自己人集团偏爱。这个术语部分含义指的是，人们用高度积极的态度来评价自己人集团成员（与我们关系亲密或有联系的人）。因果归因受自己人集团偏爱的影响。我们会把自己人集团成员的成功做性格倾向归因，但对他们的失败做情境归因。当对与我们关系普通的人做归因时，就不会出现这种偏见（Islam & Hewstone，1993；Pettigrew，1979；Weber，1994）。


对引导寻求自我认识的动机的修正

已经确定了大量使多数人相信他们拥有许多积极品质、很少消极品质的策略，让我们重新考虑一下这些策略所告诉我们有关引导自我认识获得的动机的问题。自我提升模型认为，人们想要对自己感觉良好。在西方文化当中，这种动机促使人们以能够使他们得出他们拥有很多积极品质很少消极品质的方式来寻求信息。准确性模型认为，人们想要了解他们自己真实的样子。这促使他们寻求关于自身的真实信息，而不管这些信息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最后，自我一致性模型假定人们被鼓励去保持和强化他们现有的自我观念。正如斯旺（1990，1996）自我验证理论中所描述的，自我一致性需要促使人们寻找与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一致的信息，避免和否认与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不一致的信息。在我们评论的基础上，我们能对这些动机的强度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大多数人的自我观念过于积极的事实与客观现实或他人提出的准确性立场问题并不特别一致。问题在于：如果人们主动地寻找关于自身的真实情况，那他们为什么无法支配它？尽管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就算人们努力地寻找真相，但他们仍然很难找到它（Felson，1993）。大量证据表明，多数人并没有付出努力。

但当某些特质是人们非常想拥有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寻求积极反馈而不是必要的准确性（Brown，1990；Brown & Dutton，1995a；Sedikides，1993）。自我提升模型和自我验证理论都能解释这些发现。两者都假设具有关于自我的积极观念的人更愿意寻求积极的反馈。由于多数人都会用积极的词汇来描述自己，所以两个模型假设这种偏见模式能应用于大多数人。

但具有消极自我观念的人又是怎么样的呢？自我提升模型认为，这些人也渴望积极反馈；自我验证模型认为，这些人渴望消极反馈。可以看出，后者的立场是反直觉的，并不是没有证据支持。事实上，比起具有消极自我观念的人来，所有前面提到的效应对于具有积极自我观念的人更具有典型性（Swann，1990，1996）。例如，比起认为自己能力很高的人来，认为自己在某些任务上缺乏能力的人较少把失败归因为外部因素（Swann，Griffin，Predmore，& Gaines，1987）。

自我验证理论在被应用到人际关系研究中时做出了它最受争议的预测。该理论断言“人们需要他人证实他们的‘自我观念’，即使那些‘自我观念’是消极的”（McNulty & Swann，1984，p.1013）。这意味着那些对自己持有消极看法的人更愿意与同样具有这种感觉的人来往，即使有人对他们的看法更为积极（也可以参见Secord & Backman，1965）。

斯旺和他的同事已经用两种方式对这种假设进行了检验。在实验室研究中，被试首先获悉另一个人对他们持有积极或消极的看法。例如，这些研究中的一个被试可以发表一番演说，并被告知另一个通过单向玻璃观察他的人认为他神情泰然自若或笨拙不堪。然后被试指出他对与该评价者交往的兴趣水平。对自己持有积极看法（泰然自若）的被试毫无疑问地更愿意和对他们有积极看法的人交往。对自己持有消极看法（笨拙不堪）的被试程度稍微低一些。在两种方式下，这些个体都只表现出了对积极评价者偏好程度的降低或根本没有偏好。

在自然实验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一项对大学室友的研究中，对自己持有积极看法的人希望和对他们有同样看法的人保持室友关系，但这种偏好在对自己看法不那么积极的人身上就不那么明显了（Swann，1990）。夫妇看起来对从配偶那里获得一致性（与仅仅是积极相对）的反馈尤其感兴趣（Swann，DeLaRonde，& Hixon，1994）。

总之，比起对自己持有积极看法的人来，对自己持有消极看法的人对于积极反馈的渴望明显要低一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别人都不喜欢他们（Alloy & Lipman，1992；Hooley & Richters，1992；Swann，Wenzlaff，Krull，& Pelham，1992）。他们也渴望积极反馈，但反馈必须是可信的（Swann，Pelham，& Krull，1989）。

考虑到这一点，斯旺和他的同事（DeLaRonde & Swann，1993；Swann，1990，1996）得出人们具有两种相互独立的动机这一结论：对积极反馈的渴望和自我验证（一致性）的渴望。通常，人们通过寻找对他们积极自我观念有利的反馈来满足这些双重需要（Swann et al.，1989）。例如，一个认为自己聪明但协调性较差的人会从他人那里寻求能证明他聪明的信息，但不会让他人信服他很笨拙。然而，如果环境迫使他面对这个问题（如要求他作为办公室垒球队的投球手），他会让他人看到真实的自己。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更愿意获得真实的消极反馈而不是虚假的积极反馈。


总结

本章检验了人们在社会称许领域看待自己的几种方式。我们首先确定了三种主要的引导自我认识研究的动机。它们是自我提升需要、准确性需要和自我一致性需要。然后，我们讨论了多种人们在寻求关于自身的知识时所参考的信息来源。这些来源包括物理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如内省和自我知觉过程）。

接下来，我们考察了人们在高价值领域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发现，多数人用非常积极的词汇形容他们自己，尤其是在和多数其他人进行比较时。我们也注意到，人们的自我观念并不完全准确。在高价值领域，人们的自我观念和他们实际的样子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

最后，我们检验了使人们得以保持自我观念的多种机制。其中一些确保了个体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有力的积极反馈；另一些则能使消极反馈对自我核心部分的影响降低到最小。我们通过考虑这些发现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人们寻求自我认识的动机。想要对自己感觉良好的愿望看来是主要的动机因素。


	人们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在积极地获取关于自身的知识。这一过程由三种需要驱动：自我提升需要（想要对自己感觉良好，避免感觉不好的愿望）；准确性需要（了解我们真正样子的需要）；一致性需要（使我们的自我观念保持一致，防止发生变化）。

	在寻求关于他们自身的信息时，人们参考了多种自我认识来源。他们参考（1）物理世界；（2）和他人做比较（社会比较）；（3）纳入他人对他们的看法（反射性评价）；（4）内省；（5）考察行为发生的背景并提取恰当的线索（自我知觉和归因）。

	多数人用非常积极的词汇形容他们自己（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具备很多积极的品质，很少消极品质。当人们对自己和他人进行评价时，这种现象非常明显。许多人相信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人都更好。

	评定人们自我观念准确性的研究发现人们知道他们真实的情况。人们在非评估领域（如你的准时性和尽责性如何？）的自我观念相当准确。但在高度评价性领域（如你的聪明程度和吸引力如何？）的自我观念就不是这样。人们在预测他们未来行为时也会对他们的能力过于自信，尤其当行为是社会所希望的或积极的时候。

	有多种机制可以帮助人们保持他们的自我观念。多数人在认为与自我有关的反馈是积极的时会努力地去寻找它，当反馈是消极的时候，他们就显得很勉强。在某些情境下，人们通过为他们的成功设置障碍而主动地隐藏消极反馈。人们也会选择性地与喜欢他们的人联合，并以能够使他们的自我观念得到提升和保持的方式来和他人进行比较。最后，人们对积极和消极结果所做的归因是为了支持他们积极的自我观念。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自己持积极观念，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寻求积极反馈。在某些情境下，具有消极自我观念的人会寻找关于他们的消极信息。当人们担心他们无法做到他人对他们的期望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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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科尔文和布洛克（1994）认为，在与大学入学要求有关的品质（如智力）上，大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要高于对别人的评价是适宜的。尽管这有可能是正确的，但表3.1所列出的数据说明，这种趋势与该品质是否是大学入学要求（如忠诚、真诚、和善）并无关联。


4
自我的发展

毫无疑问，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我概念。当然，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是不同的，但至少几千年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存在，并已经开始思考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Jaynes，1976）。理解这些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就是本章的主旨。

本章的开头将涉及自我发展的三个理论。第一个理论实际上是社会学范畴的；第二个是认知领域的；第三个强调人际和情绪过程。这些观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的发展。

本章的第二节考察了人类和动物自我意识的起源。几个世纪以来，自我意识都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最近的研究对这种假说提出了挑战，为除人类外的其他物种也具有意识的说法提供了有启发性的证据。也有证据表明，意识在人类很小的时候就出现了，新生儿很有可能就已经拥有了意识。

本章的最后一节考察了自我理解的发展性变化。尽管在我们生命的早期，自我就发生了巨大的发展，但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看法在一生中都是不断变化的。青春期所发生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我们会对这一时期做一定的论述。

在我们开始这一章之前，我们还想提一下，本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人们对于自身的看法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对自尊的起源和发展（对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情感的发展变化的考察）的彻底论述将被放到第8章。


自我发展的理论

米德的符号交互理论

我们所要考虑的第一个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的。实际上，在我们考虑库利（Cooley，1902）有关镜像自我概念时，我们就已经接触到了米德的一些思想了（参见第3章）。库利认为，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感觉通过观点采择过程（perspective-taking process）而得到发展：我们想象自己如何被他人看待，并且因为想象的结果而产生或好或坏的情感。

米德对这些思想做了极大的延伸。[1]尽管库利把观点采择和与自我有关的情感的发展相联系，但米德相信，观点采择包含了自我的起源。这些思想的基础存在于符号交互理论中（参见Hewitt，1997；Meltzer，Petras，& Reynolds，1975；Stryker & Statham，1985）。符号交互理论关注社会化过程。文化如何被接纳并且一直留存下来？人们是怎样开始采用他们所在社会的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简言之，该理论关注个体是如何从刚出生时那个与社会毫不相干的生物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

观点采择，社会化和自我的出现

米德（Mead，1934）相信，自我的出现是理解这种转变的关键。米德认为，个体在采用他人的观点并且设想他们在他人眼里的样子。对米德而言，这种观点采择能力与自我的获得具有相同含义。

为了形象地描述这一点，请想象有一个非常小的孩子用粉笔在墙上乱画。由于这个孩子还不会说话，“我想知道爸爸和妈妈会对我的行为作何感想？”因此这个孩子不会依据自我线索去行动，也不会按照社会规范行动。当孩子逐渐长大，采用他人对自我观点的能力不断发展（“我敢打赌，如果爸妈看到我在墙上乱画不会高兴的”）。根据米德的理论，我们想象自己在他人心中形象的能力预示着自我的出现。当我们进而能够修正我们的行为，使之符合我们所知觉到的他人的期望时，我们就成了社会人。

符号沟通和自我发展

米德也思考了这种观点采择能力是如何发展的。“个体如何能超越他自己，”他问道，“……从而成为自我的客体”（1934，p.138）。米德相信，人际沟通，尤其是以语言形式进行的符号沟通是理解这种“自我的本质问题”的关键。

米德的分析建立在达尔文情绪表达进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在达尔文名为《动物和人的情绪表达》（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一书中，他断言，特定的情绪状态是与特定的身体和面部表情相联系的。例如，愤怒的情绪会伴随龇牙咧嘴的表情。达尔文认为这些面部表情揭示了动物的某些内部状态，它们是动物情感的信号，并指示动物将要做出的行为。照此说来，这些姿态构成了沟通的某种形式，使得其他动物能够知晓将要发生的事情。

低等动物的沟通具有很大的本能性。一匹愤怒的狼不会扪心自问，“我怎么能让其他的狼知道我恼怒呢？”它本能地露出它的牙齿，传递出它的内部状态。人类也通过本能的面部表情进行沟通（Ekman，1993），但这些表现只占人类多种沟通方式的一小部分。人类也运用有意义的姿势来进行沟通（“有意义”指具有某种符号特性）。米德认为，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采用其他人对我们的观点，并想象他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姿势的。对米德而言，这种观点采择能力与自我的获得具有相同的意义。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想象一下如果我想让你知道我欢迎你来我家，那么我应该如何向你传达这个信息呢？根据米德的理论，我应该站在你的立场上想问题，“我什么样的行为和姿势会让你感受到这种信息呢？”经过这一过程，我可能认为如果我张开双臂拥抱你就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这个动作表示你很受欢迎。照这样，米德理论中，为了用符号进行沟通而采用他人观点的需要就产生了自我。

社会交互作用和自我的发展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米德在他的理论中非常强调社会交互作用在自我发展中的作用。如果缺乏社会交互作用，那么符号沟通将不可能发生，而且自我也不可能通过米德所描述的观点采择过程产生。所以，对米德而言，社会交互作用是自我出现所不可或缺的。

然而，一旦自我开始发展，那么即便周围没有其他人它仍然会存在。这是事实，因为人们可以在心里表征其他人，并想象他们的行为在另一个人眼里会是什么样子。例如，多数人不会在店里偷东西，即使周围空无一人。对此的一个解释是，他们会在心里想象别人如果看到了他们的这种行为，这些人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更普遍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旦人们获得了自我，并且已经社会化，那么他们会内化所预计到的他人的反应，并继续用社会化的方式行动，即使他们一直都是一个人。但米德指出，如果他们不是在社会中长大的话，他们就不会发展出这种能力。

自我，正如它能成为它自己的客体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果，它因社会经验而产生。当自我出现后，它为它自己提供它的社会经验，因而我们得以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但如果没有社会经验，自我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当它出现后，我们就可以独立地看待一个人，而这个人依然拥有他自己，能够思考他自己，并和他自己进行交谈，就像和其他人进行沟通一样。（Mead，1934，p.140）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以自觉的和社会化的方式来行动。有时人们并不参考自我就开始行动，也不从他人的观点来考虑他们自己。例如，如果我们一直在往前走，大脑一片空白地哼着一个调子，那么用米德的理论看来，我们没有参照自我就做出了行为。只有当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我们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如有人叫我们的名字），我们才能从白日梦中醒来，回到自我意识状态。

普遍的其他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个体采用他人对自我观点的能力。当这种能力出现时，自我就开始发展了。最后，米德认为社会化不仅需要采用特定个体对自我观点的能力。为了真正的社会化，人们必须能够采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们必须用抽象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普遍的其他代表了我们所身处其中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

米德相信这种能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儿童期所玩的游戏。起初，非常小的孩子的游戏没有任何社会化迹象，他们喜欢独自游戏。接着，孩子会与特定的个体玩。有时他们是想象中的游戏伙伴，在做游戏时，他们会轮流和对方说话。米德认为这种游戏类型对于自我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需要采纳特定个体的观点，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待自己。角色扮演也是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特点。例如，孩子也许会玩打仗的游戏，并且模仿战士的行为和语言。这也需要采纳特定个体观点的能力，并为自我的发展打下基础。

游戏阶段是米德理论的下一个阶段。在游戏阶段存在大量的其他人，而且个体必须同时意识到这许多人的观点。米德用棒球比赛来形象地描述这个阶段。参加一项比赛的孩子必须要做好在比赛中了解所有比赛成员态度的准备……如果他打棒球，他必须对牵涉到自己位置的所有位置的行动做出反应，他必须参与所有这些角色。它们无须同时在意识中出现，但在某些时候，他自己的态度中不得不出现三个或四个个体，如，将要投球的人，将要接球的人，等等……然后，在比赛中，这些人的一系列反应组成个体的态度，使他能对其他人产生恰当的态度。（Mead，1934，p.151）

游戏和比赛之间关键的区别在于，游戏时，儿童只需要采纳一个人的态度，而比赛中他则要采纳许多人的态度。

最后，采纳多个观点的能力使得个体能够采纳代表社会多数人的抽象的，普遍的观点。当这种现象发生时，那么说明自我已经充分发展，社会化过程已经完成。

假定人类个体的自我充分发展了，那么对他而言仅仅能够知晓他人对他的态度是不够的……；他必须也能了解人们普遍对他的态度。他只有在能够获得他所在团体或社会对于他的态度时，才能形成完整的自我。（Mead，1934，pp.155-156）

［因而］自我的完全发展需要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个体的自我仅仅由其他各个个体对他的态度所构成……但在第二个阶段，自我还要由普通大众对他的社会性态度所构成……这两个阶段使得自我得以完全形成。（Mead，1934，p.158）

认知（非情绪）为自我的核心

米德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强调认知而不是情感过程。在第3章我们曾指出库利强调自我感觉的发展。事实上，情感在他的分析里都是极为重要的。“对自我无法进行检验，”库利写道，“除非对我们感觉的方式进行考察”（1902，p.172）。这种强调情绪的观点在威廉·詹姆斯的自我理论中也有所体现（参见第2章）。

米德给自我理论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对米德而言，是认知，而不是情绪，才是自我的核心。

在考虑自我的特点时应该把重心放在思维的核心位置上。自我意识，而不是情感体验……，为自我提供了一个核心和基本的结构，它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而不是情感现象……的确，库利和詹姆斯努力想要在……情感体验中找到自我的基础，也就是，“自我情感”体验。但是这种理论并不能解释自我起源……个体不需要在这些体验中获取他人对他的态度。自我的本质……是认知的……（Mesd，1934，p.173）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模型

由于米德强调观点采择能力和语言获得能力，因此他的模型假定自我发展需要大量的认知经验。认知能力也是皮亚杰（Piaget，1952）儿童发展理论的重点。尽管他的理论是一种认知发展的普遍理论，并没有明确地关注自我发展，但很多研究者把他的许多观点应用到了自我研究当中。

众所周知，皮亚杰通过观察他自己孩子努力解决各种问题的方式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皮亚杰认为人类的认知发展需要经历一系列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这种理解在阶段内变化很小，但在阶段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别。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会带来认知和生理上的成熟。

感知运动阶段

皮亚杰理论的第一个阶段是感知运动阶段（0～15个月）。[2]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极端的自我中心，儿童完全以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为中心。这个阶段也可以被称为前表征阶段（prerepresentational stage），因为这个阶段的儿童还需要完全发展他的表征思维。前表征思维包括对人、地点和事件进行心理表征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个体就可以考虑当前并没有发生的事件，思考当前并没有看到的人和物体。

这种能力可以用客体永久性测验来进行检测。如果我们给一个非常小的婴儿看一个物体，然后把它盖住或藏起来，婴儿会表现出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依然存在。这种能力在感知运动阶段的末期开始出现，这个时候的婴儿会做出寻找这个物体的行为，这表明他们知道即使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但它依然存在。

前运算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前运算阶段（15个月～6岁）尽管这个阶段的儿童依然比较自我中心，但他们已经开始发展出抽象思维的能力了（如他们会使用符号来表征东西）。这种能力极大地加速了语言的获得。

抽象思维能力也反映在假想游戏的出现上。回忆一下，米德认为假想游戏是自我发展的核心，而且随一系列阶段而不断发展。运用皮亚杰模型的研究极大地支持了米德的猜想（Bretherton，1984；McCune-Nicolich，1981）。首先，假想游戏只有自我导向的举动（如儿童假装喂她自己吃东西）。这个阶段的标志仍然是自我中心。到15至21个月大时，儿童开始把别人纳入到他的假想游戏当中。例如，儿童可能假装“喂她的凯蒂猫吃饭”。19至24个月大时，假想游戏中出现角色轮换（turn-taking）。这时，儿童会轮流扮演两个角色的行为。一直到6岁大时，假想游戏都在变得更为精细，然后开始减少。

具体运算阶段

皮亚杰模型的第三个阶段是具体运算阶段（6～11岁）。这个阶段的儿童在时间、空间和数字上的思维变得越来越具有逻辑性。多数处于这个阶段的儿童开始不再相信圣诞老人和关于牙齿的童话，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晚上造访每一个人。这个阶段的儿童也理解顺序可以颠倒，他们开始明白守恒的含义（如他们开始明白细长杯子里的水和短粗杯子里的水可以是等量的）。

形式运算阶段

形式运算阶段是皮亚杰模型的最后一个阶段（大于11岁）。这个阶段的一个标志是能够思考假设的事件和情境。例如，在解决一个问题时，青春初期的孩子可能会问，“我如果做了X会有什么后果？”这个阶段的个体也能有效地运用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这些认知技能可以让个体摆脱自我中心，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能够想到他人对事件的看法可能与他们不同。

艾里克森的心理社会性发展模型

心理分析模型为理解自我发展提供了第三种方法。在意识到社会交往和认知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这些模型也强调情感因素，为自我发展提供了动力学解释。

这类理论的数量很多（如Mahler，Pine，& Bergman，1975），但最有影响力的自我研究是艾里克森（Erikson，1963）的心理社会性发展模型。和弗洛伊德一样，艾里克森假定人生的特定阶段会产生特定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被满足了，那么个体就会顺利发展到下一阶段。如果这些需求未被满足，那么发展就会停滞或倒退。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些需要本质上是肉体的（如肛门满足；口欲满足）。在获奖著作《儿童期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中，艾里克森（1963）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做了修改，认为人整个发展包括八种需要，而且这种需要的本质是更为心理的。每一种需要都与人们如何看待和感觉他们自己有关。

表4.1显示了婴儿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信任他人的能力，尤其是对母亲的信任。当婴儿受到温暖、持续的照顾时，他就能建立起信任感；如果缺乏照料或照顾不够时，信任感就无法建立。这些最初的信任感是以后人际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没有建立起良好信任感的个体可能无法与人保持亲密关系。

表4.1　艾里克森的心理社会性发展八阶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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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阶段，自主和控制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给予儿童自由地探索他们自身以及环境的权力时，自主感就开始发展了。反之就会产生羞怯和怀疑。

在人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儿童努力积极地操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探索）环境。当允许儿童创造、构建和改变他们的世界时，他们的自发性就得到了发展。如果父母对于孩子改变环境的努力加以奚落和过度批评的话，就会使孩子产生内疚感。

处于第四个阶段的儿童已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艾里克森认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勤奋和自卑之间的冲突。勤奋指的是努力掌握与社会相适应的工具和技能。这是一个学徒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儿童开始学习承担成年人的责任。艾里克森认为，成功地度过这个阶段的人能够获得勤奋感；他们学习“通过制造来获得认识”（1963，p.259）。反之则会获得自卑感。

接下来的阶段是青春期。艾里克森认为，青少年面临着同一性危机，他或她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拥有可靠和整合的特性的个体被认为是达到同一性的；无法建立稳定和统一特性的个体将会面临角色混乱。

艾里克森认为成人早期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在这个阶段，许多个体开始进入一种承诺的和持久的关系。如果不能获得这种关系将导致孤独。

在成年中期，最重要的问题是知觉到个体是社会中具有生产力的一员，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为未来创造人口。这可以通过工作、志愿努力和抚养孩子来实现。与之相反是停滞，它的特征是个体过度关心自己的幸福或认为生活是无意义的。

个体所要面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完整和绝望”。完整是指当个体回过头看自己所经历的人生时会有满足感。这是个体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使他们相信“他们无可替代的”（Erikson，1963，p.268）。这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面对死亡。如果遗憾成为主导，那么个体会感到绝望。

总之，艾里克森提出了心理社会性发展的八阶段模型。个体在每个阶段都会面临一个与之有关的重要冲突。这个模型并不完美，它受文化的限制并且有着严格的阶段顺序（现在许多人结婚很晚，因此，比起亲密问题来，他们可能要先面临生殖问题）。然而这些局限并不能掩盖艾里克森工作的重要性。艾里克森承认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重复面临某些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解决。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冲突看成是人们在生活中所普遍会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每个人都会以同样的顺序体验到的固定序列。


自我发展过程

在大概描述了三种理论模型后，我们要来看一看研究者是如何运用这些思想来理解自我的出现和发展的。我们的讨论将围绕四个问题进行：（1）自我识别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吗？（2）人类在什么年龄出现自我识别？（3）自我意识在刚出生时就有了吗？（4）儿童关于自身的看法是如何变化的？

前三个问题关注主我的起源和发展；第四个问题关注宾我的发展过程。因此，让我们从回顾我们对自我这两个方面所做的区分开始。主我是指我们对我们是独特的统一体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发展具有持续性，能够按照意愿进行行为。宾我指我们关于我们的更为具体的想法。这些想法包括对我们的外表，社会角色和关系，喜好，价值观和人格特点的看法。

主我的发展要先于宾我的发展。在我们了解我们自身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存在。为了形象地描述这一点，想象一下有人突然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存在了。如果就在那个时候我们问那个人，“你是什么样子？”他们会说“我还不知道我的样子；我刚刚开始意识到我的存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我的发展要先于宾我。

非人类的视觉自我识别

我们将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人类是否是惟一能够把自己作为注意客体的物种。米德认为是的。事实上，米德相信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

人类的行为与他所在群体密切相关，因此他能够成为自我的客体，这也是他比其他较低等动物更为先进的原因。基本上，正是这个社会因素——而不是他所断言的，低等动物并不具有的灵魂或思想——造成了人类和动物的差别。（Mead，1934，p.137）

黑猩猩的镜像识别

在一系列有创造性的实验中，盖洛普（Gallup，1977）检验了动物是否能像人一样把自己当做注意的对象。盖洛普的实验采用了一个镜像识别任务，这个任务可以评估动物在镜子中识别自己的能力。盖洛普推断，镜像识别意味着未充分发展的自我概念的存在，因为这需要具备了解你和镜子中的影像是同一个这样一个道理。

在最初的研究中，盖洛普把黑猩猩带到一面全身镜子前，在10天里谨慎地录下它们的行为。盖洛普指出，首先，动物对镜像的反应是以为镜子里的是另一只猩猩。慢慢地，这种行为被自我导向的行为所代替。例如，它会看着镜子整理自己身体上不能直接看到的部分，并且会对着镜子剔牙。盖洛普认为这种行为的转变意味着黑猩猩已经开始认识到镜子里的动物实际上就是它自己。

后续的研究为这一主张提供了更为强有力的证据。盖洛普（1977）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对每一只黑猩猩进行了麻醉，在它们失去意识的时候把它们的眉毛上部染上了无味的红色。这样做是为了让黑猩猩只有在照镜子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这个变化。这些动物醒来时又被带到了镜子前，它们指向染色处的行为被录了下来。在与它们先前的行为进行比较以后，盖洛普发现这些黑猩猩在看到镜子里的影像后有超过25次触摸了被染色的地方。而这些行为在控制组（一群从未被带到镜子前的黑猩猩）中并没有出现。这些发现意味着实验组的黑猩猩在第一次时已经学会了从镜子中识别它们自己，并且意识到镜子里额头被染红的猩猩就是它自己。

有大量的研究都得到了与盖洛普（1977）一样的结果，并且对其他动物是否会表现出同样的自我识别进行了检验（如Meddin，1979；Povinelli，Rulf，Landau，& Bierschwale，1993）。这个研究表明，除了人类，只有两个物种（黑猩猩和猩猩）能够从镜子中识别自己。出于尚未知晓的原因，大猩猩虽然与人类极为相似，但却没能通过镜像识别测验。

自我识别的社会基础

如果我们承认能够进行自我识别就意味着拥有自我概念（参见Heyes，1994），那么盖洛普的发现对米德所提出的自我意识是只有人类才有的能力将是一个挑战。但是米德所谓的自我意识只有在社会交往的背景下才会出现又做何解释呢？一个人在发展自我概念时必须要有机会从他人角度看待自己吗？

盖洛普（1977）为了检验这个想法而进行了一个附加研究。他用独立饲养的黑猩猩重复了先前的实验，它们从未见过其他的黑猩猩。如果就像米德所主张的那样，社会交往对自我发展非常必要，那么从来没有机会从“他人眼睛”里看待它们自己的黑猩猩会在这个任务中失败。事实果然如此。独立饲养的黑猩猩没有表现出任何说明它们知道镜子里的影像就是它们自己的迹象。只有在经过三个月的社会交往后它们才表现出自我识别的信号。尽管关于这些研究结果还存在其他的解释（如独立饲养的黑猩猩可能有一般性认知缺陷），但这与米德所主张的采纳他人观点的能力是自我发展的关键是一致的。

婴儿的视觉自我识别

一种经过修改的脸部标记测试被用来评价婴儿的自我识别能力。路易斯和布鲁克斯-冈恩（Lewis & Brooks-Gunn，1979）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些最容易让人理解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指出镜像包含两种与自我相关的信息来源：偶然线索（当“我”移动时，镜子里的人也在移动）和特征线索（镜子里的人看上去像“我”）。为了了解哪一种线索对自我识别更为重要，路易斯和布鲁克斯-冈恩增加了其他的识别任务。它们是（1）静止的照片（它只具有特征线索）；（2）即时的视频（婴儿看到电视里移动的自己，它同时提供了两种线索）；（3）延迟的视频（提供了特征线索和延迟的偶然线索）。

路易斯和布鲁克斯-冈恩的被试是9～36个月大的婴儿，研究者以多种方法对自我识别进行评估，包括（1）自我导向行为（在看镜子时触摸自己鼻子上的标记）；（2）发出语音（用恰当的名词或人称代词来指代自己）；（3）自我意识情感（在看到自己时感到窘迫，而看到别人时并没有这种感觉）。

通过这些方法，路易斯和布鲁克斯-冈恩发现了发展的下列模式。9～12个月大时，偶然刺激能引起视觉自我识别。多数婴儿在镜子里看到他们自己时或看见即时视频时表现出认识他们自己的迹象。他们微笑、专注地看他们自己，并触摸他们的身体。然而，非偶然刺激（如照片和延迟的视频）只能引起有限的和可变的自我识别。这些发现表明，对于这个阶段的婴儿来说，偶然性对自我识别是必要的。

15～18个月大时，多数婴儿都通过了脸部标记测试。当看到镜子里的影像时，婴儿会在他们的脸上指出红点的正确位置。许多15～18个月大的婴儿也能够在照片里把他们自己和他人区别开来，并指出他们的位置。这些发现表明这个阶段的婴儿的自我识别不再需要偶然性线索。

这些能力在18～21个月时仍然在发展。到这个时候，几乎所有正常发育的婴儿都能够用偶然线索识别他们自己，有超过3/4的人能够使用非偶然刺激来进行自我识别。这个年龄的婴儿中有2/3的人在看他们自己的照片时也开始使用人称代词。到21个月大时，自我识别能力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

生命头一个星期的自我意识

路易斯和布鲁克斯-冈恩的研究表明视觉自我识别在婴儿9个月大时就开始出现。其他的研究者（如Butterworth，1992；Meltzoff，1990；Neisser，1988）对更小的婴儿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进行了考察。这些研究并不依赖于路易斯和布鲁克斯-冈恩所使用的视觉识别测试。他们指出，视觉识别需要相对高级的自我意识形式；为了在镜子中识别出自己，个体需要同时具备自我意识和了解镜子的原理。出于这种考虑，需要有其他的手段来检测自我意识是否会在更早期出现。

巴特沃思（Butterworth，1992）对这一研究进行了综述。他把自我意识分为三个方面：（1）自我—非自我辨别（把自我同他人以及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能力）；（2）意志感（理解我们能够控制某些事情，但不是全部）；（3）知觉到自我随时间变化而保持一致的特性（理解我们的存在具有稳定性）。这些方面符合我们在第1章描述过的主我的三种功能，它们也与我们对主我的定义一致，“我们对我们是独特统一实体的意识随时间变化而保持稳定，并能按意愿行动。”

巴特沃思（1992）相信，婴儿与生俱来就有这些辨别能力。他引用如下研究结果支持他的主张：


	新生儿能视觉定位，并且能在一个变化的环境里保持身体姿势，这表明对自我—世界（自我—环境）的辨别能力在出生时就已经具备。

	新生儿会比其他的婴儿哭得更响，却不会比自己哭得更响亮，表明对自我—他人的区分在出生时已经具备。

	新生儿很快地学会控制客体的运动，并且在控制成功时表现出喜悦，表明他们意识到他们能制造出想要的结果。

	在新生儿中，嘴总是期待手的到来，表明存在先天的身体图式。



早期婴儿的模仿

对模仿的研究为在婴儿早期就已经具备自我意识的主张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长期以来，模仿都被认为是自我发展的组成部分。库利和米德在主张自我通过采纳他人观点而得到发展时强调了与模仿类似的过程：我们让自己穿上别人的鞋，采用他们看待我们的态度。早期理论家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对自我发展中模仿的角色有过更为明确的描述：

我的自我感因为模仿你而得到发展，你的自我感则因为我的自我感而得到发展。［自我］和［他人］因而在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每一个都是……模仿的造物。（Baldwin，1897，p.7）

梅尔佐夫和穆尔（Meltzoff & Moore，1977）研究了出生12～21天的婴儿的脸部模仿能力。一个婴儿和一个成年人在一起，当婴儿注视成年人时，他对婴儿做各种鬼脸（如吐出舌头，撅起嘴）。记录婴儿的脸部行为，没有见过成年人表情的观察者对婴儿表情进行编码。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婴儿在模仿他们所看到的表情。一个后续研究（Meltzoff & Moore，1993）发现，出生2～3天的婴儿就能进行这类模仿！

梅尔佐夫和穆尔（1994）对有关这些发现的两种解释进行了讨论。一种可能性是成年人的面部表情自动地引发了婴儿与之相匹配的表情。这种解释与“反射弧”模型类似，因为它并不假定模仿行为中含有任何更高级的过程。第二种可能性是新生儿拥有一种尚未充分发展的身体图式，使得他们能够故意模仿所看到的表情。根据这个解释，婴儿看到成年人的表情，并能够把他们所看到的翻译成他们自己的表情。

对这两个对立解释的研究刚刚开始（Meltzoff & Moore，1994），但初始的证据支持第二种解释而非第一种。梅尔佐夫在各种发现的基础上相信，自我意识的种子是婴儿正常的生理功能的一部分：

年幼的婴儿具有一种尚未充分发展的“身体图式”……［尽管］这种身体图式会［随年龄］而不断发展，但某些身体图式的精髓在婴儿最早的阶段以“心理本原”出现。这种自我的萌芽是自我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不是经过几个月或几年与社会环境进行交互作用后所达到的终点。（Meltzoff，1990，p.160）

小结

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在上面提到了什么以及没有提到什么。巴特沃思和梅尔佐夫承认我们所讨论的每个效应都具有多种解释，每一种解释都不足以让一个尚未满月的婴儿建立起自我意识。而且，这些理论家都并不反对自我意识随年龄而发展的事实。相反，他们认为自我意识的基础在个体出生伊始就已经出现了。婴儿天生具有把自我从“非自我”中区别开来的能力，具有认识到他们有能力产生想要的结果的能力，具有使他们的运动和他们尚未完全发展的身体图式相协调的能力。这些发现表明，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具备尚未完全发展的自我感，从而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社会交往和语言（正如米德所认为的）可能对于自我的完全发展是必要的，但对自我的出现却不那么必要。

宾我的发展过程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通过婴儿对于其是个独特的、统一的实体的意识考虑了主我的发展。我们也要考虑宾我的发展。对宾我的关注会使我们提出以下问题：人们对于他们关于自己的想法会随年龄而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是如何看待的？例如，6岁的孩子和16岁的孩子相比，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是否存在不同？这个领域的研究（Damon & Hart，1988；Harter，1983；Lewis & Brooks Gunn，1979）显示了以下的发展趋势。

儿童早期（2～6岁）

性别和年龄是最早出现的和自我有关的特征。到2岁时，多数儿童能分清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尽管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性别特征是稳定不变的（Harter，1983）。这个年龄的孩子也会想要用具体的和可观察到的特征（如我有一头棕发；我有一个哥哥），以及典型行为和活动（如我玩游戏；我喜欢足球）来描述他们自己。简言之，年幼的孩子会用他们可观察到的，可检验的特征来看待他们自己。

儿童中期（7～11岁）

自我描述时的许多变化出现在儿童中期。首先，自我描述变得更为概括。例如，他们不再用特定的行为（我喜欢足球；我喜欢轮滑）来看待自己，他们开始运用含义更为广泛的标签来标定自己（我喜欢运动）。这个年龄的孩子也开始用强调所知觉到的特质的心理学术语来定义他们自己（和他人）。这些特质中的许多是重要的社会特征（如好看，可爱，或友好）。

这些变化中的许多都可以用认知成熟来解释。这个时期的儿童也属于皮亚杰理论中的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获得了逻辑思考的能力，能够通过归纳推理来进行思考。这些能力使他们得以构建起关于他们自己的更为一般的观点。

这个年龄的儿童也获得了采纳他人观点的能力（用米德的话来说）以及从他人眼中看待他们自己的能力。社会比较过程也变得更有影响力。儿童对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并从中得出和自我有关的结论（“吉姆比我更不会解决问题，所以我比他聪明”）。在6岁以前，社会比较被认为对儿童评估自己并没有太大的作用（Ruble，1983）。

青春期（12～18岁）

青春期带来了自我理解的另一种转变。青少年用着重于他们所知觉到的内部情绪和心理特点的抽象特征来定义自己。例如，一个青少年很可能会说他很忧郁或不可靠。这样的评价反映了自我定义时更为复杂和更具分析性的取向，也体现了个体更不为人知的一面。

表4.2对自我描述的这些发展趋势进行了归纳。它也将这些阶段和威廉·詹姆斯（1890）（参见第2章）提出的经验自我三成分理论进行了比较。在儿童早期，儿童着重于物质自我（物理特性，所有物）；到了儿童中期，他们开始关注社会自我（他们运用社会比较信息，并且强调他们的人际特征）；青春期的儿童则开始关注精神自我（个体所知觉到的内部心理特性）。

表4.2　自我描述的发展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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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的自我发展

自我在婴儿期和儿童早期的发展速度最快，但人们对他们自身的看法却始终都在发生变化。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将开阔我们的视野，从终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自我发展。

自我评价的发展过程

我们将首先来看看与年龄有关的自我评价的变化。在第3章中，我们指出大多数人用非常有利的词汇来评价他们自己。一些研究已经对这种“积极性偏见”是否同样存在于人生的各个阶段进行了考察。

鲁布尔等人（Ruble，Eisenberg，& Higgins，1994）所做的调查使这个问题变得容易理解。这些调查测试了三个年龄段的儿童：5～6岁，7～8岁，9～10岁。大约半数的孩子在实验任务中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另一半的孩子观察其他孩子（年龄、性别都相同）成功或失败。然后让孩子对他们自己（或其他孩子）的能力进行评分。

所有三个水平的孩子对自己能力的评价都要高于对其他孩子的评价。而且，这种趋势在失败条件下尤其明显，这使得鲁布尔和她的同事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孩子高度积极的自我评价是受使自尊感最大化的愿望的驱使。

鲁布尔等人也发现，对自己评价最高的是年幼的儿童（5～6岁），9～10岁的儿童对自己评价最低，这是一个普遍的模式。根据大量的研究结果（Demo，1992；Eccles，Wigfield，Harold，& Blumenfeld，1993；Marsh，1989；Stipek，1984）所得出的曲线如图4.1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年幼儿童（3～8岁）对自己评价最高。9～10岁儿童对自我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但和他们对别人的评价比起来还不算低。这种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青春前期，一直到他们从小学进入初中。但到了15岁这种状况开始发生逆转。从那时起一直到成年早期，他们的自我评价都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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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自我评价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自我评价分数范围是1～7，7表示自我评价最高。数据显示儿童期自我评价普遍偏高，在青春前期略有下降，而青春后期和成年早期又恢复上升趋势。

青少年

处于青春前期的个体自我评价下降的事实与这个时期是生命中的一个困难时期这一概念是一致的。这些困难被认为是由青春期所带来的许多变化造成的。它们包括身体变化（如月经来潮）、认知变化（形式运算思维的出现）和社会变化（社会期望的转变和友谊模式的变化）。

青春期同一性危机

艾里克森（1963，1968）用“同一性危机”来描绘这些能影响青少年看法和情感的变化。他指出，伴随青春期而来的许多变化都是突然性和暂时性的，并不会一直存在。这会造成自我概念的混乱和不稳定。青少年必须在青春期前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之间寻找连接点。他们还要把他们关于自己（包括新的社会角色和责任）的各种想法结合到统一的自我概念当中去。换言之，正如他们在婴儿期时所做的那样，青少年必须形成稳定和统一的自我观念。

为了体验到全体（wholeness），年轻的个体必须在儿童期的他和将来的他之间，以及他所知觉到的自己和他人所知觉到的与所期望的他之间体验到逐步前进的连续性。（Erikson，1968，p.87）然后，［同一］感就是一种自然增长的自信，因为［当前］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与过去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是匹配的。（Erikson，1963，p.261）

艾里克森相信，当青少年在三个主要的领域做出承诺，那么这些问题就得到了解决：（1）职业（也就是，选择一个职业）；（2）意识形态（也就是，建立一种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一般性的世界观）；（3）性取向（也就是，确定他们的性取向和产生与年龄相一致的性角色行为）。

在历史上，这些承诺并不难做（Baumeister & Tice，1986）。在工业革命以前，青少年为家庭农场工作或当学徒从而承担起家庭的职责。他们也会信奉父母所信奉的宗教或政治信仰，而且，由父母来决定他们的终身大事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今天情况则大不相同。至少在现今的西方社会，青少年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职业、意识形态和结婚对象。这种自由明显是具有先进意义的，但它也并不意味着不会付出代价。今天，青少年必须决定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导致了艾里克森所描述的同一性危机的出现（Baumeister & Tice，1986）。

拥有形成同一性的自由（和责任）表明青少年在做出他们的同一性承诺上会存在差异。马西娅（Marcia，1966）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区分出大学生同一性承诺的四种水平。如表4.3所示，成功地经受住了同一性危机，做出职业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以及性取向上的承诺的个体被认为处于同一性获得阶段。也就是说，这些个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后终于“找到了他们自己”。那些正积极解决他们的危机但还没有成功地解决的个体被认为处于同一性延缓阶段。陷入同一性危机中而且没有获得任何进步的个体被认为处于同一性迷失阶段。最后，在没有同一性危机的情况下做出同一性承诺的个体被认为处于过早闭合阶段。很典型的，这些个体接受了他们父母的承诺而没有尝试为他们自己规定这些承诺。正如我们所能预计的，在大学阶段存在一个发展性的转变，即与新生相比，高年级学生中同一性获得者的人数更多（Waterman，1982）。

表4.3　大学生同一性承诺的四种水平

[image: 165-01]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Marcia, 1966,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 551-558. Copyright 1966.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青春期的自我意识

除了要经历一段时期的同一性混乱，青少年也会经历一个自我意识不断增长的阶段。这种提升的自我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个表现为对自我的关注，可以概括为艾里克森所强调的灵魂搜寻。第二个表现为过度关注个体在他人心中的形象。他们认为有人在仔细地观察他们，谈论他们，并且评价他们（Elkind，1967）。这些感觉在青少年早期尤其敏感（Rosenberg，1979），当他们做出同一性承诺时强度开始减弱（Adams，Abraham，& Markstrom，1987；Ryan & Kuczkowski，1994）。

青春期自我评价的性别差异

另一个被关注的问题是青少年对他们自身的看法和感受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一个被广泛引用的研究发现，刚刚进入高中的白人女生的自尊有一个急速下降趋势（Simmons，Blyth，Van Cleave，& Bush，1979）。而后续的研究没能得到相同的结果（Hirsch & Rapkin，1987）。因而，尽管在青春期早期，与自我有关的感受呈现一个普遍的下降趋势（参见图4.1），但这种下降趋势与性别（或种族）无关。

然而，当青少年对自己特定的品质进行评价时，性别差异就表现了出来（Marsh，1989）。在有一些特征（如数学能力）上，男生对自己的评价要比女生更为积极；在另一些特征（如语言能力）上，女生的评价就要高于男生的自我评价。这些差异服从文化的刻板印象，可能仅在西方社会中存在。

身体的成熟对男孩和女孩的自我评价也有不同的影响。对男孩而言，男性性征的出现与对于个体身体的更为积极的观点相联系；对女孩而言，情况却恰恰相反，身体的变化给她们带来的是消极的影响（Buchanan，Eccles，& Becker，1992）。同样，这些差异也许与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

青春期总是带来压力吗？

青春期显然是生命中心理变化非常丰富的一个时期。身体、认知以及社会的巨大变化可能具有许多消极的后果，如未成年少女的高怀孕率、滥用酒精和药物、高风险行为所导致的事故，以及自杀率（Quadrel，Fischhoff & Davis，1993）。遗憾的是，在我们跨入21世纪时，这些问题却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Garland & Zigler，1993）。

是否青春期总是带来压力？回答应该是“不”。尽管许多青少年面临艾里克森和其他心理学家所提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可能体验到自我概念的暂时性失调，但这些变化很少是极端的或长期的。而且，这个时期也会出现许多积极的变化，包括与同伴群体联系更紧密，对自由和控制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出于这些原因，多数青少年并没有体验到术语“同一性危机”所指的苦闷和混乱。

多数青少年成功地度过了这个阶段，他们没有出现任何心理和情绪上的问题，并且形成了积极的个人同一感，在成功地形成了良好的同伴关系的同时与家庭的联系也更为紧密。（Petersen et al.，1993）

成年期的自我概念

时光从我身边飞逝，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我比过去的我更老，比将来的我更年轻，那并不稀奇。

不，这不奇怪，经过不断变化的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原来那个人。

经过变化，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原来那个人。

——保罗·西蒙，“拳击手”（The Boxer）

尽管与出现诸多变化的青春期比起来，成年期要显得平静得多，但这个时期也要发生许多重要的转变。人们成家、立业、生子、到新的地方开始生活等等。除了这许多变化，成年人的人格是相当稳定的（McCrae & Costa，1994）。不管我们是从平均水平（年长者是否比中年人更尽责？）看，还是从不同水平（一个人在中年时责任心强还是老年时责任心强？）看，结论是相同的：30岁以后人格特征就不怎么改变了。这种稳定性也标志着人们对自我看法的稳定。成年早期的自我评价与许多年以后的自我评价有着高度的一致性（Mortimer，Finch，& Kumka，1982）。当然，同一性可能会增加或丢失，但对自我的看法是稳定的。

一些理论家（如Cohler，1982；Filipp & Klauer，1986；Gergen & Gergen，1983）认为这种稳定性来自建设性的过程，个体通过对个体生活事件的一致性叙述来创造稳定性。这种方式强调个体不是他们生活的被动的旁观者，他们是积极的历史创造者。他们以能使他们保持一种强烈的连续性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过去（McAdams，1996）。用这种方式来看待经验使得人们能够知觉到连续性，詹姆斯（1890）认为这种连续性对于同一性的保持是非常关键的。

这些解释过程一直延续到成年后期。尽管年龄的增长往往会带来许多变化，包括视觉、听觉以及运动机能的退化，却很少有证据表明人们对自我的看法到了晚年会有所变化（Brandtstadter & Greve，1994）。也没有研究证明老人是孤独的、压抑的和满怀绝望的。除了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人们对自我的感觉以及所知觉到的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同样，这是因为人们并不是消极地在环境中生活，他们在积极地改变环境，他们会调整他们的目标。年龄也会带来积极的变化（Carstensen & Freund，1994；Cross & Markus，1991）。青春期也是如此，这个阶段的多数人不会因此而充满焦虑。

老化过程包含了大量的变化和中断，这对个人的自我构建是一个挑战……正如许多成人发展和成熟领域的研究者所做的那样，这样的体验被认为是自尊问题，幸福感降低，以及容易感到压抑。但除了它们表面上的理论一致性，这些假设得到了很少的经验性支持。相反，最近的研究结果开始支持上了年纪的自我有着无与伦比的稳定性、达观和智慧这一论点。（Brandtstadter & Greve，1994，p.71）


总结

在这一章，我们对自我的发展做了描述。我们首先从引领这一领域研究的三种理论开始。它们是（1）米德（1934）的符号交互理论；（2）皮亚杰（1952）的认知发展理论；（3）艾里克森（1963）的心理社会性发展八阶段论。

然后我们考察了自我意识的起源。通过把自我识别作为自我意识的指标，研究已经发现（1）自我意识不是人类所独有的；（2）在出生的第一年，婴儿就具有自我意识。运用其他方法来评价自我意识（如模仿）的研究表明，即便是新生儿也拥有尚未发展的自我图式。

接着，我们讨论了人们对自身的看法是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的。自我描述显示出个体因为不断提高的普遍性而发生的转变。年幼的儿童用非常具体的词汇来描述他们自己；到了儿童中期，儿童的自我描述变得更具有社会取向；青少年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内部（心理）特征上。

最后，我们考察了终身的自我发展。我们指出，用积极术语描述自我的趋势在青少年早期略有下降，但在成年早期有所反弹。我们也指出，尽管青春期是一个自我会发生许多变化的时期，但多数个体因为拥有强有力的同一感而经受住了这些变化。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老化过程。大多数人在变老时仍然保持着积极的自我观念。


	米德提出，自我的发展与个体和社会的交互作用存在紧密联系。个体作为非社会存在而来到这个世界，但在其生长的文化里，他开始采纳其中的标准和规范。米德认为，他们这样做，从而使自我得以发展，也获得了通过他人眼睛看到自己的能力。两种行为——用符号进行沟通的需要，和游戏——加速了这种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首先，这些活动引导个体采纳特定他人针对自我的观点；然后，个体开始采用普遍的，抽象的观点。当这种观点采择程序完成后，自我就完全形成了，个体也完全地社会化了。

	皮亚杰的发展模型假定个体的发展要经过一系列的认知阶段。每个阶段有特定的思维模式。各个阶段在抽象推理、观点采择以及问题解决能力上都存在程度上的不同。这些阶段影响了自我理解，因为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自身的看法也日趋复杂。

	艾里克森概括了心理社会性发展八阶段论。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与自我有关的特定的心理需要或冲突。一个阶段冲突的不解决将导致下个阶段的心理问题。

	通过镜像识别任务，研究者发现除了人类以外还有两个物种（黑猩猩和猩猩）能在镜子中认出它们自己。被独立抚养长大的黑猩猩没有表现出镜像识别能力，表明米德所做的自我发展离不开社会交往的论断是正确的。

	婴儿的自我识别开始于能够通过偶然的运动识别出自己。这种能力在9个月大时就出现了。在15个月大的时候，婴儿能够根据非偶然性刺激（如照片）识别出自己，并能通过人脸标记测验。到了21个月大的时候，多数婴儿能够用人称代词来识别自己。

	人类的自我意识在出生时就具备了。婴儿似乎有一种把自己从“非自我”中区分出来的能力，知道他们有能力产生他们想要的结果，并协调他们的运动（表明存在一种原始的身体图式）。这些发现与认为新生儿生来就有为将来的发展做准备的尚未发展的自我感这种观点是一致的。

	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看法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年幼儿童关注他们自己特别具体的，可观察的方面，如他们的身体特征和典型活动。当他们长大时，儿童越来越多地用更为一般的特质和品质来描述他们自己。他们也开始用具有社会意味的词语来描述自己。到了青春期，自我描述变得更加普通和抽象，更多地强调潜在的心理特征（如感受、动机），而不是可观察到的物理特征。

	自我评价也表现出了发展性的模式。年幼儿童对自己的评价非常积极。到了青春期早期，这种趋势略有下降，因为儿童面临由小学向初中的转变。当青少年进入高中时，自我评价又开始上升，并且在整个成年期都保持积极的态度。

	青春期是一个自我发展的关键期。艾里克·艾里克森用“同一性危机”来描述这个时期想要（重新）定义自己的青少年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所有青少年都会在这个人生阶段遇到困难，多数人并未受太大影响。

	在成年期，人们关于自身的看法相当稳定。当人们的生活发生变化时，新的同一性特征出现，但人们会以一种能使他们保持连续感的方式来对这些体验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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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库利和米德是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并且在几乎同时形成了他们各自的理论。然而，米德在生前并没有出版他的著作，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后才由他的学生根据他们的笔记整理出版。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两人曾经是同事，但米德著作的出版时间要比库利晚。

[2]尽管研究者普遍认同皮亚杰所描述的儿童发展阶段说，但关于这些阶段出现的时间还存在分歧。一般而言，皮亚杰的估计可能较为保守，有许多认知变化可能出现得要更早一些（Mandler，1990；Meltzoff，1990）。由于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在这里所呈现的时间框架只是大致的推测，而并不确定。


5
从认知观点看自我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也是美国心理学发生变革的时期。主宰了心理学领域将近半个世纪的行为主义学派正被认知革命所替代。尽管这两个学派在一些核心假设上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基本观点却是不同的。行为主义并不重视内部的心理过程，而认知方法则把心理过程作为研究的关键。

认知心理学主要关注人们加工信息的方式，包括（1）注意过程；（2）解释（我们如何对我们注意到的现象进行解释）；（3）记忆。多年来，心理学家们认为这些操作是数据驱动或者称为自下而上的加工，因为他们假设人们是在积极地记录外部信息。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和理解到的完全取决于外部世界。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信息加工观点。布鲁纳（Bruner，1957）在格式塔知觉原则基础上提出，信息加工不仅仅是数据驱动的过程，它也是理论驱动，自上而下的过程。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记录外部世界的信息，相反，他们积极地构建他们所体验到的世界，而且建构过程取决于先前的知识以及对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期望。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来源于Anderson，1983）。考虑一下下面的句子“The robber ran from the bank”（强盗从银行跑了出来）。即使银行在英文里还有河岸的意思，但你在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必定会把这个词理解为银行。那是因为你预计强盗会从银行里出来，而不是河岸。再想一想下面的句子“The otter ran from the bank”（水獭从河岸跑了出来）。现在你更可能把bank理解为河岸。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你解释句子的方式依赖于你所具有的知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理论驱动（自上而下）的加工。

西摩·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是完全赞同自我研究的这种观点的最早的几个心理学家之一。在他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1973）中，他指出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是他们用来加工信息的知识的一种形式。为了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爱泼斯坦将自我认识与一个理论进行了比较（也可以参见Kelly，1963；Sarbin，1952）。人们所形成的自我概念以及解释他们经验的方式与科学家组织理论、解释数据的过程很相似。

我认为自我概念就是自我理论。个体无意中把自己构建为一个能够体验，具有机能的个体就是一个理论……与大多数理论一样，自我理论是为实现某个目的而存在的概念工具。［一个目的］就是以一种能够被有效处理的方式来组织经验数据。（Epstein，1973，p.407）

与马库斯等人（Markus，Rogers，Kuiper，& Kirker，1977）一起，爱泼斯坦的信息加工方法开创了自我研究的转折点。与只考虑人们为什么这样看待自己不同，研究者开始探索人们对自身的看法如何影响他们对事件和经验的解释。这种转变代表了过去30多年来自我心理学领域的重大发展（Markus & Wurf，1987）。特别是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者普遍开始把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了与自我有关的过程的研究中。

本章的目的是让你熟悉这种研究方法。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自我认识的认知表征。人们对于自身有着诸多看法，而这些看法并非出自偶然。它们之间在一个有组织的结构中是相互联系的。本章的第一节我们就要对这个组织结构进行考察。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自我认识是以何种方式起作用的。在任何时候，你的自我认识中只有一部分在活动并引导你的行为。这种激活受什么控制？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个或另一个自我观念被意识到？这些就是我们在本章的第二节里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要考虑的第三个问题是与自我有关的信息是如何被加工的。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中只有一部分涉及自我，然而这种信息却是特殊的。例如，它很容易被注意到和被记住。在本章的第三节，我们将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并考察动机和认知过程是如何结合到一起从而影响个人信息加工。


自我认识表征

认知心理学家假设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是一个有组织的认知结构。尽管对于结构的具体形式还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那就是知识的组织是分层次的。一个总的概念位于层次的顶端，更为具体的知识则位于下面的分支。

图5.1的上半部分是对“动物”概念的分析样例。各种动物（如鸟、鱼和哺乳动物）都与这个概念有关。每类动物样例都占据了一个分支，特定的行为和特征使这些物种产生了联系。

[image: 176-01]图5.1　动物与自我的层次知识结构



人们关于自身的看法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呈现出来（Kihlstrom & Cantor，1984）。图5.1的下半部分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层次的顶端是自我。它被分为三个层次：物理特征、自尊、社会特征。每种社会特征下面是各种特征和特质。

尽管并非所有的心理学家都认可图5.1所示的模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意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认为人们对自身的看法是一个复杂而高度有组织的知识结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人们关于自身的知识的日益丰富，这个结构的变化会越来越大。对于该模型的一般含义也存在一种共识（Greenwald & Pratkanis，1984；Linville & Carlston，1994；Markus & Wurf，1984）。例如，就拿自我认识的背景基础而言，我们对自身的看法取决于社会背景（James，1890；Rosenberg & Gara，1985）。个体可能认为他在学校里很聪明，当和朋友在一起时就很随便，当工作时很负责。另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人们关于自身的观点有时是矛盾的。例如，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在学校里很认真，和我们的朋友在一起时很轻松，工作时很勤奋。最后，人们的自我观点往往不局限于一个角色，一种关系，或一个情境。图5.1中的“诚实”就是一个例子。

自我复杂性

由这个结构模型产生了大量重要问题。首先，我们会问“自我概念有多全面？”个体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看待她自己还是以有限的几种方式看待自己？林维尔（Linville，1985，1987）用术语自我复杂性（self-complexity）来指代这种差异。用许多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人被认为具有高自我复杂性，反之则被认为自我复杂性较低。

林维尔利用卡片分类任务来测量自我复杂性。给被试大量的索引卡，每一张卡片上都有一个描述特质或特征的词语（如懒惰、好交际的、反叛的）。然后要求他们对这些词进行分类（根据不同背景或关系）。个体所分的类别越多，并且类别之间重合度越小，个体的自我复杂性得分就越高。

表5.1描述了个体在自我复杂性上的差异。表的上半部分是一个高自我复杂性的例子。这个人以许多不同方式看待自己，而且在他对自己的描述中很少有重合。表的下半部分是一个低自我复杂性的例子。个体只是以有限的几种方式来描述自己，而且各个分类之间存在高度的交叠。

表5.1　高自我复杂性和低自我复杂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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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Linville, 1987,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663-676. Copyright 1987.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林维尔（1985，1987）认为，自我复杂性上的差异会影响人们对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反应。个体的自我表征越不复杂，他对于积极事件或消极事件的反应就越极端。例如，假设你是个诚实的律师，你生活的全部重心都围绕着你的工作。如果你赢了一场官司，你就会感到欣喜若狂，但如果你输了，你就会觉得受到了沉重打击。林维尔认为，这是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依靠。现在假设另外一种情境（如你既是个努力工作的律师、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朋友、一个情意绵绵的爱人、一个充满爱心的家长，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输掉一场官司并不会让你感到深受打击，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缓冲这种打击（也可以参见Dixon & Baumeister，1991；Niedenthal，Setterlund，& Wherry，1992；Steele，1988；Thoits，1983）。

尽管具有多种特性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健康，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复杂的自我概念也可能让我们陷入麻烦当中。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的那样，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拥有所有我们想拥有的东西。

我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必须支持经验自我中的一个，然后放弃其他的。并不是我不想成为是这样一个人：英俊而有钱、穿着入时，是个伟大的运动员，年收入过百万、拥有才智、“女性杀手”，同时也是个哲学家、慈善家、政治家、勇士和非洲探险家，还是个圣人。而是这完全是不可能的。百万富翁的工作恰恰与圣人所做的相反；哲学家和“女性杀手”的特征也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James，1890，pp.309-310）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附加的特性既可能是所希望的，也可能是不希望的。最终，它取决于这些特性是否与其他的相匹配。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会听说角色冲突。例如，我们希望女性成为拿工资的劳动者、妻子、母亲、教育家、运动员、司机、医生等等。而这么多社会特性可能会发生冲突，女性也可能从中感受到摩擦。在有了孩子以后，她们可能会在照顾孩子和在事业上更有竞争力上体会到一种冲突。是否更多就意味着更好取决于这多种特性是否匹配。否则，比起较少的特性来，太多的特性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多纳休等人（Donahue，Robins，Roberts，& John，1993）所做的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些研究者要求大学生描述他们五种社会角色中的每一种（如“作为一名学生、朋友、情人、子/女和工人，你的责任感如何？”）。然后，多纳休等人计算了自我概念的差异系数，从而获得了每种角色上学生自我描述的范围。高自我概念差异总与抑郁，神经质和低自尊相联系。这些发现给林维尔（1985，1987）对自我复杂性的研究设置了一个有趣的挑战，因为那表明多重特征只有在彼此很好地结合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Woolfolk，Novalany，Gara，Allen，& Polino，1995）。

自我概念的确定性和重要性

人们自我认识的确定性是自我概念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对我们所持有的关于自己的某些观点是非常确定的，如我们绝对相信我们善交际。而我们的另一些自我概念则很模棱两可，如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否具有直觉。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确定的自我观念比起不确定的自我观念来要更加稳定，不容易改变（Pelham，1991；Swann & Ely，1984）。也有证据表明，人们的自我观念越确定，他们对自我的感觉越好（Baumgardner，1990；Campbell，1990）。

除了要考虑人们自我观念的确定性，我们也要考虑这些自我观念的重要性。我们的一些自我观念非常重要，而另一些则不那么重要。一般而言，一个特征的重要性随着目标而发生变化。重要的特征往往是那些有助于我们的目标和野心的；而不重要的特征也往往与我们的目标和野心无关（Pelham，1991）。例如，一个专业运动员可能首先想到她的运动能力和竞争能力，但一个艺术家可能主要想到她的自发性和创造性。

人们对于他们的各种社会特性也赋予了不同的重要性（McCall & Simmons，1978；Stryker，1980）。一个人可能主要从工作方面来考虑他自己；而另一个人可能主要从家庭方面来考虑自己。这些差异影响着人们的情感生活。当触及重要的特征时，人们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Brunstein，1993；James，1890；Lavallee & Campbell，1995；Pelham，1991）。

这些差异突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自我认识的特性。并不仅仅是人们对自身的看法是重要的，人们赋予每个特性元素的含义也同样重要（Pelham，1991；Rosenberg，1979）。可以想象，尽管两个人非常不同，但他们仍然可能具有共同的特性。但他们在对这些特性的确定性以及重要性的看法上依然是有差异的。

这里有一个关于一首歌的音符和它的旋律之间的类比。如果我们对构成一个旋律的音符进行重新组合，我们就会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曲调——即使它们所使用的音符完全相同。这个思想来源于格式塔的知觉原则，它指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运用到自我概念上时，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为了理解个人的自我概念，我们需要了解的比个体对她自己的了解更多。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些概念是如何相关联和被组织起来的，以及它们对于个体具有何种意义。

自我图式

马库斯（Markus，1977）相信，自我概念非常重要，与自我图式（self-schemas）[1]一样，具有确定性功能。图式是一种假设的知识结构，它被用来指导信息的加工。人们拥有关于许多不同事物的图式，如其他人、社会群体、社会事件和客观物体（Fiske & Taylor，1991）。这些图式会影响我们所注意到的信息、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所获取的信息，以及我们所记得的东西。

自我图式具有类似的作用。在最初的一个例子中，马库斯（1977）首先根据人们所知觉到的独立性来确定他们的图式。这些人认为他们非常独立或非常具有依赖性，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特性非常重要。另一些人根据这一维度被认为是与图式不一致的（aschematic）。这些人不认为他们非常独立或不独立，他们也不认为这种特质很重要。

在实验的第二部分，呈现给被试一个与独立有关的列表，要求他们指出其中的词是否是对他们的贴切描述（如你有多固执？你有多顺从？）。结果图式被试做出判断所用的时间比非图式被试要短，表明图式使人们得以更加轻松地加工有关独立性特征的信息（也可以参见Bargh，1982）。另外也有发现表明，与非图式被试相比，图式被试能够记得他们生活中更多与独立性有关的例子，并对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未来行为做出更加自信的预测。

自我图式也能影响我们加工社会信息。具有某一特征的图式的人更倾向于接受能进一步支持他们的自我观念的信息，而排斥与他们看法不一致的信息（Markus，1977；Swann，1990）。例如，如果你确信你很优雅，那么你会很快地接受认为你很灵巧的反馈，但会仔细考察或忽略认为你很笨拙的反馈。

我们对他人的知觉也受自我图式的影响（Fong & Markus，1982；Markus & Smith，1981）。例如，具有自我图式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的体重能迅速注意到别人的体重，并对他们在这一维度上进行分类（也就是，对他们的胖瘦做出判断）。这种趋势反映在一个更普遍的倾向中，那就是在对他人进行判断时以自我作为参照点。我们对一种特质看得越重，那么我们在知觉他人时越容易使用这种特质作为标准（Dunning & Hayes，1996；Lewicki，1983，1984；Prentice，1990；Shrauger & Patterson，1976）。

最后，自我图式还影响行为。与没有自我图式的人相比，具有自我图式的人在特定领域中所表现出的行为与该领域更为一致（Bem & Allen，1974；Markus，1983）。例如，与在独立性上缺乏图式的人相比，具有独立性图式的人在各种情境下更容易表现出独立行为。即使是在这两类人都认为自己很独立时，结果依然如此。关键的区别在于，在这个特质上有图式的人对他们的这种特质非常确信，并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我定义。这些特征对图式个体所表现出的更强的行为一致性做了解释。


自我认识的激活

个体通过许多方式来看待他们自己，但只有部分方式能在任何时候起作用。在某一时刻认为自己理想主义和感性的人可能在另一个时刻认为自己缺乏自信和优柔寡断。在这一节，我们将来看一看激活我们各种自我概念的因素。

我们以图5.2所示的模型为线索进行讨论。模型的中间是一个叫做“当前的自我表征”的方框。我们将用这个术语来指代在特定时刻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其他的理论家已经把这些瞬间的自我表征称为“现象自我”（the phenomenal self）（Jones & Gerard，1967），“自发的自我概念”（McGuire & McGuire，1981，1988），“自我识别”（Schlenker & Weigold，1989），或“工作自我概念”的某些方面（Markus & Kunda，1986）。

图5.2显示了影响个体当前自我表征的个人的和情境的因素，而这些自我表征影响着信息加工、情绪和行为。连接两个最先出现的变量（也就是，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的曲线表明，这些变量是相互关联的。在当前的背景中，这意味着个人变量与情境因素一起影响着当前的自我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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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影响人们当前对他们自己看法的各种因素的图式表征，以及这些想法对心理其他方面的影响。

影响自我认识激活的个人因素

自我概念/自尊

影响自我表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们通常看待他们自己的方式。例如，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一直都认为自己很聪明的个体比一直都不认为自己聪明的个体更倾向于认为自己聪明。在特质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些自我图式更容易被提取（Markus & Kunda，1986；也可以参见Higgins & King，1981）。

自尊也会影响人们的自我概念。在任何时候，与低自尊的人相比，高自尊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积极的词汇来形容他们自己（Brown & Mankowski，1993）。

心境

心境也会对自我观念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产生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有喜欢自己和不喜欢自己的地方。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想起我们的优点；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则更容易想起我们身上消极的方面（Brown & Taylor，1986；Sedikides，1995；Teasdale & Fogarty，1979；Teasdale，Taylor，& Fogarty，1980）。

对低自尊的人而言，心境和自我概念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Brown和Mankowski（1993）让学生在八周内每天记录下他们的心境，并完成一份自我评价问卷（也就是，“你有多聪明？”“你有多吸引人？”）。大体说来，忧郁的人对自己的评价更消极。低自尊的人也是如此，这表明心境尤其会影响低自尊个体的自我概念（Smith & Petty，1995）。

目标

人们可以有意地激活自我观念。通常，我们会对某种情境进行调查，弄清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激活一个恰当的自我意象（Schlenker & Weigold，1988；Snyder，1979）。例如，当参加一个重要工作面试时，人们往往会努力使对方感觉到自己是个勤勉的，有能力的以及负责的人。积极地补充这些自我表象是帮助人们突出这些品质的一个因素（Feltz & Landers，1983）。

希望对自己感觉良好的愿望是另一个影响自我概念激活的目标。孔达和萨尼提奥索（Kunda & Sanitioso，1989）的研究对这一点进行了描述。孔达和萨尼提奥索要求被试读另一个学生的故事，这个学生要么是个好学生，要么是个坏学生。进而告诉被试这个学生外向或内向。随后，被试对他们自己的内向或外向性水平做出评价。

孔达和萨尼提奥索假设人们想要相信他们拥有与成功有关的品质，而没有与失败有关的特征。因而，他们预测，当外向与学业成功相联系时，被试更多地会认为他们是外向的。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预测。当他们相信外向将意味着通向成功时，他们更多地把自己描述为好交际的，而当被试相信内向与成功有关时，他们更多地把自己描述为害羞和缄默的。后续的研究（Sanitioso，Kunda，& Fong，1990）揭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那是因为被试选择性地对他们在内向或外向条件下的行为记忆进行了搜索。与其他的一些发现（如Gump & Kulik，1995；Kunda，1990）一起，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希望对自己感觉良好的愿望影响了我们在任何时候对特定自我概念的激活。

物理因素

物理因素也会对人们的自我概念产生影响。例如，对抑郁的神经基础的研究发现，大脑中特定的化学失衡也能引发积极和消极的自我概念。其他的物理因素，如饥饿、失眠以及荷尔蒙变化也会改变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药物也能产生类似的作用。锂、百忧解（Prozac，氟苯氧丙胺，用于减缓抑郁、焦虑的药），以及其他的药物会改变人们对自身的看法（Kramer，1993）。一些作用是通过情绪产生的（药物改变了情绪，情绪影响了自我评价），但某些作用是直接产生的（大脑化学物质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自我评价）。

影响自我认识激活的情境因素

不仅仅只有个人因素才能影响人们的自我概念。情境因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有许多这样的因素来自社会环境。

社会角色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现在所扮演的社会角色（Roberts & Donahue，1994）。例如，比起我指导我儿子的棒球队来，我在教书时更倾向于把自己看做一个教授。社会角色也影响了我们的个人特性。比起你外出约会来，你在图书馆学习时更可能认为你自己学习很认真。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指出过），“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身处何方以及我们在和谁接触。

社会背景和自我描述

如果你曾经参加过一个除你以外没有人盛装打扮的会议，那么你可能会敏锐地注意到你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麦圭尔等人（McGuire & McGuire，1981，1988）认为像这样的场合会影响人们的自我概念，从而使个体能够以从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的方式看待自己（也可以参见Nelson & Miller，1995）。

麦圭尔等人（1981，1988）用开放性问卷对被试的想法进行了检验。他们要求被试用任何语言来描述他们自己，然后研究者根据大量的维度对这些描述进行编码。最后，研究者在个人的社会环境中对每种描述的独特性进行了考察。

结果证实了麦圭尔的独特性假设。在一个针对学龄儿童的研究中，非常高或非常矮的孩子中有27%的人都自发性地注意到了他们的身高，但在中等高度的孩子中只有17%的人注意到了身高。在体重、发色和出生地点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特征的独特性越强，孩子越有可能用这种特征来描述自己。

独特性也对群体特性的显著性产生了影响。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Turner，Hogg，Oakes，Reicher，& Wetherell，1987）提出，人们是根据他们所属的各个社会群体（如美洲人、新教徒或卡车司机）还是根据他们的多种个人特性（如野心勃勃、可靠的或好交际的）来看待他们自己部分取决于社会背景。一般而言，在群体间的背景下，群体特性会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比起在得克萨斯的巴黎（与法国巴黎同名的美国城市），一个美国人在法国巴黎时更容易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这是因为到了国外，他的国籍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群体大小是另一个对群体特性显著性产生影响的因素。少数民族由于其人数的相对稀少，因此，与人口众多的群体成员相比，他们的群体特性会显得更为突出。设想一下，在美国，亚洲人比欧洲人少得多。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亚裔美国人自我概念中所具有的种族特性比欧裔美国人要强。这个预测是对麦圭尔的独特性假设的另一个应用。

群体特性的显著性进而也可能取决于群体的地位（Tajfel & Turner，1986）。西蒙和汉密尔顿（Simon & Hamilton，1994）要求被试描述他们对一系列画作的喜欢程度。主流民族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有许多其他的学生和他们的看法相同，而少数民族条件下的被试则被告知很少有学生与他们的看法相同。与之相独立的一个操作是，一半被试被告知他们所在的群体拥有很高的地位，而另一半被告知他们所在群体的地位低下。最后，被试对他们与普通群体成员看法的相似程度进行描述。

该调查结果如图5.3所示。数据显示群体大小（少数民族和主流民族）和群体地位（高和低）交互影响着社会特性的显著性。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只有在他们的民族拥有高地位时，他们才会把他们自己看做是典型的群体成员。当群体地位低下时，少数民族成员通过否认他们与典型群体成员相似来拉开他们自己与他们所在群体之间的距离（Brewer，Manzi，& Shaw，1993；Jackson，Sullivan，Harnish，& Hodge，1996；Simon，Pantaleo，& Mummendey，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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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自我描述作为群体大小和群体地位的函数。数据显示，只有当少数民族拥有高地位时，其成员才会把他们自己看做是典型的群体成员。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imon & Hamilton, 1994,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699-711. Copyright 1994.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社会背景和自我评价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社会背景是如何影响各种特性的显著性的。而社会环境也影响着人们评价自己的方式。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出了对比效应。例如，比起与一群很有吸引力的人在一起来，当我们与一群缺乏吸引力的人在一起时我们总是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很有吸引力。同样，与一个所知甚少的人谈论国家大事更容易使我们认为自己博学多才。这些结果的产生是因为进行了社会比较（参见第3章）。我们把社会环境中的其他人作为比较对象，把我们的特征与他们的进行对比。

莫尔斯和格根（Morse & Gergen，1970）所做的一项调查证明了这种趋势。这些研究者让被试相信他们正在接受一个面试，所申请的职位是研究助理。他们和另一个申请者（同盟者）一起等候。在一种条件下，同盟者的表现无可挑剔；在另一个条件下，同盟者的表现糟糕而散漫。结果，与和表现糟糕的同盟者一起等候的被试相比，和优秀的同盟者一起等候的被试后来所报告的自我感觉更差。

这类对比效应在现实世界里有着重要的价值（Pettigrew，1967；Stouffer et al.，1949）。戴维斯（Davis，1966）考察了学生对自己学业能力的评价是如何与其他同学的能力水平产生关联的。他发现了一个对比效应的证据：实际能力水平保持不变，与低水平学校的学生相比，高水平学校的学生对自己的评价更低（Bachman & O'Malley，1986；Marsh & Parker，1984）。这个发现并不意味着高水平学校的学生认为自己比低水平学校的学生笨，它的意思是，在每一个能力水平上，与低水平学校的学生相比，高水平学校的学生更倾向于不认为自己聪明。

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在自我评价上发现了对比效应。在某些情境下，人们表现出同化效应，也就是，当群体中有人在某些维度上堪称模范时，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会更积极。心理封闭（psychological closeness）是决定出现对比效应还是同化效应的一个因素（Brewer & Weber，1994；Brown，Novick，Lord，& Richards，1992；Pelham & Wachsmuth，1995）。当人们在心理上感到与社会环境的分离时，就会产生对比效应，反之出现同化效应。

布朗等人（Brown et al.，1992）利用一个有关印象信息加工的研究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检验。在实验的第一部分，呈现给女被试一张女性照片。对某些被试而言，照片上的女人非常有吸引力，而对其他的被试而言，她的吸引力程度相对较低。为了在被试心中建立起心理封闭，主试引导一些被试相信她们与照片上女人的生日是同一天，而其他的被试（控制组）则没有被告知这一信息。

布朗等人推断，相同的生日会使被试感到与照片中的女人产生了心理上的联系（Cialdini & De Nicholas，1989；Finch & Cialdini，1989），而这种感觉会使被试对这个女人产生同化。图5.4所显示的数据与这一预测一致。在控制组里发现了对比效应：认为照片中的女人很有吸引力的被试对自己的评价要低于认为照片不那么吸引人的被试。而在共同生日条件下，认为照片吸引人的被试对自己的评价比认为照片不吸引人的被试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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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与他人的接近性以及他人的吸引力对自我评价（吸引力维度）的影响。数据显示，控制组表现出了对比效应，而相同生日组表现出了同化效应。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rown, Novick, Lord, & Richards, 1992,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717-727. Copyright 1992.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图5.4所示的数据表明，当人们在心理上感到与他人接近时，他们会对这个人的特征产生同化。布鲁尔和韦伯（Brewer & Weber，1994）在对群体过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报告了关于这一效应的其他证据。他们发现，当一个相关的群体特性是突出的时，人们就会表现出同化效应，而如果显著的是个人特性时，就会表现出对比效应（也可以参见McFarland & Buehler，1995）。例如，假设你是某个群体中的一员，而你所在群体的特性是非常突出的。当另一个群体成员做了件好事，那么你可以分享这个人的成就，这就是同化效应，因为你和他属于同一群体，所以你感到和这个人有着某种联系，因而你能够共享这个人所获得的荣誉。再设想一下，如果你的群体特性不那么突出，因而你把注意力放在寻找与群体中其他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上。那么他人的成功将会削弱你自身的成就感。

重要的其他人和自我评价

对自己与他人做比较并不是影响自我概念的惟一方式。想象我们如何出现在他人面前也能影响我们的自我概念。例如，设想一个一身最时尚打扮的少年。如果他关注他朋友对他的看法，他可能会感到“酷”。如果他关注他父母对他的看法，他可能会感到“愚蠢”。

鲍德温和他的同事（Baldwin，1994；Baldwin，Carrel，& Lopez，1990）用实验证明了这个效应。在一个研究（Baldwin et al.，1990）中，研究者要求毕业生在看到（低于有意注意水平）指导老师不赞许的表情或同学赞许的表情以后对他们的研究理念做出评价。结果，与看到赞许表情的学生相比，看到不赞许表情的学生对自己的研究理念评价更低。后续的研究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结果（Baldwin，1994），同时发现，“内部听众”显著性的变化也能影响人们的自我评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鲍德温所做研究中的被试并没有有意识地注意到他们是否看见了赞许或不赞许的表情。这表明即使是随意刺激（我们没有加以注意的刺激）也能激活特定的自我观念（Bargh，1982；Higgins，1987；Strauman & Higgins，1987）。例如，一个你偶尔瞟了一眼的人可能会让你想起你的父亲。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可能开始通过他的眼睛甚至是从他的角度来看待你自己（Andersen & Baum，1994）。

近期事件

近期发生的事件也能影响特定的自我观念。一个在跑步中摔倒的人可能会在那时认为自己很笨拙。同样，一次考试失败也许会让个体产生无能的感觉。它可能会以失败的直接后果出现，或通过情绪表达出来：失败导致了坏情绪；坏情绪导致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这个特点证实了在个人和情境因素之间存在着关联（在图5.2中表现为哪一个箭头）。

近期事件影响自我表征的方式通常取决于人格变量。我和我的学生已经检验了自尊（一个人格变量）如何与成败（近期事件）产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人们的自我。我们已经发现，失败尤其会使低自尊的人消极地看待他们自己（Brow & Dutton，1995b；Brown & Smart，1991）。

在高自尊人群中没有发现这个效应。事实上，他们的反应往往与此相反。在某些条件下，高自尊的人在经历失败后对自己的评价会更积极些，尤其在与其智力无关的特性上。例如，在智力测验上的成绩不佳时，高自尊的人会认为自己的社会能力很强（Baumeister，1982；Brown & Smart，1991）。这表明高自尊的人会积极地利用他们的正面形象来弥补失败引起的消极影响（Greenberg & Pyszczynski，1985；Steele，1988）。在第8章中，我们将对这种补偿性的自我增强效应进行详细讨论。

最后，人们对于先前事件的记忆也能影响他们的自我概念（Kunda，1990；Salancik & Conway，1975）。法齐奥等人（Fazio，Effrein，& Falender，1981）询问被试一系列有关内向或外向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内容进行处理，主试引导一半被试着重关注他们产生外向行为的次数，而引导另一半被试把注意力放在他们所产生的内向行为的次数上。结果，前者比后者更多地认为自己的社会性较强。

然而，这个实验并没有就此停止。在被试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性做出评价后，他们被要求在另一个房间里等候，直到实验者准备好实验的第二部分。另一个人也坐在这个房间里，而其余的椅子则被靠墙堆放着。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因变量，那就是测量被试将会把他的椅子放在离屋子里这个人多远处。研究者所做的预测是，在第一部分实验中被诱导认为自己是外向的被试会比认为自己内向的被试更靠近那个人。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预测。

法齐奥等人（Fazio et al.，1981）所做的研究指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它证明了（1）对先前时间的选择性记忆可以暂时性地激活自我表征；（2）一旦这些自我表征被激活，那么它们将支配我们的行为。

自我概念的稳定性与可塑性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是会变化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回顾的一些研究看起来好像这些观点可以被很容易地改变。人们对自己的看法真的如此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吗？或者人们的自我概念实际上要稳定和持久得多？

尽管一些理论家认为对自我而言不存在核心的和稳定的行为模式（如Gergen，1982），但大多数的证据都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正如在第4章中指出的那样，到了30岁以后，人们的自我概念已经相当稳定了（McCrae & Costa，1994；Mortimer，Finch，& Kumka，1982）。另一个事实是，多年来，理论家们都在与来访者的自我观念做斗争（他们试图改变来访者的自我概念），但成功者屈指可数。那么究竟为什么在实验背景中，研究者却似乎能够很容易地改变被试的自我概念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激活自我概念和改变自我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所回顾的一些研究是关于在特定时刻，激活个体的某个自我概念的因素有哪些。这里的证据很清楚，而且很直接：有大量的因素（如社会背景）在影响我们的多个自我观念的显著性或可接近性。

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改变自我概念——更具有争议。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是否能被很容易地改变。我们能让一个认为自己很有吸引力的人突然认为自己很不漂亮吗？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已经证明的变化并不会很大。例如，认为自己沉默寡言和害羞的人不会突然认为自己爱交际。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在我们所回顾的多数调查中，被试都是大学生。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关于自身的看法在这个年龄段还没有定型（Sears，1986）。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了自我概念可以被容易地改变。而且，被试可能非常不确定他们的自我概念正在被修正。孔达等人（Kunda，Fong，Sanitioso，& Reber，1993）发现，对于对自己内向还是外向非常确定的被试而言，法齐奥等人（1981）所使用的问题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自我概念（也可以参见Swann & Ely，1984）。

最后，实验的两个阶段把人们从他们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分离了出来（Swann，1984）。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往往会选择他们的社会比较目标，并决定从谁那里获得反馈评价。这些选择在决定这些过程的结果上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自由度。人们也以最平常的方式构建他们的社会环境。例如，他们选择进入社会环境，而这些选择常常受他们对自己看法的影响（Niedenthal，Cantor，& Kihlstrom，1985；Snyder，1979）。例如，认为自己很有竞争性的人会选择采用竞争性的行为。反过来，这些情境激活了她关于自己具有竞争性的观念。人们也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从而使他们的自我概念得以保持（Swann，1990；Swann & Hill，1982）。社会生活的这些方面使得人们的自我概念得以保持稳定。

那么，从我们先前所回顾的研究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最合理的结论是，尽管人们对自己的观念可能改变，但通常不会改变。建设性过程和人们构建他们生活的方式促进了现实世界的稳定性。事实上，实验者用来证明变化发生的实验确保了人们的自我概念不会不时地发生变化。


加工与自我有关的信息

许多人有过以下的体验：你正在一个聚会上和人交谈时，你从嘈杂的房间里听到有人提及你的名字。这种现象被称为“鸡尾酒会效应”，表明人们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非常敏感。他们能很快地注意到这样的信息并对之进行有效而有深度的加工。在这一节，我们将对一些有关人们如何加工与自我有关的信息的研究展开讨论。

对与自我有关的材料的记忆

自我现象和记忆现象仅仅是同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作为心理学家，我们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出发对其进行研究，并且提及另一个。（James Mill，1829）

自我和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2章，我们指出，洛克和休谟认为记忆为我们的个人特性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詹姆斯（1890）同意这一说法，并认为我们的特性取决于我们所记得的成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临床证据支持了这些假设，那些证据认为，失忆和同一性混乱往往是同时出现的（Jacoby & Witherspoon，1982）。

认为自我和记忆有关联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对相对值得记忆的个人的东西与非个人材料的研究。这个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学校教师很早就知道的事实：当人们在他们想要学习的材料和他们自己的经验之间建立联系时，这些材料就容易记忆。在一个较早的调查中，巴特莱特（Bartlett，1932，引自Keenan & Baillet，1980）发现，当一张脸或故事的一个细节让人想起他们自己时，他们就能很好地进行识记。研究也显示，自己产生（self-generated）的材料非常容易记忆。在群体条件下，比起他人的举动，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举动表现出了更好的记忆力（Ross & Sicoly，1979），对他们自己说过的话比对别人说的话有更好的记忆（Greenwald，1981）。

自我参照效应

研究与自我有关信息记忆的最富有价值的尝试之一是罗杰斯等人（Rogers，Kuiper，& Kirker，1977）所做的研究。这些研究者运用了一项深度加工任务（Craik & Tulving，1975），在这项任务中，被试被要求回答四个与一系列目标词有关的问题之一。这些词中的一些是对与自我相关信息的判断（如能用诚实来描述你吗？），一些词是根据它们的语义特性来进行判断（如和蔼和友善具有同样的含义吗？），一些词是根据它们的语音特性来进行判断（如害羞［shy］和天空［sky］是否押韵？），一些词是根据它们的结构特性来进行判断（如单词粗鲁［rude］是由小写字母拼写的吗？）。在对这些词做出判断后，被试被出其不意地要求尽量多地回忆起他们所记得的单词。

图5.5显示被试回忆与自我有关的单词最多，表明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对记忆作用最大。大量的研究后来都重复得到了这种“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Greenwald & Banaji，1989；Klein & Kihlstrom，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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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被试对四类单词的识记情况。数据显示与其他类型的单词相比，被试对与自我有关的单词的记忆最好。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Rogers, Kuiper, & Kirker, 1977,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677-688. Copyright 1977.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为了解释这些发现，罗杰斯等人（Rogers，Kuiper，& Kirker，1977）提出，自我认识形成了具有专门特性的独特的认知结构（如高度分化与精细）。接下来的研究对这一论断进行了检验。一些研究者考察了是否与他人相关的材料也能产生同样高的回忆率。一般而言，对他人越熟悉，自我参照效应越弱（Bower & Gilligan，1979；Keenan & Baillet，1980）。例如，确定是否一个词描述了“你最好的朋友”所得的回忆率和对与自我有关单词的回忆率不相上下，而对一个比较陌生的人就没有这种效应了。另一个研究检验了这些与自我有关材料的记忆优势只在评价性单词上会出现，如罗杰斯等人（1977）所用的特质形容词。基南和贝利特（Keenan & Baillet，1980）发现，当用非评价性的名词（如你有腿吗？）来代替形容词时，自我参照效应就大大地减弱了。自我参照效应的这些以及其他的局限促使研究者得出以下结论：自我认识并没有呈现出一个独特的认知结构。相反，与自我有关的材料的高回忆率仅仅是因为这些材料得到了高度的组织和精细的加工（Greenwald & Banaji，1989；Klein & Kihlstrom，1986；Klein & Loftus，1988；Symons & Johnson，1997）。

与个人有关记忆的准确性

尽管个体能够很好地记忆与自我有关的材料，但这并不总是事实。设想一下人们对他们自己过去样子的记忆。假设有人告诉你他曾经是个自由主义的、非传统的人，你会很自然地假定他的回忆是有效的吗？罗斯（Ross，1989）所做的研究表明你会谨慎地面对这样的说法。

罗斯（1989）的研究建立在记忆是图式驱动的，（重新）建构过程的证据基础之上。我们对一个事件的记忆不仅仅取决于体验本身，还取决于回忆时占优势的条件。内隐理论或我们搜索记忆时所产生的微妙偏见都能改变我们的记忆（Loftus，1980）。正如乔治·奥威尔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所观察到的那样，“［他］控制着现在，也控制着过去”（Orwell，1949，p.32）。

根据奥威尔的远见，罗斯（1989）提出，当要求人们回忆他们以前对于一个个人特性的立场时，他们往往会首先想到他们当前对于此特性的看法。然后他们会询问自己是否存在任何理由能让他们相信这些特性已经发生了变化。通常，这些理由主要以具有相同文化的理论为中心。这些理论中的一些强调稳定性（如“你没法教一条老狗学会新把戏”）；一些强调变化（如“学无止境”）。人们是否相信他们改变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引用的理论。

康韦和罗斯（Conway & Ross，1984）利用这些思想来理解人们对自我提升计划（self-improvement programs）的评价（如减肥计划、记忆提高计划）。人们往往相信这些计划能带来显著的变化，即便有证据表明这种变化最多是中等水平（Pratkanis，Eskenazi，& Greenwald，1994）。对于这种知觉和现实之间差距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往往错误地回忆他们过去的样子。他们所记得的自己过去的样子比他们过去实际的样子要差，因而相比较而言，他们现在的样子要好得多。

为了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康韦和罗斯（1984）对大学生实施了一项学习技能课程计划。在课程的开始，学生们对评估他们当前学习技能的过程产生了兴趣。然后，这些学生被随机分成两个组：实验组参加为期三周的学习技能课程，控制组不参加此课程。三周后，两组学生（1）评价他们当前的学习技能，（2）回忆他们最初对自己学习技能的评价，（3）让研究者对他们在这个学期余下时间里的成绩进行追踪。

结果显示参加课程的学生相信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即使他们的成绩并不比候选名单中的学生强多少。为了看看是否这种知觉提高是由对过去的修改所引起的，研究者对学生有关他们先前对自己学习技能进行评价的记忆进行了检验。参加课程的学生所回忆起的评价比他们的实际评价要差。由于学生错误地回忆了他们的过去，因此即使他们事实上没有任何进步，但他们也感觉到他们确实进步了（也可以参见Klein & Kunda，1993）。

应对不一致的个人信息

康韦和罗斯（1984）对他们在认知领域的发现做了解释。他们认为被试记错他们的过去是因为他们依赖于强调行为变化的理论而不是依赖于强调行为稳定性的理论。因此，关于这种效应的动机性解释也是可能的。

认知失调理论和努力调整

在第3章我们已经讨论过认知失调理论。正如阿伦森（Aronson，1968，1992）所描述的那样，该理论认为，当人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与他们的自我概念不一致时，他们就会处于一种让他们感到厌恶的不适状态（即术语所说的认知失调）。为了减轻这种不适体验，他们会进行合理化，或为他们的行为寻找借口。

让我们来看看失调理论是如何对康韦和罗斯（1984）所报告的效应进行解释的。被试刚刚在学习提高课程上花了时间。多数人不愿意认为他们所参与的活动是没有任何回报的，认为自己浪费了时间和努力会让他们感觉不好（Aronson & Mills，1959；Axsom，1989；Axsom & Cooper，1985）。为了避免产生这种心理上的不适感，人们会努力通过放大参与活动前自己不良状态的程度而让自己相信他们从这种活动中获得了收益。请注意，比起康韦和罗斯的理论来，这种解释的动机更强。康韦和罗斯假定，人们是因为该理论引导了他们的记忆搜索而碰巧相信他们的能力获得了提高。失调理论则认为，人们是为了让他们在课程中所投入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有目的地对他们的知觉进行了处理。

认知失调理论和态度改变

失调理论也被应用于人们的态度和他们所说的以及所做的不一致的情况。设想你认为有必要对汽水罐进行回收利用，但你却不断地发现自己总是把汽水罐扔进垃圾箱里。这种行为会产生认知失调：也许这种行为与你对自己是个有分寸的和可靠的人的认识相背离。减轻这种失调的一种方式是改变你的态度。在这个例子中，你可以设想回收利用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这样一来，你的行为与态度就一致了。

有很多研究对这类理论对以上所描述的各类情境的预测性进行了检验（Aronson，1992）。大体上，研究表明，人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会为了适应他们的行为而改变他们的态度：（1）当他们发现行为可以自由选择时；（2）当他们发现行为结果对他们自身或他人具有消极影响时（Cooper & Fazio，1984）。

自我肯定理论

斯蒂尔（Steele，1988）的自我肯定理论也关注人们是如何处理行为与自我表象不一致的。该理论假设（1）人们总是用积极的词汇来形容他们自己（如有能力的和有分寸的），（2）当人们发现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自我理想不一致时，他们会感到不适。

到现在为止，该理论与阿伦森（1969，1992）的失调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当它们要对人们是如何降低他们的不适感进行解释时，差异就出现了。失调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希望解决导致他们产生失调感的不一致，从而让自己感觉良好；自我肯定理论则认为，为了降低不适感，所有人都必须做的就是重构一种充足的或得体的感觉。

为了形象描述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让我们回到前面所提到的关于回收利用的例子上。失调理论认为，为了降低失调感，你必须改变你关于回收利用的态度。也就是说，你必须让自己相信，回收利用并不是个好主意。自我肯定理论则认为你所要做的就是提醒你自己你是个好人。例如，你可以告诉自己你是个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一个出色的学生、一个技艺高超的钢琴家，或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尽管这些想法都无法改变你的所作所为与你的信念相背离这一事实，但它们确实提醒了你不是个坏人。

研究者（Steele & Lui，1983）进行了三个实验来检验自我肯定理论。实验者要求被试写一篇主张他们所在大学提高学费的文章。（之前所有的被试都指出他们是反对增加学费的。）写完文章后，自我肯定条件下的被试有机会确认他们身上相关的价值观与特性；其他被试（控制组）则没有这个机会。随后，让所有被试表明他们对增加学费的支持度。结果发现，控制组的被试为了适应他们的行为而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但自我肯定组的被试则没有。与其他一些相关发现一起（Steele，1988），这些发现表明，如果给予人们机会来重建他们积极的自我表象，那么他们就能够容忍不一致。

有动机的信息加工

失调理论和自我肯定理论假设需要和动机影响了个人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一思想的根源在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对精神分析而言，很明显，认知在情感和动机过程中起了很大（如果不是全部）的作用，需要、希望和冲突被包含在对需要被有意识地知觉和加工的信息的分类和选择当中。（Westen，1990，p.43）

尽管这种思想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却很少有探索动机和需要是如何影响个人信息加工的研究（一个例外：Erdelyi，1974）。一种可能性就是，动机在引导人们产生和检验关于事件为什么会发生的假设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Kunda，1990；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7）。

自我服务归因

为了举例说明这种取向，让我们设想一下人们对成败所做的归因。正如第3章中所提到的，相对于消极后果，人们通常更容易接受积极后果。他们把积极的结果归因为自我中稳定的、核心的方面（例如：“我赢了网球比赛是因为我水平更高”），但他们却把消极结果归因为外部因素（如“我输了比赛是因为太阳太刺眼”）或自我中非核心的方面（如“我输了比赛是因为我体力不济”）。

根据动机模型，这种归因模式下潜藏着一种提高自尊感的需要。对人们而言，成功能使他们对自己感觉更好（Bowerman，1978；Heider，1958；Zuckerman，1979）。以下五种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论断：（1）随着结果重要性的增加，自我服务归因也增多（Miller，1976）；（2）自我服务归因受生理唤起影响（Brown & Rogers，1991；Gollwitzer，Earle，& Stephan，1982；Stephan & Gollwitzer，1981）；（3）除了在公共场合外，在私人场合也会产生自我服务归因（Greenbergm Pyszczynski，& Solomon，1982）；（4）即使是在对诚实有很高要求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这种归因（Reiss，Rosenfeld，Melburg，& Tedeschi，1981）；（5）就算个体的操作模式在逻辑上支配其他的方式，还是会产生这种归因（Stevens & Jones，1976）。尽管对于这些发现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Dawes，1976；Miller & Ross，1975；Nisbett & Ross，1981；Ross，1977a，1977b；Tetlock & Levi，1982），但多数研究者都同意动机过程非常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于成败所做的归因（如Fiske & Taylor，1991；Kunda，1990；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7）。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做出因果归因时仅仅是因为“感觉良好”。多数人愿意把自己看做是理性的、深思的以及非常具有逻辑性的人。在做出因果判断时完全忽略逻辑规则会对这种自我意象产生威胁。因而，基于这些理由，可以断定自我提升归因并不是草率和欠考虑的。

相反，自我服务归因更有可能是经过逻辑思维产生的（Anderson & Slusher，1986；Kruglanski，1990；Kunda，1990；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7）。研究者（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7）对这种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们所做模型的假设是，在一个事件发生后，人们就会产生一个似乎合理的归因假设。然后产生用来检验这种假设的推论规则。随后，收集与检验假设有关的数据，对这些数据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最后，对数据进行权衡和整合，做出最后的因果判断。

表5.2是产生自我服务归因的各个步骤。在这个例子当中，一个学生在一次测验中的成绩很差。起初，学生会产生自我服务归因假设（Kunda，1987）。她可能会把她的成绩归因为测验题目模棱两可，而不是自己能力不足。她所用的推论规则可能与其期望服务假设是一致的。也许她会认为，为了检验她的假设，她只需确定是否有其他的同学和她有相同的看法就可以了。在收集与此相关的数据时，她可能更倾向于支持她假设的人群。例如，她可能只会去询问那些和她一样得到低分的同学（Pyszczynski，Greenberg，& LaPrelle，1985）。如果这些学生也认为题目含义模糊，不够清楚，那么她所做的假设看起来就获得了支持。在这个例子中，任何与假设不符的证据都会被忽略，或被认为是无效的或无关的。例如，如果有一个同样得到低分，但不认为题目不清楚的同学时，那么做归因者就会认为这个同学的知觉是不典型的和少有的（如，“他很可能甚至没有看题！”）。通过这种策略，学生能够坚持她自己的信念。

表5.2　对低测验分数所做的自我服务归因的各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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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自我服务评价

其他的研究者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扩展，对类似的自我服务偏见做了解释（Kunda，1990）。例如，相对于消极的与自我有关的信息，人们会倾向于认为与自我有关的积极信息是可靠的。迪托和洛佩斯（Ditto & Lopez，1992）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人们会因为表面的价值而不假思索地接受积极反馈，而对于消极反馈，他们会进行仔细地考虑并试图寻找其他的解释。

为了检验这一思想，迪托和洛佩斯（1992）告诉被试他们需要做一项医学检查，从而使被试怀疑他们的胰腺出了问题。（事实上是假的。）然后让被试自己对自己进行检测，即让他们把自己的唾液涂到一张试纸上，然后把试纸浸入某种溶液中。迪托和洛佩斯发现，误认为自己胰腺有问题的被试（1）花了更长的时间来确定检测结果已经完成；（2）更愿意重复检测；（3）比起得到好的结果的被试来，更倾向于认为检测的准确性低（Croyle，Sun，& Louie，1993；Kunda，1987；Liberman & Chaiken，1992）。这些发现表明，用来证明自我服务性结论的过程是相当具有逻辑性的。（它们也解释了为什么当诊断结果很好时很少有人要求再做检查。）


总结

在这一章，我们考察了自我研究中的认知方法。首先，我们讨论了自我认识在记忆中是如何表征的。我们指出，人们关于自己的看法并非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结构。然后我们讨论了自我概念的几个方面，包括自我复杂性和自我图式。

我们所考虑的下一个问题是自我概念的激活。尽管人们以多种方式来看待自己，但在某一时刻只有一种方式被激活。大量的因素在影响着自我认识的激活，包括个人因素和多种社会因素。

在本章的结尾，我们考虑了个人信息的加工方式。我们发现人们在个人信息上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记忆力，而且，个人信息加工通常带有个人服务偏见。这些偏见的产生是因为动机过程和认知过程。


	认知心理学家相信，信息加工依赖于先前的知识和经验。人们关于自身的看法是影响信息加工的一类知识。

	自我认识在记忆中是有组织的，有可能是一种等级结构。对某些人而言，这种结构是复杂的和完美整合的。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们的结构是简单的和高度分化的。

	自我概念很重要，并且具有像自我图式所具备的确定性功能。自我图式影响了大量的心理过程，包括我们所注意的、所记得的、如何知觉和判断他人，以及我们的行为。

	在任何时候，所能激活的只能是自我认识的一个分支。这种激活依赖于个人因素（包括我们的心境和目标），以及情境因素（包括最近发生的事件以及社会环境的构成）。

	人们总是会以将自己与社会环境相区别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自身。总之，特质越独特，它越容易被自我概念所表征。

	自我评价中的对比效应很普遍。当其他人比个体优秀时，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往往倾向于更消极一些。但并不总是如此。当人们在心理上和他人有接近感时，会产生同化效应。

	尽管人们对他们自身的看法随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是适中的和短暂的。总的来说，人们的自我概念随着时间的变迁以及环境的变化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

	个人（或与个人相关的）信息总的来讲比非个人信息更容易记忆。这是因为个人信息在记忆中能被更好地加工，而不是因为个人知识具有独特的认知结构。

	个人信息通常会产生自我服务偏见。动机和认知过程共同产生了这些偏见。人们运用信息加工策略来判断和证实他们的自我提升信念。这些策略涉及记忆中的偏见，自我服务归因理论的产生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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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术语自我图式已经成为争论和混乱的来源。一些人（如Burke，Kraut，& Dworkin，1984）质疑这个术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另一些人（如Rogers，Kuiper，& Kirker，1977）用这个术语完全来指代自我概念，而不是特定的具有高度个人重要性的自我概念。我无意卷入这场争论，我将根据马库斯（1977）的定义来使用这个术语：自我图式将被用来指代那些人们认为具有特定自我含义的以及具有高度确定性的特性。


6
行为的自我调节

你可能碰巧会遇到真正努力的人。这些人总是尽其全力，很少会放弃。当事情进展得不顺利的时候，他们依然坚持着。你也可能认识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人。这些人满足于“第二”，而且在遇到困难时很容易受挫。

在这一章，我们将利用动机领域的原理来检验这些差异。动机心理学家关注人们（动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人们选择做出这个行为而不是另一个？为什么有的个体在面对困难时会愈挫愈勇，而另一些人却会退缩和放弃？这些问题就是动机心理学家所提出的。

我们将从概括一个一般性动机行为模型开始。该模型（即自我调节模型）假定行为是目标定向的或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说，人们选择一个目标，然后努力达到这个目标。很显然，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这样的。通常，人们出于习惯、反射或冲动而产生行为。这种非目的性的行为并未涵盖在下面的分析当中。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与自我有关的过程是如何影响目标定向行为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大量的因素在影响我们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是否能获得成功。在本章的第二节，我们会明白，人们对于他们自身的看法和感受是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的。

本章的第三节将着重于成就情境下的行为。我们将在课堂背景下检验与自我有关的看法和情感是如何影响坚持性和成绩的。

最后，我们要来看看人们没能有效地调整自己行为的情境。这里我们要考虑的是人们对自身的看法和情感是如何影响消极行为的，如酗酒、攻击和自杀。


自我调节的一般模型

三个过程

自我调节模型关注个体选择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努力达成他们的目标。用更为正式一点的话说，就是我们可以把自我调节过程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目标选择，（2）行动准备和（3）一个行为控制环路（Markus & Wurf，1987）。

目标选择

自我调节过程的第一步是目标选择阶段。在人们能够有效地调节他们的行为之前，他们必须选择一个目标，他们必须确定他们想要做什么。

许多动机理论家假定目标来自期望—价值结构（expectancy-value）中（Atkinson，1964；Rotter，1954）。期望—价值模型假设人们根据他们对能否达到目标的期望来选择目标，即如果他们认为能够达到目标，那么他们就会产生积极期望，反之期望—价值就低。这很容易理解。例如，假设我们想要预测一个人是否会将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作为他的目标，那么我们会想要知道这个人对她能否成功获得该学位的看法，以及她在获得学位与未获得学位上所赋的值。

在一个期望—价值模型中，这些因素被认为是以一种乘积方式结合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们把两个因素相乘（而不是相加），以确定个体想要采取某些行为的动机的强度。这种假设产生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值是零，那么目标就不可能达到。如果个体对她能否完成博士课程不抱期望（也就是，如果期望=0），那么她将不会申请研究生院，至于她为获得学位与否所赋的值是多少并无关紧要。相反，如果她对能否拿到博士学位不抱期望（也就是，如果价值=0），那么无论她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高，她都不会申请研究生院。

目标可以被知觉为不同的抽象水平（Powers，1973；Vallacher & Wegner，1987）。这些解释中的一些是精确和具体的，另一些则是广泛和抽象的。例如，阅读这段文章可能与你的一系列目标有关，如“学习知识”、“通过考试”，或“为了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总的说来，用广泛而抽象的语言进行描述的目标被认为比用精确而具体的语言描述的目标更有价值（Vallacher & Wegner，1987）。

在最普遍的水平上，人们的目标是围绕他们想要成为的人来设定的。例如，个体可能想努力成为“独立的人”或“一个好人”。类似这种与自我有关的目标已经经过了大量的研究（如Emmons，1986；Klinger，1977；Little，1981；Zirkel & Cantor，1990），而且通常被认为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目标。

行动准备

设定了目标后就要努力实现它。这就是自我调节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收集信息，根据可能的结果构建情境，并实施行为（预演）。简言之，他们设计和准备实施一项计划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当然，并非所有的行为都与该模型匹配。正如先前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有时会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冲动行事。因而，这类冲动行为也未被考虑。

行为控制环路

自我调节过程的第三个阶段是行为的控制环路。控制是对个体如何利用信息来调节他们行为的研究（Wiener，1948）。它也被称为控制理论，因为它所强调的和机械（如恒温箱，巡航导弹）上的消极反馈控制一样，动物也会调整它们的行为来适应某些标准。在这种背景下，消极反馈并不意味着不好或不适宜，它意味着减小偏差。

工程领域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恒温箱和熔炉。恒温箱是调节房间内温度的装置。该装置能对室温与期望温度做比较。如果当前的室温低于期望温度，恒温箱将点燃熔炉，因而温差就减小了，当室温达到期望温度时，熔炉被关闭。

这一过程被称为TOTE，因为它包括四个阶段：（1）测试阶段，对当前值和标准值进行比较（比较当前室温和期望室温）；（2）操作阶段，采取措施使当前值向标准值靠拢（如果室温低于标准值，那么熔炉被点燃）；（3）另一个测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对新的当前值与标准值进行比较（新的室温与期望室温进行比较）；（4）退出阶段，当目标达到时，操作停止（当室温达到期望温度值时，关闭熔炉）。

表6.1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描述，并将其用于更为复杂的人类行为当中。这一过程开始于个体选择了一个目标，并准备实现它。为了更形象地对它加以描述，设想有人制定了一个在特定时间内跑完1英里的目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个体开始跑步。这个人（1）跑了1英里，（2）观察了他的行为（自己为自己掐时间），（3）将他这次跑步所花的时间与目标相比较。

表6.1　构成行为控制环路的几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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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在这个例子中，个体为自己跑1英里设定了一个时间。该表描述了一旦个体准备实现目标时所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与我们对恒温箱的描述并没有任何不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表现在对以下两个步骤的分析上，即表6.1中所列的期望—价值和情绪反应。假定这个人没能达到他的目标（也就是，他花的时间比目标所定的时间要长）。那么个体会对减少差异的可能性形成一个期望。我们认为这种期望具有两重性，“不是……就是……”决策。就是说，个体对于能否缩小距离有着有利或不利的期望（Carver & Scheier，1981）。

与此同时，个体正在形成一种认知期望，他会因为他的成绩而体验到一种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能以多种形式出现，从骄傲和自我满足到失望和绝望。最后，基于他所形成的期望和他所体验到的情绪，个体将对他的行为做出调整。如果他对于成功的期望—价值很高，并且有着积极的情绪反应，那么他将有可能继续向他的目标努力，也许会调整他的训练方法。如果他对于成功的期望—价值很低，而且情绪反应很消极，那么他可能最终会放弃目标。

三种与自我有关的现象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了解了自我调节过程的一般模型，并没有考虑与自我有关的过程在哪里以及如何开始活动。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将首先从讨论影响人们为调整他们的行为所付出的努力的三种与自我有关的过程开始。之后，我们将检验这些过程对于积极行为的作用。

自我效能感

人们关于他们自身能否成功的信念对于自我调节过程有着极大的影响。班杜拉（1986，1989）把这些信念称为自我效能感。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人认为他们有能力获得成功、克服困难、实现目标。低自我效能感的人怀疑他们的能力，不相信他们能够达到目的。重要的是，这些信念仅仅基于人们的部分实际能力之上。在任何领域内，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并不比低自我效能感的人更有能力。

经典故事《小火车头也能做到》（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就描述了这种差异。最终满载着玩具的蓝色小火车头翻山越岭来到了满怀期待的孩子们当中，它就有着高自我效能感（“我相信我能做到，我相信我能做到”）。许多其他的火车头怀疑它们能否度过这段艰难旅程，这些火车头的自我效能感很低。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人们关于他们自己能力的信念事实上对自我调节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可能自我

人们对他们自己将来的看法也会影响积极行为。马库斯和她的同事（Markus & Nurius，1986；Marcus & Ruvolo，1989）用术语可能自我（possible selves）来指代这些信念。设想一下，一个有抱负的运动员可能有一个“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可能自我。她能够生动地想象自己站在领奖台上，国歌奏起，当她获得属于她的奖牌时，欢呼声不绝于耳。[1]

我们所具有的可能自我中的大多数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Markus & Nurius，1986），但同样也存在着不良的可能自我。最典型的情况是，这些消极自我会担心我们在采取某些行动后万一失败了，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例如，一个改头换面的酗酒者可能清晰地想象出他重新开始酗酒的样子。然而，这些消极自我也可能会产生积极意义，那就是激励个体不断地去避免它们（Oyserman & Markus，1990）。

自我意识

行为分析的第三个有意思的变量是自我意识。正如整本书所讨论的那样，自我具有反射性质：人们能够把自我当做他们的注意对象。但是，我们的注意并不总是向内的。多数时候，我们会关注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注意的焦点是可变的，自我意识是一种短暂的状态。有时，我们能意识到我们自己，有时则不能。

杜瓦尔和威克伦德（Duval & Wicklund，1972）是最先提出关注焦点的差异对动机结果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当人们关注自身时（也就是，当他们开始自我意识时），他们会将他们自身当前的状态与某一相关标准进行比较。当他们发现他们达到或超过了标准时就会产生积极情绪，反之则会产生消极情绪。杜瓦尔和威克伦德进而提出，因为知觉到差异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使个体处于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从而想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减少这种差异：（1）使他们的行为与标准一致；或（2）通过把注意力从自身转向外部环境来避免考虑差异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假设你走过一个橱窗，看到玻璃中你的样子。当你凝视你自己时，你注意到你的头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整齐。于是你用手抚弄头发，试图使它看上去整齐一些。用该理论的话讲，当你看到橱窗里自己的影子时，你就把你的注意力从环境转向了自身。这种注意转移使你得以注意到你当前的状态与某些相关标准之间的差别。从而使你产生了消极情绪，为了降低这种消极情绪，你就要把自己的头发梳理整齐。如果因为某些原因而使你无法梳理你的头发，那么该理论预测你会努力通过把你的注意力从自身转向外界来降低这种不舒适感。

卡弗和谢尔（1981）提出了有关这些思想的一个详细的和修正后的描述。与杜瓦尔和威克伦德（1972）一样，卡弗和谢尔认为是自我意识促使个体将他们的当前状态与标准做比较。然而，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差异必然会导致消极情绪。相反，他们主张个体只有在认为差异无法被消除时才会产生消极情绪。在他们的模型中，个体的情绪反应并非取决于差异；相反，它取决于个体对这种差异是否能被消除的期望。

卡弗和谢尔（1981）也认同杜瓦尔和威克伦德有关行为调节由减轻令人感到不舒服状态的愿望所驱动的说法。利用控制理论原理，他们认为是信息加工（而不是情绪）引导着行为调节过程。对这些理论家而言，“有关个体行为结果的信息以及它随后所提供的引导是自我调节的［基本元素］”（Carver & Scheier，1982a，p.124）。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对这些论点的重要性进行检验。


自我与自我调节

在对自我调节过程（目标选择、行动准备、行为控制环路）的几个方面做了定义，并对与之相关的三个过程（自我效能感、可能自我、自我意识）进行了讨论以后，现在把这些内容结合在一起来看看人们有关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是如何影响其行为的。

自我和目标选择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目标选择。先前我们曾指出人们会根据期望—价值框架来确定目标。在要做出某种选择时，人们会考虑他们达到某些目标的可能性，并对所采取行动的价值进行评估。

自我效能感与该模型中的期望成分直接相关。在其他条件均等的前提下，人们会选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由于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认为他们具有很高的能力，所以，相对于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他们会选择更具挑战性的目标。并且，由于采用难度更大目标与更好的成绩相联系（Locke & Latham，1990），因而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往往比那些怀疑自己能力的个体操作得更好。

人们关于自我的看法也通过期望—价值模型中的价值成分影响着目标选择过程。人们所看重的东西是与他们的自我概念相联系的。认为自己很聪明的个体会更看重智能上的追求；认为自己是运动员的个体更看重体能上的追求。总之，我们可以说人们会更看重与自身相匹配的行为（Swann，1990）。

可能自我也影响着目标选择。人们不仅仅看重能够证实他们关于自己的看法的行为，他们也看重能够使他们得以支配未来特性的行为。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参加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年轻人很重视与棒球有关的活动。我敢打赌，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这个年轻人一定是在打球。这一过程与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过程稍有不同，因为它指的是个体想要建立的一种未来特性，而不是个体想要确认的当前特性。

自我还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动机。这种情况发生在个体想把某种他想要建立的特性和目标结合在一起时。想象一下，假设我认为我的房子需要粉刷了，并且我把这一目标与一种未来概念“我是一个善于动手的人”相联系，那么我就会定下粉刷房子的任务。我在目标和自我概念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意味着粉刷房子不再是我的惟一目标。粉刷房子对于表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有重要的作用；达成了这个目标使我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个“善于动手的人”。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水平上，这甚至可能意味着“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有能力的以及负责的人”。照这样来看，目标达成暗含了我是如何看待和感受自我的。这些联系为目标添加了更高的效价，因而提高了我想要获得成功的动机。

可以根据我们事先所讨论的目标层次来思考这些过程。粉刷我的房子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抽象水平上被概念化。在一个水平上，我可以被认为仅仅是在粉刷房子。在一个更低级的水平上，我可以被认为仅仅是把刷子蘸了蘸涂料；或仅仅是收紧了我的肌肉。在更高级的水平上，我可以被认为是在显示自己是一名工匠，或甚至是一个有能力的、有价值的人。一般而言，我们关于行为的更为一般和抽象的概念与和自我有关的过程关系更紧密（Vallacher & Wegner，1987）。通过在一个非常广泛的水平上分析目标，并把它们与我们的自我概念相联系能够使我们提高目标获得的效价。

自我和行动准备

与自我有关的现象也影响着行动的准备。在这个阶段，人们收集信息，计划和预演多种行动过程，然后实施行为。自我效能感也与这些过程相关联。相对于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人，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练习。

首先，这些效应可能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为什么那些高度自信的人反而比对自己能力有怀疑的人花更多的时间准备呢？这个问题与任务的难度和熟悉程度有关。如果任务很容易也很熟悉，那么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并不会让个体花更多的时间做准备。当任务的难度较大时，比起怀疑自己能力的个体来，相信自己能够成功的个体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努力。

自我效能感和可能自我也会影响个体在实施某些行为之前所构建的心理图像。在承担一项任务之前，个体往往会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期。例如，在参与一项重要赛事之前，人们往往会鼓励运动员形成一个清晰的关于他们获得成功的心理图像。自我效能感影响着这些心理图像。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会比怀疑自己能力的个体更愿意想象自己成功的样子。对于具有清晰的，积极的可能自我的个体也是如此。

这类视觉图像可以影响成绩。一般而言，比起较难形成这种心理图像的个体来，能够形成自己达到目标的清晰的视觉图像的人更可能获得成功（Feltz & Landers，1983；Markus，Cross，& Wurf，1990）。舍曼等人（Sherman，Skov，Hervitz，& Stock，1981）所做的一项研究对这个效应进行了形象的说明。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告诉被试会对他们进行一项颠倒顺序字母测验。在开始测验之前，要求1/3的被试花一定的时间想象他们已经完成了测验，并且完成得很好。另外1/3的被试被要求想象自己在测验中表现很糟糕。剩下的1/3被试作为控制组而不进行任何想象。最后，被试对自己成绩做出预计，然后进行测验。[2]

图6.1表明，想象自己获得成功的被试比控制组被试解决了更多的问题，而控制组被试又比想象自己在测验中表现很糟糕的被试完成得好。这些发现支持了以下的观点，即个体在完成任务前所构建的心理图像会影响他们的绩效水平（Campbell & Fairey，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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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三组被试解决由颠倒顺序字母构成的单词的问题平均数。数据显示，想象自己成功完成测验的被试的成绩比控制组好，控制组成绩比想象自己测验表现糟糕的被试好。这些发现支持关于成功或失败的心理形象会影响任务成绩这一论断。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herman, Skov, Hervitz, & Stock, 1981,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7, 142-158. Copyright 198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Academic Press, Inc.

自我和行为控制环路

自我调节过程的下一个阶段是控制环路。在确定目标并形成行动计划后，个体开始为实现目标而努力。一般而言，成功取决于四个因素：能力、努力、策略和运气（Heider，1958）。例如，我是否能赢得下一场网球比赛取决于（1）与对手相比，我的技术水平如何；（2）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3）我在比赛中所使用的策略（认知与行为上的）；以及（4）运气。

出于讨论的目的，我们将把能力作为一个固定的特性——类似于能力。但是，我们所使用的能力指的是实际的潜能。因此，相对于自我，把它作为人格的一个特性更合适。运气不在个人的影响范围之内，因此它也不属于自我特性。但是，另外两个影响目标达成的因素——努力和策略——却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我概念的影响。

自我和努力

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影响着人们为了实现目标而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一过程的持久性。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相对于怀疑自己能力的人而言，相信自己能够获得成功的人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并且这种努力会持续得更长久（Bandura，1986）。在个体遇到困难和障碍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在《拒绝》（Rejection）一书中，作者约翰·怀特（John White，1982）证明了这些信念在成就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怀特指出，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所共同具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他们自身能力的坚信不疑。这种信念使他们得以经受住被否定和克服挫折。例如，直到20多年后，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的诗歌才被编辑采用。无独有偶，有20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都柏林人》（Dubliners）。对自身能力的坚定信念使得这些作家不断地努力，最终获得成功。

可能自我也与动力过程的这个阶段有关。能够生动地想象自己达到目标的人比起缺乏这种能力的人来会更加努力。在积极的可能自我同时也伴随着消极的可能自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Oyserman & Markus，1990）。例如，假设进入医学院的个体同时具有一个清晰的积极的可能自我（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自我）和一个消极的可能自我（退学）。积极的自我意象为自我通向成功（胡萝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诱因，而消极的自我意象则为自己不能失败（大棒）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由。一旦积极形象强于消极形象，那么这两种自我意象共同作用所产生的推动力要大于任何单一力量所产生的推动力。

自我和策略

自我过程也影响着人们在追求目标过程中所使用的策略。比起怀疑自己能力的个体来，相信自己有能力获得成功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有效和复杂的问题解决策略（Bandura & Wood，1989）。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也能降低焦虑感，并使个体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任务上。当个体在一开始面临困难时尤其如此。由于焦虑能够削弱成绩，因此自我效能感和降低焦虑之间的联系为自我效能感促进成功提供了另一个途径。

聚精会神的能力与影响人们是否能够实现目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关。这个因素就是抑制具有诱惑性的行为的能力。例如，为了写完这一章，我必须把有关其他可能的活动的想法从脑海中驱逐出去。库尔（Kuhl，1985）把这一过程视为意图的屏障。班杜拉（Bandura，1986）的研究表明，与不自信者相比，充满信心的人能够更好地抑制他们的其他想法，很少受其他想法的诱惑。因而，这又构成了自我效能感影响成绩的另一个途径。

自我和比较过程

在实施某些行为后，人们会监控他们的行为，并根据某些相关标准对他们的成绩进行比较。这个比较过程是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告诉我们进步与否，或是否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先前我们曾经指出，自我意识是该过程的一个重要成分。比起环境来，人们在关注自身时往往更倾向于把他们的当前行为与相应的标准做比较（Carver & Scheier，1981；Duval & Wicklund，1972）。

谢尔和卡弗（Scheier & Carver，1983）所做的一项研究检验了一个假设，即自我意识是否能够提高人们将他们当前的行为与相应标准做比较的可能性。研究要求被试从记忆中重现一系列几何形状。为了降低难度，允许他们快速地看几何图形任意次数。被试要求看图形的次数被用来作为衡量他们对其当前行为和标准进行比较的指标。

为了确定自我意识是否影响了比较过程，谢尔和卡弗（1983）利用实验控制被试作用于自身的注意力范围。一半被试在一面镜子前完成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被试能够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剩下的被试并没有在镜子前完成任务。该实验的假设是，在镜子前操作任务的被试能够把注意力集中于自身，而自我意识使得个体把他们当前的行为与相关的标准进行比较。谢尔和卡弗预测说，镜子前的被试会更频繁地对几何形状进行检验，实验结果证实了他们的预测。尽管有关这一发现还存在其他的解释，但数据与以下论断是一致的，即自我意识使得个体将他们当前的状况与相关标准做比较。

自我，期望和行为调整

在将成绩与相关标准进行比较以后，人们形成了关于自己未来努力能否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预期。然后，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调整。一般而言，这种调整包括坚持（向着目标继续努力，也许运用不同的策略）或脱离（放弃任务或从心理上退出任务）（Carver & Scheier，1981）。

与自我有关的现象影响着人们所选择的路线。正如先前所指出的那样，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具有更为持久的坚持性，并且会更努力地去实现目标（Bandura，1986）。同样，具有有利的可能自我的个体也比没能在自我和目标之间建立起联系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坚持性（Markus & Nurius，1986）。

注意过程也参与期望和行为调整之间联系（Carver & Scheier，1981）。当期望是有利的，自我意识会促进高度的努力和坚持性；当期望是不利的时，自我意识将导致不努力和低坚持性。形式上，我们认为存在两种变量（期望和自我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即一个变量因另一个变量而变化。自我意识是否导致更高或更低的努力取决于期望是否有利。

卡弗，布兰尼和谢尔（Carve，Blaney，& Scheier，1979）所做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些效应。实验中所有被试在第一次的颠倒字母测验中完成得很糟糕。这一步是为了确保被试的当前行为与某些标准（想要做得好的愿望）之间存在差异。接着告诉被试他们将进行第二次测验。引导一半被试相信他们会在第二次测验中取得好成绩（高期望条件），引导另一半被试相信他们在第二次测验中也可能遭遇失败（低期望条件）。然后，开始第二次测验，一半被试坐在镜子前完成测验（高自我意识条件）；其余被试在没有镜子的条件下完成测验（低自我意识条件）。这些操作使得研究者得以调整被试在第二次测验中对成功的期望—价值以及他们的自我意识水平。

实验结果如图6.2所示。该图表明，对成功有高度期待的被试在镜子前完成测验时会更加坚持，但对成功期望—价值很低的被试在镜子前完成测验时的坚持性却很低。这些发现支持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当期望—价值高时，自我意识促进了坚持性，但当期望—价值很低时，它却会抑制坚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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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任务坚持性作为绩效期望和自我意识的函数。数据显示，当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时，具有高成功期望的个体在任务上的坚持性更强，具有低成功期望的个体则反之。这些发现支持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当期望是有利的时，自我意识就能产生积极作用，反之亦然。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Carver, Blaney, & Scheier, 1979,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859-1870. Copyright 1979.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谢尔和卡弗（1982a）在一个后续研究中对这些发现进行了扩展。他们指出，人们的态度会随着他们对自己的看法而改变。一些人非常关注自己，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自己的想法和情感。这些个体被认为具有高度的内向性自我意识（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另一些人并不那么关注自己，较少内省。这些个体被认为不具有高度的内向性自我意识。表6.2呈现了谢尔和卡弗用来测量这些差异的量表。

谢尔和卡弗（1982a）想弄明白在内向性自我意识上的个体差异是否能产生与自我意识研究中所发现的因情境而产生的变化相同的效应。他们采用了卡弗等人（1979）的研究，利用个体在内向性自我意识量表上的得分来代替对自我意识的实验处理。图6.2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比较；当期望是有利的时，自我意识量表上的高分就与高坚持性相联系，但当期望是不利的时，高分所伴随的就是低坚持性。

表6.2　内向性自我意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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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如果要确定你的得分，你必须对第2和第5项的得分进行反向计分（0=4，1=3，2=2，3=1，4=0），然后累计10个项目的分数。分数越高，你的内向性自我意识程度越高。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Fenigstein, Scheier, & Buss, 1975,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3, 522-528. Copyright 1975.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自我意识和期望不仅影响对任务的坚持性，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对任务绩效产生影响。对成功有着高期望的个体的自我意识能产生高绩效，但对于低期望的个体则恰恰相反（Brockner，1979；Carver & Scheier，1982b）。这些发现为以下说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即当期望是有利的时，对自我的关注能产生积极作用，反之亦然。

自我，情绪和行为调节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个体除了形成对成功的期望，还会对他们的任务绩效产生情绪反应。他们会感到愉快、骄傲或不悦和沮丧。这些感受的来源和它们在引导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还存在着某些争议。一种说法是个体知觉到的与目标之间的距离是情绪状态的决定因素。当达到目标时个体会产生积极情绪，反之则会产生消极情绪。

卡弗和谢尔（1990）对这个论点进行了令人感兴趣的修正。他们认为，比起相对于目标的绝对距离来，个体所知觉到的进步率对于情绪起到了更重要的决定作用。当人们相信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能够获得足够的进步时，他们就会产生积极情感，反之则产生消极情感。例如，一个把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奏”作为自己目标的有抱负的音乐家可能会对自己的第一次独奏音乐会感到兴高采烈，因为那意味着她已经在朝着目标前进。对这些观点进行检验的研究正在起步，但已经有证据表明两个因素（也就是，与目标的距离和所获得的进步）都在影响情绪（Hsee & Abelson，1991；Hsee，Salovey，& Abelson，1994）。

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情绪反应强烈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受与目标的距离还是所获得的进步的影响）才能使行为做出调整。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杜瓦尔和威克伦德（Duval & Wicklund，1972）提出：（1）只要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当前状态和相关的标准之间的差异就会产生消极情绪，（2）消极情绪是促进个体做出减小差异努力的主要力量。其他研究者（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7b）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班杜拉（1986）也指出，在行为调节过程中，情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除了讨论消极情绪的作用，他还强调积极情绪，如骄傲和自我满足，借助其正强化作用而激励人的行为。他认为，人们总是愿意体验这些积极情绪，从而调节自己的行为，获得最大化的自尊感。对班杜拉而言，是这些情感，而不是信息，在主宰着人们的行为。

卡弗和谢尔（1981）并不认同这些观点。他们坚持认为，是信息因素而不是情绪因素在引导自我调节过程。如果人们相信减少差异的进一步的努力将导致成功的话，他们会坚持不懈，反之他们就会放弃或退出。人们可能在做这些决定时也体验到了各种情绪，但这些情绪并不能指引行为。卡弗和谢尔认为，惟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就是对成功的期待。

小结

自我几乎涉及自我调节过程的所有方面。表6.3证明了这一点。与自我有关的现象影响着（1）目标选择，通过人们的价值观和期望起作用；（2）行动准备，通过信息搜索、实践以及心理预演实现；（3）实现目标，通过行为控制环路的各个方面实现。

表6.3　与自我相关的现象在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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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领域的应用

我们在本章要讨论的理论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最普遍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与成就有关的情境下的表现。在这一节，我们将探讨影响人们任务成绩的三种思考和感受自身的方式。

防御性悲观主义

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过去常常激怒我。在每次测验前，她总会告诉我她有多紧张，以及她认为她的考试成绩会有多糟。然而永恒不变的是，每次测验她总是得到最高分。起初我以为我的这个朋友只是为了在万一考砸时能有点面子。但随着对她了解的深入，我意识到这种低期望策略是她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诺伦姆和坎托（Norem & Cantor，1986，1989）把我朋友的这种行为称为防御性悲观主义（defensive pessimism）。防御性悲观者除了总能获得成功外，他们还总是怀疑他们是否能获得成功。他们往往会放大他们失败的可能性，固着于情况可能变得很差的想法上。

这并不意味着防御性悲观者采用了被动的态度。事实上，恰恰是其对立面才是真实的。对可能问题的关注提醒防御性悲观者确信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这是防御性悲观者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需要表现的情境中，他们会感焦虑不安和缺乏控制感。为了抑制这种焦虑感，他们小心地应对所有可能导致情况变糟的问题，从而采取积极行动来避免这些错误。因此，对消极可能性的设想激励着防御性悲观者努力奋斗从而表现得更好。

斯潘塞和诺伦姆（Spencer & Norem，1996）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策略对于防御性悲观者有着重要的意义。斯潘塞和诺伦姆要求被试参加一项手部灵巧性测验（飞镖任务）。测验前，将被试随机分为三组来进行心理预演。要求掌握—意象组的被试想象自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测验。要求应对—意象组的被试想象他们在测验中犯了一些错误，然后思考如何弥补错误。要求第三组被试在测验前保持松弛状态（也就是放松—意象组）。

斯潘塞和诺伦姆（1996）假定，尽管设想自己会成功的个体多数会做得很好，但当给予防御性悲观者机会来预计情况可能会变得多糟时他们会做得最好。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假设。应对—意象组的被试完成得最好。这些结果显示，对于成功的高度期望并不总能促进成绩。对某些人来说，想象糟糕的情况可能对他们更为有利，只要这个悲观者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成就情境下的目标定向

对成功的期望并不是影响成绩的惟一因素，个体所追求的目标也影响成绩。德韦克和她的同事所做的研究与我们在本章所讨论的某些思想有着特定的关系（Dweck，1991；Dweck & Leggett，1988）。

德韦克早先的研究对象是儿童。实验刚开始时，让儿童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难度为中等以下，儿童能够解决大多数问题。然后，让儿童解决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德韦克注意到，儿童在应对这些挑战时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差异。一些孩子表现出无助的迹象（无助取向），这些儿童变得沮丧和愤怒，并表示不想再继续做下去。另一些儿童则相反，他们表现出兴致盎然，非常投入，表现出想要做下去的强烈愿望，努力地解决问题（掌握取向）。有趣的是，这些差异与能力水平并没有关系。一般而言，无助儿童的能力并不比努力做题的儿童差。

让德韦克和她的同事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些孩子对于障碍会表现出挫折感和想要逃避，而另一些孩子则感到兴奋和非常渴望解决问题？德韦克假设，个体所选择的目标导致了他们对于成绩反馈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也可以参见Ames & Ames，1984；Nicholls，1984）。德韦克认为，无助取向的儿童所采用的是|表现目标。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能力——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证明他们是聪明和有能力的。相反，掌握取向的儿童所采用的是学习目标。他们的目的是培养能力——为了获得知识、技能，以及个人成长和发展。

德韦克的研究表明了这些不同的目标定向是如何形成个体对于挫败的不同反应的（Dweck & Leggett，1988）。采用表现目标的个通常会对障碍和挫折产生消极反应。他们把成绩差看做是他们缺乏能力的表现，因此他们不会投入到任务中而采取放弃任务的做法。具有学习目标的个体则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他们不会把失败归因于能力的缺乏，相反，他们把失败归因为没有充分的努力或没有采取有效的策略，他们也不会把挫败看做是必须忍受的威胁，而是把它看做是应该掌握的挑战。

在德韦克最近的研究中，她正在思考这些不同的目标取向是如何发展的。她相信，人们对智力的看法导致了不同目标的产生。具有表现目标的个体所持有的是智力的实体（entity）理论。他们把智力看做是固定不变的。你可能拥有它，也可能不拥有，就像蓝眼睛一样，你的目标就是要证明你拥有智力。具有学习目标的个体所持有的是智力的递增（incremental）理论。他们认为智力是流动的和可塑造的，因而可以发展和培养。这种观点使得他们以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让自己变得更熟练为目标来解决问题。

表6.4对这两种不同的取向进行了总结，表明了对于智力的不同看法是如何影响个体的表现的。然而，该表遗漏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表现目标并不总是不利的。埃利奥特和德韦克（Elliott & Dweck，1988）发现，具有表现目标的同时又相信自己能力的个体会高度活跃地寻求能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而且不会放弃有挑战性的任务。这就意味着只有当个体不相信自己能力时持有表现目标才是不利的（Harackiewicz & Elliot，1988）。

表6.4　对无助取向和掌握取向两种成就取向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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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Dweck & Leggett, 1988, Psychological Review, 95, 256-273. Copyright 1988.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德韦克所描述的目标取向与成就背景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行为究竟是由内部因素激发的还是由外部因素激发的。具有内部动机的个体会出于个人原因而努力。他们因为学到了新东西而感到高兴，同时发现教育过程是有趣和令人愉快的。受外部动机驱使的个体努力的原因是为了得到外部奖励。这些奖励包括得到老师、家长或同伴的积极关注，或物质奖励，如金钱或相关的特权（如如果你平均分得到3分以上就可以使用我的车）。

外部动机削弱了任务表现

在学校里，受外部动机驱使的学生成绩往往比受内部动机驱使的学生差，尽管差异并不是很大（Deci，Vallerand，Pelletier，& Ryan，1991）。外部取向也往往会抑制创造性的发展。阿马比尔（Amabile，1985）在他的一项实验中随机将一些学生分配到一个创造性写作班中，通过实验控制使他们出于外部原因而进行写作（如自由作家的市场需求正在不断扩大；你会因为你的作品而受到公众的关注）。另一组则出于内部因素而从事写作（如我从事写作是因为我喜欢表达我自己；在写作时我感到很放松）。第三组则不给予任何操作。随后，所有三组的学生都要写一首诗，这些诗由独立评审员进行创造性评分。

图6.3显示，所有三组学生中，出于外部原因而进行写作的学生的创造性分数是最低的。这些结果与其他一些研究发现（如Amabile，1983；Amabile，Hill，Hennessey，Tighe，1994）共同揭示了外部动机会抑制创造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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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不同动机取向组的创造性得分。数据显示，比起其他两组来，更关注外部原因的被试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最低。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mabile, 1985,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393-399. Copyright 1985.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外部动机破坏内部兴趣

把外部奖励看得太重也会产生其他的消极后果。例如，莱珀等人（Lepper，Greene，& Nisbett，1973）发现，期望有所获得的学生的确在行动上很积极，但对于其所从事的活动的兴趣却要低于没有外部奖励期望的学生。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鼓励幼儿园儿童与felt-tip makers（一种描画本）一起画画。1/3的儿童被分在期望—回报组。这些儿童被告知，如果他们跟着felt-tip makers画就能得到奖励（一本特别的证书）。另外1/3儿童被分在无期望—回报组中。他们也会获得奖励，但事先并不知道会获得奖励。最后1/3的儿童不给予任何实验处理。

几天后，把孩子们重新带到实验室，给他们大量好玩的玩具，包括felt-tip makers。在这个实验中不给予任何奖励。图6.4是该实验的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比起其他两个组的孩子来，期望—回报组的孩子玩felt-tip makers的时间最短（相关研究可以参见：Boggiano & Main，1986；Higgins，Lee，Kwon，& Trope，1995）。

尽管图6.4所显示的数据表明对外部奖励的期望会破坏内部动机，但这也并不总是如此。德西（Deci，1975）指出，外部奖励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会通过强制或诱使个体以他们通常不会采取的方式来减少选择机会，限制行为自由。奖励的这种控制性可以用贿赂这个词来形象地说明。但是，外部奖励也可以提供有关个体努力和表现特质的重要信息（如个体因为努力而获得一个不干胶标签或成为模范人物）。只有在控制性强于信息价值时，外部奖励才会对内部兴趣产生破坏作用（Ryan，Mims，& Koestner，1983）。这意味着因为个体的努力而奖励个体并不必然会抑制他的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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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三组儿童玩felt-tip makers的时间。数据显示，与其他两组相比，期望—回报组儿童玩felt-tip makers的时间最短。这些发现证明了期望外部回报可能会破坏内部动机。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Lepper, Greene, & Nisbett, 1973,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 129-137. Copyright 1973.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自我调节失败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与自我有关的过程是如何促进自我调节的。然而，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调节自身的行为。事实上，当前有许多问题正困扰着美国社会（酗酒、家庭暴力、滥用药物、醉酒驾车、高额赌博、吸烟，以及不安全性行为），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自我控制能力的缺乏。

利用本章所讨论的一些原理，鲍迈斯特等人（Baumeister，Heatherton，& Tice，1994，Baumeister & Heatherton，1996）提出了自我调节失败模型。该模型的假设是，人们必须总是要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中做出选择。如攒钱和购买一个新的CD播放器；想要表现出责任感和满足于性渴望。当高层次的目标和愿望（攒钱和负责）战胜了低层次的冲动和欲望（得到新的CD播放器和性欲的满足）时，成功的自我调节就出现了。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高层次的目标是包含自我意象的（Vallacher & Wegner，1987）。它们表现了人们对于自身的期望，也表现了他们想要成为的人。成功的自我调节需要刺激这些上级目标并确保它们能够足够强有力地指引行为。

鲍迈斯特等人（1994）把这一过程称为一种超越性（transcendence）。当个体能够超越当前情境（也许能获得即时的满足），而注重更远的目标时，超越性就产生了。当个体意识到从长远看吸烟会要了他的命时他就拥有超越性。因为他考虑到了更长远的可能性而忽略了眼前的短暂满足感。

最后，鲍迈斯特等人（1994）设想个体的这种超越当前情境克服冲动的能力是随着情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因素包括疲劳、压力和分心。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否认某些个体能够比别人更好地控制自己（Mischel，Shoda，& Peake，1988），它仅仅是强调了某些因素可以阻碍个体调节自身行为的能力。

过分缺乏自我意识的消极影响

其中的一个因素是缺乏自我意识。本章的主旨是，成功的自我调节要求个体将他们的行为与相关标准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过程更可能出现在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身上。因而，任何降低自我意识的举动都将阻碍个体进行自我调节的努力。

去个性化和道德行为

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可以形象地说明这种效应。当个体失去个性时就发生了去个性化。群体情境中往往会出现这一现象，而且，它常常会伴随出现道德感松弛的现象。例如，去个性化已经被发现可以提高攻击性行为（Mullen，1986）。暴力行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由于处于群体当中，因而个体就产生匿名性（去个性化），平时遵纪守法的公民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失去理智，从而导致严重的财产损失和身体伤害。欧洲的足球赛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去个性化也能引起另一种形式的反社会行为。迪纳和沃尔鲍姆（Diener & Wallbom，1976）在一项研究中给大学生一份所谓的智力测验。要求学生只能花5分钟时间做测验，而实验者将在10分钟后回来，这就给了学生作弊的机会。有一半的学生被安排在镜子前（高自我意识状态）；另一半学生则没有坐在镜子前（低自我意识状态）。结果表明，自我意识的减少能够破坏道德行为，低自我意识状态下的学生中有71%的人作了弊，而高自我意识状态下的作弊学生只占了7%。这些发现与其他一些类似的结果（Beaman，Klentz，Diener，& Svanum，1979）表明，当自我意识很低时，人们很难以高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酒精消耗和自我调节失败

在许多自我调节失败的例子中都会提到酒精。家庭暴力、争斗、不安全性行为，以及其他许多问题行为往往是因为酗酒引起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酒精会降低自我意识（Hull，1981）。喝醉时，个体的自我意识开始变弱，从而无法将他们当前的行为与适宜的标准进行比较。因而，他们会做出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行为。

赫尔等人（Hull，Levenson，Young & Sher，1983）做了一项研究来了解酒精是否真的会降低自我意识。实验中要求被试做一个简短的演讲，研究者对被试在演讲中提到自己的次数进行统计。一半被试在演讲前喝了酒；另一半被试喝的则是汤尼水（以奎宁调味的含矿物质的饮料）。与酒精会降低自我意识的看法相同，结果表明，酒后的被试比没喝酒的被试在演讲中提到自己的次数要少。由于自我意识是成功的自我调节的核心成分，因此，酒精能够降低自我意识的事实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它总是与自我调节失败相联系了。

酒精还可以通过另一个相关的途径来导致自我调节失败。斯蒂尔和约瑟夫斯（1990）认为酒精会限制人们注意到直接线索的能力，降低了他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这种趋势（斯蒂尔和约瑟夫斯称之为酒精近视）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人们喝醉时就无法思考自己的行为。这时候，他们所关注的是当前行为所获得的快感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行为的含义（如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酒精干扰了鲍迈斯特等人（1994）所提出的超越性过程。这种干扰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酒精与如此多的自我调节失败的例子相关，包括约会强奸和不安全性行为（MacDonald，Zanna，& Fong，1996）。

不幸的是，酒也有着吸引人的积极作用。酒不仅可以使人更健康（如它可以使人放松），它也可以使人对自己感觉更好。巴纳吉和斯蒂尔（Banaji & Steele，1989）发现，许多人在适度饮酒后会对自己做出更为积极的评价。人们也会在自我意象受到威胁时喝酒，因为那样可以帮助他们感觉好一些（Steele，Southwick，& Critchlow，1981）。这些作用为喝酒提供了充分的心理解释。

过度自我意识的消极作用

前面我们提到缺乏自我意识会削弱自我调节功能。有些荒谬的是，过度的自我意识也是有害的。

阻塞

阻塞（choking）就是该影响的一个例子。当个体很想表现得出色却无法表现出最佳状态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体育竞赛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每年的体育比赛中都有大量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如有着夺冠实力的团队和个体却因为一系列的错误而输掉了比赛。例如，在1996年的高尔夫大师巡回赛中，澳大利亚选手格里格·诺曼在最后一个回合前领先了对手六杆。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他输给了对手五杆，原因就是他自己所犯的大量错误。

鲍迈斯特（Baumeister，1984；Baumeister，Hamilton，& Tice，1985）把阻塞与高度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当情境压力（如因为竞争或观众的在场）突出了自我意识时才会出现阻塞现象。这种对自身的过度关注致使个体将他们的行为与相关标准做比较，并且过多地考虑了他们的行为。这反过来又干扰了正常水平的发挥。有趣的是，对成功的预期（Baumeister & Steinhilber，1984）和对失败的恐惧（Schlenker，Phillips，Boniecki，& Schlenker，1995）都可以提高自我意识，产生阻塞。

斯蒂尔和阿伦森（1995）利用了这些观点来解释学业成绩上的种族差异。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很多非裔美国人在学校里成绩不佳（Steele，1992）。斯蒂尔和阿伦森认为高度的自我也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他们指出，当非裔美国人试图证明自己族裔并非是智力低下的民族时，他们就会在行动时感到很紧张。斯蒂尔和阿伦森将这种压力称为刻板印象威胁，它提升了自我意识，并导致表现不佳（如导致阻塞）。

为了检验他们的观点，斯蒂尔和阿伦森给白人和黑人大学生实施了一项智力测验。在进行测验之前，要求一半的学生在一份测验前的问卷上填写自己的族裔；另一半学生则无须说明自己的族裔。斯蒂尔和阿伦森假设，要求学生填写自己的族裔可以突出他们的种族，从而可以提升黑人学生的自我意识，使他们的测验成绩不佳。

图6.5为该研究结果。和所预测的一样，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黑人学生的成绩才会比白人学生差。在第二种情况下，黑人学生甚至比白人学生的成绩还要好一些。另外有数据表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第一种情况下黑人被试的自我意识被突出了（相关研究请参见Schneider，Major，Luhtanen，& Crocke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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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在突出其族裔和不突出其族裔的条件下的成绩比较。数据显示，当突出种族特性时，黑人学生的成绩显著地比白人学生差，但不突出种族特性时，黑人学生的成绩还比白人学生好一些。另外一些研究结果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黑人学生的自我意识程度更高了。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teele & Aronson, 1995,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797-811. Copyright 1995.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自我破坏行为

过分的自我意识也可能产生自我破坏性行为（Baumeister & Scher，1988）。药物滥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前面我们曾经指出，酒精会降低自我意识水平（Hull，1981），而且饮酒也可以让个体自我感觉良好（Banaji & Steele，1989）。许多人饮酒过量都是出于这些理由。他们把酒精作为降低自我意识水平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经历挫折时（Hull & Young，1983）。大约1000年前，波斯诗人奥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是这样描述这种体验的：

我喝酒既不是为了享受饮酒的欢愉，也不为嘲弄信念——不，只是想要忘记自己一会儿，那就是我想喝醉的惟一理由，完完全全的一个人。

鲍迈斯特和谢尔（Baumeister & Scher，1988）已经提出，在许多其他的自我破坏行为（如吸烟、寻求刺激，以及受虐狂）中，降低自我意识水平的愿望起了重要的作用。当自我意识变得过分强烈和令人厌恶时，个体就试图通过这些行为从自我中逃离出去。

这种逃离的愿望甚至可能导致自杀行为。鲍迈斯特（1990）认为，消极体验（如生意失败或一段重要关系的破裂）会导致高度的自我意识，使个体出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从而导致自杀念头。当其他消除这种不良状态的努力失败时，个体就会企图自杀。对这些人而言，自杀意味着摆脱强烈的自我意识状态的最后努力。


总结

在这一章我们探索了与自我有关的过程是如何影响动机行为的。首先，我们总结了自我调节的一般模型。该模型是关于个体所采用的目标以及个体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目标。然后，我们确定了影响自我调节的三个过程。它们是（1）自我效能感（人们对于自己能否实现目标的信念）；（2）可能自我（人们对自己将来可能成为的人的想法）；（3）自我意识（人们关注自身或关注周围环境的程度）。最后，我们对一些研究做了回顾，这些研究证明了上述现象事实上影响了自我调节过程的每个方面。

接着，我们讨论了成就情境下的作业成绩问题。多数想象自己会成功，并且对成功有着高期待的个体会在任务中取得较好的成绩。而某些人（被称为防御性悲观者）虽然把事情的后果想得很悲观却也能取得好成绩。作业成绩也受人们所采取的目标影响。一些人总是努力向自己或他人证明他们是有实力的；另一些人总是努力培养自己的能力，不断地提高自我。这些不同的目标取向使得人们对于反馈和障碍的反应大相径庭。同样，一些个体受内部动机驱动，而另一些个体则总是试图获得外部奖励或他人的关注。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动机会抑制创造力，减少工作乐趣。

最后，我们考察了与自我有关的过程在不同的情境下是如何干扰自我调节努力的。我们发现，缺乏自我意识和过度自我意识都能导致自我调节失败。


	激励行为的自我调节模型是关于个体选择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实现目标的。模型包括三个方面：（1）目标选择；（2）行动准备；（3）行为控制环路。

	行为控制模型假设人们是利用信息来调节他们的行为的。在确定一个目标或标准以后，人们定期地监控他们的行为，并将行为与某些标准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过程导致（1）对认为未来的努力是值得的期待，（2）一种兴趣反应。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决定了人们是否能够坚持他们的目标。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能力是否能够带来想要的结果的想法。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自信他们能够获得成功；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则怀疑他们的能力。这些信念在行为调节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影响（1）个体所确定的目标；（2）个体准备实现目标的决心以及（3）个体愿意为实现目标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

	可能自我指的是个体关于他们将来样子的看法。这些可能自我中有一些是积极的；另一些则是消极的。生动清晰的可能自我描述会通过影响个体的价值观而影响个体的目标选择。可能自我也能帮助个体专注于他们的目标上。

	关注自我的个体比起较少关注自我的个体来更愿意将他们当前的状态与相关标准做比较。当期望是有利的时，聚焦于自我的注意能产生高度的努力，持续的坚持，以及出色的绩效；当期望是不利的时，这种对自我的关注就会导致不努力，坚持性差，以及低下的绩效。

	防御性悲观者在以悲观的方式看待问题时能够出色发挥。这是因为做好最坏的打算能够降低焦虑感。

	某些人工作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向自己或他人证明他们是有能力的。这些个体相信，智力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培养自己的能力。他们认为智力是可塑造的。

	外部奖励可能降低创造力，抑制内在兴趣。当奖励的控制力（如果你做了作业的话就有奖励）强于它的信息价值（这是你很好地完成作业的奖励）时，这种现象就出现了。

	自我意识能干扰自我调节过程。自我意识过低时，个体将无法对他们当前的行为与适宜的高层次标准进行比较。这会导致攻击性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如不安全性行为）。过度的自我意识也是有害的。太过关注自我的个体有时会产生自我破坏行为（如酗酒或寻求刺激），因为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自我意识水平。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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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最新的花样滑冰冠军塔拉·利平斯基（Tara Lipinski）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6岁时从电视上观看了1988年奥运会。她被金牌获得者所深深吸引，于是她让父亲用纸板做一个台子，好让她也像奖牌获得者一样站在领奖台上。8年后，14岁的利平斯基赢得了世界花样滑冰冠军，成为历史上获得此项殊荣的最年轻的选手。

[2]这只是舍曼等人（Sherman et al.，1981）所做研究的一部分。其他实验条件这里不予讨论。


7
自我展示

总是有时候，总是有时候，你要装扮好自己去面对他人。

——爱略特，the lovesong of J. Alferd Prufrock

自我概念看似十分私密，毕竟个人对自己的想法总是藏而不露，也常常十分个性化。但自我概念也是高度社会化的现象。其产生有其社会根源（如反射性评价、社会比较），包含了社会身份和角色等成分，并指导个体对他人的感知以及在社会环境下的行为方式。

本章将通过自我展示行为（self-presentation behavior）来探讨自我社会性的一面。自我展示行为指任何旨在创造、修改和保持别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行为。[1]根据这个定义，当我们试图引导别人按照特定的方式看待我们时，我们就在进行自我展示。

由于我们多数时间都是和别人一起度过的，因此自我展示就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即使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在进行自我展示。比如，我们经常重复演练我们即将公开发表的演讲或者其他事情，以塑造自己在将来的或假想的观众面前的行为。有时这种演练是有目的并且可以觉察的（如在准备求职面试或者公众演讲时），但有时却是自动化和几乎无法感觉到的（有时候我们会在出门前无意中对着镜子整理头发）。

生活中的自我展示行为不仅十分常见，也非常重要。能否成功地让别人相信我们拥有某些品质，对于我们能够取得什么成就具有深刻的影响（Hogan & Briggs，1986）。我们与谁结婚，交什么样的朋友，能否在工作中领先等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我们说服别人的能力，即我们能否让他们相信自己值得他们付出爱、友谊、信任与尊重。人们每年要在服饰和其他装饰品上花费数十亿美元，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能够制造出一个好的印象。对自我展示的关注还使得人们为了变得更漂亮而不惜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比如过度日光浴，过度节食等（Leary，Tchividijian，& Kraxberger，1994）。对自我展示的关注也是一些自我损害行为的根源，如吸烟和滥用药物（Sharp & Getz，1996）。

本章将首先探讨自我展示行为的性质。为什么人们会进行自我展示行为，他们在什么时间，通过何种方式塑造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在第二节，我们将讨论人们所创造的形象的主要类别以及他们在创造这些形象时所遇到的障碍；同时，我们将考察人们在形象塑造失败时所产生的一些行为表现。第三节将探讨公开行为（public behavior）与自我概念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将看到人们经常是他们自己行为的观众，他们说服别人的过程往往以说服了自己为结束。最后，我们将考察公开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真实地反映出个体对自己的真实看法。


自我展示的性质

人们为什么要进行自我展示

我们将首先讨论人们进行自我展示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引导人们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看待我们呢？

促进社会交往

自我展示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界定社会情境的性质（Goffman，1959）。很多社会交往都是角色统治的，每个人都扮演一定的角色。如果能够有效扮演角色，社会交往就能顺利进行下去。例如，飞行员被认为是镇定和有威严的。只要他们能够让乘客相信他们拥有这样的品质，乘客就会保持冷静并且行动有序。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59）第一次强调了自我展示的这个功能。戈夫曼认为社会生活是高度结构化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结构是非常正式的（如白宫举行的国会晚宴就有严格的礼仪规范），但更多情况下它却是非正式和大家默认的（如指导社会交往活动的礼貌和礼仪标准）。

在这些标准中，其中一条就是要求人们支持，而不是诋毁他人的公众身份。戈夫曼称之为面子工作（face work）。社会交往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有义务尊重和维护他人的社会角色。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可能说假话，或者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比如，人们总是公开表示他们喜欢收到的礼物，赞扬别人的新衣服或者新发型充满魅力，或者为不能参加某个社会聚会而寻找借口。此类社会展示行为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为了避免社会冲突并降低紧张度（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Epstein，1996）。

获取物质或社会奖赏

人们努力在别人心目中树立形象的背后，也有获得物质和社会奖赏的需求（或者逃避物质和社会惩罚）。前面说到，我们非常希望别人按照特定的方式看待自己。雇员证明自己聪明、敬业和信守诺言一般都有物质利益在里面。只要他们能够成功地让老板形成这样的印象，那么他们得到提升和加薪的机会就可能大大增加。社会奖赏也取决于我们让别人确信我们拥有某些特殊才能的能力。想要被人喜欢就必须向别人证明你是可爱的；想要成为领导就必须要别人相信你拥有领导才能。

琼斯（Jones，1990；Tedeschi & Norman，1985）认为这种策略性的自我展示（strategic self-presentation）代表着某种形式的社会影响。在这种社会影响下，个体（自我展示者）试图获得超过别人（观众）的权力。这种方法假定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别人看待我们的方式，我们在控制社会交往以有利于我们的方式进行的过程中就处于更好的位置。很多大众读物都明显地强调这一点，比如《如何赢得朋友并对别人施加影响》（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Carnegie，1936）以及《胁迫制胜》（Winning through Intimidation）（Ringer，1973）。

在一些人看来，主动操纵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这个想法会给他们一种欺骗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的感觉。但事实可能并不如此。策略性的自我展示并非必然意味着我们想欺骗别人（虽然有时候确实如此）。同时它也包含了我们先天就有想把自己的积极品质（自己认为的）带给别人的一面。事实上，基于某些原因，欺骗和说谎只是一些例外，而不是必然的原则。有关这些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多数时候策略性的自我展示“只涉及选择性的暴露和遗漏，抑或只是选择重点和时机等问题，而不是无耻的谎言和虚伪”（Jones，1990，p.175）。

自我建构

我们试图塑造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为自己建构一个特定的身份（Baumeister，1982b；Rosenberg，1979；Schlenker，1980）。此类自我展示行为的功能就更私密和针对个人。让别人相信自己拥有某些品质或特性只是说服自己的一个方式。

有时，自我建构是以创建一个身份为开始的。罗森伯格（Rosenberg，1979）认为这个现象在青少年期特别突出。青少年通常会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们选择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如久经世故或者反叛者）的服饰和行为方式，并且认真观察别人的反应，只是为了给自己塑造一个合适的形象。其他阶段，自我建构是为了再次肯定已经建立起来的自我观念（self-view）。华尔街的成功银行家总是穿着吊带裤、带着BP机、开着豪华轿车，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他是一个真正“有钱有品味”的人。斯旺（Swann，1990）把这种类型的自我建构称为“自我验证”（self-verification），威克伦德和戈尔维兹（Wicklund & Gollwitzer，1982）则把这种行为称为“自我符号化”（selfsymbolizing）。

自我增强的需求也是自我建构的一个原因。大多数人喜欢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受人喜欢、有天赋的等等。通过向别人证明自己拥有这些积极的品质，他们就能够更好地说服自己，这反过来也让人们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之所以努力想创造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感觉更好。

最后，自我建构也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人们希望成为他们所宣称的那类人（Goffman，1959；Schlenker，1980）。当他们公开宣布自己的打算，或者其他与身份相关的东西，他们就会感到更多的压力要做好它。一个改过自新的酗酒者公开宣布自己要保持清醒就是利用了这个功能。通过公开宣布戒酒，他就更需要努力保持清醒。在运动场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1968超级碗联赛开始前，乔·纳马思（Joe Namath）就大胆预测他所在的纽约喷气机队（New York Jets）会击败巴尔的摩马驹队（Baltimore Colts），他们后来真做到了。伟大的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也总是在赛前预测比赛的结果。在有些情况下，公开夸下海口确实能够让此变为事实。

小结

在本节，我们区分了自我展示的三个功能。虽然概念不同，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三个功能经常同时发挥作用。比如，飞行员保持自己的威严能够：（1）让飞行过程更加顺利；（2）帮助他们保持工作；（3）让他们认为自己是尊贵的人，从而使他们的自我感觉更好。

印象管理的时间和方式

一旦出现在公众场合，人们就会对我们产生印象。但我们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积极监控和管理那些印象。在很多情况下，自我展示行为是非常自动化和习惯化的，我们很少有意识地注意别人怎样看待自己。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创造的印象，并且会积极主动地控制那些印象（Leary，1993；Schlenker & Weigold，1992）。在本节，我们将讨论人们通常会在什么时候积极进行自我展示，如何成功地向别人展示自己以及一些影响因素。

影响印象管理动机的情境变量

自我展示的第一个成分是动机。我们先有创造理想印象的动力，然后才能付诸行动。有好几个因素可以引发这样的动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情况是：我们要依靠别人的判断才能得到想要的外在奖赏（Buss & Briggs，1984；Leary & Kowalski，1990；Schlenker，1980）。求职面试和第一次约会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高度关注自己能否形成一个积极的印象，并尽力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当我们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时，自我展示的动机也会大大提高。有些人非常讨厌在公众面前讲演，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会让他们高度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诸如照相机、录音机这样的东西也会让我们关注自己的社会形象，因为这些会让自己想到别人会如何看我们（Carver & Scheier，1985；Scheier & Carver，1982b）。

被人忽视或者躲避也会增加对自我展示的关注（Buss，1980），这看起来和前面有些自相矛盾。试想，如果在宴会上没有一个人理你你会是怎样的感觉？这种情况下，你极可能高度关注自己，并且强烈想要展现出一个积极的形象。在盛大的宴会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独自相处的样子并不是大家所希望的。普遍而言，当我们在塑造自己希望的印象时遇到障碍，进行自我展示的动机就会升高（Schlenker，1985，1986）。

和观众的熟悉程度也是影响自我展示特点的一个因素（Leary，Nezlek，Downs，Radford-Davenport，Martin，& McMullen，1994；Tice，Butle，Muraven，& Stillwell，1995）。当交谈的对象是正式场合结识的人或商业伙伴，而不是老朋友、家人或爱人时，人们一般会更加注意自己创造的印象，虽然也有例外。比如，很多人可以头发零乱地在屋里走动，但他们却不会这样去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与不太熟的人相比，人们和自己感觉更亲近的人（特别是同性）交往时会表现得更谦虚和真实。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人们和他们熟识并且感觉舒服的人在一起时，他们就更想“解下头发，做回自己”。

社交敏感性

一旦我们产生了塑造特定印象的动机，我们还要拥有如何才能最好实现这一目标的觉知力（awareness）。这种认知能力就叫做社交敏感性（social acuity）（Hogan & Briggs，1986）。社交敏感性指我们知道怎样做才能成功塑造期望的印象的能力。通常它需要站在别人的立场，并推断这样一个特定的行为会在他们心目中产生什么样的印象。比如，假设我想证明自己是机智诙谐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首先指出这需要什么条件。我需要知道我要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形成这样的印象。这种从他人角度看问题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交敏感性。

米德的影响在这里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正如第4章里讨论到，米德（1934）认为：要进行有效沟通，人们必须能够预测他们符号性的行为（symbolic gesture）会被别人如何解释。成功的自我展示同样如此。要塑造期望的印象，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他们的立场上，并且能够分辨什么行为才能产生那样的印象。如果我们不能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那是不太可能塑造期望的印象的。

行动技能

行动技能是成功的自我展示的第三个成分。人们需要具备执行他们认为能够塑造良好印象的行为的能力。回到上面的那个例子，假设我想塑造一个像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一样机智的形象。同时我也知道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要妙语连珠。但想要塑造某个形象以及知道了要做什么并不能保证我们就能够做到。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行动力。

人们可以采用大量的策略来塑造期望的印象。口头宣布（verbal claims）可能是最常用的策略。选择性的透露，“偶尔”提及或者公开吹嘘都可以作为创造印象的手段。我们也可以像演员一样利用一些小道具来树立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头发、体格、身材和服饰都可以用来塑造形象。尽管我们通常会否认我们主要是为了自我展示才这样做，但同样也几乎没人会认为他们这样做时并没有考虑任何社会后果。而这样说的人也只不过是想塑造一种特立独行的形象（Schlenker & Weigod，1990）！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也会告诉别人我们是哪类人。人们通常会根据我们的行为举止、身体姿势以及站立和走路的方式等来推断我们的身份（McArthur & Baron，1983）。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主动调整他们的动作来控制别人对他的印象。比如，只身处于聚会和酒吧里的人的举动就会有别于成双结对的人。他们用行为告诉别人他们现在正好有空。

小结

总之，成功的自我展示不仅需要动机，还需要能力。人们可能具有塑造某种印象的动力，但却可能失败，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他们不能做出合适的行动。从这个角度看，成功的自我展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技巧和人情世故的知识。认识到它的复杂性，舒伦克尔和利里（1982a）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当人们产生了塑造积极的印象动力，却感到实现的机会非常渺茫时，就会产生社会焦虑。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怀疑会使人非常无助，并产生严重的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s）。

自我展示的个体差异

虽然每个人都在进行自我展示，但是在对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关注程度，以及他们想要表现的形象的种类方面却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在进一步了解这些个体差异以前，请先完成表7.1中的问卷。然后回到正文，并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表7.1　自我监控量表

[image: 248-01]

注：评分方法是，在5，6，7，8，10，11，13，15，16，18，19，24和25上回答“是”得1分，在1，2，3，4，9，12，14，17，20，21，22和23上回答“否”也得1分。将总分加起来，得12分或以下表示低自我监控，得13分或以上表示高自我监控。
资料来源：Snyder, 1974,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 526-537. Copyright 1974.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自我监控

马克·斯奈德（Mark Snyder，1974）编制了表7.1的问卷，主要是为了测量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监视和控制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行为。高自我监控者认为自己是实用和灵活的，要在每个情境下成为合时宜（right）的人。在面临一个社会情境时，他们首先会辨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典型的模范应该做什么。然后他们会用这些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低自我监控者却有不同的行为取向。他们认为自己是讲原则性的，并且强调在做什么人和做什么事等问题上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在面临一个社会情境时，他们更关注内心世界，并用自己的态度、信仰和感觉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社会环境中，他们努力要实现的是做自己，而不是做合时宜的人。

个体在自我监控上的差异影响了很多社会行为（参见Snyder，1979，1987的综述）。同低自我监控的人相比，高自我监控者（1）更多关注他人在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方式；（2）更喜欢提供了明确行为指导的社会情境；（3）对那些看重公众行为的职业，如表演、销售和公共关系等更感兴趣；（4）在察言观色方面更老练；（5）更擅长同拥有各种心情的人沟通。

高自我监控的人的态度和公共行为上的一致性程度也更低。比如，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他们可能会做一些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也可能会说一些他们并不相信的话。但低自我监控者则全然不是这样。他们强调行为和态度的一致性，他们的言行更多地反映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为了阐明这些差异，让我们假设这样一个情境：你和另一个人正在讨论最近的一个电影，那个人告诉你她喜欢一个电影，而你并不喜欢。你会怎么做？一般说来，你有三个选择，你可以：（1）说你自己也喜欢那个电影，虽然事实上你并不喜欢；（2）说出你的真实看法，承认你并不喜欢那个电影；（3）避免形成一个立场，你可能改变话题。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高自我监控者会比低自我监控者更多选择第一种方式。

自我监控也会影响到友谊的模式。高自我监控者可能会有很多类型的朋友，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活动。比如，他们和一些人一起运动，与另一些人去看话剧，然后再和另外一群人讨论政治事务。这种模式允许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中表达不同个性取向，并成为不同的人。相反，低自我监控者相对只有几个朋友，他们与同一个人一起参加很多活动。他们更愿意和同一个朋友去运动，看话剧和谈论政治。这种模式有利于在不同的情境中成为同一个人。

表7.2总结了高自我监控者和低自我监控者在我们前面讨论的三种自我展示成分上的不同取向。高自我监控者是社交变色龙。他们享受在不同情境下做不同的人这样的生活，也具备扮演不同的角色的认知和行动技能。

表7.2　高、低自我监控者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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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低自我监控者认为自己是非常讲原则的人，更看重自己在不同的情境下要“对自己真实”。他们不太擅长把握社会情境的特征，他们的行动技能也没有很好发展。[2]

外向性自我意识

与自我监控差异相关的是外向性自我意识（public self-consciousness）的差异。在第6章，我们注意到个体关注自己私密的内心状态的程度存在差异。芬尼格斯登等人（Fenigstein，Scheier，& Buss，1975）在描述这些差异时使用了个人（private）自我意识这个概念，并制定了一个量表来测量它。芬尼格斯登等人同样也制定了一个量表来测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关注自己公开的、可观察到的一面（见表7.3）。在外向性自我意识量表上得分高的人高度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实体的一面，并对自己的公众形象考虑甚多。而在外向性自我意识量表上得分低的人则很少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实体的一面，同时也很少考虑自己的公众形象（Buss，1980；Carver & Scheier，1985；Scheier & Carver，1982b）。

表7.3　外向性自我意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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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把所有七个项目的得分加起来。分数越高，外向性自我意识就越强。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Fenigstein, Scheier, & Buss, 1975, Journal of Cou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3, 522-528. Copyright 1975.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外向性自我意识和自我监控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自我监控得分高的人往往在外向性自我意识上的得分也高（Tomarelli & Shaffer，1985）。但是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相同。自我监控是动机取向的，高自我监控的人非常想成为与情境相适宜的人，而外向性自我意识则不是动机取向的，在外向性自我意识上得分高的人并不一定想成为与情境相适宜的人；他们只是注意到了自己是处于社会情境中。另外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高自我监控者喜欢社会交往场合，这让他们有机会展示自己（自己认为的）的行为技巧；但是高外向性自我意识的人却不一定都会四处寻找“作秀”的机会。


塑造期望的印象

人们想要塑造什么样的印象

人们所试图在他人心目中创造的印象不计其数。同时，这些印象可以分为少数几个类别。琼斯（Jones，1990；Jones & Pittman，1982）区分了五种常见的自我展示策略（见表7.4）。

表7.4　五种常见的自我展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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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迎讨好

逢迎讨好（ingratiation）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印象管理策略之一。讨好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喜欢你。既然我们更喜欢那些赞同我们、说我们好话、支持我们、拥有积极的人际品质（如热情友好）的人，那么通过效仿、恭维、支持别人和表现积极的个体品质能够来讨好别人就不足为奇了（Jones，1990）。

但逢迎讨好过度也会适得其反。如果你的听众知道你在操纵他们，他们就不相信你并且会讨厌你。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人们希望自己是受欢迎的并且别人也喜爱他。因此，他们不愿相信别人表现出来的崇拜和友爱是虚假的，或者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即使这种目的对明眼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Jones & Wartman，1973）。正是如此，讨好（只需要稍微狡猾一点）通常都是非常成功的自我展示策略。

自我提升

自我提升（self-promotion）是另一个常见的自我展示策略。在这里，我们是为了让别人相信我们的能力。自我提升与逢迎讨好不同。采用逢迎讨好的方法，我们是为了让别人喜欢自己。采用自我提升，是想要让别人认为我们是有能力的、聪明的和有天赋的。

很多情况下，如果别人认为你既友好又有能力是非常有益的。比如，在学术界，能够获得工作的经常是那些被认为是高度胜任又与人相处愉快的人。不幸的是，要同时展现出两种品质却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谦虚是逢迎讨好的有效方式，但却不会给人能力强的印象。相反，自吹自擂可以让别人认为你是有能力的，但却不会让别人喜欢你。正是如此，人们经常混合使用两种策略，并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很多吹牛大师好像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他们希望牺牲喜好度，以换取被认为是有能力的感觉。

威胁

讨好和自我提升是两种最常见的自我展示策略，但也有其他的方式。有时候人们希望别人怕他，这就是威胁（intimidation）。比如，老板希望自己是强硬的、有力量和无情的。这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并降低他们对提薪和增加其他福利的要求。白宫前助理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曾经说道，只要能被人尊重和敬畏，他不会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

榜样化

自我展示的另一种形式是榜样化（exemplification）。通过榜样化，人们试图塑造出品德高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形象。通过夸大自己在别人手中所遭遇的悲惨待遇，或者承受的苦难，榜样的形象就更加栩栩如生。

哀求

自我展示的最后一种形式是哀求（supplication）。哀求通常发生在人们公开夸大他们的软弱和缺陷的时候。比如，在早些时候，人们通常希望女人表现出柔弱无助（而不是有能力）的样子，并以此来吸引男性。男人当然也会这样做，但通常是声称自己不知道如何使用洗碗机或者洗衣机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人们有时会夸大他们的无知和脆弱，如果这样做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这种倾向会造成抑郁和其他心理困难（Gove，Hughes，& Geerken，1980；Leary & Miller，1986）。

期望的形象具有哪些特征

不管人们想要传递什么样的印象，只有别人接受这些印象才会有效。舒伦克尔（Schlenker，1985；Schlenker & Weigold，1989）提出成功的自我展示行为总是包含两个此消彼长的因素：（1）收益（尽可能呈现你最好的形象）；（2）可信度（确保你展示的形象是可信的）。回到前面的一个例子，每个求职者都想让别人认为自己能力强又勤奋。但是如果他们太离谱，把自己描绘得像超人一样，这就会遭到别人的怀疑，结果适得其反。

可验证性的作用

有好几个因素可以影响到自我展示的可信度（Schlenker，1980，1985；Schlenker & Weigold，1989）。这些因素包括自我展示者的行动能力（水平越高的演员越能夸大），领域的模糊性（越模糊的行业，人就也越能吹嘘）。另外一个因素是可验证性。可验证性是指他们说的话是否可以找到相关事实来检验。如果没有人向你挑战，你就可以吹自己是个下棋高手；如果身边正好有个棋盘，正好也有人想检验你的话，情况就大一样了。一般而言，当听众可以检验你所说的话的时候，你的自我展示就必须更真实。

舒伦克尔（Schlenker，1975）验证了这个假设。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首先引导被试，让他们觉得自己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一个测试中做得很好或者很差。同时，他们有机会向别人推销自己，其中有一半的人无法知道他们将会做得怎样，而另一半人则可以知道。

图7.1呈现了实验的部分结果。图中显示：只有在被试认为自己可能会做得很差，同时观众也可以知道他的表现的情况下，被试才不会用非常积极的术语描述自己（例如：自己有很强的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而当被试知道观众无法了解他们会做得如何的情况下，他们会公开宣称自己很有能力，即使内心也在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拥有那么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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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个人表现预期以及可验证性对个人在将来任务中的表现的声明的影响。数据表明只有在他们认为自己会做得差，同时认为观众会知道自己的表现的时候，他们才不会声称自己非常胜任。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chlenker, 1975,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 1030-1037. Copyright 1975.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观众对这些声明的反应

在舒伦克尔（1975）的研究中，假设被试当众表演时他们会调整他们的声明，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事实证明他们所说的话只是空洞的谎言，人们会鄙视他们。舒伦克尔和利里（1975）做了一个后续的研究来检验这样的模式是否真的会招致谴责。在一组情境中，他们告诉被试那些学生所说的话与他们的实际能力吻合/或不吻合（如学生们都说自己做得很好，但有的是这样，有的却不是这样）；在另一组情境下，他们不给被试任何消息（如学生们说自己做得很好，但被试却不知道实际上真的做得好还是不好）。

图7.2的上半部分显示出在不同条件下，被试对学生的评价（是否喜欢）。可以看到，被试通常会喜欢言行一致的学生；所言与所行吻合的人通常会得到更积极的评价，而不吻合的人却相反。被试特别不喜欢那些说自己能力高却无法做到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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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观众对宣称自己能力高、中或低的人的评价。上半部分显示：观众通常喜欢言行一致的人。下半部分显示：如果观众知晓个人作业成绩，就会依据该信息来判断其胜任度；否则就会根据个人自我宣称的信息来判断。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chlenker & Leary, 1982,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8, 89-104, 1982.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Academic Press, Inc.

但是如果是评价胜任力，情况则不完全一样（参见图7.2的下半部分）。言语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事实上，做得好的学生会被认为比做得差的学生更胜任工作，而不管学生说自己好还是差，结果几乎都是一样。

但是这个结论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大家可以注意到在被试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会认为那些说自己能力强的人比说自己能力一般或者低下的人更胜任。很明显，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的情况下，人们会把个人所说的话当成事实：如果你说你能力，那别人就会认为你能力高。仅仅从自我展示的角度来说，这些结果提示如果你能够合理地介绍自己是有能力和胜任的，这对你总有好处。除非观众知道你在故意说假话，即使他们可能会怀疑，但是他们还是会相信你。

自我提升和自我保护

前面的分析都是假设创造积极印象的好处超过了引发负面印象带来的代价。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在政治领域，赢得大选的人往往是得到负面评价最低的人，而不是赢得积极评价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往往在很多问题上模棱两可而不愿站在某个立场上。避免疏远一个街区的选民比让他们对你有好印象更为重要。

阿金（Arkin，1981）认为这个方面同样存在个体差异。有的人特别想避免制造消极的公众形象。这样的人在公众场合通常小心、安全行事，表现得中立、谦虚，也不明确表态。这种保护性的自我展示风格很少产生积极的人际反应，但也很少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多种个性品质可能与这种高度关注公众场合的自我保护有关，包括：害羞（Arkin，1987）、低自尊（Baumeister，Tice，& Hutton，1989；Schlenker，Weigold，& Hallam，1990）、抑郁（Hill，Weary，& Williams，1986），以及社会焦虑（Baumgardner & Brownlee，1987）。在很少的情况下，对消极社会评价的恐惧会导致社会隔绝（social isolation），如广场恐怖，或者严重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行为模式。身份困境尽管试图避免，但是很多人还是会遇到公众形象受到威胁的情况。有的时候这种威胁是微不足道的——正如法国人所说的尴尬：喝汤弄出了响声，在汽车里唱歌被人碰见，以及其他因为出丑或失言等让自己难堪的情形。（从出现描述这种情况的术语的数量来看，这种情况在法国一定经常发生！）。一般说来，人们只需要很小的努力就可以摆脱这些情形。

而其他情况的身份困境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的一种情形就是人们认为他应该对导致某个消极的事件和结果负责（Schlenker，1982；Snyder，1985；Weiner，Amirkhan，Folkes，& Verette，1987）。比如，你可能因为迟到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而让很多人等很长时间；忘记的你的爱人的生日；或者别人发现你为了不参加某个社会活动而撒了个小谎。

解释说明

人们采用很多机灵的技巧来减轻身份困境带来的负面影响（Schlenker，1980，1982；Scott & Lyman，1960）。表7.5列出了在我们家经常发生的一件事上（如一个孩子告另一个兄弟打他）可以使用的五种策略。

表7.5　五类解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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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使用的第一类应对身份威胁的防御措施是宣称自己的清白。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声称自己与此事完全无关，以此否认自己应该对此事负责。如果这招不灵，他们会重新从积极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事情。这是政治家常用的伎俩，他们会习惯性地为一个看似消极的事件赋予积极的解释。（“是的，我们第三个才到，但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胜利；我们过度地消耗了体力，本只想得第五个。因此，实际上我们赢了”）

在后面两个解释中（合法化和找借口），人们承认自己应该对该消极事件负责，但是他们试图改变观众对事件发生情形的知觉，以此逃避惩罚。通过合法化的策略，人们试图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有正当理由的，并使之合法。使用找借口的策略，人们试图说明行为是偶然的、无意的，从而使之合理。但是当所有这些策略最终都失败时，他会承担所有责任，并道歉，并以此赢得判决者的同情。

前参议员鲍勃·帕克伍德的传奇故事就是现实世界中如何使用这些策略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很多妇女控告他多年来对她们提出非自愿的性要求。最初，帕克伍德否认了这些事件的发生（或者至少不记得发生过这些事情）。然后，他试图重新解释这个事件：“这并不是色情的性要求”，他争辩到：“它只是友好的亲吻，与两个男人握手一样”。直到后来发现这并不是柏拉图式的接吻，帕克伍德就试图让自己的行为合法化。“我是来自不同的一代”，他说：“人们希望这一代的男人更有男子气，并把我们强加在女人身上。”当这些解释无法平息公众的不满时，帕克伍德就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并声称自己是个酒鬼，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最后，为了最后挽救自己的事业，帕克伍德承担了责任并向所有他“可能侵犯”的女人道歉。可惜的是，即使是这个（迟来的）道歉也没有平息公众对他的批评，最终帕克伍德被迫不光彩地辞出了美国参议院的职务（但不必为他感到遗憾，他现在是一个收入很高的说客，继续在他曾经走过的参议院权力走廊里发挥影响）。

预先找借口

在前面讨论的例子中，都是在被质疑的行为发生后才进行解释。但人们也经常事先就找好借口（“我可能会伤害你，我不太擅长做这类事情”）。有的时候这类借口会告诉人们我们拥有一些可能有损行为表现的品质。比如，让我们来看看鲍姆加德纳等人（Baumgardner，Lake，& Arkin，1985）的一个研究。研究者首先引导实验参与者认为自己会在接下来的记忆测验中表现很差。然后，进一步告知其中的一半（实验组）被试不好的情绪会影响作业的成绩；另一半（控制组）被试则没有得到任何情绪会影响记忆的信息。所有的被试都在测验前报告自己的情绪状况。结果发现，实验组的被试比控制组的被试报告出的情绪更消极。可能原因是，公开宣称自己情绪差可以提前为后面记忆测验的糟糕成绩找一个借口。

斯奈德和史密斯（1982）认为很多临床的表现，如抑郁、药物滥用和焦虑等会产生类似的作用（也可以参见：Hill，Weary，& Williams，1986）。史密斯等人（1983）的一个研究证实了这个效应。研究者假设疑病症患者（因过分关心自己的健康而引起的病态的过虑）会通过报告身体疾病和症状来抢先找借口。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他们首先引导被试相信坏的身体条件能够（或者不能）导致差的测查成绩。然后所有的参与者都填写一个测量他们身体情况的问卷。结果发现，只有当参与者相信差的身体可以作为成绩差的理由时，疑病症患者才会比非疑病症患者更多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个结果，以及其他类似的结果（如Smith，Snyder，& Handelsman，1982；Snyder，Smith，Augelli，& Ingram，1985）表明，有的人会利用慢性症状为借口，以避免对能够预期到的消极表现和结果承担责任。

自我妨碍行为

在有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做得更过分，以至于主动创造一些失败的借口。这就是自我妨碍行为（self-handicapping behavior）（Berglas & Jones，1978；Jones & Berglas，1978）。正如第3章讨论的那样，自我妨碍行为是指为自己的成功设置障碍的行为。比如，设想一个运动员在大赛前却不好好准备。缺乏准备，当然不太可能成功，但它也为个人的失败准备好了理由。

自我妨碍行为早期被认为是个人现象，而与社会情境无关（Berglas & Jones，1978；Jones & Berglas，1978）。最近的研究却表明自我妨碍行为最可能在公开表演的情境下发生（Arkins & Baumgardner，1985）。比如，科尔蒂兹和阿金斯（Kolditz & Arkins，1982）发现：只有当参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别人知道的情况下，他们才主动为即将到来的任务设置障碍。

作为一种自我展示策略，自我妨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成功设置障碍可以使得在你失败的时候，人们不太会怀疑你的能力问题；但另一反面，人们也不喜欢那些通过自己设置障碍而阻碍自己潜能充分发挥的人（Luginbuhl & Palmer，1991；Rhodewalt，Sanbonmatsu，Tschanz，Feick，& Waller，1995；Weiner，1993）。正因为如此，当众进行自我妨碍可能是印象管理策略中的最后一招，它只在成功的可能非常小，同时被人认为能力差比不被人喜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的时候才使用。

身份修补策略

主动修补受损的公众形象是应付身份困境的最后一个方法。鲍迈斯特和琼斯（Baumeister & Jones，1978）的研究证实了这个效应。在这个研究中，告诉被试有人对他们的某些个体品质有不好的印象（如其他人通过被试先前填写的人格调查问卷得知他不太敏感或者不太成熟）。然后，参与者有机会填写一个会给别人看的问卷。问卷中的一些题目是他们提到的，而其他项目是新的。鲍迈斯特和琼斯发现：被试会提高在无关项目的得分来弥补先前的不好影响。比如，如果别人认为参与者是不敏感的，她会把自己描述成非常成熟；如果别人认为她不成熟，她就会把自己描述成非常敏感的。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者希望能够重新建立一个受人喜欢的公众形象，同时也避免和别人已有的信息发生冲突（也可以参见：Baumeister，1982a）。

另一个修补消极公众形象的方式是指出一些特殊的人或者榜样和你有共同的特点。比如，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和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母亲共进晚餐（现在，你是否觉得印象深刻？！）。恰尔蒂尼和他的同事（Cialdini & DeNicholas，1989；Cialdini & Richardson，1980；Cialdini et al.，1976）称这个策略为沐浴在他人的光辉下（basking reflected glory）。在最早证明这个倾向的研究中，恰尔蒂尼等人（1976）发现，当学生们在讨论足球比赛时，如果他们的球队赢了，他们更倾向于用“我们”这个词（我们赢了）；而当球队输了的时候，他们则说“他们输了”。而且，当学生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公开的失败时，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提示这代表了一种恢复积极的社会身份的愿望。


自我展示和内向性自我概念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关注了自我展示行为的公共性的一面。但是，自我展示行为同样有非常个人化的一面。特别突出的是，个人对自己的想法会影响到他们怎么展示自己。比如：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品酒师的话，他就会更倾向于用自己对上等波尔多的知识给别人深刻印象。虽然理论家们对这种关系的强度问题存在争议，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人们对自己的想法是决定他们试图创造的公众印象的一个因素。

更有意思的也许是公众行为影响个体的自我概念的方式。人们是自己行为的观众。正如我们的行为会说服别人我们拥有特定的品质和态度，同样，这也会说服我们自己。有来自不同方面的研究证据支持这个说法。

角色内化

每个人都随时随地、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扮演某个角色……在这些角色中，我们彼此相识；在这些角色中，我们认识了自己。（Park，1926，p.137）我们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很多角色。我们是孩子、兄弟姐妹和父母；我们也是学生、朋友和雇员，等等。这些角色突出地描绘出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当被要求描述自己的时候，人们通常依据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来进行回答。比如，我是一名教授、一位父亲和一个丈夫。

然而，按照社会角色来界定自我的倾向并不是连接自我角色和自我概念的惟一纽带。我们扮演的每个角色都承载着一系列期望的行为（如法官需要维护法律），同时也承载着对个人特征的假设（如人们认为消防员是勇敢的）。这里我们非常关注这些个性品质。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人们经常把这些与角色相关的个性品质内化。他们逐渐认为自己拥有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品质（McCall & Simmons，1966；Sarbin & Allen，1968；Stryker & Statham，1985）。

角色内化的产生有多种原因。根据反射性评价过程（reflected appraisal process，参见第3章），社会交往对自我概念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在（他们知觉到的）他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对自己的看法。不需要多久，那些经常看到被自己逮捕的人的眼中流露出来的恐惧的警察就会认为自己强大有力。自我知觉过程（Bem，1972）也在此发生。人们通常是自己行为的被动观察者。经常帮助那些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老师就可能自然地推断自己善解人意，并乐于助人。

当然，人们会转向那些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知觉到的品质的角色。因此联结自我概念和角色的道路就具有两个走向。但有的情况下，人们的自我观点在最初的时候会与他们选择的角色不符。试想一个认为自己非常害羞和自我封闭的人被提升为经理时，她的自我观念发生怎样的改变？很多情况下，她会逐渐采用和这个新头衔相符合的态度和信念。她逐渐认为自己是强硬和苛刻的——因为她认为别人会这样看她（反射性评估），因为这是她行为的方式（自我知觉），或者因为不这样做会在她的行为和自我信念之间造成心理冲突（psychological inconsistency）或者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总之，进入新的社会角色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拥有这个角色所需要的品质。实际上，通过扮演这个角色，他们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体是消极地接受社会角色所加上的标签。虽然对某些角色的期望是严格和不可妥协的，但很多还是温顺的，并有重新解释的余地。这就容许个人将自己独特的特点带入到所扮演角色中。在剧院里同样也是这样。所有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都必须背诵他著名的“生存和死亡”的独白，但是允许每个演员都突出这个角色的某个方面。更一般地说，人们创造了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被角色所创造（Backman & Secord，1968；Stryker & Statham，1985）。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角色的期望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对于每个新的角色拥有者来说，这个角色已经经过了改变（虽然角色的核心期望会保持相对的稳定）。

自我展示的延续效应

公众行为会改变个体自我概念的进一步证据来自于对自我展示的延续效应的实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参与者以特定方式向观众展示自己。比如，要求一些被试让面试者相信自己是外向和社会性的；而要求另一些人要让面试者相信他们是内向和保守的。在这之后，在一项看似无关的调查中，参与者要在这些维度上对自己进行评价。一个典型的发现是：自我展示行为会影响后续的自我概念。那些在自我展示行为中表现出外向和社交性的人在随后的评价中会比那些展示为害羞和不爱交际的人更认为自己是社会性的（Fazio，Effrein，& Falender，1981；Jones，Rhodewalt，Berglas，& Skelton，1981；Rhodewalt & Agustsdottir，1986；Schlenker，Dlugolecki，& Doherty，1994；Tice，1992）。

理论解释

在产生这种延续效应的原因上，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解释。一种可能是，我们称之为认知通达性（cognitive accessibility）模型，该模型把这种效应上溯到个体内心的过程。根据这个解释，以某个特定的方式向别人展示自己（如社会性的）激活或者通达了与这个展示相吻合的特定行为和观念（如我们表现出社会性的时候）。但随后问他们是否拥有某个特点的时候，最近发生的事情具有更高的通达性，从而导致他们相信自己是那样的。需要注意，这个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将个体的公众行为看成是延续效应的一个伴随现象。这个效应更多反映了认知的通达性，这只是一个个人的、人际内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公共的、人际间的过程。可以预期，回顾自己过去的行为也可以产生类似的效应。

另外一个解释，我们称为反射性评价模型，则认为公众行为是延续效应产生的关键所在。这个解释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人们对自己的观念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考验铸造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来逐步认识自己。根据这个观点，公众行为会比私下的行为产生更强的后果。公开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并且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这同个人的私下行为相比，会对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产生更大影响。

实验发现

在检验两个假设的研究中，泰斯（Tice，1992，研究2）让参加者把自己描述为外向的或者内向的。一半的被试在一对一面试的情况下公开展示这些行为；另一半的被试通过单独在房间里匿名完成问卷这种方式私下展示这种行为。通达性模型预测在两种条件下都会产生延续效应，而反射性评价模型则预测在公开行为条件下，延续效应会特别强。

图7.3呈现了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公开展示行为的参与者会比在私自匿名填写问卷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的延续效应，这支持了反射性评价模型（也可以参见Schlenker，Dlugolecki，& Doherty，1994）。这个结果提示要改变个人的自我概念，公开行为的更有独特的潜力。或许这就是很多自我帮助治疗（如匿名酒鬼）会在群体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原因，在这种环境中，会要求人们坚持并公开进行一段时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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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在公开或者私下的场合中展示自己是外向或者内向后，个体对自己的外向性的评价。数据表明：公开进行自我展示会比私下进行自我展示产生出更强的延续效应。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Tice, 1992,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435-451. Copyright 1992.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开行为可以剧烈改变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那些认为自己喜欢社会交往的人并不会因为自己的一次笨拙行为就会变成墙头花（舞会中因无舞伴而在一旁或坐或站者，尤指女子）。实际上，人们的自我知觉只会往所展示的行为的方面挪动一点点。而且，为了更有效，个体所展示的行为必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已经看待自己的方式一致。最后，你对自己要坚持什么特质越肯定，你的自我概念就越不可能被公开的行为改变（Rhodewalt & Augstsdottir，1986；Schlenker & Trudeau，1990）。

符号自我完成理论

公众行为与内向性自我概念的联系也是威克伦德和戈尔维泽（Gollwitzer，1982）的符号自我完成理论（symbolic self-completion theory）的核心。在具体讨论这个理论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本章先前阐述的一个观点。当讨论自我展示行为的各种功能时，我们注意到人们有时候进行自我展示是为了私下地塑造自己的身份（Schlenker，1980）。我们将这种行为看成某种形式的自我建构（Baumeister，1982b）。在自我建构中，人们把观众当成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他们想努力说服别人自己拥有何种品质，其原因在于这样做有助于更好地说服自己。

身份的社会确认

符号自我完成理论就是建立在自我展示的这个功能之上。该理论假设很多重要的身份都需要社会确认。在人们能够尽情声称自己拥有某个品质（或者根据该理论的术语，体验到自我完成感）之前，其他人必须认识到并且承认他们这样说是正确的。比如，考虑一下这点对一个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要想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医生，需要别人认同你的专长，并向你咨询有关健康的问题。否则，你这个医生就徒有虚名。这种类型的社会确认对于我们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都非常必要，同时对很多个人身份也很重要。如果没有人想和他在一起，他也很难认为自己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由于很多身份都需要社会确认，人们因此会主动尝试说服别人他们是有权这样说的。根据符号自我完成理论，他们所采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展示社会界定的、与角色有关的符号行为（符号自我完成由此得名）。在医生这个例子中，需要穿白大褂，佩带听诊器，用潦草的笔迹开药方。当其他人认识到这一点，这种与身份相关的符号行为就给人一种自我完成感。他们给别人这样一种感觉，也就是他们真正拥有某个身份或者特征。

戈尔维泽（1986）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设，也就是如果这些符号化的行为能够被别人注意或者认识，那么它们就能够更有效的给人一种自我完成感。他们给医学院的学生很多医生常见的问题，并要求他们给出解决的方法（如遇到不按照你的药方服药的糖尿病人该怎么办？）。总共有45个这样的问题，学生可以想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在学生开始回答这些问题后不久，一个实验的助手出现了。在社会认知情境下，这个助手读完学生们的回答并说他们是医生。在控制组的情境下，助手并没有看他们的回答，也不说他们是医生。结果发现社会情境组的学生回答问题的数量比控制组要少。可以推断，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被人称为医生给这些医科学生一种自我完成感。

寻求符号自我完成

符号自我完成理论同时还做了另外一个有趣的预测。由于自我完成更容易在自我符号化的努力被他人所认识的情况下发生，人们想要得到某种身份的时候就非常想为自己的符号化行为找到一个观众。根据这个理论，即使这样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自我展示策略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也可能发生。你可能在与别人在宴会上聊天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这个人好像不断地想要说服你他拥有某种特征（如有钱、有学问、时髦、擅长运动等），即使这样做会给你不好的印象。根据符号自我完成理论，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此时，讨人喜欢已经不是他的目的了。相反，他是在为自己渴望的身份寻求社会证实，并在自我中心的方式下通过寻找一个听众来达此目的，而不管这样做的社会代价是什么。

进行自我符号化的个体一点不会在意听众是谁，他们也并不在意是否能和听众形成有意义的互动。相反，（他们）认为听众只不过是他们实现身份相关目标过程中的一个目击者。（Gollwitzer，1986，p.149）

　　（他们）只关注向他人证明自己拥有某个希望的身份，而不顾别人的愿望、需求和潜在的反应。（Gollwitzer，1986，p.154）

戈尔维泽（1986）报告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一项研究。实验参与者是要获得各种身份的学生（如数学家，生物学家）。在实验的第一个部分，研究者引导一部分学生关注那些暗示他们不适合干这个职业的经历，而引导另一部分学生关注暗示他们适合干这个职业的经历。这样做是为了在两个组中唤起不同的自我完成的动机。在负反馈的一组，自我完成的需求就很高；而在正反馈组，这个需求就低。

在实验的第二部分，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要和另外一个人交谈并相互认识，谈话的主题可以是随意的。但所选的这个人已经通过填问卷表明了自己所喜欢的话题。问卷结果表明他们其实对被试的专业非常不感兴趣。（如如果被试是生物专业的，那另外一个人则表示自己对讨论生物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最后，被试说出他们希望谈哪个方面的问题。结果发现，那些被负反馈激发出自我完成的需求的被试更想讨论与他们的专业相关的话题，即使这样做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对这个结果的一个解释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自我完成的需求比社会称赞的需求更强烈。[3]


自我展示与社会行为

本章的核心问题——人们主动监控和管理自己的公众身份——与我们理解很多社会行为都有关，它同时在心理学研究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很多心理学研究都发生在社会情境下。实验者和参与者经常出现在这种的情境中，被试在多数情况下都知道自己的反应会被他人知道。实验情境的公开性就会导致这样的可能性，被试的行为可能会被有意（或者无意识）地想要管理自己的社会身份的愿望所驱动，而不是被自发的，或者私密的心理过程所驱动。

虽然人们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参见Crowne & Marlowe，1964；Edwards，1957；Erdelyi，1974），但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才兴起。那时，通过社会展示行为对很多早期依据内部心理过程的术语来理解的社会心理学现象进行了重新解释（Alexander & Knight，1971）。特德斯基等人（Tedeschi，Schlenker，& Bonoma，1971）的文章从这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这些理论家对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effects）的本质非常感兴趣（参见第3章）。大量的研究发现当参与者按照与他们的价值观和信念相矛盾的方式行事时，他们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根据认知失调理论，发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信念和行为是相反的（Festinger，1957）。因此，他们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来降低内心的焦虑状态。

特德斯基等人（1971）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释（也可以参见，Schlenker，1982）。与认为态度改变归根于内部的不一致相反，这些理论家认为人们公开改变自己的态度是为了不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个伪君子。这个看法把重心从内心无法承受心理不一致转移到关注保持积极的社会身份。鲍迈斯特（1982b）接下来用一种相似的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行为，包括依从、帮助、攻击和社会促进效应。在各种情况下，研究者使用了创造、保持和重建积极的公众形象来解释这些效应，而以前这些效应则被归因为更个人的、内部的过程。

社会展示与社会增强

社会增强偏差则是另一个依据自我展示的术语来重新解释的话题（Tetlock & Manstead，1985）。正如本书一直提到的一样（特别参见第3章），人们总是用更积极的术语来评价自己（Taylor & Brown，1988）。比如，如果你问别人“你有多友好、多有思想、多聪明和多吸引人？”大多数人会告诉你他们比其他多数人都更友好、更有思想、更聪明和更吸引人。人们通常更多认为成功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愿为失败承担责任，这个现象就是归因中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

最初，人们认为这些偏差来源于想要对自己感觉良好（我们称为自我增强动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强调认知过程的解释开始出现（参见第5章）。在70年代后期，自我展示逐渐用来解释这些效应。

沃瑞·布拉德利（Weary Bradley，1978）是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心理学家之一。沃瑞·布拉德利认为绝大多数研究都要求参与者取得成功而不是失败，他们的表现和归因也会被别人知道。这就导致了这样的可能，即参与者仅仅从自我展示的目的出发，他们尝试着向实验者证明他们的胜任力，从而感觉自己有更多的责任成功，而不能失败。

尽管这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检验这种说法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公众场合下的归因比私下场合更具有自我服务的特点。事实上，真理却与之相反，即自我服务的归因在私下场合比公众场合更多（Greenberg，Pyszczynski，& Solomon，1982；Smith & Whitehead，1988；Weary，Harvey，Schweiger，Olsen，Perloff，& Pritchard，1982）。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自我服务的偏差中，包括更积极地评价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倾向（Brown & Gallagher，1992），以及更希望寻求与自己有关的积极信息的倾向（Brown，1990）。

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Riess，Rosenfeld，Melburg，& Tedeschi，1981；Greenwald & Breckler，1985），都一致发现自我服务偏差的观点只不过反映了人在公众环境下的一种姿态。人们相信他们因为自我服务而提出的要求。但同时，他们也并不明显地拥有他们想创造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会调整他们的公开申明，同时这种修改是沿着更谦虚的方向，而不是在朝着更夸大的方向。

弗雷（Frey，1978）的一个研究考察了这些效应的本质。参与者在一个所谓的智力测验中部分经历了成功，部分却体验了失败。同时，一半的参与者相信实验人员会知道他们的表现（公开表现组）；另一半相信实验人员不会知道他们的表现（私下表现组）。参与者然后在公开条件下（他们认为实验者会看到他们的反应）或者在私下（他们认为实验者不会看到他们的反应）评价测验的有效性。通过这种方式，弗雷独立地操纵了这样两个变量：（1）参与者的表现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2）他们对测验有效性的评价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

研究结果如图7.4所示。左图右边一列揭示了这种自我服务的偏差。在公开完成任务但进行私下评价的情况下，在测验中失败的人会更加藐视测验的有效性。这种情况对应于别人知道你考得怎样但你私下对此进行解释。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的判断更多是自我服务的（也可以参见，Greenberg & Pyszczynski，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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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在公开表现情境（左图）和私下表现情境（右图）下评价测试的有效性。这个结果表明当表现是公开的，而评价是私下的情况下，自我服务的倾向就会导致明显地贬损测验的有效性（见左图的右边一列）。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Frey, 1978,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4, 172-179. Copyright 1978.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图7.4显示的模式与本章综述的很多证据非常吻合。这再次表明公众行为比私下行为更具有强制性。在他们自己的房屋和头脑里，人们可以自由地尝试各种行为、观点和想法，而很少考虑后果。但在公众条件下却很少这样。当我们公开发表一种观点或者按照某种方式行事，我们被期望成为我们所宣称的那种人（Goffman，1959）；同时，当我们向别人展示我们的品质，或者别人知道我们某些方面的表现时，我们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了反射回来的自己，这种品质和后果就具有更高的心理真实性。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一致和公众确认就约束或者加强了我们的自我观点（Gollwitzer，1986；Hardin & Higgins，1996；Schlenker，1986；Swann，1990）。

真诚、真实与伪装、欺骗

本章要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人们的自我展示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很明显，人们有的时候会不实际地描述自己（有的人会比其他人更经常这样）。但是这种伪装有多普遍？是不是人们在公众场合所戴的面具总是掩盖了他们内心看待自己的方式，抑或伪装和欺骗只是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则？

特里林（Trilling，1971，cited in Baumeister，1986）发现在16世纪，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非常强烈。那时，欧洲人对公共行为和私下想法的不一致感到非常困扰。这是马基雅维利和莎士比亚的时代，此时的舞台充斥着怀有各种罪恶念头的演员，但这些念头只为观众知晓而其他演员却浑然不知。

不要相信别人所说的话这一观点流传至今。雅芳小姐的奉承、二手汽车商的欺骗、反面人物和招摇撞骗的艺术家在端庄和真诚的面孔下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而大肆进行欺骗。显然，人并不总是他所看起来的那个样子。

但是否大多数人都会伪装自己，这还是一个问题。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一些理论家（如Buss & Briggs，1984；Leary，1993；Schlenker，1986；Tesser & Moore，1986）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大多数时候会展示出与自己内心看法一致的公众身份。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

伪装的风险

可验证性是一个相关的因素。向别人展示一个不真实的形象的个体会冒着被看成骗子或者说谎者的危险，如果他们伪装的企图被揭穿的话。被认为是骗子可不是大家想要的身份。因此，出于这个考虑，人们会按照与他们私下的自我概念一致的方式进行自我展示。

在知道以后会有进一步的接触，或者别人知道你的过去的情况下，这种关注就更加强烈（Schlenker，1980）。这种情况在人们和他们经常待在一起的人之间会普遍存在——我们的朋友、同事和所爱的人。因此，我们的自我展示很多时候都是真实可信的。

对社会确认的渴望

对社会确认的需求是导致公众行为和内心看法一致的另外一个原因。人们通常相信自己是积极的（如他们是聪明的、友好的和慷慨的），同时他们也希望别人也相信他们自己拥有这些品质。他们主动让别人注意到他们的这些（自己认为的）积极品质。由于这两个原因，事实往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外貌并不是面纱，而是指导我们认识穿戴者真实自我”。


总结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舞台”，莎士比亚告诉我们，“并且所有的男人、女人都只是演员。他们有自己的出场和入场方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很多角色。”（只要你喜欢，第二场，第7幕）。确实如此，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和别人在一起，绝大多数时间我们也就在扮演角色。

本章我们探讨了这些公开展示和个人的自我概念之间的联系。我们首先考虑自我展示的本质——其功能以及人们试图在他人心中塑造印象的方式。我们也提到人们在主动监控和调节自己的公众行为方面存在差异。

我们接下来更进一步考察了人们想要创造的印象的特征。这里我们注意到，为了能够成功，自我展示必须要被别人相信。我们然后讨论了当人们的自我展示行为发生偏差时，他们通常采取的策略。

在本章的第三部分，我们考察了公众行为和他们私下如何看待自己之间的关系。由于多种原因，他们经常按照与他们公开扮演的角色一致的方式看待自己。

最后，我们考察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自我展示来解释个体在公众情境下的行为，并且特别关注自我增强偏差以及人们在公众条件下会多真实或虚假。我们注意到人们普遍会相信自己积极的自我展示；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伪装和欺骗只是例外而不是规则。


	自我展示是任何旨在创造、修改和保持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的行为。

	自我展示具有三个重要的功能：（1）它有助于促进社会交往；（2）它使得个体能够得到物质和社会奖赏；（3）它有助于个人建立自己希望的身份。

	成功的自我展示具有三个成分。首先，个体必须有在他人心目中创造特定印象的动机；其次，他们必须拥有特定的认知能力，以认识到哪些特定的行为会产生那样的印象；最后，他们必须能够（并且愿意）实施那些希望的行为。

	人们在自我展示的风格上存在差异。高自我监控者喜欢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成为不同的人，他们也拥有这样的认知和行为的技能。这让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情境的要求。相反，低自我监控者看重他们的行为和内在态度之间的一致性，而不愿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环境的要求。

	有五种常见的自我展示策略：（1）逢迎讨好（我们努力让别人喜欢自己）；（2）自我提升（我们试图向别人证实自己的能力）；（3）威胁（我们让别人认为自己是强硬无情的）；（4）榜样化（我们旨在创造道义上善良和正直的印象）；（5）哀求（我们想让别人相信自己是脆弱无助的）。

	成功的自我展示需要在收益（展示在该情境下最有利的形象）和可信度（确保别人会相信你的形象）之间取得平衡。意识到这样一些因素，个体通常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与观众的认识和期望一致。

	可验证性是影响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人们越是能够验证自己的行为，他们就越可能以符合事实的方式展示自己。

	在印象塑造中遭遇失败时，人们会使用不同的策略，包括解释（人们希望重新解释，找借口或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者印象修补的策略，比如通过夸大自己在另外一个方面的品质来弥补自己在某个方面的不好印象。

	人们通常是自己行为的观众。说服别人自己拥有某种品质的过程通常以说服自己为结束。有时这样的过程非常被动（比如当我们扮演的角色影响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时），有时也非常主动（我们通过在公共场合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以有目的地创造特定的个人身份）。

	人们总是想让别人相信自己拥有积极的品质。其中大部分的意图真实地反映了个体内心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欺骗或者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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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描述个体为管理别人对自己的印象而付出的各种努力。虽然印象管理和自我展示这两个术语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参见Schlenker，1980），但在本章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2]人们对自我监控的结构以及施奈德（1974）的自我监控量表提出很多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可以参见布里格斯等人（Briggs，Cheek，& Buss，1980）以及甘格斯塔德和斯奈德（Gangestad & Synder，1985）的文章。

[3]符号自我完成理论与斯旺的自我验证理论（self-verification theory）具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正如前面所说（如第3章），自我验证理论假设人们寻求自我概念的社会确认，并努力让别人以自己的方式看待他/她。符号自我完成理论和斯旺的自我验证理论的主要差别围绕在个体是否想要得到这个身份。斯旺认为人们想要证实他们希望或者不希望的身份，而符号自我完成理论认为人们只是为自己想要的身份寻求社会证实。


8
自尊

自尊是现代生活的万能药，它被看成是经济收入、健康和个人实现的钥匙，也被看做是无法成功、犯罪和药物滥用的解毒剂（Branden，1994；Mecca，Smelser，& Vasconcellos，1989）。自尊在学术圈也非常流行。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领域，自尊被包含进很多理论模型中，包括依从（Brockner，1984）、吸引（Hatfield，1965）、劝说（Rhodes & Wood，1992）、认知失调（Steele，Spencer，& Lynch，1993）、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Diener & Diener，1995），以及社会比较加工（Aspinwall & Taylor，1993；Gibbons & Gerrard，1991；Wood，Giordano-Beech，Taylor，Michela & Gaus，1994），这些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自尊这个概念的广泛出现也证明了其重要性，但是这种普遍性却带来了人们所不希望的后果。目前自尊涉及广泛的领域，但是研究却不深入，因而很难知道其究竟是什么。它可以用作预测性变量（有些研究考察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是否在思维、感受以及行为方式有所不同）、结果变量（有些研究者考察不同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中介变量（对高自尊的需求被认为是很多心理活动的动机）。简而言之，自尊变成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概念——很容易改变，因而其价值也存在被低估的风险。

本章将评论性地回顾自尊的本质、起源和功能。本章首先考虑自尊的本质。这里我们会问：自尊这个概念究竟有什么含义，高自尊和低自尊究竟有怎样的特点？接下来，将考察自尊的产生问题，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哪些经验会带来高自尊，哪些会带来低自尊。然后将考察自尊在何时会变得非常重要。这里我们会问，高自尊和低自尊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差异？最后，将探讨在本领域尚未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

本章讨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将是自尊的本质。一些心理学家（也包括我）采用情感取向来理解自尊的本质。这种取向认为自尊是对自己的一种情感体验，它通过非理性的过程形成（非理性在这里指不依靠逻辑）。其他心理学家则从更认知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相信自尊是个体对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依据对自己的各种能力和特质的评价。前一种取向把自尊比喻为恋爱的体验（通常都是非理性和没有逻辑的），而后者则把自尊看成人们对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很整齐地划分成这两个阵营，在头脑中记住这种情感—认知的区分将有助于组织下面的材料。

在开始之前还有一句话要说。自尊和很多临床心理现象都有关系（如焦虑、抑郁、饮食障碍和药物滥用）（参见Robson，1998的综述）。这些问题的本质将在第9章讨论。本章将讨论正常人（也就是非患者）的自尊问题。


什么是自尊

自尊是一种日常用语。从直觉上讲，每个人都知道自尊是什么。因此，如果说心理学界对自尊还缺乏普遍认同的定义，你可能会感到意外。这个问题部分原因在于自尊概念的使用存在三种方式。

自尊的三个含义

整体自尊

很多情况下，自尊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个性方面的变量，即人们通常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因为其持续时间很长，具有跨时间和情境的一致性，研究者把此类自尊看成是整体自尊或者特质自尊。本书中，我也曾经用自尊这个概念（在没有任何限定的情况下）来描述这个变量。

当前很多人都试图定义自尊这个概念，范围从强调原始的力比多冲动（Kernberg，1975），到感知到个体是有意义的宇宙中的有价值的一员（Solomon，Greenberg，& Pyszczynski，1991）。我采用一种更中庸的范式，把自尊定义为对个体情感的感知（Brown，1993；Brown & Dutton，1995b）。在正常人群中，高自尊具有这样的特点，即高度喜欢和热爱自己；低自尊的特点则是对自己略微积极地看待自己或者正反感情并存。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低自尊的人会怨恨自己，但是这种自我嫌弃只会出现在病态人群，而不会发生在正常人群中（Baumeister，Tice，& Hutton，1989）。

自我评价

自尊这个术语也指个体评价自己的能力和特性的方式。比如，在学校里，一个对自己能力持怀疑态度的学生就被说成是学业自尊低，认为自己很受欢迎、被很多人喜欢的人则被说成是具有高的社交自尊。按照同样的方式，人们可以说自己具有高的工作自尊或者低的运动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感等术语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些信念，很多人因此把自信等同于自尊。我倾向于把这些信念叫成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s）或者自我评估（Self-appraisals），因为它们指人们评估或评价自己的能力以及个性品质的方式。

自尊和自我评价是有关系的——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认为自己有更多的积极品质——但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在学校里缺乏自信的人同样会非常喜欢自己。相反，认为自己很有吸引力并很受欢迎的人对自己的感觉可能却很差。不幸的是，心理学家并不总是做这样的区分，而是经常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

自尊和自我评价的因果关系同样也很不清楚。自尊的认知模型假设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如Harter，1986；Marsh，1990；Pelham & Swann，1989）。他们假设对自己在某些领域的积极评价引发高自尊。我把这个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是因为它假设整体的自尊是建立在更具体的评价的基础上。自尊的情感模型则假设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Brown，1993；Brown，Dutton，& Cook，1997）。这个模型假设因果关系的走向应该从整体自尊到具体的自我评价：整体上更喜欢自己导致人们相信他们拥有很多积极的品质。本章后面将提供一些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

自我价值感

最后，自尊这个概念也用来指更瞬间的情绪状态，特别是那些由有好的或差的结果所引发的情绪。人们说到某个经验会支持自尊或会威胁自尊，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当一个人刚刚被大大提升后，他可以说自己的自尊高入云霄；另一个人在离婚后，则可能说自己的自尊非常低。依据威廉·詹姆斯（1890）的理论，我们称这种情绪为自我体验（self-feelings）或者自我价值感（feelings of self-worth）。我们所说的自我价值感的一些例子包括为自己感到骄傲和高兴（积极的一面），或感到谦卑和羞耻（消极的一面）。

因为把情感指向自我，一些研究者（如Butler，Hokanson，& Flynn，1994；Leary，Tambor，Terdal，& Downs，1995）使用状态（state）自尊这个概念来描述自我价值感这种情绪，而使用特质（trait）自尊来描述个体看待自己的整体方式。这两个术语隐含着两个等价的现象，暗示两者惟一的重要区别在于整体自尊是持久的，而自我价值感则是暂时的。

特质—状态假设有很重要的影响。首先，它表明为自己感到自豪类似于拥有高的自尊，而为自己感到羞耻则类似于拥有低的自尊。反过来，这让研究者产生了这样的假设：即通过让被试暂时产生对自己好的或者差的感觉，就可以创造出一种类似于高自尊和低自尊的状态（如Greenberg et al.，1992；Heatherton & Polivy，1991；Leary et al.，1995）。实现这个目的典型方式就是给被试施加积极或者消极的与自我相关的反馈（如告诉人们他们某个能力高或者低）。其他一些研究者不赞同这种方法，认为这类操作并不能适当地制造类似于高自尊和低自尊的状态（Brown & Dutton，1995b；Wells & Marwell，1976）。

关于自我价值感还有一点要说：本书好几次都说到我们有对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类基本需求。心理学将此称为自我增强的动机，这个术语指人们有产生高的自我价值感的动机。人们想以己为荣，而不想以己为耻。他们想努力扩大并保护自己的自我价值感。人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随着时间、文化以及亚文化的差异而改变，但这种需求具有普遍性。普利策奖获得者、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话可以很好描述这个结论：

科学的基本数据乍一看来都是些平庸腐朽、或者无关紧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就我们所知——所有的生物体都喜欢自己感觉良好……因此，用最简要和直接的方式，我们得到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Becker，1968，p.328）

有趣的是，在为什么人们会有积极自我价值感的动机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一些人认为这种感觉能让内心满意，正如詹姆斯（1890）所说，“大自然直接而基本的馈赠”（1890，p.306）；其他人（Gergen，1971；Kaplan，1975）认为我们喜欢积极的自我价值感只是因为这些感觉总伴随着积极的结果，比如被别人表扬和取得成功；同时还有一些人认为人们希望获得自我价值感是因为它让生命充满了意义，并增强了人们对必然到来的死亡的承受力（Greenberg et al.，1992）。无论这种需要产生的来源如何，促进、保持和保护自我价值感的愿望被认为是人类很多行为的动机。这包括在成就环境（Covington & Berry，1976）、社会环境（Tesser，1998）和健康环境（Ditto & Lopez，1992）中的行为。

自尊的测量

在对自尊的含义有所了解后，我们就可以来看自尊是如何被测量的。你可能知道身边某个人的自尊低。你的直觉可能来源于他的言谈和举止。心理学家同样也依靠这些线索来测量自尊（Demo，1985）。

自尊的自我报告法测量

罗森伯格（1965）的自尊量表是研究中使用最广的自尊测量工具。表8.1列出了这个量表，它主要是为了测量整体自尊。它关注人们整体上看待自己的方式，而没有涉及一些具体的品质和特性。其中一半的题目是按正向陈述的（“总体上，我对自己非常满意”）；另一半题目则是反向陈述的（“总的说来，我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表8.1　罗森伯格（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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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要计算分数，首先把5个负向题的得分（1，3，4，5，8）翻转过来：0=3；1=2；2=1；3=0；然后把10个项目的得分相加。你的总分应该在0到30之间。分数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资料来源：Rosenberg,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1965.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表8.2列出了另一个广泛使用的自尊测量工具，即得克萨斯社会行为问卷（Texas social behavior inventory，Helmreich & Stapp，1974）。这个问卷也经常用来测量整体自尊，但实际上测量的是个体感觉自己在社交场合中的舒适度和胜任度。这个问卷的得分和罗森伯格自尊量表的得分相关（r = 0.65左右），但两个问卷测量的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个体虽然在社交场合中感觉不舒服，但整体上仍然喜欢自己；或者个体虽然感觉很轻松也容易与人相处，但可能整体并不喜欢自己。由于这个原因，罗森伯格量表更适合测量整体自尊。

表8.2　得克萨斯社会行为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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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要计算分数，首先把负向题的得分（1，5，6，12，13，15）翻转过来：1=5；2=4；3=3；4=2；5=1。然后把16个项目的得分相加。你的总分应该在0到80之间。分数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资料来源：Helmreich & Stapp, 1974,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4, 473-475. Copyright 1974.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还有很多其他自我报告的工具（Blascovich & Tomaka，1990）。根据谢弗森等人（Shavelson，Hubner，& Stanton，1976）的理论（也可以参见Byrne & Shavelson，1996），马什（Marsh，1990）开发了一个广泛测量人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评价自己的问卷。题目涉及以下领域：个人（知觉到的）身体能力、外表、问题解决能力、社会技能、同伴关系、异性关系和情绪稳定性。哈特（Harter，1986）开发了一个类似的适用于儿童的工具，各个子量表分别测查（知觉到的）学校胜任、运动胜任、社会接受、身体外表和行为管理。这类量表关注我们先前讨论的自尊的第二个含义，他们假设人们在不同的特性、情境和活动方面具有不同的自尊水平。通常，这些量表都包含一个测量总体自尊的子量表。

自我报告法测量存在的问题

自我报告法测量自尊的使用非常广泛，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构想效度和预测效度（Rosenberg，1979；Wells & Marwell，1975）。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鲍迈斯特、泰斯和赫顿（Baumeister，Tice，& Hutton，1989）认为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自尊可能受到自我展示的影响。人们可能会歪曲他们的反应，以在他人心目中创造一个特定的印象，而不是按照内心真正如何评定自己来回答。从这个角度出发，高自尊得分代表了过分自信的、人际间的特点，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很想以积极的方式展示自己；而低自尊得分则反映了谦虚的人际风格，他们不愿意以非常积极的方式展示自己（也可以参见Arkin，1981；Hill，Weary，& Williams，1986）。研究者认为自我展示的模式与人们内心如何看待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

防御过程也会影响自尊的自我报告测量（Weinberge，1990；Westen，1990b）。在自尊的自我报告测量中得分高的人可能会防御性地报告比实际更好的自我感觉，并以此欺骗自己。但另一方面，某些类型的自我欺骗实际上是健康的，在心理调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Paulhus & Reid，1991；Sackeim，1993；Taylor & Brown，1988，1994）。我们将在第10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格林沃尔德和巴纳吉（Greenwald & Banaji，1995）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心理适应的方法来克服自我报告测量的潜在不足。这些间接的、内隐的测量自尊的方法（如反应潜伏期，认知阈限等）会比自我报告法更隐蔽，人们可能并没有感到这是在测量他们的自尊。虽然这些方法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但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就可以使用。


自尊的性质和起源

在定义了自尊的概念并讨论了自尊的测量后，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自尊的本质。高自尊由那些成分构成？高自尊因何而生？有好几种模型可以阐述这些问题。

自尊的情感模型

自尊的两个成分

自尊的情感模型假设自尊在早期形成，并以两种类型的情感感受为特征。第一种感受（我们称为归属感belonging）起源于社会交往经验；另一种感受（我们称为掌控感mastery）则更具有个人化的特征。

归属感是指无条件地喜欢或者尊重的感觉，它不需要任何特定的品质和原因，而只取决于这个人是谁。归属感给人的生活提供了安全的基石。它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受到尊重。好些年前，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讨论人们对无条件的积极奖赏的需求时，特意地强调了自尊的这个方面（Rogers，1951；Rogers & Dymond，1954）。

归属感和反射性评价有些不同。在第3章中讨论到，反射性评价表示我们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有意识的知觉。如果我们认为别人认为我们风趣，我们也会认为自己风趣。但归属感并不是发生在意识水平，它更直觉化。归属感是被爱的感觉，以及由这种感觉带来的安全感。

自尊的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掌控感。掌控是对世界能够施加影响的感觉——但并不一定要在大范围的意义上，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掌控感与知觉到的胜任力不同，虽然有些作者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如Tafarodi & Swann，1995）。掌控感的获得并不需要想到我们是有成就的钢琴家或者学校的头等生；相反，它是我们专心做一件事情或努力去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获得的感觉（如Brissett，1972；Csikszentmihalyi，1975；deCharms，1968；Deci & Ryan，1995；Erikson，1963；Franks & Marolla，1976；Gecas & Schwalbe，1993；White，1959）。

还有一个方法有助于揭示掌控感和知觉到胜任感之间的差异。假设一个孩子在用泥巴捏一个东西。挤捏的动作、泥巴在手指间的感觉，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度的愉悦而产生出一种掌控感。这种感觉会提升自尊。但这个感觉不同于认为自己是“捏泥人高手”的感觉。挤捏是过程取向的——是一种创造和操纵过程中的愉悦；评价是结果取向的——它是对一个人是否擅长做某事的判断。情感模型认为只有前者才与自尊的产生有关。

自尊的发展

自尊的情感模型假设归属感和掌控感通常都在早期发展而成。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发展理论（在第4章中讨论到）为探讨这些情感的产生提供了有用的理论基础。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婴儿最初面临的发展任务是建立与抚养者之间的信任感。信任感是在生命的第一年发展起来，它对应于我们前面讨论到的归属感，而后者对自尊来说非常重要。

埃里克森描述的下一个阶段是“自主对害羞和怀疑”。这个阶段包含了掌控感的获得。通过鼓励孩子探索、创造和修改他周围的世界（如搭建、画画、涂色），可以帮助他们形成掌控感。如果父母破坏、嘲笑或者过度批评他们的努力，他们将无法形成掌控感（Stipek，Recchia，& McClintic，1992）。

依恋与自尊

抚养者与儿童的关系在埃里克森的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关系在其他自尊形成的理论中也具用核心的地位（如Baumeister & Leary，1995；Bowlby，1969；Epstein，1980；Sullivan，1953）。鲍尔比（Bowlby，1969）的依恋理论与当前的讨论关系尤为密切。鲍尔比非常关心依恋的本质和功能。他发现对人类或者其他动物来说，婴儿会与抚养者（特别是他们的母亲）形成紧密的连接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母婴的这种紧密联系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鲍尔比猜测依恋具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功能。在安全依恋逐步形成后，孩子会感觉到足够的安全感，可以离开母亲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鲍尔比认为归属感（也就是安全依恋）促进了掌控感（探索环境的意愿）的形成。

对各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一旦他们感到安全，他们就会离开所依恋的人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当遭到警告，感到焦虑、疲倦或者不情愿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渴望亲近的愿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安全的基础上探索构成了儿童和父母之间典型的交往方式。只要父母在身边并且能够对孩子的需要做出反应，每一个健康的孩子都会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探索。（Bowlby，1979，p.3）

一系列采用陌生情境法（strange situation）的实验描述了这个效应（Ainsworth，Blehar，Waters，& Wall，1978）。在这种情境下，婴儿（14个月左右的儿童为代表）同他的母亲一起被带到心理实验室。屋子里有很多有趣的、他们很喜欢玩的玩具和喜欢看的物品。研究者关心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婴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发地探索这些物体。

另一个变量是婴儿和母亲分开以后的反应。在和母亲呆了几分钟后，母亲突然离开了，让婴儿和一个陌生人呆在一起。实验会记录母亲离开后儿童的情绪反应。几分钟后，母亲回来了。研究者也会记录母亲回来后婴儿的情绪和行为反应。通过这种方式，陌生情境测量了儿童在多大程度把母亲当成一个安全基地，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环境；同时它也能测量在面临压力时，儿童在多大程度上把母亲当成安慰和舒适的源泉。

通过使用这种范式，研究者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依恋风格。


	大约60%的美国婴儿被归为安全型依恋（securely attached）。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在与母亲的亲密度和独立之间有很好的平衡。在实验的第一阶段，他们已经开始探索环境。虽然当母亲离开后他们会感到压力，但当母亲回来时他们渴望看到她，并且愿意让母亲来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分享他们的发现。

	大约15%的美国婴儿可以归为焦虑型或者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在实验的第一阶段，他们不能离开母亲，也不愿意探索环境。当母亲离开时，他们变得非常紧张和不安。虽然当母亲回来后他们会感觉舒服一些，但他们会粘着母亲，并继续显露出一些感觉不安全的信号（如他们会继续大叫）。

	大约25%的美国婴儿可以归为回避型（avoidant）儿童。这些孩子倾向于回避或者忽略他们的母亲。在实验的第一阶段，他们很容易和母亲分开，母亲离开时也不会表现出多少紧张。而且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喜欢独自一个人而不是和母亲一起玩耍。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看起来对母亲漠不关心，但内心却非常焦虑和悲伤。回避型儿童避免任何和母亲的亲密和接近，而不是寻求安全与依赖。



自尊产生的根源可能就在于不同的依恋类型。回避型婴儿可能形成掌控感（因为他们愿意探索环境），但是他们缺乏归属感。他们没有表现出和母亲很强的情感联系。焦虑和不安全的婴儿可能表现出归属感，但却不太可能形成掌控感。他们很容易悲伤也不愿意接触世界。只有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才会同时表现出很强的归属感和很强的掌控感。因此，也只有这些孩子才可能形成高的自尊。

这个推断得到了研究的支持。不同的依恋类型能够预测学前和幼儿园儿童的自尊水平（Cassidy，1990；Sroufe，1983），安全型依赖的儿童表现出最高的自尊。在青少年和青年人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Brennan & Morris，1997；Collins & Read，1990；Feeney & Noller，1990；Griffin & Bartholomew，1994）。

鲍尔比（1973）调用了“内部工作模型”（inner working model）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早期的依恋关系具有持久的效应。在儿童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依恋关系的认知表征或者工作模型。形成安全性依恋的儿童认为自己很棒，也值得别人爱。形成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则会认为自己很差，也不值得爱。这些想法推及到其他人和情境中，从而形成了自尊发展的基础。

一个不被人喜欢的儿童不仅认为父母不喜欢他，也认为自己非常讨厌，没有人会喜欢他。相反，特别招人喜欢的孩子长大后不仅对父母的情感非常自信，同时也相信其他人也会喜欢他。虽然逻辑上无法证明，这种天生的过度泛化却是一个规则。一旦形成并且植入工作模型中，很少会受到严肃的置疑。（Bowlby，1973，pp.204-205）

小结

从情感取向的角度理解自尊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观点：（1）无条件的归属感和掌控感是自尊的重要成分；（2）这些情感通常在生命早期发展，主要是亲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儿童早期经验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自尊不会改变。它只意味着早期经验是自尊形成的基础。后来的经历同样会影响自尊，虽然他们可能都不会像亲子关系这样重要。

后来经历的重要性降低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们要通过先前建立的镜子或者图示的过滤。一旦形成了高（或者低）的自尊，它就会指导我们看待自己、他人以及我们面临的事和经验。通常这种指导的发生在自动化和前意识水平（Epstein，1990），因而很难觉察，更难以纠正。正因为如此，自尊倾向于保持稳定。

自尊的认知模型

认知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自尊的本质和起源。它们或多或少地把自尊看成个体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有意识判断。如果你认为自己拥有很多社会希望的品质，你将拥有高的自尊。依据前面我们讨论的自尊的三个含义，认知模型强调我们在各个领域如何评价自己将决定我们的自尊水平。

自尊形成的三个认知模型

在这些模型中，最简单的一个模型假设自尊是人们评价自己的具体品质和特点的方式的总和。表8.3说明了这种逐项相加（add-em-up）的方法。这里我们让两个人（假想的）在一个7点量表上回答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吸引人、多聪明、多被人喜欢和有运动才能（如1=一点也不吸引人；7=非常吸引人）。被试A认为自己十分吸引人，不是特别聪明，较惹人喜欢，同时也很有运动才能；被试B认为自己不是特别吸引人，很聪明，比较惹人喜欢，但不是很有运动才能。

表8.3　自尊形成的三个认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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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每个例子中，两个人（假想的）已经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吸引人、多聪明、多受人喜欢和多有运动才能（1=一点也不；7=非常）。

根据逐项相加法，我们会简单地把这些变量的得分加起来，并以此决定个人的总体自尊水平。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会预测被试A比被试B具有更高的自尊水平。这是由于被试A对自己的评价比被试B更积极。

这个方法的一个问题（你可能已经指出来了）就是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的人会看重不同的东西。如果被试A并不看重运动才能，而智力对被试B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被试B的自我感觉会比被试A更好。

自尊取决于你在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方面如何评价自己，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詹姆斯（1890）的话，即“自尊=成功/抱负（pretensions）”。在第2章，我们提到詹姆斯在抱负这个词上有两种用法。有时它指我们在生活中看重什么，以及我们认为哪些是重要的。詹姆斯的意思是，相对于那些对个体并不重要的方面，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方面的结果会对我们的自尊有更重要的影响。詹姆斯也用主张这个词描述个体的期望水平。在这个例子中，他是在说当我们获得的东西超过了我们的个体标准，我们就会感觉很好；相反，如果我们的所得低于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感觉就会很差。

在这两个含义中，很多当代的心理学家都关注第一个，也就是强调不同的特质对自尊的重要性。莫里斯·罗森伯格（Morris Rosenberg）这样描述“不同特质的重要性”：

一般说来，我们假设如果一个人尊重自己的某些方面，那么他整体上也会尊重自己。如果他认为自己聪明、有吸引力、受人喜欢、道德高尚、有趣等等，那么他会认为自己整个都很好。然而，很明显……个人的整体自尊不取决于对各个组成品质的评价，而是对那些有价值的品质的评价……。自我概念各个成分不同的重要性对自尊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osenberg，1979，p.18）

表8.3描述了检验重要性加权（weight-em-by-importance）的一种方法。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让两个人评价这四个特质的重要性（1=一点不重要；4=非常重要）。我们然后把特质评分和重要性评分（括号内）相乘，并把这些分数加起来形成加权的自尊分数。现在，我们就可以预测被试B的自我感觉比被试A更好。这是因为被试B比被试A更看重他做得好的方面（Pelham，1995；Pelham & Swann，1989）。

尽管直觉看来很吸引人，但研究并没有为重要性加权模型提供很强的支持（Marsh，1993b，1995；Pelham，1995）。简单把各个分数加起来而忽略重要性能够同样好（如果不是更好）地预测个体的自尊水平。这是因为个体可能认为所有的特质都非常重要，因此重要性评价并不能增加更多的信息。另一个可能是个体自身的重要性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如何评价这些品质的重要性（Hoge & McCarthy，1984；Marsh，1993b，1995）。这种可能性假设个体并不能完全自由地决定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

最后一种理解自尊的方法关注个体看待自己具体品质的方式与他们对此的期望之间的差异（Higgins，Klein，& Strauman，1985；Horney，1945；Rogers，1951，1954）。这种方法同样起源于詹姆斯（1890）的公式，只是这里我们把抱负（pretensions）看成抱负水平——你希望成为哪样的人，你应该成为哪样的人，或者你必须成为哪样的人——而不是价值观。现有的自我意象与理想的自我意象匹配越好，自尊水平越高。

检验这个模型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人们指出他们希望自己在各个方面做到多好（如“你希望自己有多聪明”）。我们然后从自我评价的分数中减掉理想自我评价（ideal self-ratings）的分数。表8.3下部提供了一个假设的例子。被试A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希望在每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因此，虽然他对自己的评价非常高，但是与自己的理想还是有差距。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他的自尊水平较低。被试B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高，但他同时也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每个方面都“完美”。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他具有较高的自尊。

对这个模型的实际考察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高自尊与较小的“自我—理想自我”差异相联系（Higgins et al.，1985；Ogilvie，1987；Rogers & Dymond，1954）。遗憾的是，差异分数法存在的方法学问题玷污了分数的解释（Wylie，1979）。

自尊与自我评价

在检验了自尊与自我评价关系的三个模型后，让我们更进一步考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表8.4呈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我在华盛顿大学做的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大学生对自己及他人的多种能力和人格特征进行评价。然后，我考察了这些评分与学生的自尊水平的关系，正如罗森伯格（1965）的自尊量表所测量的那样。

表8.4　对自我的评价（上半部分），不同自尊水平下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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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数从1（一点不是我/别人）到7（就是我/别人）。HSE=高自尊（自尊分数分布的上1/3）；LSE=低自尊（自尊分数分布的下1/3）。在每一对，有不同下标的数字表示差异水平在p<0.05或者更低。

这个表呈现了很多有趣的结果。表的上半部分表明自尊和人们的自我评价具有显著的相关。采用传统的0.05作为显著性水平，高自尊的学生在14个积极特质中11个上的评分好于低自尊的学生，在12个消极品质中的7个上的评分也优于低自尊的学生。这表明自尊的影响相当广泛。同低自尊的人相比，高自尊的人认为自己在很多社会赞许的特质上表现要更好。

表8.4的下半部分显示：两个自尊组的人评价自己都比评价大多数他人更积极（和更不消极），这种差异在高自尊组中更明显。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因为它提示高自尊组的个体对别人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尊重，然而低自尊者会通过贬损他人来试图弥补自己的不足感（如Epstein & Feist，1988；Fromm，1963；Rogers，1951）。虽然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他们评价扩展自我的成员（如亲密的朋友和爱人）时，但在评价“大多数他人”时却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在认为自己“好于平均水平”的倾向上，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表现得更突出（Brown，1986）。

还需要注意的是低自尊的学生并不是消极地描述自己。虽然他们的自我评价不如高自尊者那样积极。但绝对地说，他们一点都不消极。事实上，他们却相当积极。特别是当我们比较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他们对大多数他人的评价时，这一点就更确信无疑。低自尊的学生在14个积极品质中的8个上对自己的评分比大多数他人高；同时，他们在所有12个消极品质上对自己的评分比大多数他人好。这种差异在很多方面非常大。比如，低自尊的学生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他人更富有同情心、更友好和忠诚，同时也更少轻率、不吸引人和愚笨。

因此，我们的发现是高自尊者倾向于认为所有方面都很好，低自尊的人也倾向于普遍积极，但并不过分地评价自己（Baumeister et al.，1989；Brown，1986，1993）。请大家记住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后面回到这个问题。

自尊和自我认识的确定性

高自尊者不仅比低自尊者的自我评价更积极，同时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也更清楚。坎贝尔和他的同事（Compbell，1990；Campbell & Lavallee，1993）认为高自尊者比低自尊者更倾向于拥有界定清晰和相对稳定的自我概念（也可以参见：Baumgardner，1990；Setterlu nd & Niedenthal，1993；Pelham，1991a）。这个看法建立在如下证据上：低自尊的人（1）两次自我评价之间的变化更大；（2）花更长的时间评价自己的品质；（3）对是否拥有这些品质的报告更不确定；（4）自我评价比高自尊者表现出更大的不一致性。因为人们的自我看法通常都是行为的指导，低自尊者表现出来的自我概念的混乱就具有相当突出的后果（Baumgardner，1990；Campbell，1990；Setterlund & Niedenthal，1993）。比如，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更愿意接受与自我不同的（self-discrepant）反馈。

自尊的社会学模型

社会学模型提供了理解自尊的本质和起源的新视角。根据库里（Colley，1902）的“镜像自我”（looking-glass self）（在第3章讨论），以及米德（Mead，1934）关于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和广义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理论（在第4章讨论），社会学模型假设自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得到多数人的尊重和重视，那么我们就拥有高自尊。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学变量，比如职业声望、收入、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如种族、宗教和性别）等就会影响自尊。

实际支持这种联系的证据很少。成功、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并享受社会特权的并没有比在这些方面不足的人拥有更高的自尊（Crocker & Major，1989；Wylie，1979）。事实上，被污蔑或者少数群体的成员比那些更具特权的人报告出更高的自尊（Rosenberg，1979）。

群体自豪（group pride）也许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劣势的群体的人自尊并不低。正如第2章中讨论到，当前正鼓励少数群体把自己的这种状态看成是荣誉的标志而不是耻辱。这种观点体现在当前的以黑人为荣运动，以同性恋为荣运动，以及其他类似的社会运动。

群体自豪反过来会影响自尊。根据社会特性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Tajfel & Turner，1986），自尊部分取决于我们的群体成员或者社会的特性。积极评价自己所处的群体的人会比消极评价自己群体的人享有更高的自尊。克罗克（Crocker）和她的同事（Crocker，Luhtanen，Blaine，& Broadnax，1995；Luhtanen & Crocker，1992）检验了这个观点，发现自尊（用罗森伯格的自尊量表测量）与群体自尊（人们评价他们群体的积极程度）正相关。虽然这种相关并不能证明积极地群体评价会促进高自尊（很可能高自尊导致人们积极地评价他们的群体），但它确实证明了个体自尊和群体自尊是相互关联的。

克罗克和梅杰（Crocker & Major，1989）为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的成员却不会有低自尊的现象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也可以参见Rosenberg，1979）。这些理论提示社会劣势群体的人通过三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不受偏见和歧视：（1）把消极的反馈归结为针对群体的偏见，而不是针对自己；（2）通过选择性地同群体内的其他人进行比较，而不与大众进行比较；（3）通过降低自己的群体所缺乏的特性的价值，并夸大自己的群体所擅长的特性的价值。

克罗克等人（Crocker，Voelkl，Testa，& Major，1991）证明了第一个方法如何能让社会劣势群体避免受到偏见和歧视的消极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中，非裔美国大学生完成了有关他们的态度、价值和个性品质的问卷。然后研究者告诉这些学生他们的回答会被另一个人看到（所有人都被说成是高加索人），同时他们将得知这个人是否喜欢他们。最后，研究者让学生相信另一个人可以通过单向玻璃观察他们（这样这个人就知道他们的种族），或者不能通过单向玻璃观察他们（这样这个人就不知道他们的种族）。

在不能看到的情境下，当告诉他们别人喜欢他们时，非裔美国学生对自己的感觉非常良好；当告诉他们别人不喜欢他们时，他们对自己的感觉也很差。但是这样的效应在能够看到的情境下并没有出现。这里，学生对自己的感觉并不随着反馈而改变。进一步分析提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他们想到其他人能够看到自己时，他们把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归因到肤色上，而不是归因到自己的人格特征（也可以参见Ruggiero & Taylor，1997的相关研究）。

性别差异与自尊

性别是另一个被认为会影响自尊的社会学变量。但是，这种影响作用同样很弱。与流行读物的报告相反，研究并没有发现女性比男性的自尊低（Feingold，1994；Maccoby & Jacklin，1974；Pliner，Chaiken，& Flett，1990；Wylie，1979）。但是，在评价特定的品质和能力上，确实会出现性别差异（Beyer，1990；Marsh，1990）。绝大部分的差异反映了文化原型的影响。

我在华盛顿大学本科生中做的研究（前面描述过了）与这个问题有关。我们的样本中有73名男性和60名女性。这两组被试在罗森伯格（1965）的自尊量表上的得分非常相似，但是他们在不同特性的自我评价上存在差异。表8.5揭示了这种影响的本质。表中列出了26个项目，它们可以分成四类，我将它们命名为胜任力、受欢迎/吸引力、友好性和运动才能。在知觉到的胜任力和受欢迎/吸引力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女性比男性更认为自己友好，而男性比女性更认为自己有运动才能。即使在这些地方，男女的差异也非常小，两组对自己的评价都非常积极。

表8.5　自我评价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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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负向题的得分已经翻转过来，因此高分意味着更好的自我评价。

女性称赞自己的人际品质与女性看重这些品质的证据相吻合。先前（第2章）我们注意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形成集体主义或者互助的自我概念，它强调与他人的联系与关系。另一方面，男人更容易形成个人化的自我概念，它强调他们的成就以及独立于他人（Kashima et al.，1995；Markus & Oyserman，1989）。约瑟夫斯等人（Josephs，Markus，& Tafarodi，1992）认为这种倾向与理解自尊的性别差异有关。他们假设男女根据不同的特质来建立自尊：女性依据人际品质建立自尊，而男性依据知觉到胜任力和个人成就来建立自尊。对这个假设的检验得到不同的结果（Nolen-Hoeksema & Girgus，1994），但认为自尊依赖于人们在文化上重要的方面评价自己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将认知方法和社会方法整合起来理解自尊的范例。

恐惧管理理论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Solomon et al.，1991）代表了另一类自尊发展的整合模型。这个理论以欧内斯特·贝克尔的研究为基础。贝克尔（1973）认为：（1）人类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死亡的思考，（2）对死亡的意识产生了焦虑和存在主义的恐惧，同时（3）文化的功能在于能够指出一条充满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方式，从而缓解人们的这种恐惧，并让人看到了不朽的希望。比如，某种文化可能会强调成就，而另一个文化会强调慈善，还有的会强调虔诚才是合适的生活方式。所罗门等人扩展了这些观点，认为那些坚持他们所在的特定群体所强调的观点和标准的人能够形成高的自尊。

自尊是通过文化内的世界观的发展而形成的，它提供了稳定和有意义的宇宙的概念，给每个社会角色指出了有价值的行为方式，同时给听从指导的人允诺以安全和不朽。因此，自尊是文化产生的，它包括两个成分：一个有意义的宇宙的概念，以及对感知到自己满足了文化现实中的价值标准。（Solomon et al.，1991，p.24-25）

由于恐惧管理理论强调自尊的文化基础，因此它也代表了自尊形成的一种社会学模型。


自尊与对评价性反馈的反应

心理学研究不仅关注自尊的本质和起源，还探讨自尊的影响作用。这里要问的问题就是“自尊在什么时候起作用？”以及“自尊高低会带来什么差异？”

当前备受关注的一类研究是：当人们接受到评价性的反馈时，自尊会起什么作用。一些研究考察整体自尊（一种人格变量）如何影响人们应对评价性反馈的方式（如Baumeister & Tice，1985；Brown，1993）；有些研究考察评价性的反馈如何影响自我价值感（如Leary et al.，1995；MacFarland & Ross，1982）；还有一些研究考察这种假设的自我感觉良好需要（也就是自我增强动机）如何指导人们应对评价性反馈（如Steele，1988；Tesser，1988）。

我们将关注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并着重探讨个体在自尊上的差异如何影响他们对评价性反馈的反应。首先要知道，自尊总体上对人们应对积极反馈的方式影响很小（Brown & Dutton，1995b；Campbell，1990；Zuckerman，1979）。每个人都希望成功，实现后也会感觉良好，这一点很少有例外（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自尊发挥作用最大的地方是在人们面对消极的反馈时，比如在某个方面失败，被别人轻视或者拒绝，甚至被朋友责备或者反对。作为理解这些影响的第一步，让我们首先看看下面这两个小插曲：

你的老板让你准备一个项目的建议报告。在仔细考察了该项目后，你觉得它应该被批准。你认真地准备好一个报告，里面列出了你的立场，并把它交给老板。你的老板读过了你的报告后，拒绝了你的建议。


现在已经是午饭的时间，你决定要到外边去吃点东西。你看到有三个同事在一起讨论。12点时，他们三个一起出去了，但是没有叫你。

这样的经历会给你怎样的影响？它们会让你感到悲伤和不悦吗？抑或是愤怒和沮丧？他们会影响你对自己的感觉吗？你的答案将会暴露出你的自尊水平。这样的经历会给低自尊的人很多的伤害，让他们觉得自己十分羞愧和耻辱，也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无用，也不受人喜欢。对高自尊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高自尊的人遇到消极反馈的时候会觉得悲伤和失望，但他们却不会感到羞耻和耻辱。他们并不像低自尊者那样把失败当成是个人的原因。[1]

对失败的情绪反应

布朗和达顿（Brown & Dutton，1995b）的一项研究描述了这些效应。在研究的第一部分，我们让一个大样本的大学生完成罗森伯格（1965）的自尊问卷。得分在上1/3的人被指定为高自尊，得分在下1/3的人被指定为低自尊。（我们没有测查两个极端之间的这部分人，因为很难说他们的自尊是高还是低）这些被试然后参加了一个声称要测量某项重要智力的测验。通过改变测验题目的难度，这样就可能让其中一半的被试能够成功，而另一半却会失败。

在知道他们的完成情况后，被试完成了一个包含八个项目的情绪量表。其中的四个题目（高兴、愉快、不高兴、悲伤）代表对成功或失败的一般情绪反应。另外四个题目（骄傲、自我满足、惭愧、羞耻）则特指个人对自己的感觉，这些情绪也是我们所说的自我价值感的一些例子。

图8.1左边部分显示了在一般情绪反应上的结果。结果表明被试在失败后比在成功后更悲伤，高自尊和低自尊的被试都是这样。当我们考察参与者在知道自己成功或者失败后如何看待自己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参见图8.1的右边部分）。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了自尊的影响作用。低自尊者在成功的时候对自己感觉很好，失败的时候对自己的感觉就很差。但高自尊者全然不是这样，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并不取决于他们刚刚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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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在不同自尊水平和不同情绪类型下，对失败和成功的情绪反应。结果表明两个自尊组的人失败时都会感到悲伤（左图），但只有低自尊的参与者在失败时才会对自己感觉差（右图）。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rown & Dutton, 1995,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712-722. Copyright 1995.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这些结果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可以感到悲伤和失望。这种对失败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高自尊和低自尊的人都是如此。但只有低自尊的人才会在失败以后对自己的感觉很差。他们把失败当成个人的原因，这会羞辱他们并让他们以自己为耻。高自尊的人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反应，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感觉自己很差。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数据。低自尊者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就好；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就差。这是情绪生活中非常不稳定的一面。对低自尊的人来说，“你只和最近的结果一样好”。高自尊的人的却不是这种活法。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并不是如此依赖他们刚刚取得了什么（Baldwin & Sinclair，1996）。

克尼斯（1993；Kernis，Cornell，Sun，Berry，& Harlow，1993）认为并不是所有自尊分数高的人都这样。通过重复测查自尊，他得到了一些不稳定的高自尊者。这些个体报告自己有高的自尊，但是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却会一天天波动。

不稳定的高自尊者代表了一种虚假的或者防御性的高自尊。拥有不稳定的高自尊的人只有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才对自己感觉满意，而不是真正在自爱中感到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稳定的高自尊者是低自尊者的一个特殊类型——这类人的自我价值感也高度取决于最近的成就或者事件。喜剧演员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经历：

每个晚上你都在试图证明你的价值。就像第一次与女友的家人见面一样。你需要绝对最好、最机智、最聪明、最吸引人、气味最佳。这就是我每天去埃德·沙利文（Ed Sullivan）剧院时的感受。如果我能让500名观众喜欢演出，并且在我演出结束后能够尊敬我，这使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完美的人。如果做得有点不好，我就不会高兴。晚上的事情进展如何，我接下来的24个小时的感受也就如何。（David Letterman，Parade Magazine，May 26，1996，p.6）

对失败的认知反应

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低自尊的人在失败的时候会比高自尊的人对自己的感觉更差。一种可能是两种自尊水平的人对自己的表现有不同的评价。假设两个组的表现相当，低自尊的人比高自尊的人更不愿认为这是失败。另一种可能是低自尊的人更倾向于把差的表现归因为能力低。

这些结果确实会出现（Blaine & Crocker，1993；Campbell & Fairey，1985；Jussim，Coleman，& Nassau，1987；shrauger，1972；Zuckerman，1979），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低自尊的人在失败的时候对自己感觉那么差（Brown & Dutton，1995b；Dutton & Brown，1997）。事实上，相对于高自尊的人，失败对低自尊的人可能意味着很不同的东西。对一个低自尊的人来说，失败意味着整体的不胜任——你实际上是一个很差的人；对一个高自尊的人来说，失败只不过意味着你不能做好某些事情或者你缺乏某些能力。

达顿（1995）的一个研究阐明了这个效应。达顿首先让被试在一个智力测验上取得成功或者失败，然后他让被试在如下四个不同的方面评价自己：（1）测验所考察的能力（如“你在这个方面的能力有多高/低？”）；（2）一般智力（“你有多聪明/不聪明”？）；（3）社交品质（“你对人有多友好/虚伪”？）；（4）对自我价值的总体知觉（“总的说来，你自己有多好/差”？）。

图8.2呈现了研究结果。第一个图表明，同成功的时候相比，两个组的被试在失败的时候都认为自己的某个特定能力更差，这个结果相当合理。如果你刚好在某个测验上表现很差，那么就可以很合理地推断你缺乏该方面的能力。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图，它显示了个体对自己一般智力的知觉。请注意自尊在这个地方的作用。测验失败后，低自尊者开始怀疑自己的一般智力。他们并不认为测验的失败只是意味着自己某个能力的缺乏，他们认为自己的一般智力都有问题；高自尊的人却不会进行这样的推断。虽然他们同意失败意味着他们缺乏特定的能力，但这并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智力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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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自尊水平、成功/失败对评价的影响，以及评价的一般性。数据表明低自尊的人失败后会过分泛化他们的失败。失败让他们不仅觉得自己缺乏特定的能力，同时一般智力也差，社交能力也不足，不是一个优秀的人。这种过分泛化的现象不会在高自尊者身上发生。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Dutton, 1995, Unpublished raw dat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当我们去看失败如何影响被试对社交品质的知觉时（如“你有多热情和友好”），结果就更加具有戏剧性。当在一个智力测验中失败后，低自尊的被试倾向于轻视自己的社交品质。他们似乎会这样说：“我不仅测验做的很差，智力也低，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很友好的人。”高自尊的人却不会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事实上，他们倾向于通过适当夸大他们知觉到的社交技能来弥补失败（也可以参见：Baumeister，1982a；Brown & Dutton，1995b；Brown & Smart，1991）。

最后，让我们来看测验的表现是如何影响被试对自我价值的知觉（参见图8.2的第4幅图）。同成功相比，失败使得低自尊的人蔑视自己的总体价值，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人；但在高自尊者身上却没有产生这样的影响作用（类似的结果可参见：Brown & Dutton，1995b；Epstein，1992；Heyman，Dweck，& Cain，1992；Kernis，Bockerner，& Frankel，1989；Sanbonmatsu，Akimoto，& Moulin，1994；在抑郁症患者上的研究可参见：Beck，1967；Carver & Ganellen，1983；Crave，Ganelle，& Behar-Mitrani，1985；Wenzlaff & Grozier，1988）。

这些模型代表了对失败的不同反应。失败对低自尊者的打击非常大。这让他们对自己的感觉非常差，并让他们觉得很丢脸。失败却不会在高自尊者身上产生这样的影响。高自尊者在失败后会很失望，他们也能够接受失败意味着他们缺乏特定能力这一事实。但是，他们并不把失败当成对自己的整体否定，他们也不会感到丢脸或者羞耻。

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之间最核心的差异。低自尊者的问题是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是有条件的。如果成功了，你认为自己很棒，并以己为荣。但是如果失败了，你就会认为自己很差，并以己为耻。但高自尊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可以失败，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很好。高自尊者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在失败的时候也不会对自己感觉很差。

对失败的行为反应

假设你经受了失败、拒绝、失望等等之类的打击，这些会如何影响你的行为？你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这些消极事件的挑战，还是会变得相当自我保护，选择避免冒险的情境？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低自尊者一般会选择第二个策略。他们变得自我保护，选择避免可能带来消极的自我相关反馈的情境，更希望虽然回报很少但很安全的结果（Baumeister et al.，1989；Tice，1993）。

冒险

我们首先来看自尊和冒险行为的关系。首先要知道的是人们通常更喜欢确定的收益，而不是不确定的、但可能更丰厚的回报（也就是，“手中的一只鸟抵得上树林中的两只”）。比如，如果让在现在得到800美元和有85%的机会得到1 000美元之间做出选择，人们更希望现在得到800美元（尽管第二种情况下，期望价值回报要高）（Tversky & Kahneman，1981）。

约瑟夫斯等人（Josephs，Larrick，Steels，& Nisbett，1992）发现低自尊者特别倾向于避免冒险。研究者采用自我保护的术语来解释他们的发现（也可以参见Larrick，1993）。他们认为从事冒险性的选择不仅会影响经济的收益，也能产生消极的心理后果。因为如果冒险不成功会对一个人的决策能力和判断能力提出质疑。由于低自尊者更容易受到消极的自我相关反馈的干扰，他们会选择心理上更安全（虽然可能回报更少）的策略。

因此要注意：并不是经济的损伤让自尊者不愿冒险，而是他们要通过避免知道自己做出了错误决策，并以此来保护自己。作为对这个解释的支持，约瑟夫斯等人（1992）发现，只有在预期会知道他们的决策是好是坏的情况下，低自尊者才会比高自尊者更反对冒险。如果他们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决策的好坏，他们不会更拒绝冒险。

自我妨碍

对自我妨碍的研究表明自尊者高度关注自我保护。正如第3章和第7章中讨论到，自我妨碍是指人们有时会为自己的成功设置障碍，如果这样做可以让自己保持胜任的形象。比如：学生在考试前不学习就是一个自我妨碍的例子。自我妨碍同能具备两种功能：（1）它为失败的痛苦提供了自我保护（学生可以抱怨没有准备，而不是将失败归因为能力差）；（2）如果成功了则提供了自我增强（没有学习就能考好，这个学生就可以宣称自己拥有超高的能力）。

在阿金（1981）先前的理论框架上，泰斯（1991）假设低自尊的人会把自我妨碍当成自我保护的手段。当他们进行自我妨碍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影射其能力低，并以此保护自己免受失败的痛苦。相反，高自尊的人则把自我妨碍当成自我增强的手段。他们进行自我妨碍时，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这样的感觉，即他们拥有很高的能力，即使在自我设置障碍的情况下也能成功。

泰斯（1991）通过一系列研究检验了这些观点。在一个研究中，参与者被告知他们要参加一个测验，这个测验是为了测查一个重要的智力。在自我保护情境下，参与者被告知这个测验能够很清楚地检测出低能力的个体，但不能清楚检测出高能力的个体。在自我增强情境下，实验的指导语颠倒过来。在这里，参与者被告知这个测验能够清楚地检测出高能力的人，但不能检测出低能力的人。

泰斯然后给参与者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在测试前进行练习（假设是缺乏练习就是一种自我妨碍行为）。图8.3显示了实验的结果。该图表明当低自尊者相信测验可以很清楚检测出低能力的人时，他们会不进行练习，并以此阻碍自己。而高自尊者则在他们相信测验可以很清楚检测出高能力的人时，才会不进行练习。这些发现提示：低自尊的人使用自我妨碍来避免自己能力的感觉（也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形式），而高自尊的人使用自我妨碍来加强他们能力很高的感觉（也就是一种自我增强形式）。罗德沃尔特等人（Rhodewalt，Morf，Hazlett，& Fairfield，1991）发现自我妨碍策略缓解了失败对低自尊者的打击，并且增加了高自尊者获得成功后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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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在进行一个能检测出高能力（但不是低能力）或者能检测出低能力（但不是高能力）的测验前参与者进行训练的时间。数据表明低自尊的参与者在他们相信测验可以很清楚检测出低能力的人时，才不会进行练习，并以此阻碍自己；而高自尊者只有在相信测验可以很清楚检测出高能力的人时，他们才会不进行练习。这些发现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低自尊者把自我妨碍当成一个自我保护的形式，而高自尊者把自我妨碍当成一种自我增强的形式。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Tice, 199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711-725. Copyright 1991.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任务表现与坚持性

也有研究考察了自尊如何影响个体的任务表现和坚持性。在没有任何先前结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控制条件下）或者在先前成功的情况下，自尊对任务表现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在先前失败的情况下，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的表现更差（Brockner，1979；Brockner et al.，1983；Shrauger & Sorman，1977；Shrauger & Rosenberge，1970）。事实上，仅仅是预期的失败也可能影响低自尊者的表现（Campbell & Fairley，1985）。

这种现象的发生至少有两种原因。首先，失败让低自尊者把心思完全放在自己身上。他们变得自我关注，这样反过来就会影响他们的表现，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正在做的任务上（Brockner，1979；Brockner & Guare，1983；相关研究也可以参见 Dweck & Leggett，1988）。第二，主动退缩。由于先前的失败，低自尊者并不像高自尊者那样具有坚持性（McFarlin，1985；McFarlin，Baumeister，& Blascovich，1984；Sandelands，Brockner，& Glynn，1988；Shrauger & Sorman，1977）。当然，失败后继续坚持并不具有适应意义（Baumeister & Tice，1985；McFarlin et al.，1984），但低自尊者好像不能敏感地知道什么情况会获利，而哪些情况不会（Janoff-Bulman & Brickman，1982；McFarlin，1985；Sanderlands et al. 1988）。

社会比较

低自尊的人在完成了某个任务或者活动后还依然会处于自我保护状态。在第3章，我们讨论了社会比较过程。在一个高度评价性的维度上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可能会非常危险。但我们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时，就有发现自己比别人差的危险。由于低自尊者高度关注自我保护，因此他们不太愿意冒险，除非他们确信会从中看到自己的长处。

伍德等人（Wood et al.，1994）检验了这个假设，并为此提供了相当的支持。研究者首先在一个所谓的职业成功性测试上给被试成功或者失败的反馈。然后，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进行社会比较。当低自尊者认为情况有利时（在得到积极反馈后），他们会急于进行社会比较；但当他们认为情况不利时（在得到消极反馈后），他们往往主动避免社会比较。这种谨慎的、“安全行事”的策略进一步支持了在低自尊者的生活中，自我保护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更多有关自尊和社会比较的研究可参见：Aspinwall & Taylor，1993；Gibbons & Gerrard，1989，1991）。

理论阐释

在此，我们看到失败会让低自尊者感到羞耻，并让自己觉得整体上很无能。我们还看到低自尊者通常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温顺并缺乏冒险精神。他们甚至会为自己的成功设置障碍，如果这样做能够让他们避免面对缺乏能力的现实。最后，我们看到低自尊者在失败后的表现和坚持性都很差，并且只有当他们相当确信能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时，他们才会和别人进行比较。

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产生了两大类理论。一类注重认知因素；另一类注重情感因素。我们将会依次用这两个理论，并以此结束本部分。首先，我们来看这两个理论是如何阐释失败对低自尊者的影响更大的现象；接着，我们将考察它们是如何解释低自尊者为什么更倾向于避免冒险。

情绪痛苦的认知模型

图8.4展示了一个情绪痛苦的认知模型的示意图。这个模型从假设低自尊者怀疑自身能力开始；这反过来会让他们预期自己会失败，并将失败归因为自身能力低下。然后，这种挫败感就会波及至自我概念的其他方面。

[image: 311-01]

图8.4　一个认知模型的示意图——用于理解为什么面对挫折时低自尊心的个体比高自尊心的个体所经历的情绪痛苦更大。

低自尊者不能对这种过度泛化的影响进行自我补偿。斯蒂尔（Steele，1988）的自我肯定理论（self-affirmation theory）对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做了解释。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讨论的一样，该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强调自己在其他方面的优点从而中和失败带来的消极效应（也可以参见Tesser & Cornell，1991）。比如，学生可通过强调自己的交往能力来弥补自己在课堂中的挫折。在前面（请看图8.2），我们注意到，高自尊的个体在面对挫折时会采用类似的反应，而低自尊的个体却不会（Baumeister，1982a；Brown & Dutton，1995b；Brown & Smart，1991）。

斯蒂尔和他的同事认为，由于低自尊者很少对自身能力产生积极的认识，这些很难成为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使得他们不能对自己的挫折进行有效的补偿（Josephs et al.，1992；Spencer，Josephs，& Steele，1993；Steele et al.，1993）。由此可以看出，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认识。低自尊者对自己能力的畸形认识导致他们更高的挫折感。[2]

情绪痛苦的情感模型

通过追踪自尊如何影响人们看待自身的方式，认知模型为低自尊者为什么比高自尊者在失败时自我感觉更差提供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符合逻辑的解释。情感模型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Brown，1993；Dutton & Brown，1997）。这些模型假设，在小时候，低自尊者只要一犯错误，他们的自我感觉就会变得很差。长此以往，一旦面对失败，这种情感便会再次激发。但是这种情绪不受认知调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内在的、也是非理性的。

为了阐述这个问题，假设一个小孩子因为打翻了牛奶，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结果变得心烦意乱，这并不是一个认知过程。孩子并不会这样想：“我打翻了牛奶。这就意味着我身体协调能力差。而具有良好的身体协调能力是社会所期望的。我几乎没有其他值得骄傲的品质来弥补这种缺陷。因此，我很差劲。”真实的反应却是更加为分化和自动化的。那个孩子在打翻牛奶后会很简单地得出自己是一个坏孩子的结论。情感模型认为，低自尊者面对失败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挫折会自动地让他们的自我感觉很差。

这种理论将个体的早期经历和后来对挫折的反应对应起来。爱泼斯坦（Epstein，1980）也对这种对应进行了说明：

高自尊者通常都会有一对很爱他们的父母，他们以孩子的成就为荣，并会容忍他们的失败，这样的人倾向于拥有乐观的生活态度，并会容忍外在的压力，而不会因此变得非常焦虑。虽然他们也会因为一些特殊的经历而感到失望和沮丧，但他们会很快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相反，低自尊者却有一对不赞同他们的父母，他们对孩子的失败很苛刻，对成功也只有短暂的快乐。这样的个体对挫败和拒绝过分敏感，对挫折的容忍度低，容易陷于失败的阴影而难以恢复，生活态度也很悲观。（Epstein，1980，p.106）

自我保护的理论模型

对于低自尊者的高自我保护意识和低冒险精神，认知模型和情感模型各有见解。行为的期望—价值模型为理解这些差别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的一样，这些模型假定个体能否进行自由的行为选择取决于两个因素：个体对收益的期望，个体对能否得到这些收益的价值判断。

认知模型更加注重期望—价值模型中的期望因素。他们认为，低自尊者不情愿冒险是因为他们对成功的自信心不足。情感模型强调期望—价值模型中的价值因素。他们认为失败的消极诱因（失败的痛苦）对低自尊者来说更为重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低自尊者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我们从信心和后果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两个理论的区别。认知模型认为低自信指导着低自尊者的行为。低自尊者经常踟蹰不前，是因为他们对成功缺乏自信心。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擅长于做某件事情（如认为自己有很高的能力），他们便不会拒绝冒险。情感模型认为，后果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低自尊者拒绝冒险是因为他们害怕失败，而不是认为自己不能成功。确切地说，他们害怕尝试。

布罗克纳（Brockner，1984）认为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低自尊者面对社会问题时更加脆弱。缺乏自信，对反对和批评的过度敏感，这些都使得低自尊者常常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低自尊者和很多青少年的消极行为（像药物滥用、危险性行为等）联系在一起（Hawkins，Catalano，& Miller，1992）。这种行为经常是同伴压力的产物，而低自尊者通常不能抵御。


应用和反思

自我增强和自我一致性

本章所综述的结果涉及二个长久以来的争论。第一个争论是“自我增强与自我一致性的争论”。自我一致性理论（参见第3章）认为人们总是在努力保持自己的信念、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而一致性的缺失将会给他们造成紧张感，并驱使人们去消除这种紧张感。因此，自我一致性理论预测：同拥有消极自我概念的个体相比，拥有积极自我概念的个体更不容易接受消极的反馈，也因而受到更大的影响（因为消极的反馈和他们积极的自我意象更加不一致）。

相反，自我增强理论预测：个体总是努力去获得良好的自我感知。同时，它也假设如果这种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间越长，它也会变得越强烈（就像饿得更久，就越想得到食物）。因此，自我增强理论认为：同拥有积极自我概念的个体相比，拥有消极自我概念的个体更不容易接受消极的反馈，因而受到的影响也更大。

施劳格尔的“情感—认知”区分

施劳格尔（Shrauger，1975）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发现每个理论都有支持的证据，究竟支持哪个理论取决于研究考察人们面对消极反馈时的认知反应还是情绪反应（也可以参见Swann，Griffin，Predmore，& Gaines，1987）。个体对消极反馈的认知反应和自我一致性模型一致：相比积极自我概念的个体，消极自我概念的个体会更少接受消极反馈（如他们更不愿意认为它是准确的，也不愿意将此归结为自己的原因）。相反，个体对消极反馈的情绪反应和自我增强模型一致：拥有消极自我概念的个体比拥有积极自我概念的个体更容易受到消极反馈的干扰。

虽然施劳格尔的综述强调了任务特异性的信念和期望的影响，但他的分析仍然阐释了整体的自尊心是如何影响个体对消极反馈的反应的。低自尊者更不愿意接受消极反馈，这和自我一致性模型一致（Blaine & Crocker，1993）；低自尊者受消极反馈的影响更大，这和自我增强模型一致（Brown & Dutton，1995b；Dutton & Brown，1997）。

个体对积极反馈的反应比对消极反馈的反应更加复杂。自我一致性理论预测：低自尊者面对积极反馈的时候会变得很不自在，因为这与他们对自我的认识相冲突。虽然一些研究对这种预测支持（如Brown & McGill，1989；Marecek & Mettee，1972），但更多的研究都不支持这种预测。大多数研究发现自尊心在个体对积极反馈的反应上没有影响（如Brown & Dutton，1995b；Campbell，1990；Shrauger & Lund，1975）。

自我验证理论

斯旺关于自我验证过程的研究（Swann，1990，1996）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例。在第3章中我们谈到，自我验证理论和交际行为相关。它认为，个体总是“需要他人来检验和肯定他们的［自我概念］，即使这种［自我概念］是消极的”（McNulty & Swann，1984，p.1013）。这种理论使斯旺预测：拥有消极自我概念的个体不容易接受他人的积极反馈。

斯旺和他的同事（De La Ronde & Swann，1993；Swann，1996）用这种观点来理解低自尊者的行为。他们认为：低自尊者被两种相互对立的动机折磨着。一方面，他们需要有良好的自我感受，这就使他们去寻找并欢迎他人的积极反馈。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别人对他们有过高的评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这两种相反的念头会使得低自尊者处于一个为难的困境：尽管他们深受交往拒绝的伤害（Dittes，1959；Jones，1973；Smith & Smoll，1990），他们有时也会拒绝来自他人的积极反馈（Swann，Pelham，& Krull，1989）。在极端的情况下，自我验证的需要可能会使低自尊者寻求和维持消极的人际关系（Swann，1996）。

整体自尊心和具体的自我评估

和“自我增强—自我一致性”争论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自尊心到底是被当做一个整体的人格变量，还是和个体在特定领域里如何评估自己有关。为了和人格研究的整体趋势一致，当代的很多理论家（如Bandura，1986；Marsh，1990；Swann，1990）认为，相对于整体自尊心，特定的自我评估是预测（广义定义的）个体行为更好的指标。更有人指出，整体自尊心只是一个虚构的概念（Gergen，1971）或者只有很小的价值：

［我的］研究使我越来越认为整体自我概念——不管如何推论——不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概念。整体的自我概念并不能充分反映自我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如果自我概念［研究］是为了理解不同背景下个体的复杂性，是为了预测多样的行为，是为了给不同的干预方法提供结果测查，是为了将自我概念和其他概念联系起来，自我概念的具体方面比整体指标更有效（Marsh，1990，p.100）。

在这一点上，已有的研究证据并不一致。比如，个体学业能力的自我概念比整体自尊更能准确地预测个体学业成绩（Marsh，1990）。但对于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来说，整体自尊比具体领域的自我评估更合适（Rosenberg，Schooler，Schoenbach，& Rosenberg，1995）。当用它们来理解个体对成功和失败的反应时，研究的证据同样也很不一致。一些调查发现，具体的自我概念比整体自尊更能很好地预测这些反应（如Feather，1969；Marsh，1990；Swann et al.，1989）；其他的研究要么发现相反的证据，要么发现混合的结果（如Brockner & Hulton，1978；Dutton & Brown，1997；Moreland & Sweeney，1984；Shrauger & Sorman，1977）。

施劳格尔的情感—认知区分理论（1975）也可以用来阐释这种现象。达顿和布朗（1997）发现，具体任务的自我评价（即成就期望和对自己竞争力的认识）指导个体对评价性反馈的认知反应，而整体自尊心却指导个体对评价性反馈的情感反应。这些发现表明：这两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影响了心理生活的不同侧面。

作者注：对感知的一些思考

在这一章，我比较了自尊心的情感模型和强调认知因素的模型进行了对比。在比较的过程中，我对每种视角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不带任何评论和倾向性的阐述。在本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我将从脱离这种方法，并对这两种模型进行评论性的检验。

首先，我们注意到自尊心的认知观正在主导着当前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的思潮。部分原因在于，它比情感模型更符合当前的认知思潮。它同样比情感模型阐述得更清楚，也更容易进行实验的检验和完善。这些都是一个理论非常希望拥有的特点。

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这种理论并没有充分把握自尊的特性。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出：首先是它对自尊心的起源的认识，其次是它对低自尊者面对挫折时感觉很差的原因解释。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自尊的形成

认知模型引入了信息—融合的方式来理解自尊的形成。他们认为，自尊通过大量的理性过程发展而来。个体审视自己不同的品质，并将这种信息融合到一个整体的评价中。斯坦利·库珀史密斯（Stanley Coopersmith，1967），这位自尊研究的先驱这样总结这种方法：

［自尊心］是基于判断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个体依据个人的标准和价值观考察着自己的表现、能力和品质，并得到自身价值的结论。（Coopersmith，1967，p.7）

我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人们并不会考察自己的不同品质，也不会由此决定是否喜欢自己。人们对自己的感觉更加不理性。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所说：“感情自有原因，但推理却无从获知。”虽然帕斯卡尔是指对他人的爱，但这也适合于对自我的感觉。

这个观点和威廉·詹姆斯的看法一致。虽然他认为“自尊=成功/抱负”，也就是说自尊是基于认知过程的，同时他也相信自尊不是那么符合逻辑的。“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平均概念”，詹姆斯写道，“它不受我们可能感到满意或者不满的客观原因的影响。”（James，1890，p.306）。调和这个冲突的途径是假定詹姆斯的自尊公式更适用于自我价值感（比如：我们对已有成就的骄傲），而不适合整体自尊。

认知观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描述的自尊是有条件的，也是非常脆弱的。建立在拥有特定品质上的自尊是不稳定的（Kernis et al.，1993），而且容易受到打击。如果发生了破坏我们在该领域的自我评价的事件，我们的自尊就会蒸发。自尊如果要具有价值，它应该把人们从这样的经验中隔离出来。高度自尊的人应该（事实上也是）在即使发现自己无法胜任某一个工作时，也对自己的感觉非常良好。这样的分析进一步说明高自尊者不是基于自己的构成品质（one's constituent qualities）来评价自己的。

认知模式还假定认知是非常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个模式预测自尊至少在儿童中期以前都没有发展起来，因为这时，对模型描述的各种判断所需的认知能力才逐步形成。发展心理学家苏珊·哈特尔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她认为整体自尊是“一个复杂的认知结构，直到心理年龄大于8岁以后才会出现”（Hater，1986，p.145）。但是这个观点却和一些儿童研究证据相冲突，很小的儿童就已经在自尊上表现出了不同，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预示他们成年以后的自尊水平（Cassidy，1990；Sroufe，1983；Sroufe，Carlson，& Shulamn，1993）。

最后，认知模式首先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即什么决定了自我评价。比如，假设我们考虑人们认为自己究竟有多吸引人。所有人，无论年龄、性别，都认为吸引力和自尊的关系非常密切（Harter，1993；Pliner et al.，1990）。喜欢自己外貌的人就会喜欢他们自己（或者喜欢自己的人就会喜欢自己的外貌）。认知的方法假定因果连线的箭头是从感觉自己的吸引力指向自尊。人们因为某种原因认为他们自己有吸引力或者没有吸引力，这样的判断影响了自尊的水平。认知的方法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开始时，人们凭什么判断自己具有吸引力。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假定人们能够正确地感知自己究竟有多吸引人。但是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提到的那样，事实并不是这样。人们对于自己吸引力的认知和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并没有紧密的联系；真实的吸引力也与自尊无关（Feingold，1992）。对于所有其他具有高度评价意义的品质特性，情况同样如此。相对自尊水平低的人，高度自尊者认为自己具有更高的竞争力、智力、才能和受欢迎程度，但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平均而言，高自尊的人在这些优秀品质方面并不比低自尊的人更优秀，而且真正拥有这些优秀品质的人也并不比缺乏这些品质的人表现出更高的自尊水平。

因此，我们发现的是：虽然自尊和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却和人们真正具有的品质不一定有关。这样的模式给认知模式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于自己的认知不是基于他们真正的情况，那么这些想法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自尊的情感模式假设自尊在早期发展形成，然后发挥滤镜的功能，让人们通过它来看待自己的品质和经历。对自己感觉良好的人，给予自己积极的评价——他们喜欢自己的长相，欣赏自己的才能，而且相信自己热心、友好、讨人喜欢。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从整体自尊到自我评价），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关系（从自我评价到整体的自尊）（Brown，1993；Brown，Dutton & Cook，1997）。

自尊和失败

认知的观点对于为什么低自尊的人在失败时对自己的感觉如此糟糕的解释也不完整。根据认知模式，低自尊的人具有以下特征：（1）认为他们自己的能力很低；（2）预想自己会失败；（3）当失败的时候，能够容易接受；（4）失败的经验会泛化影响其他方面的自我概念；（5）不能从其他方面弥补失败带来的挫折，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在别的方面做得好。

我曾经也是认可这种观点的理论家之一（如Brown，Collins，& Schmidt，1988；Brown & Callagher，1992；Brown & Smart，1991）。但是现在，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一个问题是该模型假定的低自尊者身上存在的消极性实际并不存在。让我们回到表8.4。大家可以注意到低自尊的人并没有用消极的词汇来描述自己。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不聪明、不具有竞争力、经常失败。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相当地讨人喜欢，相信自己聪明、和蔼、而且比大多数人更受欢迎，同时他们也非常吸引人、很有天分也很性感。这些结果与认知模型认为低自尊者的消极评价自己的假设不一致，而这正是认知模型的立脚点。认知模式认为低自尊的人容易受到失败的负面影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做好任何事情，有很多消极的品质，而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他们认为比大多数他人聪明，一点也不会没有胜任力。

有人可能会争论，缺乏负面评价的现象可能仅仅出现在低自尊的大学生中间。但目前我还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大学生比其他群体的自尊得分要高，虽然自我反抗（self-deprecation）在某些群体中（如重度抑郁者）中会出现。但是，在没有对自己做出高度负面评价的低自尊人群中，仍然可以看到不同的自尊水平。可以确信，这些效应并不是单独由消极思维导致。

更重要的一点是：认知模式假定的低自尊特性是自我批判（self-criticism）。很多低自尊者都不符合这样的定义。他们认为自己具有很好的品质，虽然他们在失败时感觉到耻辱和羞愧（Bednar，Wells & Peterson，1989）。这并不是因为缺乏积极的自我评价，而是一种无法说明的差劲感，一旦失败就会自动的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个低自尊的人这么说“是的，我知道我是一个聪明的，具有吸引力的人，我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但我就是不能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在我失败或者犯错误的时候。”

总而言之，我认为认知模型过分理性地描述了自尊的形成和功能。我不认为人们对自己的想法和他们对自己的感觉无关，但自我评价也不是相关的思考的结果。在自尊背后的认知发生在前意识水平，它们可能是爱泼斯坦（1990）所谓的体验系统，而不是理性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些自动化的想法（Bargh & Tota，1988；Beck，1967）或非理性的信念（Ellis，1962）是没有区分性的、弥散的。它们是有关一个人的总体价值的模糊概念（如“我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而不是对具体的能力或者品质的概念。

提高自尊的建议

我们的分析为提高自尊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很多提高自尊的计划都试图通过鼓励人们关注自己的优点来慢慢灌输较高水平的自尊（McGuire & McGuire，1996；Mruk，1995）。他们假定积极的自我评价会产生高自尊。实际上很多低自尊的人都能够很积极地看待自己，这一事实对他们的假说提出了质疑。

用类似的思路，归因再训练计划鼓励人们把失败归因于自己能力低下以外的其他因素（Seligman，1991）。其中暗含的逻辑是感知到自己能力低，会使人们的自我感觉很糟糕。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鼓励人们做出那样的归因的同时，也鼓励他们把自我价值感同他们取得的成果、知觉到的竞争力等紧密地联系起来。最后，这样的策略会使得人们出现适应不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完全做好，除非我们仅仅基于自我评价建立自尊，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自我感觉很糟糕。

与通过建立自信（“你可以做到”）来训练低自尊者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人们认识到：“我做不好也没关系，那并不意味着我很差”。不幸的是，这句话说来容易做着难。我不是临床心理学家，我在该领域的建议不过是直觉而已。同时，我的直觉还告诉我，安全的人际关系能够创造高自尊的归宿感和掌控感（我看做定义高自尊的特征），其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自己被无条件地关爱和接纳。

这个观点和卡尔·罗杰斯在20世纪40年代开发出来的一类治疗方法一致。罗杰斯（1951）认为治疗师的角色是无条件地接受来访者，让来访者相信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在目前的方法中，这样的策略假定自尊的改变需要更多集中在对自己的整体感觉上，而不是基于对能力或者品质的认知判断上。从最终的意义上讲，自尊不是一个判断而是一种感觉。它不是依赖于对他是什么这样一种毫无感情的思考，而是基于他是谁这样一种充满感情的知觉。


总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考察了自尊的本质、起源和影响。我们首先介绍了自尊这个概念，以及运用该术语的三种不同方式。有时候这个概念指整体的人格变量，有时指人们如何评价他们的具体特性和品质，有时还指人们特定的情绪状态。

接下来我们检验了自尊发展的三个模型。情感模型假定自尊在人的早期发展而成，是亲子关系的产物。认知模式认为自尊基于人们评价自己各种品质的方式。社会模式认为自尊基于社会整体上如何看待他。

我们接下来讨论了当人们面对消极事件时，比如学业失败或者遭到他人拒绝时自尊发挥的作用。消极事件让低自尊的人（但不是高自尊的人）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因而感到耻辱和羞愧。低自尊的人具有高度的自我保护性，害怕冒险，通常都选择远离会给他们带来消极反馈的事件。我们把相关的结果运用到与自尊的本质和来源有关的几个长期争论中，并以此来得出本章的结论：


	自尊的概念有三种使用方式。有时自尊指整体的情绪感觉（也就是整体的自尊）；有时自尊指人们在具体各个方面评价自己的方式（也就是领域特定的自尊）；有时自尊还指人们对瞬间的自我价值感（也就是状态自尊）。本章，我们使用的自尊概念仅仅指人们对自己的整体感觉。

	自我报告问卷经常被用来测量自尊。由于这类问卷明确地询问人们对自己的感觉如何，因而很容易受到自我展示偏差和防御性反应的影响。自尊的非直接的测量能够避免这些不足。

	自尊发展的情感模式认为归属感和掌握感构成了高自尊本质；而且这些感觉是在人的早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亲子关系的结果。依恋风格研究支持早期亲子关系与自尊相关的观点。

	自尊发展的认知模式假定自尊发展于理性的加工过程中。人们考察自己的各种品质，并按照某种方式整合这些知觉，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自尊感。各方面的知觉可以简单相加，也可以按照重要性进行加权。还有一个可能是，自尊取决于我们目前的自我意象是否和理想的自我意象相吻合。

	社会学模型认为自尊取决于社会总体上如何看待个人。该观点预测在社会上处于劣势或者被歧视的人会比享有社会特权的人的自尊水平低。但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很少，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常常以自己的团队为骄傲，部分原因还在于人们并不会被动地承认或者同意社会对于他们的看法。

	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认为他们拥有更多积极的品质，但是低自尊的人也会用积极的概念来描述自己。

	自尊影响人们处理消极的、与自我相关反馈（比如课堂的失败或招人拒绝）。此类事件让低自尊者为自己感觉到耻辱和羞愧，并认为自己各方面都不能胜任。失败不会对高自尊者产生这样的影响。当高自尊的人失败时，他们会感觉到失望，而且他们能够接受失败意味着自己某一方面特定能力的缺陷的事实。然而他们不会把失败当做对自己品质的整体否定，失败不会让他们觉得耻辱和羞愧。

	低自尊的人采用自我保护取向。很多时候，他们不愿意冒险，而宁愿考虑回报更少、但很安全的选择。高自尊的人更倾向于自我增强。他们愿意接受可能会带来更多回报的挑战和冒险。

	为了解释低自尊者表现出来的冒险回避，自尊的认知模式强调低自尊人群中消极自我概念的作用（比如缺乏自信）。情感模式强调低自尊者很难处理失败（比如过于强调结果），从而导致避免冒险。

	人们评价性反馈的认知反应符合自我一致性模式（人们更易于接受符合他们对自己看法方式的反馈）。人们对于评价性反馈的情绪反应与自我增强模式一致（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更容易受到失败造成的情绪困扰）。

	整体的自尊和领域特异性的自我评价都是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但是它们不能相互替换。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可能通过独立的、附加的或者交互作用的方式影响行为。

	自尊的认知模式目前主宰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评价自己各种品质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自我感觉的说法还没被接受。而且，大部分低自尊者相信自己拥有很多积极的品质，这个现象说明自我批评、缺乏自信和以及消极的自我评价不是低自尊者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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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失败这个词具有更一般化的意义，它指所有涉及与自我有关的消极反馈。它不仅包括所有与成就相关的失败，也包括在运动方面的失利，以及很多人际方面的不良后果，包括他人的拒绝、批评、感到不被感激，或者被人忽视等。

[2]斯蒂尔（1988）的自我肯定理论和林维尔（Linville，1975）的自我复合（self-complexity）理论相关（请看第5章）。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肯定理论认为，如果个体其他的优点越多，那他从挫折中体会的痛苦就越少；而自我复合理论却认为只要个体有很多自我认同之处，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减少他们对于成功和挫败的极端反应。


9
抑郁

韦恩·麦克达菲曾在东南几所大学任足球教练，而且工作出色。足球是麦克达菲的生命；无论何时何地，离开足球他都无法生活。只要能做教练，麦克达菲就觉得快乐。但是教练在体育界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当麦克达菲被佐治亚大学辞退时，他陷入一种严重的抑郁状态。一天下午，他得知迈阿密海豚队拒绝了他的求职。麦克达菲自杀了，抛下妻子和三个孩子。

韦恩·麦克达菲的故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并不特别。大约15%的人在生活中有过一次抑郁体验（Secunda，Katz，& Friedman，1973），这些体验大部分源自重大生活事件（Paykel，1979）。虽然这些抑郁感在6到9个月后减缓，但其中约20%的人患上抑郁症会持续至少两年（Downey & Coyne，1990）。此外，体验过一次抑郁的人很容易再次陷入抑郁，也许会在生活中体验5到6次抑郁（Amenson & Lewinsohn，1981）。而且，抑郁与自杀有密切关系。大约每200个抑郁者中就有一个人试图自杀，而大部分试图自杀的人都在近期有抑郁体验（Minkoff，Bergman，Beck，& Beck，1973）。

抑郁症（depression）是一种普遍的、种类各异的恶性疾病。它受许多因素影响，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可以分为几个亚类型。本章的重点是理解与自我有关的过程对抑郁的产生及持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解释抑郁，比如强调基因因素、生化因素，以及大环境因素（例如，贫穷和暴力），但本章不考虑这些因素，只关注与自我有关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与自我心理学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的论述将围绕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考察抑郁的起因，即是什么导致了抑郁，人们对自我的看法和感知如何影响抑郁的产生？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抑郁本身。抑郁期间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和感知具有突出的特征，抑郁者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不同于不抑郁的人。本章的第二节将探究这些问题。最后，我们来看看影响抑郁持续时间和严重性的因素。这一节的重点是探讨为什么有些人能很快地从抑郁中走出来，而其他人则不能。


主要概念

抑郁的素质—应激模型

我们将按照图9.1所示的模型展开讨论。这个模型是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Monroe & Simons，1991），它指出影响抑郁产生的两个一般性因素。一个因素是消极的生活事件（或应激源），这些事件一般指一个人失去了爱、安全、自我认同或者自我价值的重要来源。爱人去世、一段浪漫关系的终结，或者个人的一次惨败都是典型的例子（Arieti & Bemporad，1978）。

[image: 327-01]

图9.1　抑郁的素质—应激模型图示。当一个容易抑郁的人经历一个消极生活事件时，他的抑郁反应产生了。这种抑郁反应的特征是无望感和/或无价值感。最后，这根箭头向前的虚线表明，短期的抑郁反应可能迅速减轻或者转变为长期的抑郁。

布朗和哈里斯（Brown & Harris，1978）的一项重要研究揭示了这类消极事件与抑郁之间的联系。他们对生活在伦敦某区的400个妇女（年龄在18～65岁之间）进行了访谈，然后对这些妇女前一年有没有出现抑郁症状，以及她们所经历的消极事件的性质和数量进行评估。在所有的样本中，30%的妇女报告说，在接受访谈前的9个月内，她们曾经历过一次重大的消极事件或者长期处于困境，在那些有过一次抑郁体验的妇女中，75%的人经历过重大消极事件。

布朗和哈里斯（1978）收集的数据说明抑郁通常发生在消极生活事件之后。同时，这些数据也表明，只有少数经历过重大事件的妇女才会产生抑郁。基于这些结论以及其他人的发现（Paykel，1979），研究者们目前一致认为，消极生活事件导致抑郁的情况只发生在一部分人，而不是大部分人身上。这个事实促使研究者去寻找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决定着在遇到压力时谁产生抑郁，谁不产生抑郁。

这些变量的正式名称是素质（diathesis）。素质是一个易感因素（vulnerability factor），它影响着一个应激事件所带来的伤害的大小。打个比方，素质好比一个结构完整的建筑物，如果发生地震，一个不够坚固的建筑物会比一个坚固的建筑物受到更严重的毁坏。研究者的思路与此类似，他们想确认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人们在面临压力时是否产生抑郁。我们很快就会明白（As we will see momentarily），这些易感因素中有一部分与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有关。

抑郁中与自我有关的两个特点：无望和无价值

1917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一本关于抑郁的书，书名为《哀伤和忧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弗洛伊德认为抑郁具有两种形式。哀伤形式的抑郁是因失去一个真实的爱的对象（如爱人去世）而做出的悲伤反应。哀伤的特征是极度的悲伤和绝望，但并不内疚、羞耻或自责。忧郁症形式的抑郁是因失去更心理性的原因（如感到无法实现理想或者达到标准）而做出的反应。其特征不仅是极度的悲伤，还有自责和自我贬低。

基于这些文献，当代的研究者已经确认了抑郁者中常见的两种与自我有关的知觉（参见图9.1的中间部分）。当人们认为自己或者其他人不能给予他们希望的结果，或者使他们避免消极的结果时，会感到无望（hope lessness）。无望引起沮丧和退缩，这是抑郁的两个重要方面。当人们认为自己软弱、堕落或者一无是处时，会感到无价值（worthlessness）。这些知觉也是抑郁的主要特征。[1]

有些情况下，抑郁仅表现为这些知觉中的一种（如失去爱人的人会感到无望，但并不觉得自己无价值）。有些情况下，两种知觉都存在（一个人的爱人去世时，会因永远无法再见到爱人而感到无望，同时也会感到内疚，因为在爱人生前自己没有多花时间陪伴他/她）。

无助在抑郁中也比较常见。这个术语指一个人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一个糟糕的状况。无助是无望的一种表现。人们有可能只感到无助而并不感到无望（如我无能为力，但我知道有人能），但根据定义，感到无望的人也会感到无助。而且无助会导致无价值感。对很多人而言，软弱、无效和无能的感觉都会引起无价值感。

抑郁的过程：抑郁反应和持续抑郁

图9.1显示在我们回顾抑郁的与自我有关的过程研究中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将要回顾的一些研究考察了人们为什么会直接对一个事件做出抑郁反应；其他的研究则重在解释抑郁反应为什么会持续下来，变成长期的抑郁（long-term depressive episode）。将抑郁反应和持续抑郁区分开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失落和失望做出抑郁反应是很普通的。虽然这样的反应大部分会自我约束（self-limiting），但它们都会在几天或者几星期内减轻。在少数情况下，这些反应才会持续或者加剧，直至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会区分短期的抑郁反应和临床上严重的长期抑郁。有些研究用术语“抑郁的被试”来描述那些因为一个事件而体验到轻微或短暂抑郁反应的人。这些反应一般通过自我报告测得，与极端或长期的抑郁不同（作为讨论，参见Coyne，1994；Flett，Vredenburg，& Krause，1997；Kendall，Hollon，Beck，Hammen，& Ingram，1987；Vredenburg，Flett，& Krames，1993）。为避免含糊，如果一个研究中的被试未经抑郁方面的临床诊断，讨论时我将使用术语焦虑（dysphoria）（而不是抑郁）。


抑郁的自尊模型

以该讨论为背景，我们来分析与自我有关的过程如何影响抑郁的产生和持续。

低自尊是导致抑郁的高危因素

我们要探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低自尊是否容易造成抑郁。这个问题不像自责是不是抑郁的症状（前面讨论过）那么简单，而是指低自尊是否作为一个稳定的、具有倾向性的易感因素（如一种素质）在起作用。用更简单的话说：面对消极生活事件时，低自尊的人是否比高自尊的人更容易产生抑郁？

回顾第8章，我们发现很多资料都暗示着这种联系。比如，达顿和我发现，在面临失败时，低自尊的人比高自尊的人有更强烈的情绪困扰，部分原因在于失败使得低自尊的人自我感觉很糟糕（Brown & Dutton，1995b；Dutton，1995；Dutton & Brown，1997）。这些研究结论并不能证实低自尊的人比高自尊的人更容易产生抑郁，但与此观点并不矛盾。

乔治·布朗和他的同事们（如Brown & Harris，1978；Brown，Andrews，Harris，Adler，& Bridge，1986）已经发现了更为明确的证据，来证明低自尊是导致抑郁的一个高危因素。最早支持这个结论的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布朗和哈里斯（1978）的研究。我们来回忆一下，布朗和哈里斯发现许多抑郁的妇女先前经历过一个应激性生活事件（a stressful life event），但并非所有经历过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妇女都会抑郁。另外的数据分析揭示出，某些社会特征使一个人更容易产生抑郁。这些特征包括幼年丧母，以及成年期缺乏亲密、可以信赖的关系。他们推断，这些因素通过降低自尊，使人们易于产生抑郁。因此，在这个模型中，先前的社会经历，包括失去爱人或者缺乏亲密关系，导致了低自尊，而低自尊与后来的消极生活事件结合起来，加大了人们产生抑郁的可能性（Brown，Bifulco，Veiel，& Andrews，1990）。图9.2就是这个模型的主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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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乔治·布朗的自尊与抑郁模型。消极社会经历（尤其是童年丧母和成年期缺乏亲密的、可以信赖的关系）导致低自尊。当消极生活事件发生时，低自尊作为一种素质作用于抑郁。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rown & Harris, 1978, Social origins of depression: A stud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women. London: Tavistock. Copyright 197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avistock Publications.

乔治·布朗等（1986）进行了一个追踪研究来验证这个模型。根据预测，当应激性生活事件发生时，低自尊（以访谈时被试消极自我陈述的数量为指标）以一种易感因素起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面临一个消极生活事件时，低自尊妇女产生抑郁的可能性几乎是高自尊妇女的两倍。其他的一些研究也支持布朗的模型（Andrews & Brown，1993；Brown，Bifulco，& Andrews，1990；Miller，Kreitman，Ingham，& Sashidharan，1989；Roberts，Gotlib，& Kassel，1996），也就是说，当消极生活事件发生时，低自尊使人们易于产生抑郁。

抑郁的自我价值关联模型

抑郁的自我价值关联模型（self-worth contingency models of depression）是从另一种视角看待自尊在抑郁中所起的作用。这个模型的前提是认为人们尽量使自我感觉变得良好（换言之，要满足自我提升的需求）。容易抑郁的人具有高条件性自我价值感（conditional feelings of self-worth）。当某些条件得到满足时（如正处于一段浪漫关系中；工作或学业成功），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当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时，他们自我感觉不好。根据这些模型，当经历威胁到这些“自我价值的条件”时，抑郁产生了，人们觉得以后自己再也不能满足自我提升的需求了（见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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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抑郁的自我价值关联模型。高条件性自尊是一种素质。当消极生活事件威胁到这些“自我价值的条件”时，人们感到以后再也不能满足这些需求，于是抑郁产生了。

精神分析模型

抑郁的自我价值关联模型最初由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工作者提出。雷多（Rado，1928）和费尼切尔（Fenichel，1945）认为有抑郁倾向的人具有过高的人际依赖需求（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needs）。他们拼命追求他人的赞同和认可，当这种追求失败时，抑郁就产生了。这种情况酷似一个年幼的孩子渴望得到他人永久的、百分百的关注和爱。

［具有高人际依赖需求的人是］从来不能得到足够的关心和注意……当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其实它们是注定得不到满足的），本来就低的自尊水平，由于缺乏重要的外在资源的支持，变得更低，结果临床上的抑郁产生了。（Hirschfeld，Klerman，Chdoff，Korchin，& Barrett，1976，p.384）

比布林（Bibring，1953）随后就这个问题做出更为深广的分析，指出自我价值的其他来源。基于临床经验，比布林确认了抑郁倾向的个体普遍持有的三类自我理想（self-ideals）（1）过分要求被爱、被欣赏、被赞美、被尊重；（2）过分要求强壮、有能力、成功以及独立；（3）过分要求优秀、有爱心、有道德、贞洁（也可以参见，Strauman，1989；Strauman & Higgins，1987）。根据比布林的观点，具有这些过高理想的人一旦认为现在和将来这些标准都无法达到时，就会产生抑郁。他们从根本上放弃了希望，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实现理想。我们要注意这个模型是怎样结合无价值感（无能力）和无望（认为自己再也不能实现理想）的。

抑郁的社会认同模型

奥特利和博尔顿（Oatley & Bolton，1985）也做出一种概念上类似的强调人际的分析。他们的模型认为（1）人们的自我价值感通常源于他们的社会角色，而且（2）扮演这些角色需要有其他人存在。根据该模型，当失去一个人，而使自己不能再扮演被赋予较高价值的社会角色，同时又不存在别的可供选择的自我价值来源时，抑郁就会产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容易在失去中受到伤害的人，是那些将自我价值感建立在有限的社会角色基础上的人（也可以参见，Linville，1987；Thoits，1983）。

空巢综合症（the empty-nest syndrome）为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一个在母亲这种角色中获取主要认同感的妇女，很容易在孩子离家后陷入抑郁，因为她再也不能有效地扮演该角色了。当这个妇女缺乏其他的自我价值来源时，抑郁尤其容易产生。类似的绝望感也会折磨着一些工人，他们从终生职守的岗位退休，又没有其他获取成就感的来源。

抑郁的相符模型

抑郁的相符模型（congruency models of depression）（如Arieti & Bemporad，1978；Beck，1983；Blatt，Quinlan，Chevron，MacDonald，& Zuroff，1982；Bowlby，1973）整合了我们讨论过的各种自我价值模型。该模型认为两种人格类型有抑郁倾向。一种是过分依赖赞同的社会来源（social source of approval）；一种是过分依赖成就的结果（achievement outcomes）。表9.1对每一种类型都进行了描述。

表9.1　抑郁的相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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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性人际定向（conditional interpersonal orientation）的人具有过高的人际依赖需求。他们要求通过别人的接纳和爱，来改善自我感觉。当他们觉得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就喜欢自己，觉得没有得到满足时，就不喜欢自己。当然，如果人们觉得别人喜欢自己、尊敬自己，自我感觉都会变得更好。但是对于有过高人际依赖需求的人而言，他们对赞同和爱的需求是不间断的，事实上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条件性成就定向（conditional achievement orientation）的人，其自我价值感的基础是获得成功和控制环境的能力。

成功时自我感觉良好，失败时自我感觉不好。然而达到这些标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条件性成就定向的人往往有完美主义倾向。他们的标准极高，很难对自己的成就水平感到满意，即使实际上他们的成就已经很高了（Blatt，1995）。

在检验相符模型的研究中，研究者想知道，当发生的消极事件与一个人的人格类型相符，或相匹配时，抑郁是否最容易发生（e.g.，Hammen，Ellicott，Gitlin，& Jamison，1989；Hammen et al.，1985；Robins，1990；Robins，Block，& P eselow，1989；Segal，Shaw，Vella，& Katz，1992）。这些研究的假设是，当消极人际事件（negative interpersonal events）（如婚姻破裂）发生时，条件性人际定向的人比条件性成就定向的人更容易抑郁；而当与成就有关的消极事件发生时，条件性成就定向的人比条件性人际定向的人更容易抑郁。到目前为止，对相符假设的一部分检验结果支持该模型（Coyne & Whiffen，1995）。尽管条件性人际定向的人表现出尤其容易受消极人际事件的影响，但条件性成就定向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更受与成就有关的消极事件的影响（例外的情况参见Hewitt & Flett，1993）。

抑郁的一个高危因素——易变的自尊

因为有条件性自尊的人将自我价值感建立在当前成就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的自尊似乎随时间波动。确认了这个事实之后，研究者用自尊的波动（称为易变的或者不稳定的自尊）来预测抑郁的产生（Butler，Hokanson，& Flynn，1994；Kernis，Granneman，& Mathis，1991；Roberts，Kassel，& Gotlib，1995；Roberts & Monroe，1992，1994）。

巴特勒等人（Butler et al.，1994）的一个研究验证了这个观点。研究者以大学生为样本，在为期30天的时间内测量他们的自尊。这样研究者就可以计算（1）自尊的平均水平（高或低），（2）自尊的易变性（对日常事件做出反应时，间隔一天以后自尊的变化是多少）。巴特勒等发现，低自尊并不是焦虑（dysphoria）的高危因素，面临消极生活事件时，易变自尊的学生比稳定自尊（stable selfesteem）的学生更容易焦虑（dysphoria）。这些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易变的或者反应性的自尊比稳定的低自尊水平能更好地预测抑郁（参见Roberts et al.，1995）。

然而，解释这些结论有些困难。在第8章，我们将自尊比做大部分父母对孩子的爱。条件性的爱是否能被看做真爱，这是有争议的。根据我们的观点，时而爱时而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根本就不是真的爱自己的孩子。与此类似，一个仅在顺境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并不具有真正的高自尊。所以，我认为易变的自尊是低自尊的一种形式，其中的自我价值感是高条件性的，因此，是易变的。


贝克提出的抑郁的认知理论

抑郁的自尊理论强调人们对自我的感知是抑郁的一个高危因素。其他理论则关注认知过程在抑郁中所起的作用。这些理论认为，人们看待自己以及加工个人信息的方式使人保持（也许产生）抑郁。

阿伦·贝克（Aron Beck）是第一个倡导这一观点的理论家之一（Beck，1967，1976；Beck，Rush，Shaw，& Emery，1979）。贝克是一个积极参与临床实践的理论家，为了设计有效的治疗策略，他试图理解抑郁的本质。起初，贝克对该病症做出精确的描述，他尤其注意分辨主要症状和次要症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如果治愈了主要症状，那么次要症状也会消失）（Beck et al.，1979）。随着工作的进展，贝克描述抑郁时考虑到成因。根据他最近的一些研究（Beck，1991；也可以参见Haaga，Dyck，& Ernst，1991），我们用图9.4呈现其理论的主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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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贝克提出的抑郁的认知模型。功能失调的观念（dysfunctional beliefs）是一种易感因素（一种素质）。这些功能失调的观念在适当的环境事件（应激）的刺激下，导致抑郁倾向的个体以消极、歪曲的方式解释自己的经历。这些消极的解释转而导致对自我、对世界、对未来的消极看法。这些观念，也就是贝克所指的三组消极认知，被认为是抑郁的主要症状，导致了抑郁的其他特征，包括躯体紊乱（失眠）、动机障碍（被动性）和情感失调（悲伤）。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eck, 1991,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368-375. Copyright 1991.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理论模型

抑郁的主要特征是三组消极认知

贝克最主要的设想是认为抑郁主要是一种认知问题，这种认知问题的主要特性是三类与自我有关的消极观念：（1）对自我的消极看法（人们在抑郁时认为自己是有缺陷的、不足的、无价值的）；（2）对世界的消极看法（人们在抑郁时对当前的生活状况不满，认为这个世界对他们有不合理的要求）；（3）对未来的消极看法（人们在抑郁时悲观地看待自己取得成就的能力）。贝克将这些观念（它们包含无望和无价值感）称为三组消极认知（negative cognitive triad），并认为它们是所有抑郁类型的主要特征。这意味着抑郁的其他特征，诸如躯体紊乱（如睡眠困难）、动机障碍（如被动和退缩）和情感失调（如极度悲伤）的产生都是对这些观念的反应（Beck et al.，1979，p.11）。

贝克还认为这些观念具有一种自动的、反射的特性。它们似乎是“无处不在”的，无需激发，也不被意识所觉察。随着抑郁的加重，这些观念日益具有重复性和强迫性。在极端的案例中，这些观念主宰了抑郁者的思想，使之无法投入到正常的活动中去。贝克用来治疗抑郁的方法中大部分是监控人的想法，注意到这些想法在何时、何环境下出现。贝克认为，通过这些方法，一个人能学会控制、消除这些想法（Beck et al.，1979）。

抑郁持续过程中消极的自我图式

图9.4显示，消极的信息加工支持着这些消极观念。贝克以消极的自我图式为出发点讨论消极的信息加工倾向。正如第5章所指出的，图式是假设的认知结构，它们引导着信息加工过程。根据贝克的观点，抑郁者具有一种消极的自我图式，它导致抑郁者以一种消极的、歪曲的方式加工信息。他们关注生活的消极面，以自挫的方式解释生活事件。这些消极的信息加工倾向转而支持着三组消极认知。因此，一个消极的自我图式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抑郁症患者忽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积极因素，继续保持那种自挫的，导致痛苦的生活态度”（Beck et al.，1979，p.12）。

贝克认为抑郁者的那些解释经常是歪曲的、不合逻辑的，这是由错误的信息加工倾向造成的（也可以参见，Ellis，1962）。这些倾向包括（1）选择性提取（selective abstraction）（专注于脱离背景的一个细节），（2）武断的推论（arbitray inference）（没有证据支持就妄下结论），（3）以偏概全（overgeneralization）（结论的应用范围过于宽泛），（4）绝对化的或非此即彼的思维（absolutistic or dichotomous thinking）（思维有非黑即白的倾向）。举个例子，假设一个朋友忘了回你的电话。一个抑郁者会将朋友的疏忽解释为不尊重自己，并认为他或她一无是处。贝克认为，即使积极的解释看起来也是合理的（如这个朋友只是忘了或者没有收到留言），抑郁者还是坚持消极的解释。

抑郁较为轻微时，患者一般还能客观看待自己的消极想法。随着抑郁的加重，尽管实际情况和他的消极解释没有逻辑关系，消极观念还是逐渐主宰了他的思想。当这种占优势的特定图式造成现实的歪曲，并最终导致抑郁者思维中的系统误差时，他将无法意识到他的消极解释是错误的。（Beck et al. 1979，p.13）

贝克将抑郁者片面的、非逻辑的信息加工与非抑郁个体的信息加工进行比较。他发现，非抑郁个体以一种逻辑的、无偏见的方式加工个人信息，一般能得出准确的、理性的结论。贝克理论的这部分内容将在第10章用更多笔墨阐述。

功能失调的观念在抑郁中是一个易感因素

功能失调的观念构成贝克认知理论的第三个成分（参见图9.4的左上部分）。功能失调的观念是关于自我和世界的过分僵化的观念。它们源自童年早期，是指人们用来判断自我的不现实的、完美主义的标准。举例来说，抑郁倾向的人通常赞同以下陈述：“如果我做的没有别人好，这意味着我是一个劣等人”，或者“作为一个人，我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他人的评价”（Beck et al.，1979）。

根据贝克的观点，这些绝对化的、契约性的观念（等同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价值的条件）使一个人在相应的生活事件发生时容易陷入抑郁。

举个例子，想象一个人很不情愿地结束了一段重要的人际关系。假如这个人恰好具有相应的功能失调的态度（“如果我爱的人不爱我，那我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就开始从不现实的消极的角度看待这一生活事件。他也许会为这个事件承担过多的责任，选择性地回忆其他失败的浪漫经历等等。这些信息加工偏差导致三组消极认知（对自我、对生活、对未来的消极看法），从而引起抑郁的其他症状。

小结

贝克的模型认为，当一个重大生活事件（如爱人去世；失业）与一个或多个功能失调的观念相遇时，抑郁就产生了。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导致一个消极的自我图式，其特征是消极的注意偏差和解释偏差。这些偏差转而引起三组消极认知以及抑郁的其他症状。

实验研究

贝克的研究引发了很多研究（作为回顾，见Barnett & Gotlib，1988；Coyne & Gotlib，1983；Haaga et al.，1991；Ruehlman，West，& Pasahow，1985）。这些研究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领域：（1）抑郁者是否表现出三组消极认知？（2）抑郁者是否以一种消极的、歪曲的方式加工信息？（3）在抑郁的产生过程中，功能失调的观念是否是一个易感因素？

抑郁过程中的消极思维

现在已经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贝克的观点，即消极思维（negative thinking）是抑郁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研究都发现，比起不抑郁的人，处于抑郁状态的人倾向于从更消极的方面看待自我、当前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未来（作为回顾，参见Haaga et al.，1991；Ruehlman et al.，1985）。这种倾向一般仅发生在与自我有关的判断上。比如对“总体上”的人做出判断时，抑郁者通常不会比非抑郁者更消极（Garner & Hollon，1980；Haaga et al.，1991；HoehnHyde，Schlottmann，& Rush，1982；Schlenker & Britt，1996）。

虽然这些研究结论都支持贝克的模型，但仍有其他证据揭示出该模型的局限。其实，抑郁者的一贯表现为相对消极性（relative negativity）（也就是说，他们在描述自己的时候比非抑郁者更消极），但是他们不总是表现出绝对的消极性（absolute negativity）（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总是以非常消极的字眼描述自己）。他们经常表现出一些自我赞美，而不是自我贬低（Pelham，1991b）。事实上，有一个调查发现，在临床上可诊断的抑郁案例中，只有2/3表现出无价值感和无能感（贝克认为这是所有抑郁类型的主要特征）（Buchwald & Rudick-Davis，1993）。这意味着抑郁者中相当一部分没有表现出消极思维。

抑郁过程中的信息加工

与贝克的理论有关的第二个领域的研究是针对抑郁者加工个人信息的方式。德里和凯珀（Derry & Kuiper，1981）考察了人们对与自我有关的材料的记忆。他们采用了罗杰斯等人（1977，参见第5章）开发的自我任务的修订版，要求抑郁的和不抑郁的被试评价一系列用来描述自我的形容词（能用这个词描述你吗？）。这些形容词中，有一半在语气上是消极的，而且与抑郁有关（如无助的，忧郁的）；另一半在语气上是积极的，与抑郁无关（如能干的、忠诚的）。然后，在这些被试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回忆这些词语。

图9.5所呈现的是该研究的部分结果。左边的直方图显示的是特质赞同（trait endorsement）的测量结果。不抑郁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特征来描述自我，但抑郁的被试认为自己的积极特征和消极特征大致相当。该结果证明，虽然抑郁者在描述自我时比非抑郁者更消极，但他们并非绝对地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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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抑郁和非抑郁被试自我图式的功能。左边的直方图显示的是，抑郁的被试认为意义积极的形容词与意义消极的形容词能在同等程度上描述自己，而非抑郁被试则认为意义积极的形容词比意义消极的形容词更能描述自我。右边的直方图显示的是，抑郁被试所回忆起来的意义消极的形容词比意义积极的形容词多，而非抑郁被试的情况则刚相反。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Derry & Kuiper, 1981,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0, 286-297. Copyright 1981.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图9.5右边的直方图显示了对回忆的测量结果。抑郁的被试所回忆起来的消极特征比积极特征多，而不抑郁的被试回忆起来的积极特征比消极特征多。这些结果支持贝克的论断，即抑郁者对消极个人信息进行更多的加工。

巴奇和托塔（Bargh & Tota，1988）的一个研究也支持这个结论。他们调整了德里和凯珀（1981）的研究程序，让不抑郁的被试和焦虑（dsyphoric）的被试指出这一系列表示积极、消极特征的形容词能描述自己呢，还是能描述一般人。控制组的被试在正常情境下做出判断，而实验组（有记忆负荷）的被试在做判断时要求记忆一个六位数。

该研究关键的因变量是被试做出判断的速度。记忆负荷操作（memory-load manipulation）需要被试给予有意注意，因此这一操作会干扰（和妨碍）被试对其他信息进行有意识的加工。然而，该操作并不影响信息的自动化加工，因为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自动化加工不需要有意注意。

如果抑郁者在加工消极（而不是积极）个人信息时以更为轻松的、自动化的方式进行，那么焦虑的被试在判断消极特质能否描述自我时，速度应该不受记忆负荷操作的影响，而在判断积极特质能否描述自我时，速度应减慢。非抑郁者的情况应该正好相反，他们或许在加工积极（而不是消极）个人信息时以更为轻松、自动化的方式进行。

图9.6所示的数据为以上的预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左边的直方图呈现了有关自我判断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焦虑的被试在判断消极特征能否描述自我时，速度不受积极负荷操作的影响，而在判断积极特征能否描述自我时，速度显著减慢。非抑郁被试的情况则刚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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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对自我和他人做出判断的速度（作为记忆负荷的函数）。左边的直方图显示，焦虑的被试在判断消极特征能否描述自我时，速度不受积极负荷操作的影响，而在判断积极特征能否描述自我时，速度显的确减慢了。非抑郁被试的情况则刚相反。
　　右边的直方图显示，对他人做出判断的速度没有表现出这些差异，因为这里记忆负荷操作对焦虑的被试和非抑郁被试产生了相同的影响。总之，这些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即抑郁者以更为自动化的方式加工消极的个人信息。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argh & Tota, 1988,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925-939. Copyright 1988.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右边的直方图显示的是判断其他人的结果。这里被试的状况不影响判断结果。无论是焦虑的被试，还是非抑郁被试，对他人做出消极判断的速度均因记忆负荷操作而显著减慢，但对他人做出积极判断的速度却不受影响。总而言之，这些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即抑郁者以自动化的、无意识的方式加工消极的个人信息（也可以参见Gotlib & Cane，1987；Gotlib & McCann，1984）。

功能失调的观念作为抑郁的一种素质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处于抑郁中的人以（相对）消极的方式看待自己，并对消极个人信息做出更多的加工。总的来说，这些结果与贝克的模型是一致的。贝克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功能失调的观念能否构成抑郁的一个易感因素——得到较少的支持（Barnett & Gotlib，1988；Coyne & Gotlib，1983；Haaga et al.，1991）。

研究者认为，功能失调的观念是稳定的认知结构。它们在相应的环境事件的刺激下，导致人们以消极的方式加工信息，并产生抑郁。检验这个观点的最直接（和最明确）的方法是实施一项追踪研究，在该研究中，研究者（1）首先测量非抑郁者中存在的功能失调的观念（2）然后对这些人进行追踪，看看这些在研究期间具有功能失调的观念并经历了相关生活事件的人，是否在研究过程中以该理论所描述的方式产生抑郁。巴奈特和戈特利布（Barnett & Gotlib，1990）进行了这样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贝克的模型。

另一种研究策略是，考察曾经抑郁过的人是否比从未抑郁过的人有更多功能失调的观念（Lewinsohn，Steinmetz，Larson，& Franklin，1981）。如果这些观念真如贝克所说，容易使一个人产生抑郁，那么即使一段抑郁已经消失，这些观念应该依然明显地存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如此。虽然正处于抑郁中的个体承认比非抑郁个体有更多功能失调的观念，然而，一旦抑郁消失，这些观念一般会恢复正常（如Dohr，Rush，& Bernstein，1989；Hamilton & Abramson，1983；Segal et al.，1992）。

这些结果表明，功能失调的观念伴随着抑郁存在，它们并不预测抑郁的产生，或者在抑郁消失后继续存在。一些理论家（如Barnett & Gotlib，1988；Coyne & Gotlib，1983；）深入思考了这些研究结果并总结为，功能失调的观念是抑郁的症状或伴随性的表现，而不是易感因素或起因。它们跟贝克所描述的其他消极认知一样，是一段抑郁的特征，而不是起因。

理解消极认知与抑郁之间的联系

记忆的联想网络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抑郁伴随着消极思维。这些模型认为，情绪在记忆中得到编码，并与情绪—相符认知（mood-congruent cognition）联结起来。快乐与积极的认知（如蓝天、冰激凌，以及积极的自我态度）联结，悲伤与消极的认知（如雨天、饥荒，以及消极的自我态度）联结。当人们体验到某种情绪时，与之连接的观念就被激活，从而更容易被意识所觉察。从这个角度看，一种抑郁情绪启动或激活了与自我有关的消极认知，于是两者联结起来，并被我们观察到（为了更全面地讨论这个观点，参见Blaney，1986；Bower，1981；Ingram，1984；Isen，1984；Teasdale，1983）。

为了检验这一模型，研究者们在实验条件下对人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进行诱导，然后考察与自我有关的积极思维或者消极思维是否产生。几项研究都显示，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人比处于积极情绪状态下的人更容易产生与自我有关的消极思维（如Brown & Taylor，1986；Teasdale & Fogarty，1979；Teasdale，Taylor，& Fogarty，1980）。这些结果支持这一观点，即抑郁情绪激活了与自我有关的消极思维。

克拉克和蒂斯代尔（Clark & Teasdale，1982）的一项研究为该结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他们根据抑郁患者每日的情绪变化考察积极、消极的个人记忆的产生。这样的患者在一天的某个时候（如早晨）比另一些时候（如睡觉前）感觉更加抑郁。为了考察这两种状态下消极思维是否容易产生，克拉克和蒂斯代尔要求抑郁患者根据一个中性的线索词回忆真实生活中的经历。结果表明，抑郁患者在一天内更加抑郁的时候，也更多地回忆起不愉快的经历，该结果与这一观点相一致，即沮丧的情绪激活对消极事件的回忆。

消极认知的易发性与抑郁的持续

在本章开端，我们区分了对消极生活事件做出的短期抑郁反应和临床上严重的长期抑郁。我们也注意到，对消极生活事件做出抑郁反应是很普遍的。大部分人在爱人去世时会感到悲伤，在失业时会感到心烦意乱。鉴于此，我们应该关注并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的抑郁反应是短暂的，而另一些人则是长期的。

蒂斯代尔（1988）的研究表明，在抑郁的早期阶段，消极认知的易发性（the accessibility of negative cognitions）与这个问题有关。蒂斯代尔认为消极情绪激活消极思维的程度是因人而异的，并且这种联结影响抑郁持续时间的长短和严重性。对于有抑郁倾向的人而言，消极情绪很容易诱发与自我有关的消极思维，并导致该个体对当前的状况和未来做出消极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特定的认知因素导致了抑郁，还不如说认知过程限制或延长了抑郁反应。

人们对这种有差别的激活（differential activation）假设进行了检验，从总体上说，检验的结果支持了该假设。对于从前抑郁过的人（Miranda & Persons，1988；Miranda，Person，& Byers，1990），以及容易产生抑郁的人，比如低自尊的人（Brown & Mankowski，1993），消极情绪尤其容易激活消极思维。研究还显示出，消极思维的易发性能预测一段抑郁的持续时间和严重性。抑郁期间消极思维水平高的人比消极思维水平低的个体更不容易从抑郁中恢复，复发的几率也更高（如Dent & Teasdale，1988；Krantz & Hammen，1979；Lewinsohn et al.，1981）。这种观点认为，抑郁期间消极思维的本质和易发性影响着抑郁程度和持续时间，是轻微、短暂的，还是严重、反复的（Teasdale，1983，1988）。

有差别的激活假设也解释了为什么研究没有发现消极思维能预测抑郁的产生。贝克断言，功能失调的观念是潜在的认知结构，这意味着它们需要被特定的经验所激活，才能被观测到（Riskind & Rholes，1984）。消极情绪也许是一类具有激活（或启动）作用的经验。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在抑郁期间测量消极思维的易发性可能有助于辨认容易产生抑郁的人（Segal & Dobson，1992）。

小结

表9.2总结了这个部分讨论过的观点。显然，伴生（concomitant）假设得到了研究的支持。有很多证据表明消极思维伴随着抑郁，抑郁者以更为消极的方式加工信息。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功能失调的观念导致抑郁，尽管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因果假设。最后，有证据表明，有抑郁倾向的人，其消极情绪尤其容易激活消极思维（有差别的激活假设），消极思维的易发性预示着一段抑郁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持续时间假设）。

表9.2　消极思维与抑郁之间可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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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启发下，我们能从贝克的模型中总结出什么呢？公平地说，一方面，贝克的模型对抑郁做出一个很有用的描述，并阐明了抑郁是如何持续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模型为我们如何减轻抑郁提供了重要的借鉴（Beck et al.，1979）。另一方面，研究者已经证明这个理论在确认抑郁的高危因素方面并不成功，因此，该理论对于预测和预防抑郁没有什么用处。


抑郁的归因模型

贝克的理论并不是惟一一个强调抑郁中认知加工作用的理论，抑郁的归因在这个部分，我们将追溯这一模型的历史足迹，并思考相关的实验证据。

理论的发展

抑郁的归因模型源于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实验室中，一些狗首先遭受一次次无法逃脱的（inescapble）电击，以后，这些狗在面临可以逃脱的（escapable）电击时将表现出动机缺失（Overmier & Seligman，1967），它们不采取行动帮助自己（比如跳到房间的另一边），而是被动地接受了命运，选择忍受电击，而不是尝试逃脱。梅尔等人（Maier，Seligman，& Solomon，1969）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动机缺失，他们指出，这些动物已经认为没有什么能使它们减轻痛苦。他们把这种（错误的）知觉称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

抑郁的习得性无助模型

塞利格曼将这些观点应用到人类抑郁的研究中去。他认为，当人们觉得自己无法控制重要的生活事件时，抑郁就产生了。艾布拉姆森等人（Abramson，Seligman，& Teasdale，1978）随后调整了该理论，使之包含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归因。根据这个新的习得性无助模型，当人们（1）感到无法控制重要的生活事件，以及（2）将这些事件归为内部的（这是我的原因而不是环境的原因），稳定的（这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涵盖一切的（这会影响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原因时，抑郁就产生了。将原因归为内部因素与无价值感相关，而将原因归为稳定的、涵盖一切的原因则与无望感和绝望感有关（也可以参见，Miller & Norman，1979；Weiner & Litman-Adizes，1980）。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想象一个人正面临一个重要人际关系的破裂。艾布拉姆森等（1978）指出，如果一个人将这一消极事件归为永久的、一般性的个人原因（如没有能力与他人相处），那么抑郁就很容易产生。詹诺夫-布尔曼（Janoff-Bulman，1979，1982）将这种类型的归因看做一种性格学上的自责形式。

艾布拉姆森等人（1978）认为一些人具有一种消极归因的风格，其定义是倾向于将消极事件归为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原因。这种消极归因风格是一种素质，它使人们在消极事件发生时容易产生抑郁（也可以参见，Peterson & Seligman，1984）。

抑郁的无望理论

艾布拉姆森等人（Abramson，Metalsky，& Alloy，1988，1989）对这个模型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他们将贝克（1976）理论的一些方面与新的习得性无助模型整合起来。这一修改过的理论叫做抑郁的无望（hopelessness）理论，如图9.7所示。无望理论与贝克的模型一样，也是素质－应激模型的一个代表。这个模型的开端是消极生活事件的发生，具有相应的消极归因风格的人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解释这个事件。他们认为这个事件的原因是稳定的、涵盖一切的，并认为这个事件对生活有广泛而重要的暗示作用。这种知觉转而导致了无望。无望被界定为一种预期，也就是认为一个人没有能力为了幸福而改变这个消极事件或者改变该事件所包含的不幸的意义。这种知觉导致抑郁的一种亚类型，称为无望抑郁。最后，假如这个事件还被归为是内部原因的话，抑郁会伴随着低自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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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抑郁的无望理论。当一个具有消极归因风格的人消极地解释一个消极生活事件时，就会产生抑郁。这些消极解释进而导致无望，成为无望抑郁的直接原因。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358-372. Copyright 1989.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实验研究

检验归因模型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部分研究考察抑郁中的人是否表现出消极归因风格；其他的研究则考察消极的归因风格与应激生活事件的结合能否预测抑郁的产生。

抑郁中的归因风格

对于第一种观点，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抑郁者比不抑郁者更倾向于对消极结果做出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归因（作为回顾，参见Brewin，1985；Coyne & Gotlib，1983；Peterson & Seligman，1984；Sweeney，Anderson，& Bailey，1986）。这些证据来自（1）实验室研究，被试对实验条件下诱发的挫折做出归因（Kuiper，1978；Rizley，1978）；（2）现场研究，人们对自然发生的消极生活事件做出归因（如Gong-Guy & Hammen，1980；Zautra，Guenther，& Chartier，1985）；（3）档案数据，对消极事件的归因是从日记或其他书面或口头材料中收集来的（Peterson，Luborsky，& Seligman，1983）；（4）问卷调查研究，对更一般的归因风格进行评估（参见 Peterson & Seligman，1984）。

大部分问卷调查研究采用塞利格曼等人（1979；也可以参见Peterson，Semmel，von Baeyer，Abramson，Metalsky，& Seligman，1982）编制的归因风格问卷。表9.3呈现了该问卷的部分内容。

表9.3　归因风格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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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eligman, Abramson, Semmel, & von Baeyer, 1979,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8, 242-247. Copyright 1979. Adapted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完整的归因风格问卷包括6个假设的积极事件和6个假设的消极事件。研究者对这些事件进行总结，并将抑郁被试和非抑郁被试的回答进行比较。图9.8呈现了一个问卷调查研究的结果（Seligman et al.，1988）。这些数据显示，与抑郁被试相比，非抑郁被试对积极事件做出的归因更倾向于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而对于消极事件的归因则刚好相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数据，我们注意到，非抑郁被试对积极事件做出的归因比对消极事件做出的归因更倾向于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而抑郁被试对这两类事件的归因风格则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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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抑郁和非抑郁被试对假设的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归因风格。（这些分数代表把内部的、稳定的和整体的归因的评分加起来得到的复合分数）图中的数据显示，对于积极事件，与抑郁被试相比，非抑郁被试做出的归因更倾向于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而对于消极事件，与非抑郁被试相比，抑郁被试做出的归因更倾向于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这些结果支持了该观点，即抑郁者表现出一种消极的归因风格。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eligman et al., 1988,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7, 13-18. Copyright 1988. Adapted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归因风格作为抑郁的一个高危因素

为了澄清消极归因风格是否使一个人在面临消极生活事件时容易产生抑郁，梅塔斯基等人（Metalsky，Halberstadt，& Abramson，1987）考察了在与成就有关的事件上归因风格不同的大学生，对糟糕的期中考试成绩如何做出反应。在刚刚收到成绩的时候，这些学生的情绪反应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成绩（考得好的学生感到很高兴，考得差的学生感到沮丧）。然而，两天后，那些考得差，又具有消极归因风格的学生，更有可能继续保持抑郁情绪。一些后继研究的对象既包含了大学生，也包含了年龄更小的儿童，这些研究不仅验证了该结果，还提供了另外的证据，即无望的想法引起抑郁情绪反应（Hilsman & Garber，1995；Metalsky & Joiner，1992；Metalsky，Joiner，Hardin，& Abramson，1993）。由于这些研究只考察了抑郁情绪的持续性，而不是临床上严重的抑郁个案的发生，因此，须慎重解释结果。这就是说，这些结果与这一观点肯定是一致的，即当消极生活事件发生时，消极归因风格作为抑郁的易感素质起作用。


抑郁的注意过程

本章曾多次提到，对消极生活事件做出抑郁反应是普遍的，需要考虑的一个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在有些案例中，这些抑郁反应是短期的，是能自我约束的，而在另一些案例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你可能会回忆起蒂斯代尔（1988）的观点，他认为消极思维是否在抑郁期间容易发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当消极情绪自动化地激活消极思维时，抑郁更容易持续和恶化。

注意过程（attentional processes）也影响着抑郁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这个部分我们将回顾关于该问题的三条研究主线。

自我觉知和抑郁

一条研究路线的开始是观察到抑郁者倾向于内省和自我专注。他们过多地思考自我，花大量的时间质疑自己的动机、反省自己的感情，以及检查自己的人格特征。对普通人群和临床样本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与该观察一致，即抑郁与内向性自我意识有正相关（Ingram，Lumry，Cruet，& Sieber，1987；Ingram & Smith，1984；Smith & Greenberg，1981；Smith，Ingram，& Roth，1985）。虽然对于抑郁而言，这种联系不总是很强或很独特（参见Ingram，1990），但抑郁个体的确比非抑郁个体花更多的时间思考自我。[3]

将注意指向内部的倾向可能会影响抑郁的其他方面。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会提高情绪状态的强度（Scheier & Carver，1977），尤其是消极情绪状态（Brockner，Hjelle，& Plant，1985；Gibbons，Smith，Ingram，Pearce，Brehm，& Schroeder，1980；Scheier & Carver，1977）。自我意识也能激活消极的自我意象（self-image），因为过多思考自我的人常常觉察到他们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Duval & Wicklund，1972）。这些研究说明（1）自我意识是抑郁的一个主要症状，（2）抑郁期间自我意识强的人可能比那些自我专注程度低的人体验到更强烈、更持久的抑郁反应。

某些情境可能致使抑郁者更容易自我觉知（self-aware）。Pyszczynski和格林伯格（Greenberg，1987b）提出，抑郁者在经历失败，或者其他消极的、与自我有关的事件后，尤其容易陷入反省和自我觉知。为了检验他们的观点，Pyszczynski和格林伯格（1986）要求非抑郁的被试和焦虑的被试完成一个任务，假称这个任务是用来测量言语智力的，让一部分被试成功，一部分被试失败。这个任务之后，要求被试写下脑中的任何想法。

刚刚面临失败的时候，非抑郁被试和焦虑被试均表现出自我觉知提高（指标是有关自我的陈述所占的比例）。然而两分钟之后，非抑郁被试已经回到非自我关注的状态，而焦虑被试仍在高度关注自我的状态之中。这些发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消极结果出现之后个体倾向于长时间的自我觉知是抑郁的一个特征。

这种倾向实际上可能反映了抑郁者失败后喜欢自我觉知。在另一项研究中，Pyszczynski和格林伯格（1986）还要求非抑郁被试和焦虑被试完成所谓的“言语智力测验”，让一部分人成功，另一部分人失败。然后，他们给被试三分钟的时间解决两道难题中的任何一道。这两道题都摆在桌子上，其中一道题的前面放着一面镜子，那样被试在解题的同时也面对自己的镜像。另一道题的前面没有镜子。结果发现，非抑郁被试测验失败后避免关注自我，不选择在镜子面前解题。焦虑被试的情况近乎相反，他们在测验失败之后比在成功之后更多地选择在镜子面前解题。这些结果说明，非抑郁被试失败后避免引起自我关注的刺激，而焦虑被试则不是。

康韦等人（Conway，Giannopoulos，Csank，& Mendelson，1993）解释了为什么抑郁者失败后寻求自我觉知。他们认为，抑郁者反复思考自我是试图更好地理解自己。他们想结束痛苦，并相信自我反省和仔细的自我观察能达到这个目的。

沉思默想的应对方式

很遗憾，过分反省和过分关注自我并不是有效的情绪管理策略。苏珊·诺伦-霍克斯马（Susan Nolen-Hoeksema）和她的同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起初注意到，在悲伤的时候不同的人沉思的程度也不相同。有些人不断地想自己有多悲伤，为什么感到悲伤；其他人则试图转移注意力，不去思考自我，不去关注这些烦恼。

表9.4呈现了一个量表的一部分，该量表就是用来测量这些个体差异的。在该量表上得分高的人被认为有一种沉思默想的应对方式（ruminative coping style）。当陷入抑郁时，他们反复思考他们的症状，以及这些症状所带来的可能的后果（Nolen-Hoeksema，1991a，1993）。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注意，即沉思默想不涉及抑郁的原因。它关注抑郁的状态（如“我是怎么了？”和“抑郁将如何影响我的生活呢？”），而不是积极地尝试解决问题。

表9.4　抑郁应对问卷的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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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把这10个项目上的得分都加起来就是你最后的分数。得分越高，就越说明你有沉思默想的应对方式。资料来源：Nolen-Hoeksema, 1991b, Coding Guide for Responses to Depression Questionai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

有几项研究已经表明，沉思默想的个体差异与抑郁的强度以及持续的时间有关（作为回顾，参见Nolen-Hoeksema，1991a，1993）。诺伦-霍克斯马等人（Nolen-Hoeksema，Parker，& Larson，1994）进行的一项研究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证明。这些研究者考察了253个失去亲人的成年人，近期他们的一个家庭成员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这些家庭成员去世一个月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完成一个问卷，该问卷是表9.4所示问卷的修订版，同时测量他们的抑郁。六个月后重新评估他们的抑郁。结果发现，六个月后，在沉思默想量表上得分高的人比在沉思默想量表上得分低的人抑郁得分更高。诺伦-霍克斯马和莫罗（Morrow）（1991）在考察人们如何应对自然灾害——1989年旧金山湾地震（san francisco bay area earthquake）时也有类似的发现。这些研究证明，关注自己痛苦经历的人对事件做出的抑郁反应通常更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诺伦-霍克斯马（1987）将这些观点用于解释抑郁中的性别差异。女性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可能性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女性抑郁持续的时间也往往比男性长。生物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因素可能与这些差异都有关系。而沉思默想的应对方式也许是另一个相关的因素。至少在西方文化中，女性经社会化后比男性更关注自己的感受，更多表达自己的情绪。当情绪消极时，更是如此。这些差异使女性在抑郁时更倾向于沉思默想。有一项研究结果支持了该假设，即比起男性，女性更有可能表现出沉思默想的应对方式，一旦这些差异得到控制，男女在抑郁情绪持续时间上的差异就消失了（Nolen-Hoeksema，Morrow，& Fredrickson，1993）。

抑郁中的有害想法

诺伦-霍克斯马的研究将沉思默想当做有意识的情绪—管理策略。具有沉思默想应对方式的人不将注意力转移到更愉快的事情上，而是不由自主地专注于他们的消极情绪状态（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1993）。与之有关的一种可能性是有些人难以遏制自己的消极想法。也许他们努力过，但仍不能停止去想自己的问题，想自己感到多糟糕。

当然，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即一个消极想法突然从脑中冒出。“好像总有什么事情在唤起我的记忆”和“我走到哪里都能看见她的脸”，经常出现在流行歌词中，用来表达失去的爱人总在不经意中闯入脑海。然而，有些人更善于将这样的消极想法从脑中驱走，而有些人则不然。20世纪早期，弗洛伊德（1915/1957）指出，将有害的消极思维从意识层面清除出去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志。达到这个目的既可以是无意识的（通过压抑），也可以是有意识的（通过压制）。

温茨赖夫等人（Wenzlaff，Wegner，& Roper，1988）的一项研究让我们看到抑郁者控制消极思维有多难。这些研究者要求非抑郁被试和焦虑被试想象自己是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故事以被试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意外地撞死了一个婴儿结束。然后，要求被试用9分钟的时间写下脑中出现的任何想法。其中，一半被试属于控制组，他们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没有得到任何特定的指导；另一半被试属于压制组，他们被明确要求尽量不要去想刚才读过的故事。然后，实验者记录每3分钟被试提起该故事的次数。

图9.9呈现了该研究的结果。右边的直方图显示的是非抑郁被试的结果。我们注意到，两种实验条件下消极思维均在时段1和时段2之间迅速减少，并在时段3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现在看看左边的直方图，该图显示的是焦虑被试的数据。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控制条件下，消极思维在这9分钟的时段内一直保持高水平。第二，压制条件下，虽然在时段1和时段2之间，压制成功地减少了消极思维，但在时段3出现反弹效应。事实上，控制条件下焦虑被试在时段3的消极思维几乎与压制条件下一样多。这些结果意味着抑郁者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消极思维（也可以参见Hartlage，Alloy，Vasquez，& Dykma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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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焦虑被试和非抑郁被试消极思维的压制。这些数据表明，在压制条件下焦虑被试起初能压制消极思维，但仅仅几分钟之后，消极思维又重新出现了。非抑郁被试没有表现出这种再现模型。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Wenzlaff, Wegner, & Roper, 1988,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882-892. Copyright 1988. Adapted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学会用积极的思维代替消极思维是从抑郁中恢复过来的关键因素。控制消极思维实际上是所有抑郁治疗方法的一个主要目标，尤其是在贝克的认知疗法中，它具有更重要的作用（Beck et al.，1979）。回忆一下贝克的理论，他认为消极思维是抑郁的主要症状。如果能消除这个症状，那么抑郁的其他症状也会随之消失。因此，“［贝克的］认知疗法最关键的阶段是训练患者观察和记录他们的认知”（Beck et al.，1979，p.146）。根据贝克的观点，通过细心观察这些认知出现的条件，患者开始学会控制这些消极的无意识的想法，并消除它们。


总结

本章我们考察了影响抑郁产生和持续的因素，从各种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大量材料。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但对于抑郁中自我加工的作用，有几个重要的事实还是得到了公认（参见图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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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0　强调自我加工的抑郁模型的图示。当失去一个重要客体时，抑郁反应产生。该客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爱、安全、认同以及自我价值的主要来源。研究者认为，几个与自我有关的变量（如低自尊、条件性自我价值感）在相应事件的影响下容易导致抑郁。此外，抑郁反应的特征是无望和/或无价值感。最后，几个与自我有关的加工，包括消极思维的易发性和自我觉知影响着一个短期抑郁反应是快速地恢复，还是转变为长期抑郁。

第一，自我加工在抑郁的产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当失去爱、安全、认同或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来源时，抑郁就产生了。研究者认为，一个低自尊和具有条件性自我价值感的人对该类事件尤其敏感。功能失调的观念和归因风格与抑郁的产生也有关系。

自我加工也是抑郁的主要症状。抑郁的特征是消极地看待自我和未来（也就是说，无望和无价值感），以及选择性地注意和记忆消极个人信息的倾向。抑郁期间，对与自我有关的事件的解释也是消极的。这些特点不影响一般的信息加工，而是只影响自我信息的加工。

最后，自我加工影响抑郁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高度自我觉知的人以及对自己的情绪沉思默想的人，其抑郁会更加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将有害的、与自我有关的消极思维从意识中清除出去的能力可能对抑郁的恢复起着关键的作用。


	抑郁是一种普通的心理障碍。大约1/8的人将会在生活中体验一段抑郁。这些人的抑郁大部分在六到九个月之后消失，但在某些案例中，抑郁可能持续好几年。由于经历过一次抑郁的人容易再次堕入抑郁，因此抑郁的复发率也较高。

	大部分抑郁是对特定生活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是指失去爱、安全、认同或自我价值的来源。爱人去世，一段重要的浪漫关系的结束，或者一次重大的个人失败都是典型的事例。

	然而，并非所有经历过消极生活事件的人都会抑郁。当一个消极事件发生时，某些因素容易使人产生抑郁，这些因素称为素质。

	抑郁的自尊理论断言低自尊是抑郁的易感因素。作为对该论断的支持，有几项采用社区样本的研究发现，低自尊的人在面临消极生活事件时比高自尊的人更容易产生抑郁。

	自我价值关联模型认为，具有条件性自我价值感的人尤其容易产生抑郁。条件性人际定向的人在经历消极人际事件（如一段重要关系的破裂）时容易产生抑郁；条件性成就定向的人在经历与成就有关的消极事件（如失业）时容易产生抑郁。

	贝克提出的抑郁的认知模型认为抑郁基本上是一种认知障碍，其中，与自我有关的消极思维起着主要作用。当抑郁产生时，人们从消极的角度看待自我、世界以及自己的未来，选择性地加工和关注消极自我信息。这些倾向转而导致抑郁的其他症状，比如睡眠障碍，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以及抑郁感。

	抑郁的归因模型认为人们对生活中消极事件的解释与抑郁有关。比起非抑郁者，抑郁者更倾向于对消极生活事件做出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归因。这些倾向也使人容易产生抑郁。

	当消极情绪激活与自我有关的消极思维时，抑郁将变得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自我觉知的，对自己的情绪沉思默想的人也更容易使抑郁持续。最后，将有害的消极思维从意识中清除出去的能力有助于抑郁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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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9.1仅仅强调了抑郁症状中与自我有关的特征。其实，我们后面会讨论到，抑郁还有许多其他的症状，包括躯体障碍（如睡眠困难）、动机障碍（如冷漠），以及情绪障碍（如悲伤）。

[2]贝克（1967）的理论与抑郁的无望理论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贝克认为与自我有关的消极认知是所有类型的抑郁都具有的特征；而艾布拉姆森等则坚持认为与自我有关的消极认知仅出现于某些类型的抑郁，在他们称为无望抑郁的类型中表现非常明显。艾布拉姆森等（1988，1989），以及戴克曼和艾布拉姆森（1990）的文章更全面地讨论了这一观点及其他相关论点。

[3]自我觉知和抑郁情绪是交互影响的。伍德等人（Wood，Saltzberg，& Goldsamt，1990）的研究中要求实验组被试听悲伤的音乐，控制组被试听感情中性（affectively neutral）的音乐，听完后，要求他们花两分钟时间写下“脑中所想到的任何东西”。与控制组的被试相比，那些听了悲伤音乐的被试写下的内容更多地涉及自我。该结果支持了消极情绪诱发自我觉知的观点。


10
错觉与健康

对自己有一个公正、客观的态度……是一种首要的品质，它是其他方面得以发展的基础。

——奥尔波特（1937，p.422）

生活是被欺骗的艺术；为使欺骗成功，它必须成为不间断的习惯。

——黑兹利特（1817）

奥尔波特和黑兹利特（Allport & Hazlitt）对正确认识自我的重要性抱有极不相同的看法。奥尔波特颂扬正确认识自我的价值。他倡导人们“接触自己”、“了解自己”、“真实地面对自己”。简言之，奥尔波特建议我们不偏不倚地接受真实的自我。黑兹利特则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倡导自我欺骗的益处。他认为“无知是天赐之福”，不了解真实自我的人活得更好。

在第10章，我们将考察与评价性自我认识相关的论点。我们从思考自我认识与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关键的问题是心理健康是否具有正确的、无偏见的自我认识这一特征。接下去我们将考察积极思维之益处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积极的自我观念、控制重要生活事件的能力，以及对未来积极的看法是普遍的，并且一般与良好的心理功能有关。最后，我们将考察高度积极的自我观念中一些潜在的局限，尤其是当这些观念与社会功能和风险知觉发生关系时。


自我认识与心理健康

理论观点：正确认识自我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

许多理论家思考过自我认识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其中大部分人的结论是正确认识自我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志。举例来说，Jahoda（1958）将心理健康的人描述为能真实认识自我，不歪曲自己的知觉来迎合自己愿望的人。同样，马斯洛（1950）也写道，健康的个体能接受自己和自己的本性，也能接受与理想自我的不符之处。弗洛姆（1955）、哈恩（Haan，1977）、门宁格（Menninger，1963）、罗杰斯（1951）以及其他一些人也同意，正确认识自我是心理健康的主要成分。由这些学者发展起来的许多治疗方法也持这样的理念，即只有当个体能真实看待自我时才会达到心理健康。

总之，不仅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这样认为（参见Becker，1973；Rank，1936），许多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也断言正确认识自我是心理健康的关键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断言无疑是正确的。一个狂妄自大的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由外星人决定的人并不是一个心理健康者。很不正确的自我观念显然对心理健康有害。但是正确认识自我是否必要？人们一定要了解真实的自我才会健康吗？

实验证据：大部分人都具有正确的自我认识吗？

探讨该问题的一种方法是，首先问一下是否大部分人具有正确的自我认识。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心理健康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以一种正态模型为基础：正态范围内的被认为是正常的。举例来说，在焦虑量表上得分接近第十五个百分点的人被认为焦虑水平正常；而得分位于分布图上端的人被认为焦虑水平不正常。同样，我们也能通过了解大部分人是否都具有正确的自我观念，来理解正确认识自我是否与正常功能有联系。

我们将以贝克的抑郁理论（1967，1976）为框架考察这个问题。正如在第9章所讨论的，贝克认为抑郁者消极地看待自己、自己的世界以及自己的未来（也就是三组消极认知）。相反，不抑郁的（正常的）人则被认为能在这三个领域正确地看待自我。下面我们将考察支持这些观点的证据。

正确和有偏差的自我评价

在全书中已回顾了与第一个问题有关的研究证据（尤其参见第3章和第8章）。至于评价性的自我认识（如人们对自己多有魅力、多聪明、多有社会技巧、多忠诚的看法），许多人并没有完全正确的看法。很多（可能大部分）人的自我感觉都比真实的自我要好。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很多。在第3章，我们注意到，1976年进行的一项有100万高中生参加的大学委员会调查发现，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处于中上水平，6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运动能力处于中上水平，85%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交往能力处于中上水平（引自Dunning，Meyerowiz，& Holzberg，1989）。尽管从这样的数据中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些学生的自我评价是错误的，但假如我们承认这些高中生构成了一个随机样本，那么，多出50%的那部分数值就代表了评价错误的学生。因此，至少约20%的学生对自己领导能力的积极评价是不真实的；10%的学生对自己运动能力的积极评价是不真实的；35%的学生对自己交往能力的积极评价是不真实的。如果说，正确认识自我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该如何解释正态模型中这么大比例的人对自我的评价不真实呢？

考察自我观念的正确性还有另一种方法，即比较人们的自我评价和旁观者的评价。卢因森等人（Lewinsohn，Mischel，Chaplin，& Barton，1980）的研究就采用了这个方法。他们让非抑郁被试和抑郁被试参与一系列20分钟的团体讨论。每次讨论后，要求被试填写一份包含17个项目的量表（如要求他们指出，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友好、热情、自信），评价自己的社会能力。受过培训的研究助手在单向玻璃后面观察这些被试的人际互动，用相同的量表对每个被试的社会能力进行评价。通过这种研究程序，卢因森和他的同事们能够考察被试的自我观念与旁观者看法的一致性。

图10.1呈现了该研究的部分结果，这些数据显示，两组被试对自我的评价均比他人对他们的评价更积极，这一趋势在非抑郁被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抑郁被试对自我的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他们一般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自己。

[image: 366-01]

图10.1　对社会能力的自评和他评是抑郁状况的函数。这些数据表明，两组被试的自我评价均比旁观者的评价更积极。与抑郁被试相比，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的差距在非抑郁被试身上表现得更明显。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Lewinsohn, Mischel, Chaplin, & Barton, 1980,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9, 203-212. Copyright 1980. Adapted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图10.1呈现的普遍结果已得到其他研究的验证（如Campbell & Fehr，1990）。[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抑郁被试大大夸张了自身的优点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偏差是适度的，并且许多人还是能正确判断自己。因此，从这些研究结果中能得出的恰当结论是，很多人倾向于高估自己的优点，尤其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Alloy & bramson，1988；Greenwald，1980；Taylor & Brown，1988，1994）。这个事实不支持正确认识自我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必要成分的观点。

对控制的判断

有能力正确判断自己对环境事件的控制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另一个必要因素。为了在这个世界有效地生存，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行为何时产生特定的结果，这些结果何时取决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毫无疑问的。认为自己的思想能控制月亮、星星的人并不是心理健康的典范。然而，过分歪曲的自我认识有害于心理健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对控制的正确知觉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迷信行为（其定义是对控制的不正确知觉）的普遍性也说明许多人夸大了自己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

詹金斯和沃德（Jenkins & Ward，1965）首次在实验条件下考察这个问题。在他们的研究中，给被试呈现一系列问题，要求他们探察自己的行为（如压或者不压按钮）与环境结果（如灯有没有亮）之间的关系。有些条件下，被试的行为能控制灯是否变亮；另一些条件下，灯是否变亮不取决于被试是否压按钮。结果，不管在哪种实验条件下，被试都倾向于高估自己对灯的控制。人们夸大自己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Langer，1975）。

我们承认，詹金斯和沃德（1965）创设的实验情境是人工化的、陌生的。在更为日常、熟悉的条件下，人们对自己控制能力的判断可能更正确。兰格（Langer，1975）在一个完全受运气控制的赌博游戏中考察了这个问题。兰格让被试和一个竞争者抽牌，抽到大牌的人是赢家。在一种条件下，竞争者穿戴较差，神情紧张；在另一种条件下，竞争者打扮入时，神情镇定。客观地说，这些变量不应该影响被试下的赌注，而实际上却产生了影响。被试与神情紧张的竞争者赌的时候，下的赌注较大，而与神情镇定的竞争者赌时，下的赌注较小。相关的研究已经发现，人们更愿意卖掉别人给的彩票，而不是自己挑选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挑选数字这一行为增加了中奖的可能性。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人们错误地判断了自己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

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1979）的一个研究将这些结果与心理健康问题联系起来。他们对塞利格曼（1975）的习得性无助理论进行了检验。回顾第9章，塞利格曼指出，当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不能控制环境事件时，就有可能产生抑郁。基于这个理论框架，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预测，抑郁的个体低估了他们对环境结果的控制能力。

为了检验他们的观点，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1979，实验3）调整了詹金斯和沃德（1965）的研究程序。在一个任务中对非抑郁被试和焦虑被试进行了40次试验，该任务中一个绿灯是否变亮与被试是否压按钮完全没有关系。在赢的条件下，灯会变亮，被试会收到25￠；在输的条件下，灯不会变亮，被试将失去25￠。这些试验结束后，让被试评价他们的行为（压不压按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灯是否变亮。

图10.2呈现了该研究的部分结果。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第一，四组被试全表现出控制错觉（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自己对灯是否变亮至少有一些控制，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能控制）。第二，在赢的条件下，非抑郁被试的控制错觉尤为明显，这时，灯变亮是一个重要的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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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非抑郁被试和焦虑被试对控制的判断是问题类型的函数。数据显示，这四组被试均高估了自己对客观上不可控的事件的控制，而且这种控制错觉在非抑郁被试赢的条件下尤为明显。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lloy & Abramson, 1979 (Experiment 3),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08, 441-485. Copyright 1979.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Academic Press, Inc.

该研究的主要结果在后继研究中多次得到验证（参见Alloy & Abramson，1988）。非抑郁个体高估了他们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焦虑个体也高估了，但程度较低。这么多人错误判断自己控制力的事实，与大部分人能正确认识自我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非抑郁个体比焦虑个体自我判断更不正确的事实，与正确认识自我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

乐观

对未来的判断是另一个检验人们观念正确性的领域。这里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大部分人都非常乐观（Tiger，1979）。他们认为自己很可能会经历许多积极事件（如有幸福长寿的人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而很少经历消极事件（如成为罪行的受害者；遭遇严重的事故）。这些乐观的想法是不是合理很难讲，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尽管有人离婚，但大部分人还是有可能享受幸福的婚姻。

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让人们比较自己的未来和他人的未来。假如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未来比他人的未来更好，那就有证据表明人们持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想法。毕竟，大部分人比大部分其他人有更幸福的婚姻，这是不可能的。

采用这个方法的研究已经找到有力的证据（作为回顾，参见Weistein & Klein，1995），来证明人们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想法。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可能经历各种各样愉快的事件，比如有一个禀赋超人的孩子、有自己的家，或者能活过80岁（Weinstein，1980）。相反，大部分人认为，其他人比自己更有可能经历各种各样的消极事件，比如遭遇交通事故（Robertson，1977）、成为一桩罪行的受害者（Perloff & Fetzer，1986），或者生病（Weinstein，1982，1984）。既然并非每个人的未来都能比其他人的更美好，那么人们表现出的乐观就显得不现实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判断不受现实的影响（Gerrard，Gibbons，& Bushman，1996；van der Velde，van der Pligt，& Hooykaas，1992）。举例来说，吸烟者一般知道自己比不吸烟者更容易得肺癌。同时，人们总是低估他们的相对风险（comparative risk）（如：吸烟者认为其他的吸烟者比自己更有可能得癌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是过度乐观的。

有几个因素影响人们的乐观程度，包括对事件的控制能力的知觉，以及该知觉的强度（Weinstein，1984）。与自己关系的亲疏（self-relevance）是另一个因素。里甘、斯奈德和凯辛（Regan，Snyder，& Kassin，1995）让大学生评价他们自己、好朋友，或者一个偶然相识者在未来经历大量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可能性。如表10.1所示，人们非常乐观地看待自己和好朋友的未来，但对一个偶然相识者未来的看法则悲观得多。这些发现证明，与自己关系越亲密的人，我们对他们未来的看法也更乐观。

表10.1　对自己、好朋友、偶然相识者未来生活事件的比较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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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测量结果范围为-4（经历事件的几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到+4（经历事件的几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Regan, Snyder, & Kassin, 1995,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1, 1073-1082. Copyright 1995, Sage Publications,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age Publications, Inc.

乐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也是人们研究的一个主题。Pyszczynski等人（1987）让非抑郁的和焦虑的学生评价他们自己和同校的其他大学生将来经历各种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可能性。图10.3呈现了该研究的部分结果。图中的数据表明，非抑郁被试认为自己的未来比一般人的未来更美好，而焦虑被试不这样认为。因此，这些数据再一次证明，非抑郁个体对自我的判断比焦虑个体更积极（也可以参见Alloy & Ahren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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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非抑郁被试和焦虑被试的乐观性是目标（自己和他人）的函数。这些数据表明，只有非抑郁被试的看法偏于乐观。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Pyszczynski, Holt, & Greenberg, 1987,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994-1001. Copyright 1987. Adapted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小结

心理健康的传统理论断言，适应良好的个体对自我、控制重要生活事件的能力，以及未来有正确的认识。而我们回顾的这些实验研究向该论断提出了挑战。大部分人不具有完全正确的评价性自我认识。他们不切实际地、乐观地看待自我，夸大了自己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他们对未来的看法比真实的情况更乐观。

人们真的认为自己有那么棒吗

在试图调和这些实验结果和传统的心理健康理论的分歧之前，让我们弄清楚，是否大部分人真的过分积极地看待自我。

样本的局限

我们讨论过的大部分研究证据来自大学生样本。根据科尔文和布洛克（Colvin & Block，1994）的观点，如果我们考虑到与大学有关的特征，比如智力，那么大学生认为自己比其他大部分人更棒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与年龄有关的特征，比如崇尚运动和魅力，那么年轻人认为自己比其他大部分人更棒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个观点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大学生（1）认为自己比其他大部分大学生更好，（2）在与聪明或者年轻完全没有关系的其他领域，也认为自己比其他大部分人更好（如更和蔼、更忠诚、更慷慨）。

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过分积极地看待自我，而成年人并非如此。这种观点也没有证据的支持。正如第3章指出的，许多成年人也过分积极地看待自我。举例来说，90%的商业经理认为自己比其他经理更有业绩，86%认为自己比其他经理更有道德（引自Myers，1993）。另一项研究发现，94%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工作成绩属于中上水平（Cross，1977）。此外，面临严重健康问题的个体认为自己比其他类似的病人能更好地应对这个问题（Buunk，Collins，Taylor，van Yperen，& Dakof，1990；Helgeson & Taylor，1993；Tayor，Kemeny，Reed，& Aspinwall，1991）。简而言之，没有理由认为，只有年轻人或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过分积极地看待自我。

文化的局限

另一种可能性是，只有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才过分积极地看待自我。正如第3章所指出的，西方文化是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的，这种文化鼓励人们将自己看成是与众不同的。相反，许多东方文化以及一些拉美文化更重视集体主义，鼓励人们关注自己与其他人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自身的独特性和优势。这些文化差异表明，自我夸大可能是西方人的特性，而不是东方人的特性。海因和莱曼（Heine & Lehman，1995）对这个假设进行了检验，发现加拿大学生的确比日本学生表现出更不切实际的乐观（也可以参见，Chang，1996；Lee & Seliman，1997）。而且，比起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更不容易出现控制错觉（Weisz，Rothbaum，& Blackburn，1984），也较不容易积极地看待自己（Brockner & Chen，1996；Markus & Kitayuma，1991）。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前面讨论过的研究结果的一般性受文化差异影响的程度。虽然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比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更不容易表现出自我夸大，但他们不一定更正确，而只是更谦逊。此外，事实上他们的自我认识也不是完全没有偏差。在海因和莱曼（Heine & Lehman，1995）的研究中，要求被试比较自己和同伴经历各种消极事件的可能性，日本学生报告说，他们比同伴更不可能经历这些消极事件，比如变成酗酒者、患皮肤癌，或者神经衰弱。类似地，法尔波等人（Falbo，Poston，Triscari，& Zhang，1997）发现，中国学童对自己的评价比对同学的评价更积极，也比同学和老师对他们的评价更积极。因此，即使自我夸大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更明显，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也同样存在。

我们还要考虑扩展的自我的本质。如果比较的对象是家庭成员或者好朋友，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不会夸大自己的优越性（Brown，1986；Murry，Holmes，& Griffin，1996a）。当西方人无法表现出相对的自我夸大时，那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包容性更强的扩展的自我。他们将邻居和同伴看成扩展的自我的一部分，因此不会认为自己比他们更优越（Heine & Lehman，1996）。外群体（outgroup）偏见（如日本公民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比对韩国或中国公民的看法更积极）也许为这些文化中的自我夸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最后，即使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的确从来不表现出自我夸大，那么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仍有这种表现，这是事实。除非我们认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比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心理更不健康，否则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正确认识自我不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

总之，文化影响人们对自己的评价，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倾向于积极地评价自己。但也没有多少证据说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具有正确的自我认识，或者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因为没有正确认识自我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增多。

口是心非的自我评价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人们过分积极地描述自我时，他们说的是真话吗？举例来说，声称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有魅力、更可爱的人是否真地这样认为？

至少有两个问题会影响报告的真实性。第一，过分积极的自我评价可能只是自我展示的一种形式。因此，人们在公开宣称自己具有积极的品质，试图蒙骗他人或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但私下里他们并不这样认为。在第7章我们已经考虑到与这种可能性有关的证据。我们注意到，积极的自我评价并不是简单的自我呈现策略。人们声称自己具有许多积极的品质，并不仅仅是为了别人的看法。我们发现，人们不仅在完全匿名的条件下做出积极的自我评价，而且私下里的自我评价经常比公开的自我评价更夸大。人们会经常调整公开的自我评价，使其显得谦逊而不是自负。因此，总的来说，虽然人们在公开场合描述自我时无疑会做出调整，但没有理由认为积极的自我评价都是为别人而做的（Greenwald & Breckler，1985；Schlenker，1986；Tesser & Moore，1986）。

另一种可能性是过度积极的自我评价代表了一种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的形式。这个观点认为人们声称自己具有许多优点是在欺骗自己。这个观点更难反驳。心理学自一开始就难以解释自我欺骗的本质。这个术语暗含一个基本矛盾：为了自我欺骗，一个人必须知道某件事，同时又不知道。下面是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对这个问题的界定：

［自我欺骗时］听谎话的人和说谎者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作为欺骗者，我必须知道真相，而作为被欺骗者，这个真相又是我所不知的。为了更巧妙地隐瞒真相，我必须非常了解该真相的具体情况——并非在不同的时刻，这使得我们重建二元性的外表——却在一个事件的单一结构中。如果谎言赖以存在的二元性受到压制，谎言如何存在呢？

格尔和萨克姆（Gur & Sackeim，1979）用一个实验证明了自我欺骗的存在。他们要求被试听许多录下来的声音，并指出这声音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整个实验过程中一直监控被试的皮肤电反应（对心理生理反应性的一种测量）。结果表明，当被试听到自己声音时，皮肤电反应增强，即使被试没有辨认出这是自己的声音，也是如此。格尔和萨克姆认为这种情况就是自我欺骗的一种形式，人们在意识层面没有辨认出自己的声音，但潜意识里知道这是自己的声音。

当然，自我欺骗不仅仅是指没有辨认出自己的声音，它更多地是指，在动机的驱使下试图回避自己不愿面对的一些方面。格尔和萨克姆（1979）进行了一个后续研究来考察这个问题。在该研究中，首先要求被试参加一个假称是检验智力的测验，让一部分被试成功，另一部分被试失败。然后，再要求被试完成声音辨认任务。实验者记下被试辨认出自己声音所用的时间。这里的假设是，在测验中失败的被试将讨厌自我觉知（Duval & Wicklund，1972），而且，由于不愿面对自我，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辨认出自己的声音。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个假设。失败组的被试辨认自己声音比成功组的被试慢，但是，在辨认别人的声音时，这两组被试需要的时间没有差异。而且，比起成功组的被试，失败组的被试在辨认自己声音时出错更频繁，并认为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舒服。这些结果表明，失败激发了自我欺骗的需要。

自我欺骗和心理健康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自我欺骗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被避免面对自我的愿望所激发。然而我们必须考虑自我欺骗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在考察这个问题之前先区分了两种自我欺骗形式。夸大性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 enhancement）指个体不切实际地将积极特征归到自己身上；否认性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 denial）是指个体不切实际地否认自己有消极特征。

保卢斯（Paulhus，1994；Paulhus & Reid，1991）修订了一个量表来测量这两种形式的自我欺骗。在夸大性自我欺骗上得分高的人将自己描述得太好，以至于不像真的（如“我总是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件事”和“我能完全控制我的命运”）。在否认性自我欺骗上得分高的人否认自己有一般的消极品性或特征（“我从不嫉妒幸运的人”和“我从未做过令我感到羞耻的事情”）。

这两个量表上的得分只有轻度的相关，说明将积极特征归到自己身上的倾向与否认自己有消极特征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这两种形式的自我欺骗与心理适应的相关程度并不相同。否认性自我欺骗上的得分与心理适应几乎无关，而夸大性自我欺骗上的得分与心理健康有正相关（Paulhus & Reid，1991；Roth，Snyder，& Pace，1986）。

图10.4反映出这些问题的本质。这些数据来自我在华盛顿大学进行的一个研究。在该研究中，被试完成由保卢斯（1994）编制的夸大性自我欺骗分量表，以及一个普通的自我报告形式的抑郁量表（Radloff，1977）。我将自我欺骗得分作为抑郁得分的函数，用直方图的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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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夸大性自我欺骗得分是抑郁得分的函数。这些数据说明，夸大性自我欺骗得分与抑郁得分呈负相关。这个结果与这种观点相一致，即夸大性自我欺骗是心理健康的一个特征。（分数范围从1到20）

这些数据说明了几个有趣的结果。首先，我们注意到所有的被试都表现出一些夸大性自我欺骗。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些自我欺骗都是相当轻微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均值都远远低于可能达到的最高分20）。最后，我们注意到，两个量表上的得分呈负相关，并接近一种线性关系。被试在自我欺骗问卷上的得分越高，在抑郁量表上的得分就越低。这个结果与这种观点相一致，即夸大性自我欺骗是心理健康的一个要素（Paulhus & Reid，1991；Roth & Ingram，1985；Roth et al.，1986）。

抑郁的现实主义

纵观本章，我们已经了解，与非抑郁个体相比，抑郁个体更倾向于不积极，更不容易自我欺骗。对这个结果的一种解释是，抑郁损害了自我夸大错觉（Bibring，1953）。从这个视角上看，抑郁者并非倾向于消极，而是如贝克（1967）所说，他们缺乏自我保护性的积极看法。

抑郁期间较弱的自我夸大倾向也意味着抑郁个体可能拥有正确的自我认识。米歇尔（Mischel，1979）创造了一个术语抑郁的现实主义，用来指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弗洛伊德（1917/1957）很多年前就已经讨论过：

［忧郁症患者可能］比不忧郁的人更能敏锐地看到真相。他加强了自我批评，将自己描述成卑微的、自私的、不诚实的，缺乏独立性的，其惟一的目标就是掩盖内心的软弱。据我所知，他也许更加理解自我。我们只是奇怪，为什么一个人非得在得病了之后才能认识到这类真相。（Freud，1917/1957，p.246）

然而，抑郁个体是否真地比非抑郁个体更正确、更现实，这是很难说的。首先，尽管轻度抑郁的或者焦虑的人以既不积极也不消极的视角看待自己，但严重抑郁的个体则用不切实际的消极目光看待自己（Ruehlman，West，& Pasahow，1985）。此外，即使是中度抑郁的人，其自我认识有时也比非抑郁的人更不正确（如Campbell & Fehr，1990；Dunning & Story，1991）。最后，抑郁者表现出来的正确性有时可能是偶然的。普遍而言，用智力中等或魅力中等来描述自己的人往往比用过分积极（或过分消极）的词来描述自己的人更正确。因此，抑郁个体可能由于对自己的形象没有特别的看法而显得谦逊、正确（Brown & Dutton，1995a）。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也许我们最好总结说，抑郁个体比非抑郁个体更不积极，但并不一定更正确。


积极的错觉与心理健康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许多心理健康的人没有正确的自我认识。这种现象使人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心理健康的本质。一些理论家不再认为心理健康的特征之一是正确认识自我，而是做出如下推测，心理健康与过度（但不是极端的）积极的自我认识有联系（Alloy & Abramson，1988；Greenwald，1980；Lazarus，1983；Sackeim，1983；Taylor，1983；Taylor & Brown，1988）。泰勒和我（Taylor & Brown，1988）将这些观念称为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以强调这些观念比真实情况更积极。

针对自我认识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泰勒和我主要提出两个互相关联的论点。第一，我们认为大部分正常人没有正确的自我观念；他们具有过度积极的自我观念。[2]这个论断很重要，因为它与心理健康需要正确认识自我的观点相矛盾。我们还认为积极错觉有益于健康。我们坚信，不仅大部分人有积极的自我观念，而且这些观念是有益的，因为它们促进心理健康的其他方面，使人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有效。

泰勒和布朗（Taylor & Brown，1988）提出的积极错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和争论（Colvin & Block，1994；Taylor & Brown，1994）。在为这个论点提出相关的证据之前，让我们先澄清一下泰勒和我提出了（或没提出）什么。首先，我们没有断言，虚假的自我知觉没有一点破坏性。显然，一些歪曲的、不真实的想法（如狂妄自大、幻觉、对自己身体夸大的知觉对心理健康是有害的。我们认为与心理健康有关的只是适度的积极错觉。

我们也没有断言，积极错觉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成分，或者人们总是不正确的。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在本章，我们已经证明，并不是所有健康的人都表现出积极倾向，而且，生活中的某些时候，人们也会寻求正确的自我信息（Gollwitzer & Kinney，1989；Taylor & Gollwitzer，1995）。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断言心理健康一定需要积极的自我观念，我们只是指出，心理健康不需要完全正确的自我观念。

因此，泰勒和我得出结论认为，积极错觉经常是有益的。为了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必须确认已经得到证明的心理健康的标准。虽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许多理论家还是公认心理健康包括以下几个成分：（1）有一种主观幸福感；（2）有能力形成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3）有能力参与建设性的、有意义的工作；（4）有能力成功地应对生活的挑战，获得成长（Jahoda，1958；Jourard & Landsman，1980；Ryff，1989，1995）。

积极错觉、幸福和爱

研究已经将积极错觉与这些标准中的每一条联系起来。先来考虑幸福。人们一般认为能带来幸福的许多事情（如金钱、美丽、年轻）事实上证明与人们感觉到的幸福程度关系甚微（Myers & Diener，1995）。然而，幸福与人们的自我感觉关系很大。幸福的人（1）具有积极的自我观念，（2）有很高的个人控制感，（3）一般积极地看待未来（Myers & Diener，1995）。简而言之，幸福的人表现出我们在本章证明过的积极错觉。这种联系的强度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但这个一般模式似乎是普遍存在的（Diener & Diener，1995）。

积极错觉与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联系。默里等人（Murry，Holmes，& Griffin，1996a，1996b）要求82对夫妻根据很多维度（如你/你的配偶有多亲切、多和蔼、多有接纳性、多聪明？）评价自己和配偶。比起正确看待对方的夫妻，对配偶的看法比配偶对自己的看法更积极的夫妻，更能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感到幸福、满意。这种结果意味着，对配偶理想的，而不是现实的知觉与满意的人际关系有关。

积极错觉和工作

积极错觉还与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工作有关。如第6章所指出的，认为自己能力强、对成功有较高期望的人，比那些自我看法较为消极、谦虚的人工作更努力、更有恒心，通常在脑力和体力劳动中表现更出色（如Bandura，1989；Dweck & Leggett，1988；Mortimer & Lorence，1979；Schaufeli，1988）。即使我们在研究中将实际的能力水平考虑在内，结果也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积极地看待自己的能力，即使有些不真实，也能提高成就。下面是一个著名的理论家对这方面研究的总结：

人们一般认为错误的判断会引起功能失调。当然，过分虚假的判断的确会引起一些问题。然而，对自己能力的乐观评价如果与可能的情况差距不是很远的话，是有利的，倒是真实的评价会限制自己。人们对自己能力的错误评价倾向于高估，这是一个优点，而不是需要纠正的认知错误。假如自我效能感总是如实反映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所能做到的，那么他们将很少遭遇失败，但也不会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超越平常的表现。（Bandura，1989，p.1177）

积极错觉在儿童期尤其普遍，也尤其有益。幼儿是相当自我夸大的。他们对自己完成各种任务的能力有非常积极的看法（如许多孩子期望自己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摇滚歌星或消防员）。儿童进入小学后，这些积极观念逐渐消退，但依然很明显（Stipek，1984）。许多成人将这些积极观念当做可笑而短暂的幼年狂想，其实，这些观念对儿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比约克隆和格林（Bjorklund & Green，1992）认为对自身能力的积极评价有利于儿童语言的获得，以及问题解决能力和运动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参见，Phillips & Zimmerman，1990；Stipek，1984）。

对自己能力不现实的乐观看法……对自身局限性的无知［使］孩子尝试更多样化、更复杂的行为，而如果他们更真实地看待自己的能力，就不会去做这些尝试……这些尝试使孩子的技能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并有可能带来长期的……好处。（Bjorklund & Green，1992，p.47）

积极错觉、应激和应对

心理健康的另一个成分是成功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在阅读积极错觉的作用之前，请停下来问问自己，假如你严重受伤，或患上有生命危险的疾病，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呢？举个例子，如果你得了癌症、有严重的心脏病，或者在一次交通事故中瘫痪，你将如何应对呢？

你也许会感到惊讶，大部分人能很好地应对这类个人悲剧。事实上，虽然他们最初感到沮丧、抑郁，但在两年之内大部分经历过这种伤害的人都报告，他们的幸福程度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至少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件的人一样高（Brickman，Coates，& Janoff-Bulman，1978；Diener，1994；Schulz & Decker，1985；Taylor，1983）。有一部分人甚至报告说他们生活得更好。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应对生活的悲剧，有些人可能需要在心理咨询或其他治疗形式的帮助下才能适应。但是大多数患重病和受重伤的人至少能恢复到与以前一样积极的心理状态。

虽然人们恢复的过程不同，但其中还是有共同点的。泰勒（1983）对妇女如何应对乳腺癌做了一个分析，他注意到，重新适应需要（1）重建积极的自我价值感，（2）重新坚持对生活的控制，（3）在这个经历中发现意义。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加上（4）重新积极地看待未来。因此，从创伤事件中恢复过来通常需要重建事前适当的积极错觉。

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错觉在重建过程中是起作用的。人们重新获得良好的自我意象，重新找到控制感，在以过度积极的方式建构事件的过程中重新乐观起来。举例来说，人们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好地应对了疾病或遭遇。他们还认为自己对病程的控制比实际情况要好，他们建构起来的对未来的乐观看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切实际的。前面也曾提到，这些错觉一般是轻微的，对现实的歪曲也是适度的（而不是夸大的）。但它们仍然是不真实的。

意义、控制以及自我夸大所依赖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以错觉为基础。病人虚构出癌症的病因，而事实上真正的病因仍不为人所知。病人坚持自己能控制癌症的信念，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信念是合理的，但自我夸大的社会比较由此产生。如果不存在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作为比较对象，他们就造一个出来……这些错觉有助于心理上的适应。（Taylor，1983，p.1167）

在我们所考虑的三类错觉中，知觉到的控制和乐观是最受关注的应对机制。下面部分，我们将考察这两种错觉如何帮助人们应对应激性生活事件。

知觉到的控制和应对

知觉到的控制——一个人能产生预期结果的知觉——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关键要素（deCharms，1968；Erikson，1963；White，1959）。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控制感和效能感出现于生命早期（Erikson，1963），成长过程中经历的许多消极事件逐渐降低了控制感（Rodin，1986）。最后，人们对控制感的丧失做出了消极的反应（Seligman，1975）。

控制感有多种益处（作为回顾，参见Cohen，1980；Shapiro，Schwartz，& Astin，1996；Skinner，1996；Taylor & Clark，1986；Thompson，1981；Thompson & Spacepan，1991）。认为自己能控制生活事件的人比缺乏控制感的人自我感觉更好，更善于应对逆境，而且在各种认知、操作任务中表现得更出色。还有证据表明，控制感影响身体健康和寿命。在一项研究中，能对各种日常活动有所控制的小型疗养院的病人，比那些不能控制的病人活得更长（Langer & Rodin，1976；也可以参见，Janoff-Bulman & Marshall，1982）。

该研究领域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知觉到的控制至少与真实的控制一样重要。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实验研究中给被试一种伤害刺激，诸如电击或强噪音。高控制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只要他们愿意，可以随时停止这些伤害刺激（如他们可以通过压一个按钮，来停止电击）；低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并未被告知他们可以停止这些伤害刺激。总的来说，比起低控制条件下的被试，高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在接受伤害刺激之前焦虑和苦恼的程度较低，而且能忍受痛苦水平更高的刺激（Averill，1973；Glass & Singer，1972；Thompson，1981）。即使高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实际上并没有行使自己的控制权，结果也是如此。因此，仅仅是控制感——认为自己能做一些事情来阻止或控制一个伤害事件——就能减轻焦虑，并增强对这种伤害的忍受能力。

控制感除了帮助人们应对轻微的、短暂的应激源外，还能帮助人们应对自然发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参见Thompson & Spacepan，1991）。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1979）进行的一项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研究者先让大学生完成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1979）设计的控制判断任务，然后要求这些学生记录下个月发生的应激生活事件的数量，以及他们对这些事件的情感反应。结果，比起低估自己对灯的控制力的人，高估自己对灯的控制力的人（也就是那些表现出控制错觉的人）在面临应激生活事件时更不容易灰心丧气。阿洛伊和克莱门茨总结道，认为自己能控制预期事件的想法（即使有些不真实）降低了生活应激的消极影响。

泰勒等人（Taylor，Lichtman，& Wood，1984）的一个调查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他们访谈了洛衫矶地区78个乳腺癌患者。他们问这些妇女，她们认为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这个病。结果表明，知觉到的控制一般是比较高的，而且与心理健康有正相关：大多数妇女认为她们至少对病程有一些控制，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比不持这种想法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由于几乎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表明人们能够改变癌症的病变过程，因此这些妇女对疾病的控制感不完全真实。然而，知觉到的控制对人的心理有益。事实上，实际的控制达到最低时，知觉到的控制也许会特别有帮助。汤普森等人（Thompson，Sobolew-Shubin，Galbraith，Schwankovsky，& Cruzen，1993）发现，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癌症病人来说，知觉到的控制感与心理健康关系极为密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客观的健康状况极差的时候，知觉控制非常有益。

乐观和应对

乐观，跟知觉到的控制一样，与有效的应对也有联系。谢尔等人（Carver et al.，1993；Scheier & Carver，1985，1987；Scheier et al.，1989）在该领域做了很多研究。表10.2是一个用来测量人们乐观程度的量表。该量表上得分高的人比得分低的人更能有效地应对各种应激源。

表10.2　生活定向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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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了计算你的乐观分数，先对项目2、5、6和8进行反向记分（0=4；1=3；2=2；3=1；4=0），然后把8个项目的分数都加起来。得分越高，说明越乐观。
资料来源：Scheier & Carver, 1985, Health Psychology, 4, 219-247. Copyright 1985.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有一项研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该研究的对象是正在接受冠状动脉分流手术的男性（Scheier et al.，1989）。手术前一天，这些人完成了表10.2所示的问卷。该量表上得分高的人在手术后几个月内身体较快得到恢复，也较快地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去。这些结果与其他发现（如Carver et al.，1993）都表明，乐观的看法对于人们如何应对威胁生命的事件起着关键的作用。

谢尔和卡弗也考察了为什么乐观者比悲观者能更好地应对应激。他们先是分析，人们以两种方式应对生活应激。第一种方式被拉扎勒斯和他的同事们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Lazarus & Folkman，1984；Lazarus & Launier，1978），指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应激源。举例来说，一个刚失业的人马上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这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因为人们的努力指向消除应激源。第二种应对策略称为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emtionfocused coping），指人们试图消除或减轻应激事件带来的沮丧情绪。有些时候，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是建设性的（在应激状态下减轻焦虑）；而有些时候，它是破坏性的（应激状态下的人以酗酒或滥用药物来减轻焦虑）。

乐观者一般会在这两种策略中选择哪一种呢？许多研究发现，乐观者比悲观者更倾向于选择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Aspinwall & Brunhart，1996；Carver et al.，1993；Scheier et al.，1989；Scheier，Weintraub，& Carver，1986）。当面临一个应激情境时，乐观者寻求相关的信息，积极尝试解决问题，他们要么直接指向问题的根源，要么以最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个情境（如认为自己能从该经历中学到很多，而且过后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乐观，跟知觉到的控制一样，即使有时候不真实，也是有益的。泰勒等人（Taylor，Kemeny，Aspinwall，Schneider，Rodriguez，& Herbert，1992）研究了550名检验过艾滋病毒（HIV）的男同性恋者。其中一半人检验出HIV阳性，另一半为HIV阴性。收到检验结果之后，要求他们阅读很多条陈述，并指出自己是否同意这些陈述（如“我不会得艾滋病，因为我已经具有一种免疫力”和“比起其他男同性恋，我认为自己的免疫系统更有能力消灭艾滋病毒”）。我们将这些项目结合起来，用来测量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不会得艾滋病。

真实的情况是，HIV阳性的人患艾滋病的可能性比HIV阴性的人大得多。然而，该研究中，知道自己是HIV阳性的人比知道自己是HIV阴性的人更乐观，更认为自己不会得艾滋病。此外，这种乐观想法似乎有不少好处。根据这些男性的报告，比起悲观者，乐观者的苦恼水平较低，有益健康的行为（如健康的饮食、锻炼、睡眠充足）也更多。

总之，我们讨论过的这些研究，留给我们的印象，不是一个乐观者愉快地认为事事顺心，无需做任何努力，而是乐观者采取建设性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他们制定目标，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达到目标。他们以积极的目光看待他们的处境，试图从逆境中获益。简而言之，他们努力地“从柠檬里挤出柠檬汁”。

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样，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所讨论的三个积极错觉是互相联系的（Scheier，Carver，& Bridges，1994）。认为自己有许多优点的人，也认为自己能利用这些优点产生预期结果；认为自己能产生预期结果的人也会乐观地看待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积极错觉是互相支持、互相强化的。

积极错觉和存在恐惧的应对

“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一面是件可怕和悲惨的事”（Becker，1973，p.60）。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1973）在他一本获奖的书《拒绝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中指出积极错觉的另一个益处。正如第8章所提到的，贝克尔认为，思考死亡的能力会引起人们的存在恐惧（existential terror），于是内心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应对这种恐惧（也可以参见Rank，1936）。本章所讨论的积极错觉，在贝克尔看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恐惧。根据贝克尔的观点，对自己品德、力量和价值夸大的看法使生命充满意义，并获得“永恒”。没有这些看法，个体就会陷入严重的恐惧和焦虑，由于意识到自己最终会死亡而失去生活的动力。的确，对于贝克尔而言，“生命与错觉共存”（Becker，1973，p.189）。

格林伯格等人（Greenberg，Solomon，& Pyszczynski，1997）报告了大量以贝克尔的观点为基础的研究。在一个研究（Greenberg et al.，1992）中，被试先是得到积极的个性反馈（如你的个性很有力量），或者中性的个性反馈（如你的一些愿望有些不切实际）。然后，所有的被试都看一段录像。突出死亡条件下的被试所看的录像描述死亡或破坏性的场面，包括尸体解剖和死囚行电刑。控制组的被试所看的录像中没有任何与死亡有关的画面或场景。看完录像之后，对被试进行焦虑测量。

我们回顾一下贝克尔（1973）的观点，他认为，积极错觉能减轻一个人因意识到死亡而产生的焦虑。基于这种观点，格林伯格等人（1992）预测，比起得到中性的个性反馈的人，得到积极的个性反馈的人看完死亡主题的录像带后，焦虑程度较低。如图10.5所示，该预测得到了验证。得到中性的个性反馈的人看完有关死亡的画面后，感到非常焦虑，而得到积极的个性反馈的人并非如此。虽然这样的结果还可以另做解释，但积极的自我观念能帮助人们应对生存恐惧也是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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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看完死亡主题的录像和中性录像后的焦虑得分。这些数据显示，在中性的个性反馈条件下，死亡主题的录像提高了被试的焦虑水平，在积极的个性反馈条件下，情况并非如此。这个结果与积极的自我观念能帮助人们应对生存恐惧的论断是一致的。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Greenberg et al., 1992,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913-922. Adapted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积极错觉的局限性和潜在的危害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到积极错觉的好处。虽然积极错觉有许多好处，但其局限性和潜在危害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积极错觉能够治疗实际存在的生理疾病。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心理调节——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疾病和创伤。我没有说积极想法能预防或治疗严重的疾病。

而且，事实上并非每个成功应对应激事件的人都表现出积极错觉。有些应对得好的人喜欢把控制权让给别人（Burger，McWard，& LaTorre，1989；Rothbaum，Weisz，& Snyder，1982），或者有些悲观（Norem & Cantor，1986）。

除了这些局限，我们认为，这三种积极错觉中的每一种，在变得极端的时候，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下面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积极错觉可能会引起的重要问题。

过度积极的自我观念的潜在危害

我们讨论过的第一种错觉是人们倾向于过度积极地看待自己。我们注意到，大部分人表现出这种特点，并且这种特点与心理适应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越积极越好。

自恋

过分自负或过分关注自我的人可能有一种自恋人格障碍。根据权威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DSM-IV），自恋者倾向于夸大（grandiose）自己（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有一种夸张的看法），爱出风头（exhibitionistic）（他们总是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注意和崇拜），有一种夸张的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他们认为自己的愿望应该自动得到实现，别人应该不计回报地给予他们特殊的关照），是人际掠夺的（interpersonally exploitative）（他们把其他人当做满足自己自私目的的工具）。

表10.3呈现了一个问卷中的某些项目，该问卷是用来在一般人群中测量自恋倾向的工具（Raskin & Hall，1979）。研究者认为，适度的自恋是健康人格的一个要素（Bibring，1953；Kernberg，1975；Kohut，1971；Raskin，Novacek，& Hogan，1991；Westen，1990b），而过分的自恋则不是。与这个观点一致的是，自恋量表上分数极高的人一般会得到他人负面的评价（Raskin & Terry，1988；也可以参见，Colvin，Block，& Funder，1995；John & Robins，1994）。该结果证明，过分积极的自我观念会引起不良的人际后果。极端自我夸大和过分关注自我的人是不受别人欢迎的。

表10.3　自恋个性记录表中的一些项目

[image: 390-01]

备注：答案：a，a，a，b，b，a，b，a，b，b.每一个正确答案计1分。高分表明自恋倾向较强。
资料来源：Raskin & Hall, 1979, Psychological Reports, 46, 55-60. Copyright 197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R. Raskin.

人际暴力

过分积极的自我观念还有可能导致攻击行为。鲍迈斯特等人（Baumeister，Smart，& Boden，1996）回顾了大量关于人际暴力预测因素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具有高度夸张的、不稳定的或不确定的自我观念，当环境威胁到这些积极的自我观念时，他们会转向暴力（也可以参见，Kernis，Grannemann，& Barclay，1989；Waschull & Kernis，1996）。举例来说，一个男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绝好的爱人，如果他的妻子离开他，他就有可能转向暴力。鲍迈斯特（1997）甚至认为，这个世界上大量的罪恶都是由那些自我评价过分积极的人带来的。

压抑的应对方式

过分积极的自我观念有可能是以我们的健康为代价的。温伯格和施瓦茨（Weinberger；1990；Weinberger，Schwartz，& Davidson，1979）已经确认人们有一种压抑的应对方式（repressive coping style）。在应激条件下，具有这种应对方式的人对焦虑的自我报告与焦虑的生理指标明显不一致（也就是说，他们报告说自己感觉良好、放松，但心率上升，皮肤传导水平升高）（也见，Tomaka，Blascovich，& Kelsey，1992）。不承认、也不去理会自己的生理激活可能会引起身体疾病，包括溃疡、癌症和心脏病（Jensen，1987；Pennebaker，1989，1993；Schwartz，1977；Shedler，Mayman，& Manis，1993）。

夸张的控制知觉的潜在危害

夸大自己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不良后果。

徒劳无益的坚持

如果一个人夸大自己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那么他可能会表现出一种不适宜的坚持。一般来说，坚持是一件好事。生活中的许多重要任务需要不断努力去克服困难。然而，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也是很重要的。正如歌手肯尼·罗杰斯所说，“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抓住，什么时候该放手。”

夸大自己控制力的人可能容易表现出不适宜的坚持。他们不懈地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证据，目前还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些研究发现，对能力有较高自我知觉的人往往不放弃本应放弃的东西（Baumeister & Tice，1985；McFarlin，Baumeister，& Blascovich，1984）；其他的研究则发现，情况并非如此（Janoff-Bulman & Brickman，1982；McFarlin，1985；Sandelands，Brockner，& Glynn，1988）。阿斯平沃尔和泰勒（1997）回顾了这方面的研究后总结道，一个相信自己能成功的人，对自己的坚持是否有收益非常敏感（也可以参见，Sandelands et al.，1988）。因此，研究表明，积极错觉在该领域并没有造成妨碍。

自我调节失败

夸大自己能力的人可能抱负过高，他们“贪多嚼不烂”。鲍迈斯特等人（Baumeister，Heatherton，& Tice，1993）考察了这个问题。他们先让被试完成一个精巧的手工任务，然后，要求他们针对随后的测验给自己制定目标，告诉他们，如果达到目标，他们会赢钱，达不到的话会输钱。一些被试（在自我威胁条件下）得到提醒，如果他们是那种在压力下表现不佳的人，也许可以制定低一点的目标；其他被试（在控制条件下）没有受到这样的威胁。

在自我威胁条件下，高自尊的被试（认为自己的控制力很强的人）赢的钱比低自尊的被试少，这个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制定的目标太高，认为自己能做得很好，但实际上又做不到。鲍迈斯特等（1993）总结说，当个体为无法实现的目标努力时，积极的自我观念将成为一种妨碍。当自我卷入过多时，尤为如此。

过分乐观的潜在危害

过分乐观也会造成危害。我们在前面提到，人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不可能经历各种消极事件。这种乐观想法可能导致人们忽视安全问题，没有适当的预防措施（Weinstein，1988）。举例来说，低估自己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可能性的人也许会不系安全带。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证据目前还有矛盾之处。有些研究发现，乐观的想法与预防措施呈负相关（如Burger & Burns，1988），有些则发现，乐观想法与预防措施有正相关（Aspinwall & Brunhart，1996；Whitley & Hern，1991），还有些研究发现没有相关（参见Gerrard et al.，1996）。对这种不一致情况的一个解释是，人们常常因为采取了预防措施，才会过分乐观。举例来说，每次都系安全带的人是采取了安全措施的，但是他们会高估安全带降低事故中受伤可能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控制的夸大知觉（认为自己的行为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乐观想法的基础。

积极错觉和职业选择

我们要考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了在生活中实现成就的最大化，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吗？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一个人，正在考虑成为一个舞蹈者。在决定是否从事该职业之前，这个人难道不应该了解自己是否真地有能力取得成功？

这个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也并非没有漏洞。它假设人们在做这样的决策时面临的惟一（或至少主要的）问题是成功的可能性。这是可质疑的。个体从事艺术生涯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因为他们真地喜欢这个职业。也许一个舞蹈者选择该职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出名”，而是因为他们热爱舞蹈。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喜欢跳舞，却不清楚自己的舞蹈天分到底有多少，因此，这类情境下人们是否需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是有争议的。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对成功的外在指标关注较少的人，生活得更幸福，也更健康（Kasser & Ryan，1993）。

这里我并不是指人们不在意成败，也没有说失败的人不会情绪紊乱。这里我要指出的是（1）人们觉得过程通常与最终的目的一样重要，（2）尽管人们当时可能因为失败而感到沮丧，但极少对自己追求梦想的行为而感到后悔。无论如何，这是事实：没有尝试过的人，其后悔程度比尝试过，但失败的人更高（Gilovich & Medvec，1994；Kinnier & Metha）。出于这些考虑，我们不能肯定，人们在做出职业选择之前是否应该知道自己在该领域的能力有多强。

即使一个人认为将来的结果是惟一要考虑的方面（我并不这么认为），是否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能力水平只是决定工作成绩的一个因素而已。努力、坚持，以及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是很重要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能力较高的自我知觉，即使与真实情况有些不符，也能促进这些因素。因此，对自身能力积极的看法可能比纯粹的正确评价更有助于取得成功。


总结

本章我们考察了自我认识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注意到，以往人们一直认为正确认识自我是心理健康的必要因素。也就是说，为了健康，人们需要真实地看待自己。然后，我们回顾了一些研究证据，这些证据向该论断提出了挑战。许多心理健康的人并没有完全正确地看待自己。其实，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比真实情况更积极一些。他们认为自己所具有的积极品质多于（消极品质少于）实际上所具有的，他们夸张自己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过度积极地看待未来。这些知觉（称为积极错觉）与真实情况的差距不是很大，但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积极错觉能否促进心理适应。我们注意到，积极错觉与更多的幸福感、更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以及更有建设性、创造性的工作有关。当人们面临有生命危险的疾病，或者其他创伤性的事件时，积极错觉尤其有益。表现出积极错觉的人更善于应对这些事件。

最后，我们考察了积极错觉的一些潜在危害。虽然适度的积极错觉可能是有益的，但过分的积极错觉却是有害的，这些危害包括消极的人际关系、不适宜的坚持、不良的自我调节，以及对身体健康的威胁。

这些潜在的危害强调，错觉必须适度才会有效。我们可以将积极错觉比为目前在日本、法国和德国出现的悬浮式火车。通过控制电磁的流动，微微拉开火车与铁轨的距离，火车的速度能达到一小时300英里。这里的诀窍是火车与铁轨的距离必须恰当，距离过大会导致火车旋转、相撞；距离过小会导致火车与铁轨摩擦，最后停止不前。

与此类似，只有当自我夸大的错觉与真实情况的差距适度时，才是最有效的（Baumeister，1989；Brown，1991；Taylor & Brown，1988，1994）。过于夸大的想法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伴有狂躁症的狂妄自大具有破坏性。但自我评价过分谦逊也有害处，关于抑郁的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就像正在发展中的新式火车，只有当个体的自我评价与真实情况差距适当时，才是最有效的。


	一些心理健康理论断言，正确认识自我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成分。其他理论坚持认为，虽然过分歪曲的自我观念显然是功能失调的，但为了有效地生活，人们不需要准确地了解自己的真相。

	许多健康的人没有正确的自我观念。相反，他们过度积极地看待自己、自己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以及自己的未来。这些积极错觉并不极端，但通常可以观察到。

	积极错觉与心理健康的几个标准相关，包括幸福感、圆满的人际关系，以及有能力从事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工作。

	当人们面临应激性生活事件时，积极错觉可能尤其有助于人们应对这类事件。在这样的情境下，夸大自己控制力，并保持乐观的人，比那些没有表现出这些错觉的人应对得更好。

	过分的积极错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消极的人际关系（包括人际暴力）、不适宜的坚持、不良的自我调节和对健康的危害。这些潜在的后果强调，积极错觉必须适度才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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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自我评价与旁观者的评价进行比较时，非抑郁被试自评的结果明显比他评的结果更积极，而抑郁被试则倾向于正确判断自己。将自我评价与熟人、家庭成员，或其他一些属于自我扩展部分的人的评价进行比较时，结果就有些不同。在这种情况下，非抑郁个体评价的准确性高于抑郁个体，因为他们高度积极的自我评价与这些跟他们关系密切的人的评价是一致的（Campbell & Fehr，1990）。

[2]这里我用了正常这个词，是根据统计学上的意义（也就是说，普通人的情况），同时也表明没有考虑精神病理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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